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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未來的記憶中，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勢必是

我們對 2020 年的關鍵印象，變種病毒的全球肆虐更是現在生活中無法忽略的強

烈衝擊。而疾病之外，我們生存的世界也面臨重大轉折；2020 年 11 月，民主黨

的喬．拜登（Joe Biden）贏得美國總統大選，9、10 月在亞歐交界的亞美尼亞，

因戰爭未勝讓出大片土地給亞塞拜然，8 月黎巴嫩港口倉庫大爆炸、6 月香港國

安法通過、5 月美國非洲裔青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以及開

春以來的澳洲森林大火造成數億動物死亡，在在地例證了今日生活世界的動盪生

態。面對此種變局，學術該如何回應，現實又會如何變遷呢？身處傳播社群的我

們，歡迎各種跨越學科界線的關注與討論。

本期專題論文關注知識生產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即一個產生學

科共識與規範學門行動的互動過程如何形成，具體案例包括了如何成立科系建

制、如何招聘教師人才生產專業知識、如何撰寫教材以培養新進人員等。當然，

如何滿足生活需要、如何回應社會變遷，也都是知識的重要內涵。

在國際上，傳播學門的建制化源自於美國 19 世紀大量公立學校的出現，並

在 20 世紀逐步落實，成為年輕學子們積極參與的新興範疇。在這背景下，華人

的新聞科系誕生於中國動盪變革之際，並在上個世紀末 20 年迎來學術建制的蓬

勃發展。21 世紀初，由於生活科技的大幅改變，資訊社會帶來的數位匯流改變

了這些校系的過往安排，「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的主題關注過往，也著眼未來。

很高興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新聞

學系教授羅文輝擔任客座主編，負責本期專題論文的邀約、組織等；蘇鑰機更以

熟悉的香港社會及中文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主題撰寫論文，作為此專題的特

邀稿件。此外，本刊也依雙匿名審查程序選出三篇專題論文，合計四篇文章，共

同討論華人傳播社群的建制化過程，有過往也有新近，時間跨度有長有短，內容

分別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世新大學與南華大學的新聞

傳播教育；前兩篇論文記錄科系建立過程中的各個面向，及其與社會互動的關係，

後兩者則討論在數位匯流衝擊下，臺灣社會中學程制度的變革反思與作法內容。

兩岸四地的傳播教育蓬勃發展，本刊計畫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介紹不同地區新聞傳

播系所的各項發展，以讓讀者在新世紀對於這些知名院校有最新的理解與掌握。

本期收錄的研究論文，包含兩篇文章。首篇是由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徐美

苓撰寫的〈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以《電業法》修法為例〉，另



II

一篇作者則是國防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顏瑞宏，探討中國大陸共產黨的閱兵儀式與

習近平演說的相關影響。在科技政策的文章中，作者指出《電業法》修法乃攸關

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與公眾息息相關，但作為傳遞資訊及維護公共利益重

要管道的傳播媒體，並未善盡增進公眾參與議題的角色，且相關報導極少透過解

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框架加以論述，反倒是多引述經濟相關消息來源；

研究結果同時指出若將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做出比較，主流媒體的觀點反較多

元，且有更多公民參與元素。〈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關

注的是近來世界變遷的隱藏臺詞，即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表現，以及相對應

的政黨政策與國家治理是何種實際面貌；研究發現，公開演說中論述形構的期待

為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與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鬥爭可

以重建新世紀的秩序等；作者指出習近平言說主要訴求以政黨認同為召喚對象，

中國人民及臺灣社會均在論述裡「被消失」，最強烈的他者則是美國。

而 2020 年 1 月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結果由民進黨的蔡英文與賴清德獲得

勝利，但在選舉過程中，公共輿論與數位網路上的民眾意見呈現何種樣貌，一直

是各方關注的重點；而在社群媒體的公關實務上，「網路口碑行銷」、「業配文」、

「論壇寫手」以及「網軍」等概念，更揭示了臺灣社會對於這些與之相關的工作

如何界定與面對有著極高關注。本期「研究紀要」刊出政治大學廣告系副教授鄭

怡卉撰寫的〈社群公關倫理的理論與實踐〉，該文探討在公共關係實踐的過程裡，

學術社群對於社群媒體扮演的角色，以及目前產生的各種影響；結論指出早期公

關人員多在企業內，以業務導向的限定性角色為主，而在今日環境中，對於新媒

體多元運用的企劃角色則益形重要，倫理議題因而值得深思。閱讀本文能激發想

像，希冀能促成反思的開展，2018 年間日本關西機場事件與「卡神」楊蕙如網

軍之間、2019 年間行政院農委會編列預算雇用的網路小編，以及選舉過程中的

「1450」等都是不斷浮現、提供參照的具體案例。

最後一篇收錄在「典籍再現」的〈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

究〉，是由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張惠嵐撰寫，評論文本是由來自於芬

蘭的 Erkki Huhtamo 與 Jussi Parikka 合編的《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

（英文版 2011 ／中文版 2019），中譯者則是華中科技大學唐海江教授。媒介考

古學是一個看似新興，但其實醞釀自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理論觀點，相關論點

主要源自於德國與法國的知識傳統，主張傳播形式的物質基礎，絕非聊備一格，

而是對訊息內容產生了制約性的規範影響，因此主張在內容上與人類中心主義的

詮釋保持距離、認真凝視，並以具多重空間維度的技術結構來拓展媒介的深層

時間與空間維度。這可說是對於歷史偏倚化的反撲，也是對於傳播偏倚（bias in 



III

communication）的一種認真思索。作者從思潮的醞釀脈絡說起，經由觀點主張

與文集介紹的闡述，到最後對於譯本內容做出評估，邏輯完整清晰。

2021 年，本刊即將迎來刊物創立以來的第 11 年；發展過程中感謝各位讀者

的鼓勵與支持，刊物的封面顏色與設計也略作調整，以迎接下一個十年。本刊

近 3 年的退稿率分別是 2018 年的 79%、2019 年的 75%，以及今年度（2020）的

74%。我們期待在嚴謹審查之餘，也能替社群的知識想像與實踐範疇做出更具視

野與寬容的拓展；而在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為因應教育部推動多元升等的「建

制化」作法，本刊將原本存在於研究論文審查過程中的雙匿名審查制，推廣至

「研究紀要」與「典籍再現」等專欄，以使社群同仁們可以獲得升等過程中的有

力奧援。另外，期刊也接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委託，承擔專書稿件

審查的學術機制。這些都是編輯顧問對期刊發展的語重心長，希冀期刊能肩負起

推動觀念革新的社會責任，讓每位學者專家，每份系統探索的用心都可以被平等

看見。只是，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難以一步到位，也希望各位繼續斧正，讓我

們持續調校。

本刊編輯團隊也在本期出版後進行改組，感謝兩位來自於世新大學傳播管理

學系的羅尹悅與劉玉皙老師這兩年在編務上的諸多貢獻；未來，將由世新大學公

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師徐暄淯，以及數位多媒體學系的鄭元棓老師等新血接手繼

續。而在英文編譯方面，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的蕭宏祺老師過去五年來付出實

多，日後我們將交由專業編譯公司負責英文稿件的修改。未來，本刊將陸續推出

運動傳播、傳播與遊戲，以及政治傳播等專題，歡迎各位學者惠賜稿件，共同就

傳播社群內的更多面向進行考察與挖掘。

 夏春祥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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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專題主要探索三個華人社會幾所新聞傳播院校的歷

史發展，並分析各校發展過程的特色和經驗。另一個關注點是新聞傳播敎育的改

革問題，尤其是近年面對新科技的挑戰，院校如何重新規劃課程、培訓人才。專

題共有四篇文章，其中兩篇考察兩所知名院校的發展，另外兩篇則具體分析學系

如何重整課程。

蘇鑰機敎授的論文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簡稱為中大新傳學院）

作為個案，探討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文章將學院歷史分為六個階段，並

和香港社會發展作排比，以找出兩者的關聯。它使用結構與個人能動的框架，試

圖結合宏觀社會情況、組織內部及個人因素。微觀上分析個別人物的學術背景、

地緣關係、工作成果和師生傳承。

文章指出，中大新傳學院的課程強調「學與術並重」，研究取向以新聞、政

治傳播、媒體文化為焦點。正如該院 C 研中心是以中華、比較、傳播為核心，學

院的定位是比較中西方及大中華兩岸三地。學院強調社會參與，對時事進行研究

評述。學院的特色是本地化和「系友化」，並探討其背後的條件因素。文章最後

分析學院未來的挑戰，包括課程如何應對新科技環境，人員傳承的優良傳統，及

面對環境變化帶來的人才流失與學術自主問題。

郝曉鳴敎授的論文分析新加坡的傳播教育，以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

作為個案。新加坡的媒體在 1990 年代迅速發展，因此新聞傳播教育要配合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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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進行轉型。新加坡缺乏新聞教育傳統，但得到政府支持，資源充足和硬體

建設上都能夠打好基礎。新加坡規模不大，很難靠本地人作為師資骨幹，於是轉

向國際招聘。學院提供良好教研條件，著力培養年輕學者，使他們成為科研的重

要力量。

學院的特色是高度國際化，使學院的排名在國際及亞洲名列前茅。教師來

自歐美和亞洲等地，海外經驗結合了本土情況。師生在國際刊物發表很多論文，

學院實行嚴格考核制度，以保證教學與研究的質量。教師在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

下，可以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錄取的學生質素很高，這些都有利於吸引國際師

資。學院的課程目標是加強通識和跨學科教育，增加課程的多樣化和彈性。

林宇玲敎授探討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並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

分析改革經過和面臨的困難。新聞系經歷兩波改革，第一波是廢紙媒並建立網路

媒體。實習報紙改變路線，將內容全部上網。第二波改革是數位優先，讓學生有

能力在數位傳播的不同領域發揮所長。課程設計由「序列」改為「數位多工」，

不再強調單一媒體或技能的培訓，重點放在跨／多平臺的應用。

系所採用「創新者模式」，老師帶領學生生產新聞，以「教學醫院模式」訓

練學生各種新技能。新聞生產過程變得更開放，內容可以不斷更新增減，也讓民

眾在網站平臺上對新聞議題發表意見。新聞生產過程還要包括平臺管理、社群互

動及民主參與。這篇論文也探討數位衝擊對新聞教育帶來危機和轉機，當中涉及

在新環境下訂立倫理標準，數位時代新聞學理論內涵，資深新聞教師如何應付數

位環境等。

施伯燁敎授透過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探討學程制度規劃。他指出該校在 2013

年開始推動課程革新，從「T 型教育」轉化為「π型教育」，後者加入了跨領域

就業學程。學系要推動課程學程化，強調彈性和市場動態結合，設計專門課程組

成「模組」，結合不同模組形成學程，目的在改善學習情況，增加就業能力與多

元專長。

透過學生意見調查和專家座談，作者觀察到四個問題：如何規劃必修課程、

如何建立與分類學程模組、如何銜接「總整課程」、如何面對實務課程與媒體產

業。文章提出三個調整方向。第一是重新整合與分類課程模組，令它們彼此銜接，

增加自主學習空間。第二是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讓學生有更多選擇。

第三是加強學術與實務連結，以匯流代替課程的分流。學程制度可建立系所定位

與特色；要發展問題意識與深層自主學習，以提升學生興趣並結合就業目標；師

生要共同面對與適應媒體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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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和南洋理工大學的文章，主要分析學院發展與在地社會的關係。中大因

應香港的位置，希望成為溝通中西、聯繫兩岸三地的交流橋樑。中大的特色在於

教師本地化和「系友化」，前提是能夠建立師生傳承系統，但需要在本土與國際

之間取得平衡。南洋理工大學後來居上，發展方向清晰。它著力國際化，不僅提

供良好敎研環境，更強調研究產出和實施嚴格的考核制度。其挑戰是要管理好本

土與國際之間的結合，保持教員的穩定性。兩所院校有不同定位、不同發展策略，

也面對不同挑戰。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面對數位挑戰和轉型，大膽採用「創新者模式」，關鍵的

理念包括實踐、開放、彈性、互動、融合。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在改革課程規劃時，

加入了跨領域就業的考慮。學程化過程中強調自主、選擇、彈性、銜接、匯流、

適應、市場。它以學生為本，考慮他們的興趣、能力和就業前景。值得留意的是

兩所院校的改革方向相同，但各自有其定位、都在努力更新嘗試中。這些經驗也

值得我們借鑒。希望這個專題只是一個開始，日後有更多文章介紹華人傳播教育

的發展經驗。

 專題主編　蘇鑰機、羅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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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

蘇鑰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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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機構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本身內部的規劃和運作，同時也和它身處的社會

環境有關。在發展歷程中，機構內一些人物的能動性或可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中

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可以作為個案，來展現機構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

首先回顧該學院歷史的六個階段，並勾劃不同時期香港發生的一些重要大事，看

學院歷程與社會背景之間有何聯繫。文章又研究學院早年師資的背景，以瞭解創

系時的路向，特別是個別教師的工作和貢獻。學院的教育理念、課程特色、學術

取向、研究重點也是本文的審視範圍。之後總結學院的一些發展經驗，尤其是教

學人員的本地化和「系友化」兩個因素。最後將探討學院在新科技環境下課程要

走的路向，及處於香港新政治氣候中如何面向未來的挑戰。

關鍵詞：機構歷程、社會變遷、個人能動、本地化、系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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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事物，要考慮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甚至不同時間，而且

要明白向量兩端之間的互相關聯。這種取向可用於觀察不同事物，分析一個學術

機構也如是。本文著眼的個案，是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簡

稱新傳學院）。我們希望察看它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發展，省思其歷程與經驗。

具體而言，本文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審視中大新傳學院的歷史，及它和身處

社會環境的關係。我們希望瞭解在社會、大學、學系、個人等層面的一些重要歷

史時刻及其影響意義。第二個目的是勾劃學院的特色，及總結一些有用的經驗。

中大新傳學院在華人傳播學界中是個鮮活的例子，究竟它的一些經驗是獨特的還

是可以轉移的呢？

本研究的框架是希望兼顧宏觀與微觀的視角，瞭解大環境與機構之間的關

係。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2015，頁 21）在所編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

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中曾這樣寫：

如果「新傳」是一個小火車卡，它走過的路軌有 50 年這麼長。

1965–2015 年也是「香港號」這列火車的重要歲月，火車卡和整列火車

唇齒相依，互為影響。學院經歷不同時期的變遷和發展，在不同年代

發生的事件，某程度反映了香港的大環境。」

朱立認為，我們要向社會學取經，新聞傳播教育「總是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

濟與傳媒業同步，兩者彼此依賴、互動」（王彥，2017，頁 89）。

用社會學中的結構（structure）與能動（agency）關係來說，一個機構的

運作和當中個人的作用是互動的，影響到機構的表現 (Dutta, 2011; Sztompka, 

1994)。結構是指不斷出現的組織安排，足以影響個人的機會和選擇。能動是指

個人能否作出自由的選擇。結構和科層組織是社會必要的組成元素，令社會可以

有序地運作。個人可以在結構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非完全受環境所制約，他有時

甚至改變身處中的社會結構。在分析中大新傳學院時，這一對概念能夠提供一個

有用視角。

本文有不同的資料來源，首先是中大在 1960 年代創立時，十多年間出版了

三本《校長報告書》（香港中文大學，1969，1975，1979）。新亞書院的歷史也

有專門刊物詳細記載，當中包括新聞系初創時的材料。第二個資料來源是學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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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週年和50週年時分別出版的兩本特刊（李玉蓮、姚霞主編，2005；蘇鑰機等人，

2015），內有很多老師的回憶文章和各種珍貴資料。第三個來源是其他相關的書

籍和文獻。本文作者在學院讀書和工作前後有 40 年，當中自然有一些經歷和觀

察。

貳、早期的中大新聞教育

根據李家園（1989，頁 182-195）的考證，香港最早的新聞教育機構於 1927

年由香港新聞學社舉辦，聘得一些資深報人任教，於 1931 年便結束了。1936 年

有新聞業者創辦了生活新聞學院，設有夜間課程，也只維持了很短時間。1939

年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立了中國新聞學院，於 1949 年結束。到了 1951 年，香港

教育司開辦高級漢文夜學院，設有新聞科目，但只辦到 1956 年。同年聯合書院

正式成立，位於港島堅道的分部設有新聞學系，由廣東一些資深報人擔任老師。

不過聯合書院在 1963 年加入新開辦的中大時，原有的新聞學系被取消。

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人口不到 200 萬，因有大量內地移民湧入，根據政府統

計處的人口統計，1961 年人口已達 310 萬。香港專上教育的步伐跟不上人口的

增長。當時只有一所香港大學，在 1961 年學生總人數約 2,000 人。當時香港擁

有大學學位的人口比例只有約 2%。同年有 4,600人參加英文中學會考，另有 2,300

人參加中文中學會考，大學教育的需求很大（香港中文大學，1969，頁 5）。香

港政府於 1959 年開始考慮，要成立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新大學，並於 1963

年正式成立中大。它由三所已在運作的書院組成，分別是有基督教思想的崇基學

院、儒學背景的新亞書院，及服務本地社會的聯合書院。

中大創立時，除了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它同時加入了英聯邦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與英國大學設立學術交換計畫，

法國、西德、日本、意大利政府又協助開設各科外文課程，並且得到英國及美國

的一些基金會支持，發展研究中心和各項計畫（香港中文大學，1975）。此時新

亞書院也獲得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財政上的支援，並在教育

方面有長期交流。

新聞學系在 1965 年成立時，已確立 4 項教學目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1965，頁 96-97；魏大公，1967）：一、以各種理論與實際課程，訓練學生在香

港及東南亞地區從事記者、編輯及新聞事業管理之工作；二、使學生瞭解自由社

會之真義，新聞自由之可貴及新聞從業人員對社會之責任；三、藉各種理論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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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使學生畢業之後，能在國外或中大大眾傳播中心繼續深造；四、與香港新聞

界密切合作，共同提高香港新聞事業之水準。新聞系創立之初，只設三、四年級，

招收由其他學系完成首兩年課程的學生。課程內容兼顧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新

聞專門課程。

中大剛成立時，於 1964 年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

聞學院的喻德基教授，來港協助設立新聞學系。他建議新聞系不設一、二年級，

學系不應偏重新聞技巧訓練，新聞系應適當輔助大眾傳播事業提高其水準，並推

動研究工作。換言之，應要達成教學、研究和為社會及新聞界服務（香港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1969）。

學系的成立，有賴香港中文報業的大力支持，從學系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可

見。主席是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N. J. V. Watt，委員包括《虎報》社長胡督東、《工

商日報》經理何鴻毅、星系報業公司總經理胡仙、《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還

有亞洲協會代表袁倫仁、香港廣播電臺臺長 Donald Brooks 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港專員 Charles Mohn。當年由星系報業、《華僑日報》、《南

華早報》共捐贈 12 個獎學金給新聞系學生。新聞界也協助代印學生的《實習新

聞》刊物，並提供暑期實習機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9，頁 81-83；蘇

鑰機，2015）。在 1965 年，《華僑日報》的岑維休出任新亞校董；星系報業的

胡仙也於 1967 年出任新亞校董，並在 1975 年獲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學，與三年制具英國殖民地色彩的香港大學不同。

由中大設立新聞系，一方面能配合香港中文新聞業的人才需求，也移植了美國新

聞教育的傳統。因為英國的大學很少開辦新聞系，所以不宜將香港的新聞系設於

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創立新聞系時，找了一些美國的教授前來設計課程和講

學，並由亞洲協會資助建立群眾播導中心。

參、學院發展的六個時期

中大新傳學院至今 55 年的歷史，大概分為六個階段（蘇鑰機，2015 年 10

月 31 日），詳情可見表 1。首先是 1960 年代的始創期，由喻德基於 1964 年開始

構思學系起計，年分由 1964–1973 年。由於新聞系是香港在正規大學首創，沒有

很多前人經驗可參考，主要依靠留美學者喻德基提供意見。實行時由新亞書院的

張丕介暫時充當系主任，加上聘請從美國畢業不久的魏大公，當時新亞同事戲稱

「一個老爺一個兵」（黃建業，2015）。魏大公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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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1. 始創期（1964–1973）

1964 美國亞洲協會資助下，新亞書院籌設新聞系，哥
倫比亞大學教授喻德基來港協助

1965 創辦中大新聞學系；成立群眾播導中心

1966 出版《實習新聞》和《雜誌世界》

1967 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
六七暴動

1969 推行 10 年建屋計畫

1971 推行 9 年免費教育

1972 紅磡海底隧道通車

1973 遷入沙田新亞書院現址 開展新市鎮建設工程

2. 定型期（1974–1982）

1974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設廣播專業；成立傳
播研究中心

廉政公署成立

1975 兩年制改為四年制；出版《傳播季刊》（Asian 
Messenger）

1976 發生「沙田新聞事件」

1977 宣偉伯來港擔任胡文虎講座教授，創辦傳播哲學
碩士課程

1978 實施 9 年免費教育

1979 地下鐵路通車；首批「居者有其屋」
落成

1981 增設廣告及公關專業範疇

1982 舉行首屆區議會選舉

3. 波動期（1983–1993）

1983 港元波動，實施與美元聯繫匯率

1984 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新傳系系主任；1982–1986
年間先後有 5 位系主任

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第一
波移民潮出現

1985 重申本科課程學術和專業並重

1989 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百萬人上
街遊行，第二波移民潮出現

1990 頒布《香港基本法》（簡稱《基本
法》）

1991 聘請多位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大學改為三年
制；新生人數由每年三十多人增至六十多人

立法局首次直接選舉

1992 本科課程專修範圍增加至 4 個：廣告、廣播、印
刷新聞、傳播研究

1993 開辦傳播哲學博士課程；英文實習刊物 Varsity 創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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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4. 穩定期（1994–1998）

1994 計畫引進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大亞灣核電站落成及向香港輸電

1995 《大學線月刊》取代《新沙田》

1996 開辦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董建華當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臨
時立法會成立

1997 成立數碼攝影工作室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1998 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股匯，政府入市
干預

5. 發展期（1999–2011）

1999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辦新聞學碩士課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居港權問題首次
釋法

2000 開 辦 新 媒 體 碩 士 課 程； 與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簽訂學生交
換計畫

2001 原有的傳播碩士課程，改為企業傳播碩士課程

2003 設立中大新聞獎 沙士疫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爆發；50 萬港人
遊行，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2004 開辦廣告碩士課程；成立傳播研究中心

2005 開辦全球傳播碩士課程；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簽
訂學生交換計畫

董建華辭職，曾蔭權接任特首

2006 《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成立新聞教育基金祕
書處

2007 與 荷 蘭 鹿 特 丹 伊 拉 斯 姆 斯 大 學（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簽訂學生交換計畫；擔任
新聞教育基金秘書處

2008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創刊 中國舉辦北京奧運，香港協辦馬術
項目

2010 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
增設「點子創作」作為校內實習小組

泛民主派發起 5 區總辭，引發「5
區公投」

2011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被納入 SSCI 數
據庫

6. 成熟期（2012–2020）

2012 和商學院合辦五年制的雙學位課程；本科生恢復
四年制課程；成立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
（C 研中心）

梁振英出任特首；反國民教育科爭
議

2013 《傳播與社會學刊》成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收
錄的期刊；與南韓翰林大學（Hallym University）
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增設新聞與傳播學及社會學
雙主修課程；推出新院徽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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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ssouri）新聞系，來港前曾短期於臺灣的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當時還有一位

美國來的訪問教授 Charles C. Clayton，他又是剛成立的群眾播導中心主任（香港

中文大學，1969）。Clayton 在密蘇里大學畢業，有數十年的新聞實務經驗。喻

德基在 1968 年留下來做了一年訪問教授，系務於 1967 年轉交魏大公接手，密蘇

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院都享有盛名，決定了中大新聞系的發展方向。

那時新亞書院要到 1973 年才遷入沙田的校園，新聞系師生之前曾在界限街孟氏

圖書館等地上課（朱雯、黃郁文、李玉蓮，2015）。

第二階段是 1970 年代起，可稱為定型期，時間為 1974–1982 年。學系的規

模稍增，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加了廣播課程，並由兩年制轉為四年制。當

時的辦公地方分設在新亞書院及大學中部的碧秋樓，後來才集中搬到山頂的新亞

書院。1976 年，學系發生《沙田新聞》事件，學系的實習刊物報導了一些中大

畢業生未能考獲政府的政務官，大學高層對報道要問責，令系內一些教師受到譴

責及後來不獲續約（馮德雄，2015a）。余也魯出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陸續增

聘了朱立、皇甫河旺、李金銓等源於臺灣的生力軍。余也魯又邀得傳播學大師宣

偉伯（Wilbur Schramm，又譯作施拉姆）來港，在 1977年創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

積極為日後儲備本土的教研人才（余也魯，2015a，2015b）。在這階段，學系和

美國及臺灣的學術界有一定聯繫，當年曾到訪或短期任教的學者有 Ithiel de Sola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2014 增設創意媒體實驗室作為第四個校內實習課程 全國人大對普選定下 8.31 框架，引
致占領中環及雨傘運動

2015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傳播
與社會學刊》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的第一本外文
附屬學刊；學院慶祝成立 50 週年

特首選舉方案被立法會否決

2016 農曆新年旺角騷亂；立法會宣誓風
波

2017 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合作，成立全球傳播四年制
本科課程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西九龍站內設
內地口岸區

2018 《傳播與社會學刊》被評為 TSSCI 一級核心期刊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港珠
澳大橋通車

2019 反逃犯修例草案運動，過百萬人上
街示威

2020 成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實驗室 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引發第
三波移民潮；全球爆發新冠肺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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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Alex Edelstein、Robert Bishop、Bradley Greenberg、Ken Starck、William 

Hatchen、汪淇等。

1980 年代的第三階段是波動期，由 1983–1993 年。此時香港前途未卜，中

英談判剛剛開始，人心不穩，港元大跌，中大新傳學系的人事反覆。1982–1986

年間，余也魯退休後，朱謙從夏威夷來了一個學期就提早離開了，系主任一職先

後由鄭惠和與關信基暫代，到了朱立領導系務才穩定下來。此時有李少南、陳韜

文、蘇鑰機三名校友先後從美國學成回歸，教師本地化悄然開始。學系在 1980

年代初增加了廣告和公關課程，但仍側重文字新聞訓練，新設立的《新沙田》替

代了原來的《沙田新聞》。朱立推行課程改革，令學生選科更有彈性，又邀請外

地教授來港短期任教，包括 Erwin Atwood、Thomas Baldwin、羅文輝、王嵩音等

（朱立，2015）。在此期間，由於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每年招生人數培增，

同時聘用了更多新聞傳播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六四事件嚴重影響了 1990 年

代香港的發展，有一些老師移民離港，美國著名教授 George A. Comstock 被邀

來當系主任，他先後聘請了幾位美國老師，包括 James Kenny、Robert Stone、

Bryce McIntyre、 Lars Willnat、Karen Wilkins（黎淑怡，2015）。Comstock 創辦

了傳播哲學博士課程，但他逗留了兩年便返美國。

第四階段是由 1994–1998 年的穩定期，系主任一職開始由香港新生代接手。

Comstock 之後暫由梁偉賢接任，繼由陳韜文出掌系政。陳韜文從美國引入一些

年輕剛畢業的留美大陸學者，如潘忠黨、魏然、陳懷林等，一些本地教師如李少

南、蘇鑰機、馬傑偉、梁永熾、姚霞陸續回歸，又邀得李金銓再度來中大當講座

教授。李金銓作為第二代主要的華人傳播學者，帶領著歸聚的第三代本地及大陸

學者，努力探究各項學術議題。新傳學系此時士氣上升，開始凝聚力量。區報

《新沙田》在 1995 年蛻變為《大學線月刊》（陳韜文、蘇鑰機，1996），加上

在 1993年創辦了英文的Varsity雜誌。1996年率先開辦了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第五階段是發展期，由 1999–2011 年。新傳學系改名為新傳學院，預示了

學院接下來的許多發展。唯一不變的是學系同仁繼續支持「學與術並重」的課程

方針，它一方面強調理論和思考訓練，另方面著重專業技術培訓，並且保持課

程的彈性，以配合時代發展和業界需求。院長李少南銳意設立多個修課式碩士

課程，在扎根香港之餘，並開始招收大陸學生，令學生和教師人數均增。同時大

量聘請業界資深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加強和傳播行業的聯繫。此時學院又啟用電

話調查民意中心，積極發展教研的廣度和深度。在大學對學院的常設撥款未有

增加的情況下，仍能透過修課式碩士課程開拓新資源，擴充學院的規模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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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後半段由蘇鑰機接力當院長，加強學生對外交換計畫，進一步發展與

新聞界的關係，並設立了兩本學術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和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教師隊伍以本地人為主，不少還是系友（例如馮應謙、邱林川、

梁麗娟、朱順慈、李立峯），配合來自臺灣（例如羅文輝和黃懿慧）及海外的學

者，形成一個既本土又多元化的團隊。

自 2012–2020 年是第六階段的成熟期，前一段由馮應謙出任院長，2017 年

起由李立峯繼任，可說是由第四代華人傳播學者接棒。這段期間學院規模人手更

上一層樓，獲大學增撥地方作教研及辦公用途。有很多本地的老師加入教研團

隊（包括一些系友如譚蕙芸、潘達培、陳志敏、區家麟），同時也聘用不少大

陸和外國學者，人數眾多及組成多元。課程方面新設「點子創作」（Pinpoint）

和「創意媒體實驗室」（Creative Media Laboratory）兩個校內實習課程，成立中

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C 研中心），努力走向國際化，推出更多海外交

換計畫和學習之旅，令學院在國際聲譽、收生質素及師生研究成果諸方面均名

列前茅，兩本中英文學術期刊分別被收錄於 TSSCI 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學術數據庫中。在 2017 年學院和英國的薩塞克斯

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合作，成立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

肆、學院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表 1 列出香港自 1960 年代至今的一些重大社會事件，並且和新傳學院的大

事並列，以作參照。香港在 1960 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

調整治港方針，大力發展房屋、交通、教育、城市等建設，和不久前創辦中大是

在一個共同社會脈絡。1950 及 1960 年代的香港仍然很落後，需要人力資金以作

發展。中大的成立得到美國學術和文化界支持，首任校長李卓敏原任教於加州柏

克萊大學經濟系，初時借調 3 年到中大出任校長，後來一直留了 15 年（香港中

文大學，1979）。另一例子是在 1966 年，中大仍在籌建校園，邀得著名華裔建

築師貝聿銘從美國來香港，對校舍設計提供意見（香港中文大學，1969）。

中大以新亞書院創建新聞系，而非由原有新聞課程的聯合書院統籌，這是個

小小的謎團。歷史文獻對此並無明確紀錄，可能和當時新亞書院的意願和它掌握

不同界別的人脈有關（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中大的目標是為香港培

養不同行業的人才，例如首創新聞、藝術、音樂等學位課程。新聞學系得到報界

大力支持，因為行業需要高質素人才，中大的課程將新聞訓練正規化，請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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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新聞院校的教授幫忙。1965 年中大率先在香港創立新聞系，之後浸會書院

和珠海書院均於 1968 年建立新聞科系，樹仁書院於 1971 年也推出相同課程。

到了 1970–1980 年代初學系的定型期，此時香港社會經濟起飛，文化生活各

方面都有改善，大型基建包括地下鐵路、居者有其屋、9 年免費教育、廉政公署

成立等，都標誌著香港的高速發展，這和新傳學系以及中大的發展同步。學系此

時提供更多類型的課程，本科生人數倍增，並創立全港首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

中大有頒授大學學位的優勢，在香港新聞教育中處於較佳位置。此時系內仍是臺

灣教師作為主力，極少本地的全職教員。

1980 年代初，香港政治前景開始不明朗，出現信心危機。中英談判並不順

利，港元兌美元匯率一度暴跌，雖然後來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仍出現第一

波移民潮。此時新聞系的人事不穩，1982–1986 年間先後出現 5 位系主任，足見

情況嚴重。幸得幾個年輕本地畢業生在外地學成後回校服務，局面得以維持。在

此時期的後半段，發生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出現第二波移民潮，學系 8 名

全職教師中有 3 人移民他去。後來 Comstock 當系主任時，僱請了數名外國學者

以填補人員空缺。但外籍教師融入需時，加上有語言和文化差異，系內的能量和

對外的聯繫未如理想。

在九七回歸前後，中英政府在政制和交接安排上仍有爭拗，於是有臨時立法

會的設立，大亞灣核電廠此時啟用，回歸後出現短暫的亞洲金融風暴。政治主權

易手，香港有人離開也有人從外地回流，整體政治局勢較為明朗。學系因有一些

本地學人回歸，加上聘請了幾位源自大陸的年輕學者，人事上得以補充。系主任

開始本地化，李金銓由美國回來停留數年，研究氣氛活潑，環球媒體如何報道香

港回歸都成為研究題目。

千禧年後香港經濟仍有發展，政治上偶然爆發大型示威，整體政經環境有起

有跌，但大家一般覺得香港政治情況比回歸前預期的為佳。高等教育的質與量都

有提升，浸會學院於 1994 年升格為大學，千禧年前後香港大學和城市大學先後

設立新聞傳播科系，之後恒生管理學院升格為恒生大學，也成立了傳播學院，這

些努力加強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廣度和深度。中大新傳學院在這段時期起飛，

增加了人手，院內團結穩定，團隊以本地人為主，也有來自大陸、臺灣和外國的

教師。學院得到大學支持，順利推出新課程和計畫。特別是陸續推出的五個修課

式碩士課程和全球傳播學士課程，它們不單加闊了傳播學科的範圍，增加了學院

的財政收入，又回應了近年傳播業界對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等領域的人才

培訓需求。它能夠在教研方面發揮香港的中介角色，成為中西溝通的匯聚點，在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15

亞洲區內發揮顯著作用。

最近十年，香港發生數次重大爭議事件，政治環境逐漸下滑，令人擔憂社會

穩定。同時大陸和香港迅速融合，文化上出現身分認同等爭拗，內地對香港的影

響愈見明顯。此時中大新傳學院進一步擴充，推出新計畫又獲得一些學術榮譽。

它一方面努力對外聯繫，同時也和中國內地有互動交流，招收頗多內地學生。學

院在 1990 年代初已開始和海峽兩岸的學者交流，較有規模的是傳播學訪問學者

計畫，自 2008 年起舉辦，每年邀請幾位大陸學者到學院作短期訪問（陳韜文、

程曉萱，2017）。此外，學院C研中心的工作小組每年擬定主題，提前公開徵稿，

邀請大約十位大陸、臺灣和海外的學者參加每年一度的工作坊，大家提交論文和

作深度研討。部分論文經匿名評審後，發表於《傳播與社會學刊》，並曾出版專

書。

曾參加過工作坊深圳大學的周裕瓊表示：「香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好比一

個海納百川的學術海港，而一年一度的工作坊則引來千帆競秀」（陳韜文、程曉

萱，2017，頁 71）。武漢大學的肖珺說：「工作坊非常好地以研究問題為導向，

聚合兩岸三地和國際學者，讓大家充分地、自由地進行討論，這種思想風暴所帶

來的衝擊勢必對研究者產生重要的引領作用」（同上引，頁 91）。臺灣中正大

學的管中祥說：「來自各地的華人傳播學者在此分享研究與實踐，溝通、批判、

論辯，不但能走出研究的同溫層、舒適圈，更重要的是，彼此砥礪、擴大視野，

反思自我的局限，為華人傳播研究留下重要的累積」（同上引，頁 92）。在兩

岸三地華人社會的大背景下，學院作為東西方橋樑及扮演兩岸學術交流的中介角

色頗為重要。除了接待大陸和臺灣的學者到訪，一些中大的教師前往兩地講學交

流。例如陳韜文是首位傳播學的長江學者，經常在復旦大學與師生互動，馮應謙

也曾獲選擔任珠江學者。近十多年來，中大和清華大學及政治大學都有簽訂短期

學者互訪協議。

新傳學院有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的傳統。早於 1980 及 1990 年代，學院的

老師在《信報》開闢「傳媒筆剖」專欄，每週輪流撰文。由 2014年至今，又在《明

報》觀點版設立「媒體解碼」欄目，由同事每週撰寫媒體評論。學院在 2003 年

設立中大新聞獎，每兩年一次評選優秀的香港新聞報道作品。自 2006 年起，學

院和新聞教育基金合作，舉辦活動一起努力促進業界的水平。學院不時發放媒體

調查結果，例如在 2014–2020 年間，進行連串有關「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的調

查。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之後，學院接受監警會委託，進行了大型的民

意調查研究，並提交和公開了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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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背景和系主任情況

要深入瞭解一個學術機構的特點，就要觀察它的師資和學生，尤其是主要負

責人的背景、學術訓練和工作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影響該機構的發展路向。在中

大新傳學院逾半世紀的歷程，有眾多學者和老師，其中曾任系主任、院長等人物，

都值得分析（蘇鑰機，2020）。

首任系主任張丕介屬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是經濟學者，他在新聞系創立的

頭兩年兼任系主任。之後接棒的魏大公在新聞系服務了 22 年，其中 6 年擔任系

主任（馮德雄，2015b）。喻德基和 Clayton 也是重要人物，雖然他們留在系內只

有 1–2 年。在這十多年間，有 14 位訪問學者，他們來自外地，多停留 1–2 年，

接力在中大作短暫教學。詳情可參看表 2。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德國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博士

中國中央政冶
大學

1965–1967 年兼
系主任

魏大公 1965–1987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臺灣國立政治
大學

1967–1970 年、 
1971–1974 年兼
系主任

Charles C. 
Clayton

1965–1967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
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ason Rossiter 
Smith

1967–1968 美國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
大學

喻德基 1968–1969 美國埃奧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

Charles L. Allen 1969–1970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
學

陳閩 1970–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1970–1971 年兼
系主任

John Hohenberg 1970–1971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

沈承怡 1971–1972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美國波士頓
大學（Boston 
University）

Slo W. Sanders 1972–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李宜培 1973–1976 美國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學士

馬鴻昌 1973–1974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埃奧華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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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也魯曾於 1966–1968 年在中大新聞系擔任兼職，其後在浸會書院開創傳理

系並當上系主任。到了 1974 年，中大聘請他回到新聞系出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

至 1982 年退休。在他任內，新聞學系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由兩年制變成四

年制，加添了一些課程。當時黃維忠是唯一的香港人，在學系畢業後到美國學成

回來，於 1976 年起任教了十多年。傳播學大師宣偉伯應其學生余也魯的邀請，

於 1977 年到中大出任胡文虎傳播講座教授。他原本打算來 3 年，可惜只逗留了

1 年便返美（李少南，2015）。後來他和余也魯在 1982 年到大陸幾個城市作旋

風式訪問，為傳播學日後在中國的發展埋下種子（蘇鑰機，2012）。

皇甫河旺、朱立、李金銓 3位來自臺灣，在美國留學後到中大新聞學系任教。

他們停留了頗長時間。皇甫河旺（2015）對領導中文編採課程很有貢獻，後來回

去臺灣學界任職，多年後再到香港珠海學院出任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朱立在

1970 年代末加盟，服務了十多年後移居澳洲，他在中大後期當系主任，穩定了

系內的局面。後來朱立接受浸會大學邀請，擔任傳理學院院長直至光榮退休（簡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Mark A. Reese 1973–1974 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
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余也魯 1974–1982 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碩士

香港浸會書院 1974–1975 年、
1977–1982 年兼
系主任

陳黃義敏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博士

John L. Mitchell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碩士

1975–1976 年兼
系主任

黃維忠 1976–198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

1976–1977 年兼
代系主任

張全聲 1977–1980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皇甫河旺 1977–1987 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碩士

Wilbur Schramm 1977–1978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
學

創辦碩士課程

朱立 1978–1991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 1987–1991 年兼
系主任

李金銓 1978–1982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 1994–1998 年任
訪問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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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榮休）。李金銓在 1970 年代末在中大只逗留了 4 年，後來在 1990 年代中期再

次來中大，他雖然沒有擔任主要行政職務，但在培訓學生和帶領研究團隊方面，

影響甚大。李金銓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休後，回港加入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學

系，後期當系主任直至再榮休。他們幾位都和香港兩度結緣，而且貢獻良多。

這些老師的學歷，反映了一些外國大學對中大新聞系的影響。其實早年中大

和其他香港學校的新聞系，都有很多外地學者，可說是「依賴式的發展」（俞旭、

朱立、朵志群，1999）。從表 2 可見，中大早期有 6 位畢業於密蘇里大學的教師，

來自埃奧華大學有 3 位，密西根大學有 2 位。他們都來自美國有新聞傳播學系的

著名大學。這 22 位老師當中，有 11 位具博士學位。具碩士學位的有 6 位，只有

學士學歷的 5 位，他們以教授新聞實務課程為主。兩類教師各有所長，負責不同

範疇。早年的校外考試委員 3 年一任，由 1966 年開始，依次有國立政治大學的

曾虛白、哥倫比亞大學的喻德基、南洋大學的陳光澤、波士頓大學的沈承怡、夏

威夷東西中心的朱謙、國立政治大學的徐佳士。他們都是著名的華人傳播學者，

來自不同地方的學校，願意為中大提供意見，協助塑造新聞系的課程。

由 1990 年代至今，本地研究型教師大多於美國著名新聞傳播院校獲得博士

學位，往英國或歐洲攻讀的人很少，馬傑偉（2015）是一個異例。歐洲的學術訓

練以文化研究和質性取向為主，是對美國主流量化研究的甚佳補充。此時也有少

數在本地院校取得博士學位者加入教師行列，顯示香港的研究生教育日趨成熟。

表 3 列出歷任學系主任／院長的背景資料。在名單中，從任期先後和長短

來看，較為關鍵的人物依次序是魏大公、余也魯、朱立、陳韜文、李少南、蘇鑰

機、馮應謙、李立峯。在過去五十多年中，有三個短暫時期曾出現問題。第一個

時期是由 1974–1977 年，主要是在 1976 年發生《沙田新聞》事件，令系內人事

不穩。第二個是 1982–1986 年，當時香港政局不明朗，系主任變更頻繁。第三個

是 1991–1994 年，六四事件後遺症令不少教職人員紛紛移民，要到數年後有人回

歸和新血加入，才扭轉局面。

前期系主任的任期不長，多是約 1–3年，後期較為規範，任期由 4–7年不等。

早期的系主任較多有海外背景，至 1990 年代中至今則明顯本地化，由香港人擔

任院長。早期的系主任多畢業於密蘇里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後期則有幾位明尼蘇

達大學的畢業生。由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多年，5 任院長均為系友。陳韜文、

李少南和蘇鑰機是早年哲學碩士班畢業，他們本科時分別讀農藝學、政治學和社

會學。如宣偉伯所言，有些學人在學術旅程中遇上傳播這個綠洲，稍息後便離開

（Schramm, 1989）。三人卻繼續留下來，而且都在院內服務了超過 30 年，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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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穩定發展甚有幫助。馮應謙和李立峯是新傳學院本科的系友，博士畢業後短

暫在外校任教，接著回母校工作至今。

陸、教師和學生人數變化

學系的學生人數及其他教師資料，可參看表 4。過去五十多年，新傳學院的

全職教師人數一直增加，學院不停擴展，不同傳播專業種類和學生人數都在上

升。由 1965 年只有兩位全職教師開始，到了 1980 年代每年教師數目不夠十人，

1990 年代人數開始上升，近十多年至今人數倍增。兼職教師自 1960 年代已有，

但前二十多年每年不到十人。由 1990 年代開始，因大學的政策放寬，也由於新

傳學院教學的需要，所以兼職教師人數大幅增加，到了 2000 年後因為修課碩士

表 3：歷任中大新聞與傳播系主任／院長名單及背景資料

姓名 任期（年） 地區背景 博（碩）士就讀學校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大陸 德國弗萊堡大學 經濟系系主
任兼任

魏大公 1967–1970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陳閩 1970–1971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魏大公 1971–1974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余也魯 1974–1975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John L. Mitchell 1975–1976 美國 美國密西根大學

黃維忠 1976–197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余也魯 1977–1982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朱謙 1982–1983 臺灣 美國史丹福大學

鄭惠和 1983–1984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關信基 1984–1986 香港 德國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unich）

社會科學院
院長兼任

朱立 1986–1991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George A. Comstock 1991–1993 美國 美國史丹福大學

梁偉賢 1993–1994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陳韜文 1994–1998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碩士系友

李少南 1998–2005 香港 美國密西根大學 碩士系友

蘇鑰機 2005–2011 香港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碩士系友

馮應謙 2011–201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李立峯 2017– 香港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本科、碩士
系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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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增加，令兼職教師人數達至高峰，近十年則有鞏固之勢，人數略為減少，

但仍相當可觀。

學院一直以研究類型教師為主，新聞系創立時已表明是學與術並重。教授專

業技能如編輯採訪等科目，則要依賴教學型的老師。這個趨勢在 2000 年代更為

清楚，至今研究型和教學型老師的比例約為 2:1，反映了專業傳播教育課程的發

展。

教師的背景反映了不同地區對學院師資的影響。早期的老師多來自臺灣，到

了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本地化，1990 年代則引進了一些美國學者和有大陸背景的

教師，臺灣和大陸教員此消彼長，教學團隊的成分變得較為多樣化。2000 年代

後本地化的趨勢更明顯，主要是因為新增了一些本科和修課碩士課程。現時本地

和外地教師的比例約是 6:4，這大概是個合適的比例。現時來自外國教師的國籍

包括德國、荷蘭、韓國。教師的性別也值得注意。創系之後，多年來直到 1990

年代，女性教師人數極少，到了千禧年後才有明顯增加，至今男女比例差不多各

半，這個變化符合時代的發展。

全職教師中的系友人數值得注意。中大新傳系友的人數比例一直都顯著，在

表 4：不同年分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師生人數及教師背景

項目 1969 1979 1989 1999 2009 2019

全職教師人數   2   7     8   13   22   31

兼職教師人數   5   6     9   22   78   60

教師類別

　研究   2   6     7   12   17   20

　純教學   0   1     1     1     5   11

教師背景

　香港   0   1     6     7   16   19

　臺灣   1   5     2     0     2     3

　大陸   0   1     0     3     1     5

　外國   1   0     0     3     3     4

全職教師中系友人數及比例 0 (0.0%) 1 (14.3%) 3 (37.5%) 5 (38.5%) 10 (45.5%) 15 (48.4%)

男／女教師比例 2:0 7:0 6:2 12:1 13:9 15:16

行政及支援人員   1   4     7   14   24   37

本科生人數 38 95 164 236 254 474

修課碩士生人數   0   0     0   58 385 311

研究碩士生人數   0   6   17   27   13   12

博士生人數   0   0     0     4   26   3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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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開始到 1990 年代，差不多近四成，到了千禧年後更超過四成，這個高

比例和學院的發展有頗大關係，之後會再探討這個現象。

學院的行政支援人員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由早年的不到 10 人，到了 1990

年代有十數人，至今更高達三十多人。這是因為學院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和活動，

需要行政及技術方面的配合。行政同事人數反映學院課程性質及高活動能量，與

其他學系比較更為明顯。現時學院有 7位行政主任，其中 5位是新傳學院的系友，

另外兩位不是系友但也是中大畢業生。這個情況並非刻意安排，只是系友較願意

回校服務，他們熟悉學院情況及工作投入，這和教師的高系友比例情況相似。

學生人數方面，1965 年開始時只錄取了 6 名學生，他們在其他學系已修讀

了兩年，到 3 年級才轉入新聞系。在 1969 年收了 10 人，1979 年收生人數增至

24 人，1989 年 39 人，1999 年 84 人，2009 年 76 人，2019 年 112 人，此外還有

少量修讀雙學位和雙主修的學生。以上只是本科生的人數，還未計碩士生和博士

生，現時每年收取近三百名研究生。這五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 1970 年代新聞系的學制由兩年轉為四年，所以學生培增。1980 年代中

大規模擴展，所以學生自然增加。到了 1990 年代，中大整體由四年制變為三年

制，收生人數每年大增。到了 2010 年代，透過社會科學院「大類收生」途徑，

轉入新傳學院第二年的學生人數眾多，所以令每年收生人數總和增至近一百二十

人。新傳學院受到學生歡迎，收生成績要求高，是中大社會科學院各課程中收生

成績最高的，在香港眾多新聞傳播院系中，公開試取錄成績也是名列前茅。

修課碩士課程始於 1990 年代，到了千禧年後課程數目和學生人數劇增，整

體修課碩士學生人數和本科生相差不遠。後來大學調整政策，新的指標是研究生

人數不應超過本科生人數的一半，於是新傳學院減收修課碩士學生。本科生的數

目由大學規定，每年變化不大。修課碩士收生人數由學院自行決定，這個修課碩

士與本科生的比例，令學院要縮減收生規模。研究型碩士課程收生人數一直不

多，在 1990 年代末和千禧年初達至高峰，後來大學將研究生學額多撥給博士生，

於是研究碩士生人數下降。

柒、教育理念和課程

中大新傳的學科發展在不同年代各有重點，創辦之初在 1960 年代以印刷新

聞為主，1970 年代加入廣播課程，1980 年代加入廣告和公關科目，到了 2010 年

代有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及加入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全球傳播強調國際化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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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經驗，加強了新傳課程的立體感和多樣化。這種與時並進、由小到大、由窄到

闊的走向，順應了時代的需求。中大一直強調通識教育，在大學層面和書院層面

均有相關課程，強調要打好中、英文雙語基礎。

學系創立時已訂明學科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中大開始就被設定為研究型大

學，所以新聞系課程除了教授傳播技能，更要訓練學生的思考視野。學系初始的

課程設計，受到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注重新聞實務訓練的影響。密蘇里大

學對臺灣的新聞教育和事業，均有很大影響，它甚至對民國時期的上海聖約翰大

學和燕京大學的新聞系，都有相當貢獻（羅文輝，1989）。

比較香港幾所新聞傳播院校的課程，早年浸會學院的傳理系以專業技能訓

練為主，後來加強社會科學基本訓練（杜耀明、丁偉，1992）。浸會大學近年

銳意發展財經新聞，開展數據新聞作為新方向。它的電影學院一向提供獨特完

備的影視課程。樹仁大學致力培養傳播行業人才，注重應用技術，有不同的實習

平臺供學生參與（俞旭等人，1999）。珠海學院的新方向是重視跨媒體訓練，看

重流動媒體。香港大學的新聞與傳媒中心成立以來一直發展國際新聞，以英文採

訪寫作為重點。城市大學較為偏重廣播訓練，近年強調數碼科技及跨科際發展。

恒生大學因其創辦機構的財經背景，其新聞系大力發展財經新聞報道（蘇鑰機，

2017）。

中大的課程路向一貫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它的學術傾向比其他院校明顯。

其理論科目在比例上較其他院校的為高（梁偉賢，1992），但與歐美主要院校相

比大致相若。它一直以大學的要求來設計課程，以前收生人數不多，著眼培養

中、高層的新聞管理人才。後來因社會和行業需要，才大力拓展學院規模和課程

種類。中大的課程要兼顧專才和通才訓練，希望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讓學生在

文字、影音、網上等不同平臺，都能掌握傳播工具，靈活運用表達技巧，讓畢業

生在不同傳播行業發揮所長。學生要熟悉團隊合作，培養思辨能力，解決實際工

作問題。畢業後可實踐社會關懷，秉持專業道德操守。這些能力和特質，除了應

用在新聞傳播領域外，也可轉移到其他行業，不會浪費之前所學，要適應新時代

環境的需求。

捌、學術取向和研究重點

瞭解一個學術研究單位的表現，可以用一些國際學術排名作為參考準則。夸

夸雷利 ‧ 西蒙兹（Quacquarelli Symonds, QS）在 2011 年推出全球大學學科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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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傳播與媒體學方面，最早找到數據的年分是 2013 年。該年中大新傳學院

在全球排名 29，到了 2017 及 2018 年，排名升至 20。2019 及 2020 年的排名均

為 15，走勢持續上升。在 2020 年，中大新傳學院在亞洲排名第 3，僅次於新加

坡的兩間大學。同年香港其他三間公立大學傳播院系的世界排名，分別是 25、

38、51–100，均處於頗前位置。學術排名受很多因素影響，大家的看法和側重點

未必相同，作為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或許對機構的表現有些參考作用。

中大新傳學院的研究路向，因應傳播職業分類，包括新聞、廣告、公關、

新媒體、創意媒體等。在理論領域方面，包括政治傳播、健康傳播、人際傳播、

組織傳播、國際傳播、文化傳播等，近年又開始發展網絡媒體、計算社會科學

等。學院的教師按照各自的興趣，在不同範疇自選研究題目。陳韜文（1992，頁

424）以前指出，早年香港傳播研究可分為四個主題：一、傳媒的使用及評價；二、

政治傳播；三、傳播與社會變遷；四、資訊科技及其他。

近年比較清晰和有關香港的研究焦點有三個。第一個焦點和新聞有關，相

關的研究包括香港記者調查、新聞機構公信力調查、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使用調

查、路透社國際新聞比較調查、新聞記者角色表現國際調查等。一些出版的書籍

有《變動中的香港記者》、《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獨家新聞解碼

1/2》等。另一個焦點是政治傳播，曾進行的研究包括媒體在政治過渡期的角色、

回歸採訪研究等。出版了的書籍有《香港的報業和政治》、《七一解讀》、《數

碼年代的媒體和抗議邏輯》等。第三個焦點是傳媒文化研究，曾出版的書籍包括

《香港的創新和創意工業》、《全球遊戲工業和文化政策》、《香港的文化、政

治和電視》等。

學院老師有若干著作和比較研究有關，除了之前提及的書籍，其他的例子包

括《全球資本與本土文化》、《渴望香港、消費南中國：跨境文化》、《新電視、

全球化與東亞文化想像》等。在 2015 年學院舉行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之後出版

了專書《促進比較媒體與傳播研究》。

玖、學院的特色和傳承

中大新傳學院有一些明顯特色，首先是其東西學術匯聚的自我定位。C 研中

心在 2012 年成立，全名是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它強調三個 C：中華

（Chinese）、比較（comparative）、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關鍵詞概

括了中心的特點，尤其是將比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取向。它的目標是致力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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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發展，提倡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研究。它希望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促

進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對話。其活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和講座、追蹤性

研究、出版等。學院於 2004 年設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學術界和其他社

會機構進行跨學科的社會及傳媒研究。近年曾進行的大型研究包括香港人的身分

認同、傳媒體公信力調查、公眾對媒體和民意的意見、香港民意和政治發展等。

學院每隔數年便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聯繫東西學術界，探討一些重要傳

播議題。近年曾舉辦的題目包括比較傳播研究、中國傳播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數碼方法和社會發展研究高峰會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聯繫社會方面發

揮一定作用，它除了協助進行學術研究外，也對社會重要傳播議題發聲，讓市民

大眾對事情有更多瞭解。

第二是課程設計注重彈性。課程設計提供一個框架，學生可以有足夠科目選

擇。在不同年代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專業範疇，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和

創意媒體。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比例的理論課程或實務科目。在修

課碩士課程當中，也有五個不同範疇的設置，另有研究型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它

們有不同行業焦點，理論和實踐的配搭比例不同。近年設立的全球傳播本科生課

程，拓展了課程的多樣性，配合了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例如數碼化和科技化是

當今主流，於是在課程上增加相應科目，包括「社交媒體分析技術」、「社交媒

體與危機溝通」、「新媒體廣告」、「新媒體工業」、「數碼新聞學」等。

第三是教研人員以本地化為主。學院課程要面向社會，照顧不同傳播行業需

要，所以要相當程度的本地化，關鍵在哪個程度才算合適。教師以本地人為主體，

同時有外籍學者配搭，還有全職教師和兼任老師互相配合，希望達到較理想的平

衡。中大早在 1990 年代聘請不少資深傳播界專才兼職任教。在研究方面也有若

干程度的本地化，大家撰寫中英文學術文章和書籍，也有在報刊發表時事評論。

研究者運用西方理論，結合本土事例、又參與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術連線，例

如在 2004 年時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是最早的三地

記者調查研究。

第四是員工的系友比例高，可稱之為「系友化」或「院友化」現象。中大新

傳學院歷史悠久，能吸引優秀學生和人才，畢業生到外地深造再回到母校服務，

正如一窩蜜蜂各自出外採百花蜜，回來後共同貢獻所得。這不同於在同一機構畢

業後，隨即留校任教，未曾經歷往外走的洗禮，出現學術「近親繁殖」（王彥，

2017，頁 103）。中大一方面本地化，但某程度也要國際化，並且吸納大陸和臺

灣的人才。本地化是要「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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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他們回流」（陳韜文，1992，頁 435）。這些系友有相同的中大背景，也有

外地不同院校學習經歷，可說是有同有異。回校服務後，大家熟悉環境，對學院

有向心力和認同感，辦事更加投入，同事之間有師生或同學關係，有利於團隊工

作，正如李金銓（2015，頁 87）所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

源遠流長了。」

教員本地化和系友化是可取的做法，但實行起來不容易，要有很多因素配

合。本地化首先涉及學校的類型，私立大學以教學為主，研究要求較次，找資深

業界人士當老師不難，所以私立大學的教師容易做到本地化。公立大學重視研究

產出，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因此更需要聘請研究型教師，他們要有足夠學術資

歷訓練，在本地較難找到合適人才。本地老師中有博士資歷的不多，有海外著名

大學學位和經歷的更少。外籍老師一般來自海外著名大學，研究能力較強，聘請

他們可令教師團隊多元化，但他們大多只能教授理論科目，行政和社會服務的貢

獻較少。因此公立大學教師的本地化不容易做到。中大新傳學院是個例外，在

2019 年它的 31 名全職教師中，20 位是本地人，比例占 65%。全職教師有 20 位

屬研究類的，當中有 10 個是本地人，剛占了一半。其他香港公營大學的本地化

程度更低，研究類老師中本地比例甚至不到一成。為何中大較能做到本地化，這

涉及系友化的因素。

要做到系友化，前提是學系的學生素質要好，有畢業生選擇繼續進修，他們

到海外讀博士，志願是教學和做研究，之後自然想回母校服務，促成了學院的系

友化。一般新傳院系的學生多打算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工作，深造的意欲很低，

以培養傳播專業人才為主的院校更是如此，這不利於出現系友化現象。近年不少

內地生到香港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他們較願意走學術之路，畢業後可能回到香

港的母校服務，可說是實現了「半本地化」，但非純正的本地化。所以說本地化

和系友化只能是個目標，不是所有院校都有條件做到。中大新傳學院因為一向重

視研究培養，師生傳承有頗多例子，有畢業生願意出外深造並回校服務，於是某

程度上成就了系友化和本地化。再以中大新傳學院作統計，2019 年在所有教師

中，系友的比例是 48%，在研究類教師中的系友比例是 45%，相對其他院校的情

況也是偏高的。往後如果學系的發展要朝這個方向走，可做的是多鼓勵本地學生

選擇學術之路。本地化和系友化可能是一個學系發展的罕有模式，有院校引入大

量學術外援，以「非本地化」作為藍本，也有系所採用混合模式，以配合自己的

實際情況。

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有五種風格，最差的是「漠不關心」風格，令員工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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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且工作沒有成效。只關心員工心情的「鄉村俱樂部」風格，和只看工作成果

的「獨裁」風格均不理想。還有「中庸之道」風格以兼顧員工及工作，盡量取得

平衡。最佳的是「團隊」風格，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又達成生產效能（Blake & 

Mouton, 1985）。如果一間機構的領導能夠多為集體設想，員工之間有相近背景

和共識，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氣氛和高效的工作環境，達致團隊模式。系友比例高，

容易在工作上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合作順利，促進良性競爭，學院的工作能夠做

得更好，達到多贏結果。

中大新傳學院見證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整個歷程，包括了不同輩分的學

者，他們之間有老師和學生的傳承關係，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可以說，第一代

的傳播學者是喻德基、朱謙、余也魯、魏大公，第二代以朱立和李金銓為代表，

第三代包括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第四代是馮應謙、李立峯等。他們曾在不

同時間服務於中大新傳學院、特別是第二至四代人員之間的關係密切，第二代是

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老師，第三代又是第四代的老師。這種自然而有序的傳承

過程，對促進學院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學院正期待本地第五代更年輕一輩的出現

和茁壯成長，將來可接班傳承下去。

拾、總結和前瞻

學院和社會之間有一定關係，但關係未必直接，視乎不同時期和情況而定。

回顧一個機構的發展，還要考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宏觀角度，中大新傳學院

不單和香港社會的發展有聯繫，它和大陸及臺灣的傳播學界的互動也值得探討。

結構和個人能動的關係是辯證的，結構因素很多時占了主導，但個體也可在某時

刻發揮關鍵作用，足以扭轉歷史進程，或者和結構有頗多互動 (Archer, 2003)。之

前提及早年的魏大公和余也魯前來中大，負責開創學系，發揮很大作用。後來朱

立和李金銓受聘來到香港，對學系的發展有重要貢獻。1980 年代本地的陳韜文、

李少南和蘇鑰機從別的學術領域轉投新聞與傳播學，後來多年負責院務，對學院

的進程有深遠影響。近年接力的馮應謙和李立峯，都在不同時期發光發熱。他們

在某個關鍵時刻來到中大新傳學院，可說是歷史的偶然，卻見證了個人能動對機

構的影響。

文首曾經提問，中大新傳學院的一些做法和經驗，是否可複製到其他機構，

作為參考之用。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積極參與，是學院的一項傳統特色。如何認

清自己的定位並善用優勢，也是另一種經驗。在本地化和多元化之間如何取得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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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平衡，怎樣進行傳承工程以作長遠規劃，也是重要議題。中大的本地化和高

系友比例，需要有一些配合的因素才能達成，其他學系可能不一定能夠做到。其

他學術機構同樣面對以上的考量，或許某程度上可借鑒分析中大新傳學院走過的

路。

展望未來，大家都很關心傳媒行業面臨的困境，如何應付新傳播科技帶來的

挑戰，業界和院校要如何轉型。在回應新科技環境帶來的機遇和要求，中大在課

程上已經有一些新做法（蘇鑰機，2017）。第一是多著眼數碼多媒體訓練，提供

更多相關科目，加強學生的能力，以追上時代和媒體工作的要求。第二是整合一

些課程的板塊。例如將實習刊物的內容在網上發布，除了文字圖片外，又增加了

錄影拍攝，放在 YouTube 供人觀看。這幾年也發展社交媒體，在 Facebook 發放

消息，又在網站上做即時新聞報道。不同的實習課程之間在技術或研究對象可能

有重疊，透過課程結構重整，學生可一起修讀相同科目，共同探討不同行業的傳

播議題。

第三是發展微型課程，以補充傳統科目的不足。這些微型課程有很大彈性，

時間可長可短，形式如短期的工作坊，只占一個學分，有不同組合，以適應不同

學生的需要，內容涉及各種電腦軟件和工作技巧等。第四是引進新的合作夥伴。

在校內透過和其他院系推出雙學位、雙主修課程，讓同學修讀相關學科如工商管

理和電腦資訊工程等。在校外可和海外大學有學生交換計畫、老師短期互訪甚至

課程合作。第五是和傳播業界加強合作，多聘資深從業員作兼職老師，將業界的

最新經驗和知識帶給學生。學生又可利用暑假實習機會及短期的參觀訓練課程，

或參加大專界及公開的比賽。

過去五十多年，中大新傳學院整體發展尚算順利，除了在 1970 年代有內部

的偶發事件，和在 1980 及 1990 年代受到社會情況影響，曾出現短暫的不穩定時

期。踏入下一個十年，因應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要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

教研人員的流失，例如在 2020 年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助理教授選擇離開，分別到

新加坡和美國任教，這種情況以前較為少現。未來是否繼續有人員流失，如何留

住人才，保存團隊精神和協作文化，是個迫切問題。其次是在新的政治和法規環

境下，教學和研究的自主空間能否保持。這不單涉及現時的教研人員，也可能影

響未來的教師和學生加入的意願。第三是學術人員接班問題，系友會否願意回歸

母校，能夠接棒延續院務發展。

當然有危也可能有機，中大新傳學院畢竟有深厚傳統，祟尚優質教研和社會

參與，以往的經歷是個良好範例。它在國際學術界排名頗高，在華人傳播學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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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界享有聲譽，特別在比較研究、學術交流、本地化和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

特色。學院如何回應教育、學術和社會的需求，如何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成熟

期之後是新機遇還是走下坡，這些都是要面對和解決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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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depends primarily on its internal planning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partly on its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some individuals 
as agency can exert vital influences.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a case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change.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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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發展成為

一所國際知名的傳播學院，其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學院借鑒。與兩岸三地的傳

播院系相比，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由於新加坡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影響和對國

外師資的依賴，在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更加國際化，這使得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

益。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嚴格的考核制度和銳意改革的進取精神也是保證學院

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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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遠離兩岸三地的大中華圈，但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

會仍會被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 (Harding, 1993, p. 660; Wang, 1993)。由於

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的 76.1%，新加坡也自然繼承了相當程度的華族文化傳統，

其華文教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當地華社在 1829 年開設的方言學校。在上世紀 50

年代華文教育的全盛期，新加坡共有 349 所華校，擁有 6 萬 7 千多名學生，占當

時全國學生總數的 57.9%（張汐瑩，2016 年 7 月 11 日）。在中小學華文教育高

度發展的同時，由東南亞華僑共同創辦的南洋大學 1955 年在新加坡成立，成為

歷史上兩岸三地之外唯一一所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大學。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強

調英語為全民共同語，把英語作為政府用語和商業用語，使英語最終取代各族群

的母語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語言。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以英文

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文獻館，2018）。中小學教育的最後一

所華校也在1985年停辦（張汐瑩，2016年7月11日）。新加坡作為前英國殖民地，

其高等教育不單在教學語言上，而且在教學理念和方式上與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

有著很大區別，在傳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本文介紹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

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歷程。資料來源除了文獻分析，主要依靠個人參與觀察

和與建院工作同事們的訪談。

壹、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建立的背景

新加坡的教育，特別是其高等教育，早期是以英國的教育體系為主導，更強

調專業性的培訓，而不是北美教育體系所提倡的通識教育。學校的任務不單是要

保證學生在校獲得就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也要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分流學生，

達到因材施教和選拔人才的目的。小學生六年級畢業要參加全國統一考試，根據

會考成績選擇上不同的中學或工藝學校。中學生四年畢業時要參加新加坡教育部

和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聯合主辦的劍橋 O 水準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選擇上兩年

制的初級學院或三年制的理工學院。初級學院類似於中國的高中，課程分文理兩

科，畢業生參加劍橋 A 水準考試作為大學入學標準 (Kuo & Lee, 2006)。理工學院

學制三年，類似中國的大專，負責培養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人才，前百分之十的

優秀畢業生也可進入本地大學完成專轉本的課程。這種層層考試的制度確保最終

進入本地大學的學生是同輩中學業方面的佼佼者。

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以追溯到 1905 年建立的一所醫學院。但在英國殖民統

治下，新加坡大學教育並沒有得到很大發展。在英國統治者看來，對殖民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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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的教育會威脅其統治，高等教育只應有極少數人享受 (Goh & Tan, 2008)。所

以直到上個世紀中葉，新加坡才先後出現了在 1949 年通過兩所高等教育學院合

併成立的馬來亞大學（1962 年更名為新加坡大學）和在 1955 年成立的南洋大學。

在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 1980 年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後，新加坡政府 1981 年

在原南洋大學校園內設立了南洋理工學院，並在 1991 年將這所大專學府升格為

南洋理工大學 (HistorySG, 2015)。除了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這兩所研究型綜合性

大學外，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又先後開辦了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

學、新加坡理工大學和新躍社科大學等專科性大學。

在上世紀 90 年代之前，新加坡在大學層次與傳播學相關的課程寥寥無幾。

在 70 年代初，新加坡大學的社會學系和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曾開設過

幾門大眾傳播課程。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在 1975 年還開辦了大眾傳播

專業，但當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這個先後培養了大約百名畢

業生的專業也就關閉了 (Kuo & Lee, 2006)。直到 1989 年，義安理工學院才又開

設了頒發大專文憑的大眾傳播專業以滿足公眾和傳媒業界的需求 (Hukill, 1994)。

新加坡的媒體業從獨立後到上世紀 90 年代初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報業方面，

新加坡既有 170 多年歷史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也有針

對不同族群以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發行的報章。1984 年成立的報業控股是

亞洲最大的媒體集團之一，擁有在新加坡發行的所有主要報章。在 80 年代末，

新加坡報紙的發行量達到總人口的 29.4%。與此同時，從 1936 年開始的電臺廣

播和從 1963 年開始的電視廣播也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達到發展的高峰，居

民擁有收音機和電視機執照的比例分別達到 23.8% 和 19.8% (Kuo, 1991)。從上世

紀 90 年代到本世紀初，新加坡媒體的年增長率達到 6–7% (APAC Outlook, n.d.)。

在本地媒體蓬勃發展的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努力吸引外國媒體到新加坡建立區域

性總部，力圖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媒中心（〈楊榮文：鼓勵國內外傳

媒公司投資，我國希望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播中心〉，1994 年 5 月 11 日）。

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新加坡已經吸引了亞太探索網路（Discovery Networks Asia 

Pacifi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亞太頻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Asia Pacific）和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ESPN）Star Sports 等

眾多全球性廣播公司入駐（新加坡經濟發展局，2018）。在媒體業迅速發展的背

景下，新聞傳播教育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政府教育規劃的日程。在義安理工學院

開設大眾傳播課程不久，新加坡國立大學也在其人文社會科學院建立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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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從 1991 年開始招生，但這個系不久就被南洋理工大學新開辦的傳播學院所

取代 (Kuo & Lee, 2006)。

新加坡政府 1991 年在原南洋大學校址建立南洋理工大學以滿足日益蓬勃發

展的新加坡經濟對高等人才的需要。南洋理工大學在創建初期是一所只有工程、

應用科學和財會三個學科，以工科為主的學校，但工科出身的校長詹道存博士卻

希望引進一些與工科完全不同的學科來擴大學校的多樣化，向綜合性大學發展。

最終，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南洋理工大學 1992 年設立傳播學院，原新加坡

國立大學傳播系系主任郭振羽教授被任命為傳播學院的首任院長 (Cham, 2014, 

pp. 96-97)。 

在新加坡的高等學府創辦一個培養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科目曾受到多方質

疑。新加坡新聞媒體時任領導層中鮮有畢業於新聞傳播科系的，新聞從業員中眾

多佼佼者也不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因此業界並不看好新聞傳播教育。除了內

部質疑外，國際上的質疑更為強烈（楊倩蓉，2010）。新加坡一向被認為是缺少

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新加坡設立的傳播學院在教學上是否會受限於本國的新聞體

制？學生能否培養成為求真求實，忠於新聞操守的新聞工作者？其教職員能否自

由地傳授知識和研究相關新聞傳播課題？這些問題都為學院在教師招聘和建立學

生海外交流專案方面帶來一定困難。

由於新加坡在大學層次除了南洋大學和國立大學設立過短暫課程並沒有建立

起傳播教育的傳統，學院在課程設置上參考了世界各地大學，特別是北美新聞傳

播院系的課程。學院之初設立了新聞、廣播電視、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

個系。本科生課程採取在通識教育基礎上進行專業化培訓的模式。學生在四年學

制的前兩年修讀統一課程，幫助學生在進入專業學習之前全面瞭解新聞、廣播電

視、影像、廣告、公關、傳播研究以及多媒體技術所涉及的社會背景、理論與實

踐。與此同時，學生還要修讀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東南亞政治、當代世界

和新加坡社會等通識課程。學生在第三年進入不同的科系修讀專業課程；專業教

學力求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尋求平衡，除了課堂教學，學生還參與校園報紙、有線

廣播和電視的採編和節目製作。在進入專業課程的後兩年中，學生要到媒體全職

實習六個月，並在最後一年學習期間完成系列新聞報導、廣播電視專題節目、電

影、宣傳策劃和研究報告等題材的畢業專案 (Kuo & Lee, 2006)。

在本科生 1993 年入學的同時，學院開始招收以研究為主的碩士生，兩年

後開始招收博士生。從 1996 年起，學院為業界人士開辦了以授課為主的大眾

傳播碩士課程。在 2001 年，原屬電腦學院的資訊學系併入學院，成為學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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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系，學院也從傳播學院更名為傳播與資訊學院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KWSCI], 2020a)。資訊學系以培養研究生為主，

開辦資訊學、資訊系統和知識管理等碩士課程，近年來也為傳播學的本科生開設

資訊處理方面的課程。 

雖然新加坡政府和南洋理工大學並沒有給學院的發展規定明確目標，但學

院的領導層從首任院長郭振羽教授開始就努力以國際視野發展這所全新的學院。

建院初期，學院領導層通過和教師協商，確立了把學院辦成一所「亞洲一流，國

際知名」的傳播學院的目標 (WKWSCI, 2020b)。在強調教書育人的同時，學院把

通過學術研究提升知識和服務社會作為學院的重要任務。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

學院不但培養了一批批受到新加坡乃至國際傳媒業界歡迎的畢業生，也在科學研

究（簡稱科研）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眾多科研成果發表在一流的國際學術

刊物上，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度。在 2019 年，學院在 QS 世界大學專科

排名榜傳播媒體類學科中名列全球第八，亞洲第一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在上海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榜上名列新聞傳播學類全球第二十、亞洲

第一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9)。

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亞洲傳媒業大發展的時期，同時也見證了新聞傳播教育

在亞洲的蓬勃發展，一些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系擴大規模升格為學院或大學，愈來

愈多的大學開設獨立的新聞傳播院系。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有多所歷史悠久的

新聞傳播院系，無論是在辦學經驗和國際知名度方面都優於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

院這樣一所新成立的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內從無

到有，在強調國際聲望的 QS 排名和強調學術研究成果的上海軟科排名中名列亞

洲前茅可謂是個奇跡。雖然這些學科排名不能全面反映一所院校的教學與研究成

果，但好的排名不單是對大學或學科建設的一種肯定，也為學校帶來更多資源，

是辦學者不可忽視的一項指標。本文將在下面具體討論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

學科排名方面取得斐然成績的一些重要因素。

貳、辦學基本條件的建設

辦好高等教育離不開三項重要條件，即大樓、大師和優秀的學生來源。大樓

不單單是指教學樓舍的建設，也泛指教學所需的其他資源，包括足夠的財力用於

支付教師優厚的薪金和開展國際交流項目等。雖然「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

謂也」，但原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講這番話時恰恰是在清華園的教學基礎設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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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之時（陳先哲，2017 年 5 月 2 日）。高等教育的成敗雖然最終取決於

教師和學生的優劣，但充足的辦學資源是築巢引鳳的必要條件。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開始就得到政府和校方的有力支持，學院成為

南洋理工大學眾學院中第一個擁有獨立教學辦公大樓的學院，配有一整套在當時

可以與世界頂尖傳播學院媲美的教學設施。學院也先後開辦了即有印刷版也有網

路版的報紙、有線電視和電臺作為學生實踐課堂知識的平臺。除了政府投資外，

學院也受到業界的大力支持，先後通過業界的捐助加政府的補貼建立了黃金輝和

邵氏基金講座教授的職位。在新聞工作者出身的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博士

2005 年過世後，學院在 2006 年通過用他的名字為學院冠名的方式向社會募捐，

為學院籌得 2 千 7 百萬新幣的發展基金 (WKWSCI, 2020a)。學院目前可以享用的

基金共有 31 項，其中 10 個基金由學院自行管理 (WKWSCI, 2019a)。

傳播學大師對於一所位處亞洲的新學院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雖然學院

可以利用已有的講座教授職位聘請美國的 Everett Rogers 和臺灣的汪琪等知名教

授到學院短期任教，但學院教師隊伍的核心骨幹主要靠自己培養。由於新加坡沒

有傳播教育的傳統，在海外攻讀傳播學博士學位的新加坡人寥寥無幾。雖然學院

在建院初期也成功招募到個別從海外學成歸來的新加坡同事，但新加坡籍的教師

在學院中屬於少數。學院的教師隊伍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國際化的團隊，在學院先

後任教過的教師來自全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

印度、中國、臺灣、香港、斯里蘭卡、韓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

法國、塞爾維亞和新加坡的學者。雖然近年來學院也聘請了一些資深教授加入學

院的教師團隊，但更多還是依靠新畢業的年輕教師作為教學和科研的骨幹力量。

在聘請教師方面，學院要求被聘用者具有相關的博士學位，優先考慮有亞洲背景

或經驗的應聘者（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隨著學院知名

度的提高，應聘者從最初一個職位只有幾個人報名發展到今天幾十個人報名，使

學院在聘任教師上有了更多選擇。

受聘教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相當一部分人最終會由於種種原因選擇離開，

但學院努力為他們提供條件，讓他們在學院任教期間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得到長足

的發展。為了提升大學的教學和科研的發展，新加坡政府 2005 年開始對本地大

學進行了結構性和企業化改革 (Lee & Gopinathan, 2008)。南洋理工大學從新加坡

教育部管轄的學校改為自主大學，並在 2007 年開始對大學的管理體系進行全面

改革。改革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對教師的任聘和升等制度進行全面更新，以合同

制為主的教師聘用體系被終身教職體系所取代。所有在職教師都受到嚴格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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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一些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達不到學校要求的教師不被續約，騰出更多職位聘請

新的教師 (Andersson & Mayer, 2014)。新聘任的教師面臨的是同美國大學一樣的

終身教職制度，一名助理教授在終身教職的預備期（開始是九年後改為七年）內

要發表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研究成果才能被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職，否則將

在預備期結束後離開崗位。由於新加坡僅有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大學開設傳播專

業而雙方又不接受對方不被續約的教師，這無疑為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帶來巨大的

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學院為年輕教師提供更多有利於他們集中精力開展學術研

究的條件。助理教授在學院工作的前三年一般不參與學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教

學量上也獲得減免。從這些年的經驗看，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已經成為學院科研的

重要力量，每年發表的論文在整個學院發表的論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對於這

些年輕教師來說，終身教職的預備期可能是他們教學生涯中最辛苦的階段，但也

是在科研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時期。最終能夠在完成預備期後獲得升等和終

身教職的教師同時也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為長期學術發展

打下良好基礎。一些出色的年輕教師在預備期間就被其他大學用終身教職和升等

挖走，而那些沒能留下的教師一般也能在預備期發表相當數量的科研成果，比較

容易地在其他國家找到新的職位。

作為辦學的必要條件，良好的生源同樣是學院成功的保障。在新加坡公立大

學就讀的學生絕大部分來源於本地的初級學院，根據劍橋 A 水準考試成績進入

大學，部分頂尖的理工學院畢業生也可根據理工學院的畢業成績被大學錄取 (Kuo 

& Lee, 2006)。公立大學的外籍學生占本科生的比例在 2010 年以前曾達到 20%，

但隨著招生數量的擴大，這個比例已逐步下降到 10% (gov.sg, 2018)，多數修讀本

科的外籍學生是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和印度的新加坡政府獎學金獲得者。但在傳

播學院，修讀本科的外籍學生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為傳播學對學生英文讀寫能

力要求高，報考的外籍學生數量少；另一方面是因為學院對外籍考生在錄取分數

上有更高要求。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過多的大學畢業

生不利於合理的社會分工，有意控制大學畢業生占人口的比例 (Hugo, 2017, May 

11)。在 1990–2000 年間，同齡學生中只有 15–21% 的人能夠進入本地大學學習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6, p. 62)。雖然這個比例在逐年增加，但

政府明確表示會將同齡學生的大學入學比率控制在 30–40% 之間 (Cheong, 2017, 

May 4)。這一政策也保證了在新加坡大學就讀的學生在學業方面是同輩中的佼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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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在招生方面採取開放的政策，既招收初級學院畢業的文科生，也招收理

科生。建院幾年後，學院也開始招收部分理工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作為一所新的

文科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大批報名者。在第一屆錄取

的 96 名學生中，很多學生的劍橋 A 水準考試成績可以讓他們報考更加熱門的法

學院和商學院，甚至個別可以報考醫學院的學生也選擇了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

（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以錄取成績的截點來看，學院

初期錄取的學生屬於同屆劍橋 A 水準前 15–20% 的考生。近年來，新加坡新添了

四所大學和更多的科系，學生在報考大學和專業上有了更多選擇，但黃金輝傳播

與信息學院仍能吸引眾多優秀學生入學，本科生錄取的分數線在文科院系中始終

名列前茅。

黃金輝傳播學院有別於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重要一點是以英語作為教學媒

介。雖然新加坡的中小學實行雙語教育，但因為主要教學語言是英文，所以本地

學生的英文水準一般高於母語的水準。除個別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學生外，學

院招收的本地學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熟練地用中文寫作並在畢業後加入本地

的華文媒體。作為一所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的傳播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

學生與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學生相比在學習和研究方面有一些優勢，他們更容易

接觸傳播學的新內容，閱讀更多的教科書和參考資料，也更容易將自己的研究成

果在國際發表。從多年學生海外交流情況來看，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可

以和海外頂尖傳播學院的學生媲美（擷取自郭振羽，2019年4月11日個人訪談）。

良好的生源是學院辦學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許多教師願意在學院長期任教

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學院第一批學生在 1997 年畢業後的短短幾年時間內，黃金

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就通過他們的實習和就業改變了業界對專科傳播教育的

疑問，本地的新聞傳播機構大量雇用學院的畢業生，愈來愈多的校友成為本地新

聞傳播業界的中高層管理者。

參、教學和科研的國際化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夠在不同的國際學科排名中處於亞洲領先的地位與

其教學和研究的高度國際化分不開。如前所述，在學院創辦之前新加坡沒有系統

的傳播教育，自然也無新聞傳播教育傳統可言。所以，學院在學院架構和課程設

置上無規可循，一切從頭開始。學院初建時期，新加坡大學的教育體系以英式為

主，但傳播學院的設計並沒有以英國傳播教育體系為模式，而是參考了國際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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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傳播院系的架構和課程設置（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由於當時的南洋理工大學還是一所以工科為主，輔以商科和財會的大學，大學無

法提供更多適合傳播專業的通識課程。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學院創建初期在院內

開設了相當數量的社會科學類和綜合性傳播學課程作為通識課程供學生在一、二

年級修讀 （郭振羽，2019）。隨著更多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院系在南洋

理工大學的開辦，傳播學院學生所修讀的課程更加向通識方面發展。專科教育的

課程安排與國際通行的傳播學課程安排相似，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生既要

掌握傳播的基本技能，也要懂得傳播的社會效應，以理論指導實踐。

在課程設置以外，教學的國際化更多是通過教學實踐來體現的。如前所說，

學院的絕大部分教師都來自海外，既有來自歐美的教師，也有在歐美獲得學位但

出身於亞洲的教師。在教學上，學院對教學模式和方法沒有統一規定也不對新入

職教師進行統一培訓，而是完全放手讓教師根據課程大綱按照他們對傳播學的理

解和經驗授課。這樣做的結果有助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能以新加坡的視野看

待傳播中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同時也能跳出新加坡制度的局限從不同角度學習和

思考問題。來自海外的教師在與學生的互動中也使自己的知識更好地和本地經驗

相結合，豐富了教學內容與觀點。 

教學的國際化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學院的海外交流計畫。新加坡是一個多元

社會，也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大都市，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島國長大的孩子對海

外的瞭解是有限的。在全球化高速發展的當今世界，缺少大的國際視野對傳播專

業人士來說是致命的缺陷。建院伊始，學院領導就努力發展學生交流項目，從第

一屆學生開始就有超過 10% 的學生到美國的一些大學交流學習，這類交流項目

逐步擴大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洲和歐洲等地。海外交流項目不但幫助學

生擴展了視野，也通過學生在海外學習的優異表現提高了學院的國際聲譽和知名

度。近年來，學院自行開展的交流項目已被納入大學的整體交流計畫，整個南洋

理工大學在全球共有三百多個合作夥伴，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海外交流機會。除了

到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媒體學習和實習外，學院也開辦多種海外短期教學和實踐課

程。目前已有 70% 的本科生能夠在校學習期間通過各種方式獲得海外學習和實

踐的經驗 (WKWSCI, 2019b)。教學的國際化和海外交流經驗為學生提供了更為廣

闊的國際視野，畢業生不僅很容易地融入新加坡的媒體環境，也能勝任在海外的

新聞傳播工作。不少畢業生成為駐外記者或加入海外的媒體和傳播機構。

學院從建院開始就努力與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建立關係，通過交流

合作擴大學院的知名度和與海外機構合作發展的機會。例如，學院與中國新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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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和華中科技大學從 1995 年聯合舉辦的「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

研討會」已經在中國內地、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先後舉辦十一屆，成為一個學術

交流的品牌。學院也分別在 2000 年和 2010 年承辦了國際傳媒與傳播研究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國際傳播協

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播學

者有機會認識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 (WKWSCI, 2020a)。

學院的國際化也體現在科研成果的發表途徑上。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雖然有

高品質的教育和科研機構，但其科研人員和可發表科研成果的數量並不足以支撐

以發表本國科研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傳播學作為一個小學科更是如此。因此，

新加坡的傳播學者不能像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日本的傳播學者那樣有眾多的

本土學術刊物作為發表科研成果的途徑，他們只能把論文投向國際性學術期刊，

這當然給學院師生發表論文增加難度，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

度。學院師生平均每年在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多達一、二百篇，其中相當數量的

論文發表在不同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上。多年以來，學院也積極鼓勵和資助教師

和學生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例如，學院師生每年都在論文接受率較低的國際傳播

協會的年會上發表數十篇論文，是參會人員最多的傳播學院之一，學院在國際傳

播協會年會上舉辦的「南洋招待會」已成為學院師生與國際傳播學者交流的一個

重要平臺。

學院成立後，郭振羽教授把他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在 1990年創辦的《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引入學院，成為學院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合辦

的刊物。學院的多名教師長期參與學報的編輯工作，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亞

洲傳播學報》已被社會科學檢索（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等眾多資

料庫收藏，成為展示亞洲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平臺，擴大了學院在本區域和國際

傳播學界的影響力（郝曉鳴、池見星，2012 年 11 月 28 日）。

肆、學術自由與嚴格的考核制度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成立之初受到外界質疑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學院在教

學與科研上能否做到學術自由。在外界看來，新加坡有著高度管控的媒體環境，

媒體自我審查非常普遍，就連網上的內容也受到限制 (Singapore profile—Media, 

2017, September 5)。雖然新加坡在眾多國際排名處於領先的地位，但在無邊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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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組織編輯的新聞自由度排名中長期落後，在最新的 2019 年排名中，新加坡在

180 個國家中名列第 151 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在這樣的背景下，

在傳播學院的課程中占有著重要地位的新聞、廣播和電視課程能否不受限於新加

坡自身的媒體環境，讓學生在瞭解新加坡媒體生態環境的同時，也瞭解世界上其

他新聞體制的生存哲理和實踐方式對學院無疑是個挑戰。

建院初期，學院在教學上首先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一個深受英國教學傳統影

響，有著極其嚴格的教學管理方式的工科大學接受一個強調獨創性，反對循規蹈

矩的異類學科。例如，作為工科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對考試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

每一科考試不但要有考題，而且要有面面俱到的標準答案，分數精確到每一個要

點的分值。更為甚者，所有考題、答案和評分標準要由同系教師一起討論通過。

這樣的考試方法顯然不適用於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時任院長郭振羽教授成功說

服校領導，不在傳播學院推行這樣的考試方法。傳播學院的各科考題雖然也要按

大學規定經系主任和主管教學的院領導過目，但審查的重點放在考試題的出題方

式和文字表述上，而不是試題內容和答案（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

人訪談）。

作為傳播學院，出版校園報紙和開辦廣播電視節目作為學生實踐的平臺必

不可少。根據新加坡的法規，學院順利開辦了中英文雙語的校園報紙《南洋紀事

報》（Nanyang Chronicle），但廣播電視節目只能以有線的方式在校園內播放。

校園報紙和廣播電視節目以報導校內事物為主，自然包括對學校主管部門乃至學

生會的監督和批評性報導，因而也會引起主管部門和學生會個別領導的不滿，時

常有人力圖通過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向學生記者和編輯施壓，禁止或改變對某些

事情的報導。面對這種情況，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總是耐心地向對方解釋校園媒

體的責任以及學生記者和編輯的報導自由和權利，同時邀請對方接受學生記者的

採訪讓他們在報導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學領導對學生主辦的報紙和廣播電視節

目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當有個別部門領導對學生記者的報導不滿狀告大學領

導時，校長詹道存博士就曾出面做協調工作（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

個人訪談）。

在新加坡校園辦報和廣播如同本地媒體一樣會受到外來的壓力。《南洋紀

事報》從 1994 年創辦至今真正受到外來新聞審查的威脅只有一次。2008 年，新

加坡反對黨民主黨的領導人不請自來到訪新加坡的大學，向學生宣講該黨綱領和

發放傳單。校方第一次直接插手《南洋紀事報》的新聞報導，下令撤掉有關反對

黨領導人到校訪問和接受採訪的文章，並同時停播已經在校內有線電視播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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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導。校方對學生新聞媒體的直接干預在學院內引起極大反彈。學院內發現非

法張貼的反對新聞封鎖的黑色條幅，雖然條幅很快被學校保安摘除，但條幅的照

片被上載到網上，廣為流傳。與此同時，學生利用新媒體號召學生參加在新加坡

被稱之為「演說者角落」的芳林公園集會，抗議校方對學生媒體的新聞封鎖。出

席這個集會的除了學生也有媒體工作者，集會的消息不但被路透社等海外媒體報

導，也被眾多本地媒體報導，並在互聯網廣泛轉載 (Staff, 2008, October 5)。有關

反對黨到訪，校園媒體被封殺和學生集會抗議的消息最終還是出現在《南洋紀事

報》的版面，不但原本的新聞沒有封鎖住，對反對新聞封鎖活動的報導更加放大

了上層本意封鎖的小新聞 (Hor, 2009)。

學院教師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文化，所受教育也不盡相同，難免對新

加坡現行的新聞體制和媒體運作方式有不同看法，對在新加坡教授新聞傳播學有

顧慮。學院在教學上採取充分信任教師的做法，課程設置上只對每門課教授的內

容有基本要求；對具體使用何種教材，授課內容的細節和教學方法沒有任何規

定，完全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多數教師在開始教學時對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

並不瞭解，自然也無法把新加坡的新聞傳播模式作為教學的重點，往往是以他們

在海外所學的知識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只有當他們通過與學生課上交流和對新

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有了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才得以在教學中融入更多比較新加坡

和其他國家新聞傳播環境的內容。雖然學院希望教師能在教學中更多融入與本地

新聞傳播環境相關的內容，但並沒有強行要求每一個教師在教授每一課程都這樣

做 1，對教師如何介紹和評論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和體系沒有具體要求。在教

學評估上，學院沒有專門的系統評估每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只是使用大學

通用的教學評估體系，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

在科研方面，學院只在論文發表數量和在何類期刊上發表有基本要求，而對

於研究的領域、問題、方法和觀點沒有任何要求。受聘教師在入職後可以在自己

專長的領域進行研究，也可以轉向研究不同的領域或參與跨學科研究。由於新加

坡的新聞傳播環境頗受爭議，以新加坡為樣本的研究難免會得出與現行體制相左

的發現和結論，因此對新加坡現行體制的反思和批評時常出現在學院師生發表的

論文中。在極個別情況下，學院教師和學生發表的論文也會受到外界的質疑，但

1 由於學院沒有對教學內容有具體的要求和監督，所以教學中也會出現一些漏洞。例如，學院有關
傳播法規的一門課長期以來是由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美國教師教授的，但筆者從與在新加坡媒體
管理局實習的學生訪談中發現，學生雖然通過課程懂得了很多法規產生的哲理，但對本地各類法
規的知識仍非常有限。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45

在學院內領導從未對教師和學生所發表的論文就其觀點進行指責。當學院的一名

優秀教師在 2013 年因為非學術原因被大學拒絕授予終身教職和續簽合同時，學

院的教師和學生也分別以內部通信和公開信的方式對大學領導層的決定提出質疑 

(Soh, 2013, April 30)。雖然大學的這一決定沒能最終改變，但學院師生對這一事

件的反應受到主流媒體和網路媒體的關注，對公眾輿論造成一定影響。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南洋理工大學是相對較小的學院，但學院師生在大

學事物中所發出的聲音遠超其所占大學師生的比例，這不單單是學院主辦校園報

紙和有線廣播電視節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於學院特有的文化傳統。新聞傳播

教育的一個重點是培養學生對公眾事務的關注和興趣，讓他們從公眾利益出發尋

找事實真相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學院的師生在校內活動中也體現出傳播業者

特有的文化傳統。在學院內，師生交流比較暢所欲言，領導對不同意見也比較寬

容。在大學事物中，傳播學院的師生有較強的參與感並敢於發聲。

與寬鬆的學術環境相對應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新加坡大學傳承了英國的考

核制度，學生不但入學要通過統一的劍橋考試擇選，入學後仍然要面臨遠比西方

和中國內地大學嚴格許多的考試制度。在學院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院開

設的每門課都要有期末考試，所有考試都是採取閉卷和匿名的方式在大學專設的

考場舉行。隨著教學改革，一些實踐課程已經取消考試，更多的考試採取開卷的

方式進行，但學生每學期仍然要在嚴密監考下的統一考場進行多門考試。沒有通

過考試的學生在本學期不能補考，要等到下學期或下學年複讀同樣的課程再次參

加考試。學生的各科成績是按等級比例分配的，只有少數學生能獲得 A 或 A- 的

成績，所以學院平均 B 的學生在海外留學期間通常會取得 A 的成績。這樣的考

試制度雖然會迫使學生學習期間過於專注書本知識，但對鞭策學生努力學習還是

行之有效的。

教師考核在南洋理工大學 2007–2008 年進行改革之前是相對寬鬆的。南洋理

工大學初建時是一所專注教學的大學，雖然對科研有一定要求，但沒有明確的指

標。教師中除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任教六年後可以獲得到 55 歲結束的終身

教職外，其他國籍的教師都是採用合同制，每三年一簽。一般情況下，只有少數

在教學上學生反映很差或無研究成果的教師得不到續聘。薪金的增長基本上隨時

間積累，年終獎金差別很小。在 2007 年，大學對教師的聘用體系進行全面改革，

所有教師包括已有終身教職的教師都受到重新審核，評估標準涉及教學、科研和

服務三方面。符合大學標準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獲得到 65 歲為止的終

身教職，符合條件的助理教授要等到第二、三個三年合同完成後進行評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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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升等並獲終身教職 (Andersson & Mayer, 2014)。在這一輪的審核過程中，學

院有 30% 以上的教師沒能在合同結束後續聘。

在新的教師任聘制度下，教師招聘有了更加嚴格的評審制度，學院在招聘

教師方面只有推薦權，最終任聘與否由大學教務長和一級學院院長組成的委員會

決定。新任聘的助理教授要在三個三年合同（後改為三年加四年的兩個合同）內

升等並獲終身教職，否則將面臨淘汰。這樣的任聘體系與北美大學的任聘制度相

似，但由於新加坡大學數量有限，在一所大學拿不到終身教職也基本上失去在本

地其他大學任教的機會，因此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倍感壓力。從這些年的經驗看，

學院新升等的教師在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品質上通常高於北美研究型大學的同輩，

即便如此仍然有半數左右的助理教授無法升等或選擇在評審前離開。提升為副教

授並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在六年後有機會被學院推薦參加晉升教授的評審。鑒於

目前全大學只有 15% 左右的教師獲得正教授職稱，而且這個比例在短期內不會

有大的提升，正教授的評審更具競爭性。

除了嚴格的升等評審制度外，所有教師每年都要接受年終評估。每名教師要

填寫統一的表格並提交個人簡歷，由學院五名正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對被評審人的

教學、科研和服務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再由學院領導組成的委員會審核評定。所

有教師會按大學人事部門設定的比率劃分為 A–D 四等，由人事部門根據評估等

級決定每名教師的薪資增長和獎金數額（一般為 0–4 個月的工資額度）。年終評

審與嚴格的任聘和升等審查相結合使得教師任教期間長期感受到壓力和挑戰，成

為提升教學品質和科研成果的有效手段。

伍、與時俱進，銳意改革

過去的三十年見證了全球化和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這些變化自然影響到新

聞傳播的發展。面對傳播業界的變化，新聞傳播教育必須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和方

式。作為傳播教育的後來者，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通過不斷招聘新畢業的年輕

教師在更新教學內容和方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除此之外學院也對課程設置和內

容有意識地進行改革。

學院成立之初在參考了國際不同傳播教育模式後設立了新聞、廣電、公關與

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每個系都有明確目標為特定的專業領域培養人才。

學生從入學第三年開始進入專業學習，由於各科系課程相對獨立，自然而然地形

成了以系為單位的學生群體，學生鮮有機會修讀非本專業的高年級課程。隨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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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多媒體的發展，特別是當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本地媒體的競爭力而允許本地

報業集團辦電視和廣播電臺並允許廣電集團辦報紙之後（袁舟，2004 年 9 月 13

日）2，這種傳統的以系為單位的教學方式顯然不利於培養能夠適應網路和多媒

體時代的傳播專才。

為了使教學適應現代傳播發展的需要，學院在 2005 年對本科生課程進行了

重大改革。原有以系為基礎的課程設置被不同專業的核心課程取代，本科生在結

束前兩年的通識課程之後不再劃分為新聞、廣電、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

個系的學生，學生可以從為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公關、廣告、傳播研究等領

域設立的系列課程中選讀推薦的核心課程和輔助課程。學生可以專門修讀一兩個

領域的課程，也可從不同領域的課程中挑選自己想要的課程。換言之，高年級的

課程設置從「套餐」轉為「自由餐」模式，學生可以自由選讀有利於畢業後個人

發展的課程。

學院的課程設置隨著大學整體課程設置的調整近年來一直在變化，總的目標

是讓整個教學體系更加強調通識和跨學科教育，其結果是必修科目的減少和選修

課程多樣化的加強。受大學推進跨學科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影響，學院內部也取消

了原有的科系建制，各類課程由學院統一安排，根據媒體行業的發展趨勢不斷增

加新的教學內容。例如，學院近年來利用本學院資訊科學的師資力量為傳播學本

科生開設了資料採擷、分類、分析和視覺化方面的課程以適應大資料時代對傳播

專業人士的要求。同時，學院也通過招聘新的師資力量開設和擴展了健康傳播和

社交媒體方面的課程和研究。

陸、結語

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和兩岸三地的新聞傳播學院共

同經歷了傳播教育在亞洲大發展的時期。由於新加坡的社會體制以及傳播與教育

環境與兩岸三地有很大區別，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教學科研體系與兩岸三地

傳播學院，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傳播院校，有很大不同。新加坡雖然在文化上可被

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它在社會制度和教育文化體系中融入了更多西

方文化傳統，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和發展上體現了這一社會背景。

2 報業集團和廣電集團相互涉入對方領域的競爭雖然最終因為虧損而終止，但隨著多媒體技術的發
展，兩家集團都先後利用網路開辦了多媒體新聞平臺。與此同時，公關、廣告等領域也逐步向多
種媒體融合發展。這些變化迫使學院將教學重點從單一的文字或視聽訓練轉向培養多技能的新聞
傳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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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國際學科排名榜上的優異表現得益於其國際化程

度，學院在教師隊伍建設和科研成果發表方面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

而為之的結果。新加坡歷來重視自己在各方面的國際排名，其大學教育近年改革

的焦點也放在各項可以在國際間進行比較的指標上，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作為

南洋理工大學的一部分，也自然隨著整個大學教育的改革而更多地運用國際性指

標衡量自身的教學與研究。這樣做的正面效果是擴大了學院的知名度和提升了學

院的國際排名，其負面影響是學院相對愈來愈忽視學院對亞洲傳播教育與研究發

展的專注和貢獻，有違學院創辦者的初衷。另一方面，學院自由的學術氛圍加上

嚴格但相對公平的考核制度，也是學院得以培養一支可延續的國際化教師隊伍和

保持良好生源的重要因素。

教育機構說到底是為本國服務的，因此一所學院的成功與否最終是看其能否

完成對本國所需人才培養的任務，其發展無疑也受限於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從

這個意義出發，不同國家教育機構的優劣是無法用同樣的標準衡量的。國際排名

所依據的只是教育機構共有的部分特徵，這樣的評比方式使得黃金輝傳播與信息

學院這樣國際化程度高的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惠。作為亞洲傳播教育的一分子，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辦學模式不會輕易地照搬到亞洲其他地方，但它通過國

際化程度提升學院國際知名度的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教育機構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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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科技改變了新聞媒體生態，原是主心骨的印刷媒體也陷入困境 

(Williams, 2017, p. 4731)。隨著閱讀率下降、廣告收益銳減，以及紙張成本上揚，

不少國內外的報刊雜誌紛紛面臨裁員、縮編、停刊，或被迫轉型為網路媒體的命

運。報業的榮景不在，各家媒體無不引以為鑒，戰戰兢兢，「如何因應快速變

遷的媒體環境」，已成為新聞業的首要之務 (Casero-Ripollés & Izquierdo-Castillo, 

2013; Downie & Schudson, 2009)。

除了新聞業外，大學新聞相關科系所面對的數位衝擊，也不容小覷。一直以

來，新聞教育都是採用自由報業的思維，不僅新聞哲學以報業的四大理論為主，

強調新聞的「客觀性」、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及記者的「守門人」角色；在新

聞實務上，也要求學生練習純淨新聞寫作、平面排版編輯，以及出版發行校園刊

物 (Vine, 2016)。但，在「報紙將死」或廢紙的聲浪下，傳統以報業為內涵的新

聞學系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尤其在「人人都是記者」的今日，不用接受新聞教

育就能生產新聞，那新聞學系的價值何在？又是否應配合時下的數位傳播而更

名，還是沿用「新聞學」之名，但因應數位變遷，進行科系的重新定位和課程的

修訂？

目前國內外各大新聞相關科系的作法不一：有的學校選擇另增新科系，如

摩根州立大學（Morgan State University）的「多媒體新聞學系」（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Journalism）；有的選擇更名，如南佛羅里達聖彼得堡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St. Petersburg）的「新聞學與數位傳播學系」（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也有新增專業，如丹佛大都會州立大

學（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of Denver）在新聞學系底下增設「匯流新聞

學」組（Convergent Journalism Major），或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增加「數位新聞學」（Digital Journalism）碩士學位；也

有提供雙學位，如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院提供新聞學和

電腦科學的碩士雙學位（Dual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Computer Science）。當

然，更有不少學校仍在觀望，但大多數的新聞學系已增開數位相關課程 (Huang, 

Davison, Shreve, Davis, & Bettendorf, 2006)。

各別學校系所因為社文脈絡、政經背景、教育政策或數位資源的差異，而有

不同的改革策略，但面對數位挑戰，增設數位技術課程，教導學生學習數位、多

媒體技巧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然而，新聞學系學生獲得數位技巧，是否就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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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記者，趕上業界需求？當新聞教育以數位技術來進行改革，是否又會重蹈

覆轍─重技術而輕理論、重實作而輕思考、重業界而輕學術？這些問題已引發

國外學界的熱議，但國內相關的論述尚未多見，因此本文試圖從新聞教育者的反

身性角度，檢視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的改革，並從以下三部分進行探討：

一、 新聞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能否應付時下的媒體環境？

二、 因應對策的反思：現有西方學界提出的解套方式能否讓新聞教育擺脫過去的

批判，並跳脫數位困境？

三、 個案的反思：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革作為個案，進一步檢視改革所

面臨的問題與限制。

貳、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產品 VS.新聞過程

新聞教育的目標與任務，涉及「何謂新聞學？」、「誰是記者？」及

「實務內容為何？」(Deuze & Witschge, 2018)。最早的新聞教育是採用學徒制

（apprenticeship）─待新人進入報社後，再進行在職培訓（on-the-job training），

但美國學界主張新聞學是一種專業，報社記者必須接受更好的教育，才能改善新

聞品質，裨益民主發展，因而在二十世紀初推動以大學為主（university-based）

的新聞教育 (Folkerts, 2014)。

隨著傳播科技的推陳出新，繼報紙之後，廣播、電視、衛星、電子報（Web 

1.0），新聞組織一直都是採用報業以新聞室為中心（newsroom-centricity）的守

門模式，強調常規化和受控的新聞形式（routinized and controlled forms），大學

新聞教育也沿用此模式，傳授「單一媒介」、「分開平臺」的守門知識與專業技

巧 (Deuze & Witschge, 2018)。

然而，Web 2.0 科技（如：YouTube、Blog 或 Facebook）改變了一切，不但

開創多種新聞形式（如：協作新聞、臉書新聞）和跨平臺的新聞作業，也允許業

餘者（即一般公民）參與新聞行列。以往的守門模式在匯流的環境中，顯得有些

扞格不入 (Newton, 2012a)。這可以從下面四點看出端倪。

一、傳播管道

過去由於傳播管道有限，所能承載的內容相對受限，以致新聞組織必須採用

專業守門，才能產出有品質且「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的新聞 (Sambrook, 

2012, p. 39)。但在匯流時代，傳播管道的數量和容量激增，新聞媒體／記者已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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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產製新聞的獨占權（monopoly）。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高速、多媒體、超連結、

互動性及跨媒體／平臺功能，也讓線上新聞不再局限於單一媒體／平臺的呈現，

而且產製的時間縮短、訊息增多，幾乎每分鐘都是截止時間，因此很難再用「先

篩選，後出版」（filter, then publish）的守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先出版，再

篩選」（publish, then filter）的參與模式─藉由不斷更新訊息，同時鼓勵民眾

參與新聞生產或討論，試圖以「合作看門」（collaborative gatewatching）和分擔

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來提高新聞的可信度 (Bruns, 2003; Karlsson, 

2010, 2011; Robinson, 2007)。

二、傳播方式

新聞學一向採用「線性傳遞」─由新聞組織將「完成」的新聞，單向傳

送給所有民眾，也就是「由我們寫，你來讀」（we write and you read）。然而，

在 Web 2.0 的今日，很多人並非從新聞媒體取得新聞，而是經由社群分享，甚或

由朋友圈來決定關注的議題，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Cochrane, Sissons, & 

Mulrennan, 2012; Ekström & Westlund, 2019)。加上網路科技標榜非線性、去中心

化、去階層化的傳播方式，不僅有助於打破新聞生產／消費、後臺／前臺、專業

／業餘的界線，也能讓民眾和新聞、記者，甚或其他公眾進行互動，創造更廣的

參與對話（engaged dialog）(Mihailidis & Shumow, 2011)。

三、記者和閱聽人身分

記者原指服務於新聞組織且受過新聞訓練的專業人員，但在數位時代，人

人都是記者／出版者，雖然他們只是業餘／公民記者，缺乏專業和資源，多只做

偶發或隨機的新聞（accidental or random acts of journalism），但他們的人數眾多

且遍及各地，可能隨時就在新聞現場，只要一支手機，便能即時傳送「第一手消

息」，迫使新聞組織也不得不和他們合作。除了做新聞外，民眾也不再是被動的

新聞接收者，而是主動上網留言、討論或批評，成為第四權的守門人（watchdogs 

of the watchdogs），又被稱為「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Bruns, 2003)。

四、新聞本質

在Web 1.0時，記者仍處在News 1.0/Journalism 1.0的世界，Web 1.0科技（如：

e-mail）讓新聞的守門工作變得更有效率，維持了傳統的編輯理想型（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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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Brasen, 2009, June 19)；但進入 Web 2.0 後，在新聞學內產生了斷裂

（disruptive）並造成混亂，Brasen (2009, June 19) 稱此為 News 2.0/Journalism 2.0。

新聞已非專業控制下的產物─一個已經完成的事實報導，而是人人都有機會參

與新聞的生產過程，透過不斷的對話（如：眾人的質疑和批評）和互動，進一

步擴展或連結不同的觀點，新聞已演變成持續改變的「過程」 (Robinson, 2011; 

Singer, 2010)。

顯然，新聞的運作大異從前（見表 1），新聞本身雖然是專業，卻也是公民

活動（civic activity），其角色主要在鼓勵公眾參與，更甚於專業守門或訊息傳遞。

因此，新聞業當前所需解決的難題：除了跟上新技術外，還必須拿捏專業守門和

開放參與之間的分寸，以維護新聞品質。記者不僅要有能力生產多媒體、跨平臺

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進行即時報導，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

行參與性對話 (Mihailidis & Shumow, 2011)。當然，這些改變也意味著新聞教育

必須進行徹底改革，才能趕上 Journalism 2.0。

參、西方新聞教育的反思

自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成立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後，一直引發各界

爭議。早期的問題偏重在「新聞作為一項技藝（craft），是否需要大學文憑？」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世界各國陸續採用高校模式的新聞教育，而新聞業也

開始聘僱新聞學系畢業生從事入門工作時，問題也轉向「理論與實務課程，孰

重孰輕？」(Egbujor, 2018; Folkerts, Hamilton, & Lemann, 2013; Skinner, Gasher, & 

Compton, 2001; Šopar, Georgievski, & Trajkoska, 2017)。

表 1：當代新聞的轉變

新聞學 News 1.0/Journalism 1.0 News 2.0/Journalism 2.0

新聞模式 工業時代：客觀新聞 數位時代：網路新聞

傳播管道 單一、有限 匯流、繁多

新聞處理 新聞室內：階層化的專業守門控制 開放後臺：專業與業餘的合作、參與模式

傳播方式 單向線性、由上至下、一對多的傳遞模式 非線性、由下至上、多對多的參與模式

記者身分 新聞組織的專業人員 任何人

讀者身分 訊息接收者且是公民 公民不僅是接受者，也是生產性使用者
（produser）或公民記者

新聞本質 新聞成品：事實報導 新聞處在變動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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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做新聞不同於做學問，需要有相關的實務技能和實戰經驗，而高等教

育偏重在思辨和研究，要求新聞系學生修習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及傳播相關課程 

(Sligo, 2004, pp. 195-197)，導致學生在校所學不能完全契合業界所需 (el-Nawawy, 

2007; Picard, 2015)。批評者認為，新聞教育的學院化（academization）太過學

術，讓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一些無用的理論，因而建議新聞教育應採用產業導向

（industry-oriented），著重在以技巧為主的訓練（skill-based training）(Corrigan, 

1993; Medsger, 1996)。

但支持者反對這種「為職業準備」（preparation for a career）的作法，他們

主張新聞教育是在服務民主和公眾而非業界，新聞學也不等於新聞產業（news 

industry），而是為了修正（correction）新聞業的弊端，提供更好的新聞報導，

才要求學生學習更多知識和調查分析技巧，以善盡其角色義務 (Francis, 2013; 

Skinner et al., 2001)。換言之，新聞教育不是在培養新聞工作者（news workers）

而是理想的記者（ideal journalists）。

不論是強調新聞產業的現實面，抑或新聞學的規範面，新聞教育的確包含

職業訓練和學術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兩部分。誠如 Skinner et al. (2001, p. 

344) 所言，「新聞教育猶如一位僕役，同時服侍兩位主人：一方面，新聞教育藉

由供應新聞室訓練有素的畢業生來滿足新聞組織的要求；另方面，新聞學系被要

求符合大學標準，即高等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遠超過職業訓練」。然

而，做新聞和討論新聞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Bovée, 1999)。為了讓學生畢業後既

能找到工作，又可以促進新聞、民主健全發展，學界一般都同意兩者不能偏廢，

必須採用整合（integrated）取向，同時結合理論和實務。但，兩者的比重該如何

分配，又是一番論戰。

一、理論 vs.實務

這問題也從二十世紀末，延燒至今。新聞教育的實作課程原以傳統媒體為

主，但在數位時代卻顯得黔驢技窮，無法跟上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在美國的

研究顯示，大學所傳授的新聞技巧被認為過時，且和職場所需逐漸脫節 (Adams, 

2008; McDonough, Rodriguez, & Prior-Miller, 2009; Wenger, Owens, & Cain, 2018)。

Knight 基金會因此建議新聞院校應朝向「數位優先」（digital first）發展，除了

舊有的採訪、報導技巧外，再新增數位匯流技術或多媒體等課程 (Lynch, 2015)。

Huang et al. (2006) 亦發現，在美國已有六成的新聞學院重新設計課程，以便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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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在多平臺上生產新聞；至於那些無法新增數位課程的學校，Todd & Levine 

(2010) 則鼓勵他們和產業合作，務必讓學生能習得數位技能，以適應職場。

儘管有不少學者支持數位（技術）優先的作法，但增加實務課程，勢必壓縮

原有的理論課程。Kelley (2007) 以為，數位科技只會不斷推陳出新，技術永遠學

不完，學生需要的反而是批判性思考，讓他們瞭解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做出

明智的選擇和調適。Taylor（2003，轉引自 Kelly, 2007, p. 6）也指出，學習多媒

體技巧或許能幫助學生找到工作，但學院培訓的只是技術員（technicians）而非

思考者。即使有不少批評聲浪，但面對數位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多數的教育

方案仍是圍繞在科技／技術問題上，似乎強化個人的科技／技術能力後，一切難

題便能迎刃而解，簡化了記者和新聞工作之間關係。

技術與理論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新聞教育者的智慧，但 Skinner et al. (2001, p. 

349) 認為，課程的比重或許不是癥結所在，而是兩者該如何結合的問題。學生不

僅需要專業技能和廣泛的社會知識，更應瞭解新聞業如何參與整個社會的意義產

製。為此，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如何將理論概念應用在實務上，進一步對廣泛的

文化、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批判，尤其應對新聞產業進行反思，以協助學生瞭解

現有新聞專業的規範與意識形態作用對其工作的潛在束縛，以及未來改變的前景 

(Hirst, 2010)。

除了理論與實務之爭外，西方學界面對數位匯流還有兩大論辯：一是新聞教

育的方向（direction）是培養專才或通才（specialist or generalist）？二是新聞教

育的任務（mission）是採取跟隨者模式或創新者模式（follower mode or innovator 

mode）？

二、技術通才 vs.內容專才

首先，新聞教育的方向過往一直偏向訓練學生成為某一媒體、新聞類型或議

題的專才 (Deuze, 2006, p. 26)，如報社的政治記者或電視臺的攝影記者。由於不

同媒體或新聞類型所需的技能有別，為了提高新聞報導的品質，學生在校只要挑

選某項技藝（如：文字、攝影或影音）加以培訓，便能成為這方面的專才。不過

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學有專長的記者反而很難適應今日跨平臺的工作環境，迫

使教育者重新思考新聞教育的方向與定位：課程是否應按照個別媒體的特性而發

展成「序列課程」（sequence courses），還是打破序列，以多媒材、多樣態方式

讓學生同時學習各種技能 (Mensing & Ryfe, 2013, p.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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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匯流」（media convergence）涉及不同媒體內容、媒體形式，甚至

媒體組織之間的匯流，記者因此也應具有「角色匯流」（role convergence）的能

力 (Huang et al., 2006, p. 228)。猶如背包記者（backpack journalist）身兼數職，

能掌握各種數位技術，一人多工完成新聞的生產與出版，包括文字寫作、攝影、

剪輯、編輯或貼文等工作。學界雖然擔心學生什麼都學，容易變成什麼都不專

精，但在匯流的今日，新聞教育採用通才取向（generalist approach）似乎是較有

利的作法，有助於學生成功就業 (Larrondo-Ureta, Peña-Fernández, Meso-Ayerdi, & 

PérezDasilva, 2019; Wotkyns, 2014)。

Lugo-Ortiz (2016) 稱此為「新通才記者」（a new generalist-journalist），他

們必須具備多媒體技巧、社群媒體管理，以及資訊科技的知識，並能將這些能力

同時應用在商業或另類平臺上。為了達成此目的，新聞教育似乎無法再沿用「序

列課程」，反而須培養學生的工作彈性、多工能力及合作技巧，並能以四種方式

訴說故事 (Larrondo-Ureta et al., 2019)：

（一）利用各種媒材（如：文字、圖像、聲音、影像等）編寫故事，並能以動態、

連結方式持續地擴大、延伸故事；

（二）除了將每一故事上網並在多平臺發行外，也能根據需要，進行發行版本的

調整；

（三）將故事從一開始便設計成多平臺的內容，並以跨平臺或小組合作的方式進

行；

（四）跨媒體的故事（transmedia stories）除力邀使用者參與其中外，也能運用

各種傳播方式（如：病毒視頻、電視節目、推文等）發揮其優勢。

儘管多平臺能讓學生學會以不同的形式說故事，但易演變成新聞的呈現者

（news presenter）而非報導者 (Gasher, 2015, p. 105)。反對者以為，新聞的內容遠

比形式重要，而內容的專業知識無法一蹴可幾，不論是政治、經濟、醫藥、文化

等新聞主題，都需要時間慢慢累積知識；學生之後才有能力針對事件問對的問題、

建立脈絡、提供分析，以及給予意義 (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

Donsbach (2014) 和 Patterson (2013) 亦主張，記者的職能不應該是通才，而

應類似醫生、律師或其他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為了提高記者的質量，應訓練他

們具備五種能力 (Takahashi & Parks, 2018)：

（一）具有新聞事件發生之歷史與智識脈絡的知識；

（二）對他們所報導之特別主題的掌握；

（三）擁有過程知識，即瞭解有關支配新聞決策和傳播過程的社會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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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寫作、採訪、事實蒐集方面的專業技巧；

（五）對專業價值和角色的承諾。

對反對者來說，高品質的新聞報導必須要求專業化，也就是須要新聞內

容的專才，才能確保新聞判斷的正確性，而此遠非平臺的特定知識所能促成 

(Donsbach, 2014; Gans, 2004; 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其實，Lugo-Ortiz 

(2016, p. 284) 也瞭解通才的主張，可能引發內容變得淺薄的疑慮，而呼籲新聞學

院應重新反思教育的目標：究竟是培養學生成為新聞業的入門者，還是為了生產

更深入的主題，以提高新聞和公眾的辯論？

三、跟隨者模式 vs.創新者模式

另一項爭議則涉及最根本的新聞教育典範與任務模式。過去新聞教育遵從

「技藝為主」（craft-centre）的典範，其任務是在訓練未來的記者，Deuze (2006, p. 

25) 稱此為「跟隨者模式」─新聞教育反映專業的真正需求，亦步亦趨地緊跟

在新聞業之後，以新聞專業的歷史、職業常規與價值，以及專業技能的要求來規

劃新聞教育的課程與核心能力。

然而，傳統新聞媒體的好景不常，廣告下滑、人事緊縮，就業市場相對萎靡，

如果新聞學院繼續採用「跟隨者模式」，以畢業生的就業成果來看，辦學成效勢

必不彰。事實上，今日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就業市場十分多元，包含行銷、公關、

市場調查與分析人員等，並非狹義的記者一行 (Shapiro, 2015)。這也意味著新聞

系的核心任務未必是「準備」（preparation）─讓學生成為未來新聞行業的一

員。

在資訊豐富的時代，人人都能成為記者，似乎沒有必要再接受專業的新聞教

育，但這種想法其實是錯的。資訊縱然爆炸，卻流言蜚語四起、假新聞當道，人

人更應接受新聞學的訓練，以強化個人在後真理時代（post-truth era）的資訊處

理能力。De Burgh (2003, p. 105) 曾說，「新聞學─至少可能─比其他許多人

文和社會學科具有更多的潛力，因為它提供極好的機會將所學的技巧直接關聯至

理論，並將反身性實踐（the reflexive practical）和應用理論完美結合，讓新聞學

成為一門了不起學科─作為一個學術學科具有極大的潛力。」接受新聞教育不

一定要成為記者，而是能利用新聞學的學科訓練（如：遇事懷疑並查證），有效

區分真理／偽造、事實／意見、原因／藉口 (Bhaskaran, Mishra, & Nair, 2019)。

就此而論，新聞教育應是一種知識取向（an approach to knowledge），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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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套新聞學的認識論（a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以查詢方法（method 

of inquiry）獲得事實的可靠性（factual reliability），讓學生學習如何懷疑和批判、

獨立調查、與陌生人應對、辨明資訊的真偽、將原始資料變成可靠的事實，並以

白話的敘事方式、透過各種平臺傳遞給大眾─這些能力對各種職業來說都是非

常必要的 (Shapiro, 2015)。

雖然這些能力也和之前的典範相似，但更強調學生的認知與反思面，也

就是新聞教育的典範已從職業準備（「以技藝為主」）走向「以知識為主」

（knowledge-centred） 或「 以 認 識 論 為 主 」（epistemology-centred） 的 典 範 

(Shapiro, 2015)。Ward (2010, pp. 146-147) 指出，新聞學是一種主動、解釋的文化

活動，為了產製有根據的詮釋，必須透過適切的標準來檢測新聞調查（journalistic 

inquiry），包含檢查偏見、質疑據說的事實和觀點、尋找證據，以及防止大意、

未經批判的報導，以證明其選擇的合理性。今日的新聞學已不再追求反映真實，

而是抱持開放的態度，努力做出具有效力的詮釋（如：測試並整合多種的事實、

來源、角度）。如此的訓練將能協助學生在不斷擴大的媒體平臺上，產製或接收

有用的訊息。

Brasen (2009, June 19) 曾提及，新聞學已從 Journalism 1.0 進入 Journalism 

2.0，此轉變無可避免地也將引發新聞教育的重新布署。過去新聞教育採用的「跟

隨者模式」，隨著傳統媒體的裁員風暴也受到質疑；為了振興新聞學，北美學界

主張以「創新者模式」取代。目前已有兩種模式被提出來，分別是「教學醫院模

式」（teaching hospital model）和「創業模式」（entrepreneurial model）。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Nicholas Lemann 在 2009 年首次提出「教

學醫院」應用在新聞教育的構想，「像教學醫院的新聞學院當他們教育學生時，

也能為社區提供重要服務」。Lemann 主要關切新聞學的供應面（supply side），

由於傳統媒體的「廣告主―閱聽人」商業模式受創，嚴重危及地方媒體的營

生，因而敦促新聞學院應利用現有的設備，替代他們成為新聞的生產中心，教

育學生同時造福社區 (Anderson, Glaisyer, Smith, & Rothfeld, 2011; Lemann, 2009; 

Mensing & Ryfe, 2013; Young & Giltrow, 2015)。在 Knight 和新美國基金會（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贊助下，美國已經有不少新聞學院正在進行「新

聞的教學醫院」（journalistic teaching hospital）計畫，譬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沃爾特．克蘭基特新聞學院（Walter Cra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以被收購的 Arizona 公共廣播機構（Public Broadcasting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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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一間由新聞編輯室和實驗室所構成的教學醫院，讓校內新聞、電視、廣播及

多媒體等學系的師生能共享資源，在此處進行多平臺的技能學習和跨平臺的小組

合作 (Lynch, 2015)。

Newton (2013) 指出，社區需要新聞來維護其社會健康，新聞可謂是社區的

命脈（lifeblood），因此新聞教育除了協助學生在現實社會裡做中學之外，更應

帶領他們參與社區，報導社區所需的新聞。為此，「新聞的教學醫院」應包含六

項要素，分別是：

（一）學生從事新聞工作；

（二）專業人員指導他們提高新聞品質和影響力；

（三）教授提供專題知識和提出問題；

（四）創新者開拓新工具和新技術；

（五）學者進行重大的研究項目；

（六）所有人通力合作，不但善盡告知之職，亦提高社區參與。

採用「教學醫院」作為隱喻，是因為它不僅服務社區，還必須進行臨床試驗

─研發各種新藥和技術，這也意謂：新聞教育不再墨守成規，而是尋求改變。

一方面，藉助有經驗的專家，讓師生能在數位平臺下，以做中學的方式，實際參

與新聞操作，為社區提供更好的報導；另方面，則允許學生探索並嘗試各種新技

術和報導形式 (Newton, 2012a, 2013)。Newton (2013) 認為，目前新聞教育在數位

時代有三種活動和教學醫院模式有關，分別是：

（一）急救（first aid）：鼓勵個別學生利用社群媒體關心和報導社區的見聞；

（二）診所（clinics）：協助學生在專業的帶領下進行各種的社區報導，如：新

聞學院的學生媒體（student media），整合學校的資源、設備，在教師的

指導下，出版具有專業水準的社區報導；

（三）實驗室（labs）：帶領學生研發數位時代所需的各種傳播技術或新軟體。

Newton (2012b, 2013) 強調，要成立一家教學醫院必須結合上述三種活動，

讓教學醫院能提供比商業媒體更有品質的新聞，同時提高社區參與。正因如此，

教學醫院最終將能成為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的改變引擎（the engine of change），

而不再只是為了產業而設的新聞培訓計畫。

即便如此，Mensing & Ryfe (2013) 卻直言，「教學醫院」很難改變現狀，因

為學生所練習的仍是目前產業所定義的新聞工作，而且這種模式比較適合資金雄

厚的學院；在新聞業加速轉型之際，「創業模式」反而更加適合。此模式要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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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去除舊思維，以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技能，為新聞學和自己找出新路，在低成

本、低風險的數位環境中，開發以新聞實踐為主的新商業模式 (Benedetti, 2015; 

Breiner, 2013, May 17; Briggs, 2012; Carbasse, 2015)。

過去的新聞室典範（newsroom paradigm）將記者和業務分開，記者僅負責

內容端，而無須過問接收端，但「創業模式」則結合長久以來新聞學切斷的兩端 

(Wagemans, Witschge, & Deuze, 2016, p. 165)，要求學生從需求面著手，瞭解利基

（niche）對象，並根據其需求去生產內容，再進行出版、宣傳及行銷等事宜，也

就是將企業思維帶入新聞生產的每一階段，從內容至販售，皆由學生一手包辦。

如此的模式現又被稱為「創業新聞學」 (Carbasse, 2015; Ferrier, 2012; Mensing & 

Ryfe, 2013;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創業新聞學試圖將企業、管理帶入新聞教育內，學生除了學習新聞技巧外，

也應具備商業能力，能將其新聞實踐轉變成新事業。為了培養創業記者，新聞教

育必須增開「媒介經濟學」、「產品開發」、「市場行銷」等課程，以協助學生

掌握內容產品的行銷、業務、發行、成本及風險等細節 (Carbasse, 2015; Mensing 

& Ryfe, 2013)。目前除北美外，在拉丁美洲、歐洲等地的新聞學院也陸續採用創

業模式，或至少開設「創業新聞學」課程，試圖帶領學生自創品牌或尋求改變 

(Carbasse, 2015;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不過，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也發現，這些課程多是針對研究所或

畢業生開設且以選修為主，大多數的新聞學院對「創業」仍抱持懷疑，擔心學生

無法在公共報導與商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除了倫理考量外，Cohen (2015) 也質

疑，創業新聞學恐掩蓋新聞人員在勞動市場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儘管兩種模式各有其缺點，但皆顯示西方學界在面對數位變革所做的努力，

他們已意識到新聞教育不能再守缺抱殘，而必須更具動態和內省力，唯有不斷反

省新聞教育的目的與任務，才不會被潮流淘汰。誠如 Newton (2012a) 所言，「透

過『創意性破壞』的時代（the era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大學可以引路，但

前提是他們願意毀壞和重建自身。」

肆、個案反思

在瞭解新聞學的現況與西方新聞教育的改革後，國內新聞教育又是如何應對

數位衝擊？本文以世新大學（簡稱世新）新聞學系所（包含研究所改造）的數位

轉型作為個案，說明改革的經過、所遭遇的困難及限制。本人在世新新聞學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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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二十餘載，於 107 學年接任系主任一職，參與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造計畫，除深

知改革的始末外，更試圖從反身性觀點檢視整個轉型的過程，並以此作為國內新

聞教育改革的借鏡。

世新新聞學系成立迄今，已有 62年的歷史，從專科（如：新聞科或編採科）、

改制為大學後的分組（如：編採組或國傳組），乃至成立新聞所，歷經多次的學

制改革 1，但都以報業模式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軸，並在實習刊物《小世界周報》

（簡稱《小世界》）上展現其成果，由大學部三年級學生負責報紙的採訪、編輯、

排版、印刷，乃至發行。

在 Web 1.0 時代，系所追求資訊化，除了「電腦排版實務」課外，另增設「電

子報新聞採寫」和「電子報」，並新增《小世界電子報》，但實際只是將報刊內

容直接鏟入（shovel）電子報內。不過，值得一提，由於臺灣記者的社會聲望不

斷下滑，《小世界》在 98 學年度也增加「電視組」和「網路組」，同時在課程

上增開「電視新聞製作概論」、「電視新聞實作」及「多媒體新聞與實作」必修

課，學生除了必選報紙組外，另一學期可以自選其他組別，不過這些組別的作品

並未正式對外，只是在校內發行。報紙組的能力表現，尤其是採寫、編輯，仍被

視為新聞系的核心能力指標。

直至近年，新聞系所的對外招生屢屢不利，開始成為校方檢討的對象。

在 105 學年，碩士班註冊率僅有 13.33%；在 106 學年，大學部註冊率則是

91.94%，位列新聞學院的八系之末、全校倒數第六。校方高層質疑，新聞系原是

世新大學的龍頭科系為何會演變至此，要求立即進行改革。

一、第一波改革：廢紙

從 105 學年起至 108 學年，新聞系的改革歷經兩波。第一波是廢紙並建置網

路媒體。因應全球的廢紙聲浪，《小世界》在校方的要求下，全面數位化。雖然

過去也有《小世界電子報》，但只是報紙的電子版，一旦廢紙，《小世界》也必

1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前身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高職部「編輯採訪科」，成立於 1956年 8月；
1960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並更名為「新聞科」；1962年再修改回「編輯採訪科」。1991
年隨新聞學院改制，正式成立為新聞學系，並於其下分設「編輯採訪組」和「編輯翻譯組」；
1993年將「編輯翻譯組」更名為「國際傳播組」。1997年 8月，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改制為世新
大學；1999年之後增設「碩士在職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2002年碩士班開始獨立招生。
2004年 8月因應新聞傳播學院分殊發展需求，取消分組，回歸「新聞學系」的主體特色。自世新
大學創校以來，新聞或編採學（科）系即為指標科系，經歷年的發展與蛻變，除維持為全校四學院、
三十餘系所之屬一、屬二之核心學系，亦為全國新聞系所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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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重新定位。在黃惠英主任的帶領下，《小世界》放棄時事路線，改走以議題為

主的專題報導，範圍也不再局限於大文山區，實習學生被分成圖文、影音及網路

三組，將其產製的內容全部上網。

由於《小世界》網站初創，系統運作並不穩定，常出現錯誤，必須隨時調整，

也引發學生的抱怨。當時網路組的副總編輯王芳瑋表示，新聞系學生普遍缺乏資

訊背景，不論是後臺或軟、硬體的維護，對學生來說都是一項考驗。

網站完成後也陸續出現一些 bug，需要隨時調整，重新架設網站也

引起與學生間的摩擦，像是「為什麼要重新架設網站？」「為什麼要

改成這麼麻煩？」等，規定不夠明確的地方也引起一些爭議，如格式

錯誤該扣幾分之類的。約過了一年，新網站因為使用太多外掛而被病

毒入侵無法使用，因此又緊急架設一個新網站。雖然外包給了工程師，

但遇到問題還是無法立即解決。（王芳瑋，2020 年 2 月 12 日）

當年的《小世界》助教林書瑀也指出，剛成立的網站雖然沒有現在好看，總

是數位化的第一步，所有內容可以全面上網，讓更多人看到，不過也切斷了周報

和社區的聯繫。

印製報紙時期，《小世界》可透過送報與社區進行面對面的實體

接觸，穩固報社和社區之間的情誼。停止印報後，實習記者與社區接

觸次數下降，轉往網路發展，觸及人數不再僅限於社區鄰里，改往全

國發展，觸及人數比以往更為全面、更寬廣。（林書瑀，2020 年 2 月

14 日）

經過兩年的努力，學生逐漸熟悉並接受《小世界》的運作，懷舊和怨言變少，

網站也漸上軌道。

二、第二波改革：數位優先

第二波的改革是「數位優先」，確立新聞學系的新特色。《小世界》線上發

行後，校方仍認為「數位化程度不夠」、「表現過於靜態」，並歸因於「新聞系 

= 報業」的課程設計所致，必須盡快進行改造，從系所更名或重新定位著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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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系上教師大多反對更名，因此在 107 學年起參考國外的「數位優先」作法，重

新定位新聞學系。

根據 2019 年畢業流向的調查資料顯示，新聞系所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相當多

樣，從事傳播相關行業占 56.88%，其次是行銷與銷售業占 18.04%，第三則是個

人與社會服務業占 5.81%，並非只從事記者一行（見圖 1）2。就實際的就業考量，

本系改以 Shapiro (2015) 所建議「以知識為主」的典範，培養學生普遍具有一套

新聞學的認識論，並在其感興趣的領域上善用此訓練。新聞學系不再只是為未來

記者做準備，而是讓學生能在數位傳播的相關領域上發揮所長，同時擁有批判思

維、新聞識讀及資訊處理的能力。

為了順應數位匯流的趨勢，在教育方向上，新聞學系捨棄以往的「序列課程」

設計，改以「數位多工」取代，將「基礎採訪寫作」、「基礎新聞編輯」、「廣

播新聞」、「電視新聞實作」、「新聞影音專題」等課程，調整為「基礎數位新

聞採訪寫作」、「基礎數位新聞編輯」、「數位播音技巧實作」、「影音新聞實

作」、「進階融媒體新聞專題」。課程不再強調單一媒體／技能的培訓，而是朝

向不同素材在跨／多平臺的應用，試圖訓練新聞系學生成為 Lugo-Ortiz (2016) 所

謂的「新通才記者」，具備 Journalism 2.0 的技能，不僅能編寫、發行多媒體和

2 新聞學系在 2019年 8月至 9月期間，針對已畢業一、三、五年的學生進行就業調查，有效樣本
共計 327人，其中大學部占 93.58%（306人）：研究生占 6.42%（21人）。

圖 1：新聞學系所畢業生就業類別與比例

建
築
營
造
類

司
法
、
法
律
與
公
共
安
全
類

製
造
類

科
學
、
技
術
、
工
程
、
數
學
類

天
然
資
源
、
食
品
與
農
業
類

物
流
運
輸
類

資
訊
科
技
類

藝
文
與
影
音
傳
播
類

醫
療
保
健
類

金
融
財
務
類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類

休
閒
與
觀
光
旅
遊
類

個
人
及
社
會
服
務
類

教
育
與
訓
練
類

政
府
公
共
事
務
類

行
銷
與
銷
售
類

5.81%
2.44%2.14%

0.61%
2.75%1.52%

3.97%2.14%

18.04%

56.88%

0.61% 2.14% 0.30%0.61%0% 0%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提供。



JCRP, 11(1), January 202168

跨平臺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性

對話或社會動員 (Mihailidis & Shumow, 2011)。

有些學者擔憂，通才取向易導致內容變得膚淺 (Gasher, 2015; Lugo-Ortiz, 

2016; Nisbet & Fahy, 2015)，然而，通才和專才並非魚和熊掌的關係。新聞學系在

技術上雖然採用「多媒體通才」訓練，但在內容上仍然主張「專才」，保留了基

礎理論課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或公共衛生等課程（見表 2），

除要求學生培養特定主題的專業知識外，也鼓勵他們以輔系或學程方式加強跨學

科的學習。新聞學系對內容專才的要求，亦反映在《小世界》的議題報導走向上，

讓學生從中體會專業知識對提升新聞品質的重要性。

為了配合「數位優先」，在實務課程上，新增一些數位技術課程，如：「資

料新聞與視覺化」、「新聞探勘」、「虛擬實境與新聞報導」、「360 度全景攝

影新聞實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作」等，但實務課的比重並未因此改變，仍

維持在 47–48%，這是因為新課多以原有的技術課程進行替換。

在理論課程上，則維持系所既有的傳統─以公共和批判取向為主。除相關

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傳播知識外，另有「文化研究」、「媒體批判」、「全球化

與傳播」等課程（見表 2），協助學生以批判取向質疑和反思新聞專業的結構問

題與意識形態作用 (Hirst, 2010)。不過，理論課程受到「削減必修課」的政策影響，

許多課已改成選修，如：「公共新聞學」、「傳播史」、「傳播與文化」等。

儘管在課程設計上已平衡實務與理論的比重，但為避免 Skinner et al. (2001) 

所擔憂課程分成兩大塊，從 107 學年起，加強理論融入實務中，在《小世界》增

設「新聞評議」和「公民論壇」。前者主要是讓學生有機會將「新聞學」、「新

聞倫理」、「新聞法規」等課程所學，應用在檢視和針砭時下的各種新聞亂象（見

表 3）；後者則要求學生針對重大公共議題，結合產、官、學、民舉辦公民論壇

（見表 4），以落實「公共新聞學」課程的主張─讓不同群體的意見公開論辯，

尋求解決之道 (Nip, 2006)，試圖藉由這些努力，讓理論能和實務緊密結合。但值

得注意，在理論融入實務的過程中，也有學生反映一些理論的觀點應用在數位實

務上有些衝突，例如：新聞媒體的角色究竟是客觀告知，抑或動員參與？在某程

度上，這也反映出課程的改革不應只是理論和實務的比重或相容問題，更涉及理

論的實質內涵是否符合時代所需。

至於研究所部分，過去以理論課為主，現則增加實務課，尤其是和數據分析

相關的課程，如：「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試圖培養研究生的

數據挖掘、處理及視覺化能力，並開放「實作論文」作為其畢業的選項。從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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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起結合「新聞講座」和「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課程，讓研

究生能將課堂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數據技能直接應用在新聞專題報導上 3，以增強

其數據實作能力。

在教育任務上，系所為實現「數位優先」，採用「創新者模式」。如 Deuze 

(2006, p. 25) 所說，新聞培訓不應只是為了配合產業需求，「而是成為『發展的

實驗室』（development laboratory），讓學生能為變化的未來而非靜止的現在做

準備。」新聞學系的課程改革正是為了培養學生數位創新，但改革需要時日，無

法一蹴可幾，若要立即見效，只能透過《小世界》作為師生創新和實踐的平臺，

這和 Netwon 所建議的「教學醫院模式」，不謀而合。

在規模上，《小世界》可能稱不上醫院，但至少是一間新聞教學診所，結

合有實務經驗的教師、業師帶領學生實際生產新聞，同時舉辦各種工作坊（如：

3 碩士一年級學生從 107學年度起透過課程結合，已陸續完成三項新聞專題，分別是里長選舉、校
園毒品、癌症治療等，目前已刊登在《小世界》的融媒體專題內。

表 2：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108 學年度數位改革後之課程分類

類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理論類 新聞學、網路傳
播概論、運動新
聞學、數位新聞
美學概論

傳播研究方法、新聞與政
治學、新聞與心理學、新
聞與社會學、新聞與經濟
學、新聞與公共衛生、社
區與傳播、公共新聞學、
民族誌與新聞敘事、網路
新聞學、影音新聞製作概
論、媒體典範與新聞經典
閱讀

新 聞 倫 理、 媒 體 批
判、文化研究、質化
研究方法、傳播理論
進階、閱聽人分析專
題、政治傳播、新聞
與資料分析、精確數
據新聞報導、全球化
與傳播、國際新聞專
題分析與報導

新聞與國際關係、
新聞與產業、傳播
科技專題、新聞與
金融市場、新聞法
規、新聞媒體文化
與消費、新聞與社
群分析、運動新聞
研究

實務類 基礎新聞攝影、
基礎數位新聞採
寫、基礎數位新
聞編輯、數位播
音技巧實作、新
聞漫畫、新聞影
音拍攝與剪輯

網路新聞實作、資料新聞
與視覺化、平面排版實
務、報導攝影學、兩岸新
聞報導、新聞專題報導、
影音新聞實作、360 度全
景攝影新聞實作、數位播
音技巧實作、進階採訪寫
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
作、基礎數位雜誌

小世界實習、新聞探
勘、行動媒體新聞實
作、進階數位雜誌

虛擬實境與新聞報
導、深度調查報導、
畢業製作實作、畢
業製作設計、進階
融 媒 體 新 聞 專 題
實 作、 特 稿 與 評
論寫作、媒體實習
（一）、媒體實習
（二）

英文能
力類

新聞英文（一） 英語新聞報導經典選
讀、英語新聞報導、
新聞英文（二）、英
文口語訓練、全方位
新聞英語

新聞編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此分類表適用於 108學年入學者；世新新聞學系的課程仍不斷進行改革，未來課程也會有所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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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360 度全景攝影等）以培訓學生各項新技能，讓他們能

在《小世界》平臺上實驗新的敘說形式。整體來說，《小世界》的運作大致符合

Netwon 所列出的「新聞教學醫院」六要素，唯在社區服務部分，《小世界》現

更傾向造福社群。

過去在紙本時期，《小世界》因受限於資源，只能定位在以大文山區為主的

社區報，但上線後，學生能自由選做其感興趣的議題，不再受地理局限，即便如

此，由於《小世界》的公共旨趣，所有的議題仍偏向主流媒體所忽略的弱勢族群

表 3：《小世界》已發布的新聞評議專題

標題 發布日期

新聞娛樂化衝擊 媒體喪失社會公益性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小編發文風波 學者：應兼顧新聞守門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扒糞式選舉新聞 媒體內容膚淺化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4 小時電視新聞困境 多年仍無打破 2019 年 12 月 9 日

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 2019 年 12 月 2 日

電視媒體大選開票 應據實以報 2019 年 12 月 1 日

數位時代下紙本媒體的轉型與品牌價值 2019 年 11 月 25 日

促進多元 公民記者注入社會新觀點 2019 年 11 月 24 日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媒體塑造的框架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氣象新聞誇大 可信度存疑 2019 年 10 月 21 日

記者素質遭質疑 新聞產業教育陷困境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新聞自由與商業利益的權衡 2019 年 10 月 13 日

自媒體竄起 成傳統新聞勁敵 2019 年 10 月 8 日

臺灣缺乏國際新聞 媒體與受眾的羅生門 2019 年 10 月 7 日

正義背後的情感拉扯 《與惡》高收視帶動社會議題 2019 年 5 月 31 日

媒體侵犯隱私 當事人二度傷害 2019 年 5 月 29 日

教育業界接軌難 學生應增強實力 2019 年 5 月 25 日

網媒合稿亂象竄升 政府控管界線難定 2019 年 5 月 25 日

新聞系學生出走潮？媒體慘況成關鍵 2019 年 5 月 18 日

媒體造神？商業化的臺灣媒體 2019 年 5 月 3 日

新聞業競爭激烈 媒體搶即時背後的真相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4 月 12 日

媒體環境競爭多 新聞產業搶即時 2019 年 4 月 12 日

網媒亂象叢生 付費訂閱成新生機？ 2019 年 4 月 12 日

假新聞奪命 燕子颱風吹起的媒體亂象 2019 年 3 月 29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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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方問題（如：老人長照、身障運動、偏鄉醫療和教育等），也就是說《小世

界》已從服務特定地理社區，走向服務更廣的社群。

從 107 學年開始，《小世界》廢除了網路組，網路技能（如：設置超連結、

繪製圖／表、互動式表單等）成為必備的基本能力，學生只需輪流參與圖文和影

音組，進行議題導向的報導。圖文組，顧名思義報導以文字和照片為主，文長需

超過 2,200 字，另鼓勵以多媒材（如：聲音、影像）和互動形式（如：投票表單）

來增補內容。以 2019 年 6 月的〈登革熱〉為例，整個專題以不同角度、各種形

式（包含：圖文、影音、文字雲、數據、懶人包等）深入剖析登革熱疫情對社會

的影響，不僅從數據圖表彰顯登革熱的趨勢變化，也製作登革熱遷徙地圖讓民眾

更易瞭解疫情的擴散，同時加入病癥互動圖和問答遊戲，考驗民眾對登革熱的基

本認識，讓新聞不再只是觀看，也是體驗、學習新知及交換心得的平臺（小世界，

n.d.）。

除生產新聞外，圖文組也需另外發行電子版的報紙，同時每學期舉辦一次

「公民論壇」。而影音組，則以生產 1 分半至 3 分鐘的影音新聞為主，輔以 600

字以上的文字報導，並每週定期發行電視串帶。此外，為達成數位優先，《小世

界》另新增特別小組，包括「網路編輯」、「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攝

表 4：《小世界》舉辦的公民論壇

內容 與談人

107-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三）13:10–15:00
《國民參審制度：人人都能參與法律審
判？》

聯合報鳴人堂主編許伯崧
新北地方法院法官時瑋辰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忻穎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

107-2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4 月 25 日（三）13:10–15:00
《灰色地带下的新媒體，抄襲邊界在哪
裡？》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副教授胡元輝
宇軒國際法律事務律師廖芳萱
立法委員蘇巧慧
ETtoday 新聞雲執行副總編輯譚志東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13:10–15:00
《臺灣罷工預告期，勞資談判鴻溝？》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佳和
新北市勞工局專委胡華泰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靜儀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最高顧問林俊輝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三）13:10–15:00
《找回自己的母語：新住民語在新時代
面臨的考驗》

新課綱課審委員、新住民第二代劉千萍
東南亞裔新住民第二代何景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張芳全
新住民語課綱委員、東安國小校長黃木姻

108-1 碩士班公民論壇
2020 年 1 月 3 日（五）13:10–15:00
《癌症―全臺癌症趨勢與醫療資源議
題，你知多少》

臺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案助理教授江濬如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科長黃巧文
癌症病友鄭喬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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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報導」及「360 度新聞」，讓學生不僅能進行多媒體、跨平臺的各種新聞實作

練習，也能探索並開發創新的報導形式。

前面文獻曾提及，今日的新聞學運作已進入 Jouralism 2.0：新聞生產應是

開放的過程和（記者―讀者間）雙向對話 (St. Clair, 2015)。《小世界》雖仍保留

Jouralism 1.0 的守門機制和截稿時間，但並未將發行後的新聞視為「完成品」，

而是一個開放過程，允許內容不斷地更正、增補或下架。同時，也結合社群媒體

（如：Facebook、Instagram [IG]），讓民眾能對新聞議題發表意見，並將意見導

入網站平臺內。以 2019 年 12 月的〈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新聞為例，

編輯在臉書上除介紹該則新聞外，亦設計一款小遊戲讓民眾體驗面對言語罷凌該

如何應對，獲得 105 則留言；這些留言現也導入官網新聞的下方（林育萱、張瓊

文、張雅筑，2019 年 12 月 2 日）。

在 Journalism 2.0 時代，《小世界》的讀者主要來自兩方，一是關鍵字搜尋

進入，二是經由社群媒體。後者可能未必會點選官網新聞，但會參與社群媒體的

討論，因此社群媒體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格外重要。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編輯

在臉書上發表了〈行憲快樂〉貼文，文末「祝大家行憲紀念日快樂！！記得返鄉

投票」。由於時機敏感，被網友認為有政治企圖而引發撻伐；當下所有編輯亂成

一團，害怕引發退讚潮，最後決議將文章下架，但此舉亦引來「怕事」的負評。

編輯此次的遭遇已超過 Journalism 1.0 範疇，考驗學生面對「第五權」的危機處

理能力。《小世界》過去視社群媒體為推廣（官網內容）平臺，並無特別的守門

機制，給予編輯較多的發文自由，但此事顯示：讀者對社群媒體的關注遠高於官

網，這也讓師生有機會重新思索新聞學的定義與運作。

整體來說，《小世界》作為新聞教學診所，一方面能夠反映系上課程的成效，

並隨時做課程內容的修正；另方面，也能讓師生實際體驗 Journalism 2.0 的運作，

即新聞已不再是守門而已，還包含平臺管理、社群互動及民主參與。學生除能學

會各種新聞技能外，也能深切瞭解公民為何需要新聞識讀、又該如何參與公民討

論。

儘管《小世界》的運作讓新聞學系看到數位轉型的曙光，但維持一間診所的

運行，需要人力和經費。在課程尚未修改到位前，業師指導和工作坊的花費也是

一筆可觀的支出；加上《小世界》數位化後，在缺乏資訊相關背景的新聞學系內，

如何維護平臺的正常運作，也是一大考驗。誠如 Mensing & Ryfe (2013) 所說，教

學醫院模式較適用於資金雄厚的學校；未來若無學校的金援，新聞學系能否依賴

《小世界》持續轉型，也是未知數。同時，《小世界》對課程內容的建議，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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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師採納，也是問號。就此來看，新聞學系轉型的成敗，似乎仍有待時日驗證。

伍、結語

數位衝擊對新聞業、新聞學或新聞教育帶來了危機，卻也是轉機─在斷裂

與變動的新聞環境中，尋求新的可能性。為瞭解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挑

戰，本文從新聞學的改變、西方新聞教育的應對，乃至國內個案的分享，試圖藉

此說明新聞教育為何要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型可能的遭遇與困難，以供參考。

當然，若要深入瞭解國內新聞教育如何面對數位挑戰，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調查各

大新聞院校師生們的意見與感受，甚至剖析國內新聞業的實際運作，以及他們對

學界的建議與期望。

在梳理文獻的過程中，本人發現一般討論多偏重在追求新聞學的理想和課程

改革的策略、成效，較少觸及改革的現實面，如：招生壓力、學校政策、改革經

費、師資結構等問題。然而，轉型並非單憑「理想」或「時勢所趨」就能實現，

而是牽涉勢力的拉扯，尤其是課程的汰舊換新，更涉及教師的權益，其中的利害

唯有各系所正值轉型，才能察覺箇中深淺。本人在參與系所轉型的過程中，發現

有三個問題是文獻較少提及，卻有待釐清。

一、 新聞教育應進入 Journalism 2.0，但該以哪些規範作為倫理

標準？

目前的文獻多建議，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有關 Journalism 2.0 的各種技能，

而較少談及一旦守門和參與之間發生齟齬時，新聞人員是要堅守新聞品質、抑或

鼓勵言論自由？當「第五權」挑戰「第四權」時，是要恪守專業判斷，還是從善

如流？以《小世界》為例，原只有官網設有守門機制，社群媒體則負責促銷和推

播新聞。但實際運行後，發現儘管官網設有各種互動機制（如：表單、留言等），

但一般網友多只在社群媒體上表態，它儼然成為官網的前哨站，編輯在上面的發

言被視為官網的立場。顯然，社群媒體已變成「新聞」的一部分，那是否該進行

「守門」？守門的範圍是只限於編輯貼文，還是所有言論？當編輯鼓勵網友參與

討論時，若其言論過激、無中生有，甚或惡意中傷，是要海納百川，還是要進行

處理？這些問題在在顯示，技術不能先行，必須同時有倫理規範支持。換言之，

在教導 Journalism 2.0 技術之前，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帶領學生面對這些衝突：



JCRP, 11(1), January 202174

即在保障言論自由、民主參與的同時，如何兼顧言論品質。新聞倫理的重建恐怕

比新技術的學習，更刻不容緩。

二、 新聞教育不應重技術而輕理論，但在數位時代，新聞學的理

論內涵是什麼？又該教哪些傳播理論？

在翻閱文獻時，發現大多數學者主要關切實務的課程設計，探討哪些技術該

教、如何教，但在理論部分，則是說明傳播相關理論對於理解新聞傳播過程的重

要性，不能輕廢。然而，不論是新聞學或北美傳播理論，都是經驗性的研究產物，

這些理論多停留在 Journalism 1.0或類比時代，它們是否能用來解釋 Journalism 2.0

或數位現象？也就是說，當我們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時，是否考慮其內容？以「傳

播理論」為例，究竟該教哪些理論、教什麼，又該如何教。尤其當我們鼓勵理論

融入技術時，如果理論的內涵維持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又該如何結合

數位科技？這些問題遠非「重理論」或「平衡比重」就能解決，而是該進一步檢

討新聞教育理論課程的內涵。

三、 新聞教育師資的中老年化，能否應付快速變遷的數位環境？

對已有歷史的新聞學系來說，師資結構至今應該也接近中老年化，以世新

新聞學系為例，在 2019 年師資平均年齡是 55.8 歲，他們的專長和技能大多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雖然近年來系所為了因應數位化，也招募不少新老

師，但技術級教師按規定仍須有業界至少九年經歷，一般來說也不年輕，當下或

許能勝任目前的技術，但未來新聞若走向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或

Web 3.0、甚或 Web 4.0，是否還能應付，也是未知的。其實，不只是技術級教師，

如同前述，負責理論的老師也必須與時俱進。當然，年齡絕非影響教／學的關鍵；

但老師們是否調整好心態，準備終身學習，帶領學生走在時代尖端，還是靜待新

聞學系的沒落？新聞教育的改革，除了學生必須跟上技術外，教師的心態也應適

時調整，為數位轉型做好準備。當教師們有這樣的自覺後，也期望學校當局能尊

重專業，給予系所更大的自主空間，讓新聞教育的改革能朝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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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包括重新整合與調整課程模組、減少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強化產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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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南華大學 2013 年獲得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開始推動課程革新，從「T

型教育」（通識雅博教育與專業學術教育）進一步提倡「π 型教育」，其橫軸代

表「通識博雅教育」，兩縱軸則分別代表「主修專長」及「跨領域就業學程」，

主修專長分為學術型與實務型，呼應 π 型教育與課程分流理念，學生學習內容除

依照個人興趣外，可彈性選擇就業、創業及升學等目標，可跨院、跨系修習第二

專長或進修雙主修，以具備雙重專業（李坤崇，2014）。

為落實 π 型教育，最主要的策略為推動課程學程化。課程學程化目的在於，

大學教育仍不脫課堂教學學習、系所本位藩籬，往往依教師的學術專業來安排，

整體課程配當也未必與學生畢業後所面對的環境有適當連結，學習情境也不具備

彈性，在不同時地、系所、學制之間流動仍有不少限制。因此，課程應進行跨域

整合或研究與實務分流，且專業課程則應朝向課程學程化，設計有系統的模組化

課程（教育部，2013，頁 55-56）。

也就是說，各個學系依基礎學域定位，並結合市場脈動，設計相關專門課程

形成「模組」（module）1，各學系再結合不同的模組形成學程。透過這樣的課

程學程化設計，重視整合教學資源，使課程更為專精，順應社會分工，提升就業

市場競爭力。機動性、彈性與跨領域整合是學程制有別於過去學系學分制的最大

特色，透過多元選課組合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給學生更多自由、自我負責的學習

環境（南華大學教務處，2016）。

配合校方規劃之課程學程化，傳播學系經多次課程會議討論，進行課程革

新。將課程分為院基礎課程、系核心課程、跨領域學程與系選修模組。在院基礎

課部分，包括社會科學概論、傳播理論、心理學、社會學（共計 12 學分）。系

核心課程包括基礎媒介實務、大眾媒體寫作、公共關係、新聞英文、傳播研究方

法、報刊實務與媒體實習課程（共計 21 學分）。跨領域學程與系選修模則分別

規劃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包括公關、影劇、論文等三項專業）及「傳播多

媒體就業學程」（包括平面、電視、廣播等三項專業），學生須擇一修習滿 24

學分。課程模組規劃之目的，在於學生可以選擇特定就業領域，持續且深度學習。

例如，創意傳播就業學程著重廣告、影劇及論文類課程，就業面向以廣告業、影

1 模組是指將課程進行重組和規劃使其形成具有系統性、標準化之模組課程或學程（教育部，
2013），而各校針對課程模組冠以不同名稱，諸如學程、學群、課程、領域或模組，其概念強調
課程進行系統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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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業或研究人員為主；另一學程，著重平面、電視與廣播類課程，就業方向著重

平面媒體、電視新聞與廣播電臺，以媒體產業、媒體就業技能分類課程架構。

教育部與南華大學的教育理念，從 T 型教育一直延伸為 π 型教育，強調以

課程學程化改善學生學習情況，增加就業能力與多元專長。因此，傳播學系課程

陸續革新，期待學生透過多元選課組合主動學習。而實際推動過程中，是否能夠

達到理想目標，是本研究主要問題意識。具體研究問題包括：第一，自 103 學年

度起，該系推動課程學程化制度後，學生實際的學習經驗與意見為何？第二，南

華大學傳播學系規劃雙學程，分別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及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

是否能夠增進學生自主學習意願，創造多元且彈性學習空間，如何更加深化與

改善課程與學程規劃？第三，課程學程化制度，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多元選課

組合，創造主動學習環境。而目前所推行的學程制度，是否能夠有效推動自主

學習，讓學習過程與學習主體有所改變？為此，本研究嘗試透過自主學習觀點

（heutagogy），探討學程推動的問題與困境，以期更加深入瞭解傳播領域課程規

劃實務。

貳、文獻探討

為瞭解傳播領域課程研究之變遷，本文分別回顧近年來有關傳播領域課程規

劃相關討論，以及自主學習教育觀點，探討傳播課程與學生學習相關議題。

一、傳播領域課程變革

面對媒介科技快速發展，傳播教育是否需要進行課程調整或改革，從過去文

獻來看，國內也曾引起諸多討論，聚焦傳播學術與實務間如何縮減學用落差，傳

播課程與教學應重視通才教育？還是專才與實務技術訓練，傳播教育核心課程應

該為何？學術與技術類課程的比重為何（翁秀琪，2001；陳世敏，2000；潘家慶，

1996；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鄭瑞城，1998；閻沁恆，1991）？

另外，則是近年科技議題，引起教學實務與課程設計的討論。在數位媒體變

化，以及 Web 2.0、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網路技術發展後，媒體與教學本質是否

應該改變，在課程或教學規劃，教師與學生應該如何因應（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

2008；胡元輝，2014；皇甫河旺，2012；翁秀琪，2013；蘇蘅、吳岱芸、吳俊葵

編，2018）？

過去，在傳播科系或傳播學院課程規劃方面，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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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傳院）曾提出多次課程規劃方面相關討論。政大傳院自 1996 年始即有改制

學程之議（王石番、陳世敏，1996；潘家慶等人，1996）。許瓊文（2007）指出，

傳播教育應該重視內容，而科技不也只是實務，她建議傳播教育的課程不應該把

科技只當作是技術，且未來研究應該蒐集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法，並追溯到過去

畢業學生對實習媒體的評價，修正課程設計與實習媒體的走向，以適應科技。

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整理各方看法，提出目前傳播環境的改變主要

包括數位科技促成媒體革命、競爭浪潮席捲業界學界、社會媒體領先商業傳媒、

多元整合實踐內容創新。課程設計則可關注溝通之內涵及傳播本質的變遷，而非

以新科技為主體。然而，各校、各系應有自己的特色、目標，而不應採用統一之

評量標準。例如，選擇菁英教育路線或遵循普通教育路線的方式與發展必然不

同，以學生是否能夠有效學習為關鍵考慮。倪炎元認為，私立大學要考慮迎合學

生即將砍半、少子化的趨勢，所以思考的事也不太一樣，學生只有務實的目標是

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但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師資，目前的教師多是受傳統媒體

訓練，做課程調整時他們第一個受到影響（蘇蘅等人編，2018）。

過去針對傳播課程規劃，建議課程主要皆從老師角度和視野規劃，與傳統系

所制式思維大同小異，過於強調明確學習目標和路徑（鍾蔚文，2012）；其次，

應該蒐集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法，亦包括畢業學生與實習媒體等觀點（許瓊文，

2007）；而且，面對新科技、新課程，也涉及教師專業與教學觀念的改變（翁秀

琪，2013；蘇蘅等人編，2018）。

二、深層學習（deeper learning）策略引入

從傳播領域的課程規劃討論，可以發現近年討論焦點逐漸從系所（教師）本

位思考，轉向以學生學習為目標，與教育部推動課程革新的方向接近，更加關注

如何讓學生有效學習。除了傳播領域課程規劃討論外，研究者認為近年來引起討

論的自主學習觀點，能夠更深入說明課程學程化背後教育哲學觀點的轉變。

自主學習觀點是 Hase & Kenyon (2000) 將 Vygotsky (1978) 的「側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概念進一步延伸，從認識論層面，提出教

學哲學的發展與演變。他將教育哲學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傳統教育—成人教

育—自主學習」（pedagogy-andragogy-heutagogy, PAH；表 1）。傳統教育觀點強

調由教師主導知識傳授，建立有系統的教學模式，強調認知與內容層次，學習者

處在接收位置。而成人教育觀點是指面對外在環境時，人們尋求新的資訊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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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這種學習方式往往不在學校，而是一種終身學習模式，其主導者由教

師轉換為學生，重視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與互動過程。

成人教育過程，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主導性有所轉換，但在認識論層次仍是追

求第一層次（技能與認知）的學習。而自主學習觀點，強調由學習者自主建立問

題意識，進行高層次思考與學習，此一模式是未來重要教育形態。自主學習是一

種「深層學習」，是由學習者自行建構意義與學習路徑，是學習者中心而非教師

中心。

現今教育往往面對外在情境變化快速，教學內容無法處理過快、過多且動

態的資訊。特別是媒介科技發展與媒介教育，得面對快速變遷的教學內容與複雜

情境，因此，自主學習成為電子媒介時代非常重要的教育哲學。例如，Cochrane, 

Antonczak, Gordon, Sissons, & Withell (2012) 綜合 30 餘個教學個案與學科領域，

提出了透過教學媒介輔助建構自主學習的關鍵因素。Cochrane & Rhodes (2013) 

也建立為期三年（2009–2011）的「行動學習」（m-learning）課程，觀察學生如

何利用社群媒體、網路工具，從初期教師主導的技能學習層次，逐漸轉化為學生

自主高層次學習過程，其教學過程建立師生團隊、合作學習制度，並跳脫傳統校

園圍籬，與真實情境連結在一起（課程結合大學周邊社區與社會團體）。同樣，

陳佩英、黃天仕、許美鈞與侯仲宸（2016）以「研究方法」課程進行探討，瞭解

如何透過新媒介（社群媒體等）與自主學習教學方式提高教學成效。Mulrennan 

(2018) 在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所開設的

「社群媒體」課程，同樣認為新媒介環境中的教育形態，已經逐漸改變過往教學

模式，學生自主學習十分重要。

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可以瞭解傳播科技變遷，學習必須建立更強的學習動

機。傳統教育哲學重視教師提供結構化的學習資訊，但面對高度變化的學習環

境，特別是傳播領域，其外在環境變化快速，學生必須具備更強的主動性。因此，

表 1：PAH 教育觀點的比較與轉換過程

變項 傳統教育 成人教育 自主學習

主導者 教師 學習者 學習者

應用範疇 學校 終身學習 論文研究

認知層次 認知 後設認知 認識論

知識產出 主體理解 過程協商 脈絡形塑

資料來源： Luckin, Clark, Garnett, Whitworth, Akass, Cook, Day, Ecclesfield, Hamilton, & Robertson 
(2010,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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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分流與模組化的目地之一，便是提供更具彈性的課程架構，讓學生學習可以

透過個人問題意識與學習動機，建立高層次學習過程。本文認為，透過自主學習

觀點，可以更加理解課程學程化背後的教育哲學。

參、研究方法

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可以瞭解學程化的目標，旨在面對環境變遷，改變由上

而下的教育模式，透過彈性學習架構，讓學習者得以發展出高層次學習。而南華

大學傳播學系推行學程制度後，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何？目前的學程制度是否能夠

增加學習自主性，如何深化與改善？為能瞭解學生對課程學程化的意見，以及未

來深化與改善的方向，本研究分別以學習意見調查與專家座談法進行資料蒐集。

一、學生學習意見調查

為瞭解學生對學程制度之看法，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進行三次發送與回收）。第一次調查期間為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 日，旨在瞭解該系學生對該系所課程規劃、學程

模組滿意度與個別課程意見，問題包括：「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

否滿意？」、「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有何寶貴意見？」、「請

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滿意？」、

「請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有何

寶貴意見？」、「請問您覺得本系應開設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就業或學習最有幫

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或擬開課程）」、「請問您覺得哪三門課程，對同學

學習或就業較無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針對本系課程，請問您有

何寶貴建議？」第一次調查，共 63 名學生填答（全系共約 221 人）。於 2018 年

4月19日至4月24日，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共40名在學學生回應。第三次調查，

於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發放，共 110 位在學學生回應（本次問卷調

查為跨學年度進行，因此調查對象有所變動，103 學年度學生畢業，增加 107 學

年度新生）。三次調查皆以 Google 表單進行設計，公告於系所 Facebook 社團，

再進入班級宣導，具名填答，以便檢視填答者是否為該系學生，並排除研究生、

校友、校外人士等無效問卷（請參考附錄：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學生學習意見調查

問卷）。因問卷調查以便利抽樣與自願填答為之，本研究立意挑選開放式問題的

回應，與學程規劃有關的意見進行討論，排除其他與本研究無關、個別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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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等。

二、專家課程意見座談

除學生意見收集外，南華大學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進行課程外審會議，邀

請南部某國立大學傳播學系 A 教授、南部某私立大學傳播學系 B 教授，以及無

線電視臺資深地方新聞記者 C 委員，與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討

論，分別以口頭及書面交換意見。討論焦點包括：（一）課程架構與設計是否能

凸顯系所之發展方向特色或願景（能否反映學系專業之知識內涵、能否反映學系

專業之技能需求、能否反映學系專業之職場倫理、能否反映職場對跨領域人才之

需求、能否反映學生背景特徵及系所資源條件）；（二）課程設計與內涵是否呼

應系所基本素養或核心能力（能否培養學生達到基本素養、知識、技能；能否符

合專業領域學術理論架構；能否符合教育目標、學分分配是否適當、課程銜接順

序合理；能否培養學生應用所學之能力；能否配合外部環境之變化，考量產業需

求；能否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產業實務；能否有效因應國際化、資訊化及知識

經濟之衝擊）；（三）課程與生涯地圖（能否符合未來出路；能否有順序安排課程；

能否跨領域多向度學習；能否指引學生瞭解課程規劃的整體脈絡；能否建構學習

歷程的橫向連結與縱向整合）；（四）除整體課程外，亦針對各別課程進行討論。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實際瞭解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推動學程制度

後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其次，以學生學習意見與專家座談，探討如何深化或改

善這些問題；第三，嘗試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加以詮釋，課程規劃與調整對師生關

係、學習主體帶來的可能影響。

一、學程制度的問題與挑戰

首先，在學習意見調查部分，研究者將學生的學習意見進行統整，主要可以

觀察到四個主要問題，分別是必修課程該如何規劃、如何建立與分類學程模組、

「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如何銜接，以及如何面對實務課程與媒體產業。

第一個問題是必修課程該如何規劃。過去學者指出，必修課程強調營造學生

的共同知識和經驗，依辦學理念設計一套課程，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陳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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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游家政，2015）。潘家慶等人（1996）研究指出，國內傳播學者大多數認為

需制定必修課程（59.5%），建議傳播學院學生應修 9–15個學分為傳播專業核心，

系所專業核心應修習 15–21 學分。也就是說，傳播科系教師們認為，傳播科系的

必修課程學分數應該是在 24–36 學分之間。

然而，配合課程學程化，系所必修課程學分數減少，各個不同學程與學習路

徑如何銜接亦有困難。例如，原有課程模組分流為新聞與影劇等不同類型之後，

新聞類、論文類或廣告類等系所必修課程是否該有所改變。例如，修習影劇模組

課程學生，對修習新聞類型課程便有意見：

我個人意見是，都已經大三，個人學程走向早應決定好，不應再

有任一學程必修課才對：請試想，一個不同學程、對課程完全沒興趣

的學生，被迫去選取這堂課，你認為他會真心的在這堂課上付出嗎？

（問卷序號 3，2018 年 10 月 25 日，學程規劃）

本系課程是各種領域皆有接觸，但部分同學還是只喜歡某領域的

課程，當另一部分的課程設為必修，同學會有被強迫修課的感覺。（問

卷序號 50，2018 年 10 月 25 日，學程規劃）

第二個問題是，就目前所分的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及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是否

足夠？如何分類傳播領域的專業課程？如何兼顧教師教學與學生需求？成為規劃

學程的難題之一，也沒有統一標準。例如，政大傳院從新聞系、廣電系及廣告系，

轉變成跨系所的學程制度，包括「新聞與資訊」、「媒體與文化」、「策略與創

意溝通」、「傳播設計」、「媒體創新與管理」、「影音企劃與製作」及「實驗

學程」；其他各校傳播學系也大多有學程制度，如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影

像藝術學群」、「影視傳播學群」，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媒體製作」與

「傳播管理」領域；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意傳播學程」、「行銷傳播學程」、

「流行音樂傳播學程」；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廣電暨新聞模組」與「公

關暨廣告模組」；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選修模組包括「影視行銷模組」與「影

視製作模組」2。

學程與課程模組規劃，一方面需與教師專業符合，配合教師需求，另一方面，

2 此五間學校與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性質較為接近，均成立於 1995年之後，亞洲大學、明道大學等
為資訊傳播學系，大葉大學為傳播藝術學程，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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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顧及產業及學生學習。南華大學傳播學系課程模組，規劃創意傳播就業學程

與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透過這兩種課程模組分流，期待提高學生學習彈性與動

機。然而，學生學習意見調查表示，為什麼要分兩個領域？如何分？是否會限縮

學習範疇，意見仍有所歧異。例如「可以不要分領域，讓同學能夠多方學習，不

會有壓力」（問卷序號 56，2017 年 12 月 28 日，學程規劃）或「畢製修一個，

課程能不能不要硬分成兩個學程」（問卷序號 40，2017 年 12 月 28 日，學程規

劃）。

自採課程學程化後，將課程一分為二，但傳播領域的分類與學習，很難將專

業明確分類，特別是近年傳播產業更強調多元或整合能力，課程分流是否有助學

生多元學習，還是限縮學習範疇。例如，想修習電視新聞與廣告的兩個專業，但

這兩類專業分屬不同就業模組。又或者，修習創意傳播就業模組，如果只對廣告

有興趣，同時也得修習影劇與論文兩個專業；若對平面專業有興趣，也必須同時

修習電視新聞與廣播專業。因此，就原有學程制度，第一個問題在於為何將這些

相關專業結合成共同模組，又如何分類出兩者間差異。另一方面，系所也僅能就

現有課程與師資結構進行安排，以符合教師與專業課程訓練需求。

第三個問題是總整課程如何規劃。總整課程的目的，是作為大學教育最後的

學習經驗，整合大學四年所學。推動學程制度後，重視學生系統性學習不同媒體

專業，因此分別規劃「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與「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課程，整

合大學四年學習經驗。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課程需由廣告、影劇與論文選擇二類專

業製作專題，而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則由平面、電視新聞與廣播選擇二類專業製

作專題。然而，每個課程局限三種作品類型，要求至少完成二種類型，也引起學

生不同看法。例如「區分領域會造成修課困擾，希望畢製不要綁一起選擇變少」

（問卷序號 43，2017 年 12 月 28 日，畢業製作）、「分模組會讓有些人無法選

到自己最想修的兩個畢製類別」（問卷序號 56，2017年 12月 28日，畢業製作）。

畢業製作課程面對的第一問題是，因應學程制度畢業製作一分為二，需各別

從三種媒體專業選擇二個類別進行專題製作，但這二類受限於不同課程，以致學

生難以彈性選擇，從而認為畢業製作課程因區分領域後，學生無法彈性選擇有興

趣的專題類型；另一方面，也表示為何要分別從三個專業選擇二類進行專題，為

何要製作二種不同類型的專題，製作一類、二類或多類媒體專業的意義何在。推

動課程學程化，總整課程如何依學程專業分門別類進行，還是以整合學習經驗的

角度，再將各個學程專業予以綜合規劃，形成總整課程規劃的困難之處。

最後，過去相關討論指出，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學生的學習目標往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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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學生更重視實務課程與畢業後是否能夠順利找到工作（蘇蘅等人編，

2018），從各個私校的學程規劃觀察，也多以媒體製作實務為主。在南華大學學

生的學習意見調查中，學生確實希望在大學期間，能夠有更多實作、實習或實務

課程。例如，學生在問卷調查中提出許多實務課程需求，例如「希望訓練更多實

作經驗以及技術指導」（問卷序號 26，2018 年 4 月 26 日，實務課程）、「希望

能有更多媒體實習的機會和更多實作機會」（問卷序號 20，2018 年 4 月 26 日，

實務課程）。因此，如何將實務與學術分流，又得兼顧學術與人文教育是推動學

程化的困難之一。例如：

希望有更多進階的媒介實務技巧，另請業師教授多元課程並不收

費。（問卷序號 42，2018 年 4 月 26 日，實務課程）

希望系上有更多業界來的講師或業師，除了告訴我們業界需要什

麼，也可以幫助本系和業界搭條橋，未來或許對系上學生有幫助。（問

卷序號 20，2018 年 4 月 20 日，實務課程）

二、課程深化與改善策略

從上述意見討論，可發現課程調整所需面對的問題包括必修課程、課程模

組、總整課程以及實務課程規劃等。過去相關討論指出，各校、各系應有自己的

特色、目標，而不應採用統一之評量標準（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因此，

課程調整與規劃在不同校系會有不同之目標與考量，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之地理

區位、學系資源、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面向而言，也有其特定之內、外部、優、

劣勢、機會與威脅。因此透過專家座談與討論，提出三個調整方向，包括以專業

職能為導向，調整課程模組，建立系所特色，其次提高修課彈性、多元性、連續

性與自主性，最後則是增加實務課程與業界師資。

（一）重新整合與分類課程模組

過去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與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這兩

個學程分別涵蓋六個傳播就業領域。從學習意見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分類架構需

要調整，包括是否能夠更加明確、具體，與課程、就業領域更加銜接，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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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彈性選擇課程，增加自主學習空間。

經多次討論後，主要調整方向需與既有課程融合，避免原學程與修課學生受

影響，考量現有師資與課程，以及發展系所特色等。此外校方也要求參考教育部

推動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 UCAN）（UCAN 計畫辦公室，n.d.），與系所學程模組結合。UCAN

系統鼓勵學生在學期間能夠瞭解學習目標，並與就業市場接軌，規劃各類型的職

場能力與課程安排，於入學時便進行職能與性向測試。UCAN 系統在傳播領域所

規劃的就業職能，包括「藝文與影音傳播」、「影視傳播」、「印刷出版」、「視

覺藝術」、「表演藝術」、「新聞傳播」、「行銷傳播」等。經討論後，將課程

模組改為「廣告公關新聞」、「數位影音設計」、「影劇表演藝術」學程，希望

能夠更明確說明學程學習目標與專業職能。

首先，廣告公關新聞學程著重印刷出版、新聞傳播、廣告行銷、通訊傳播

就業職能規劃，強調廣告、公關與新聞工作專業知識及技能，可從事新聞記者、

編輯、文創、公關、廣告等產業。其次，數位影音設計學程著重影視傳播、視覺

藝術就業職能，培養影音與多媒體設計相關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可從事各類影

音媒體前製、製作與後製等相關專業工作。最後，影劇表演藝術學程著重表演藝

術就業職能，重視培養影視內容創作與舞臺相關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可從事導

演、設計、特定場所表演歌唱、舞蹈等演出人員。

（二）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

過去課綱安排，重視專才訓練，循序漸近式教學，總整課程也依專業類別製

作畢業專題。例如，修習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課程，必需從廣告、影劇與論文三者

擇二個專業進行畢業專題製作。然而，總整課程設限專業類別，卻往往也限制修

課者想修的領域。因此，課程修訂第一部分便開放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二類畢業專

題，不受過往所修習的課程限制。另一方面，也將各個學程的必修學分數降低，

學生只要在三個學程之中，自由選擇二個學程，達 15 學分以上即可，不需大量

修習單一學程，創造更多組合的可能。例如系所教師之一指出：

三個學程的課程在設計上面是互相支援。以數位影音設計學程作

為基地可向左右開展與廣告公關新聞學程，或是影劇表演藝術學程，

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廣告公關新聞與影劇表演藝術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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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細節上看是類似的課程，所以著重的方向是截然不同，如數位影音

設計的劇本分析就與影劇表演藝術的劇本分析就是不同的方向，前者

是針對電視臺或是電視劇的腳本做分析後者則是針對電影或是舞臺劇

的腳本分析。（教師 A，2019 年 11 月 14 日，學程規劃）

（三）加強學術與實務連結

推動學程制度的目的之一在於，過去傳統大學課程過於重視學術研究，

而輕忽實務應用，強調應該將理論與實務課程分流（李坤崇，2014；教育部，

2013）。然而，大多數私校學生更重視技能與實務需求，難以形成特定領域的學

術學程。此外，從過去傳播領域的課程規劃與研究中，也不斷強調傳播領域的課

程應該同時重視人文精神、學術發展以及實務課程。因此，在傳播領域的課程規

劃應該以「匯流」代替分流，加強理論與實務間的課程連結。

具體的方法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將理論與實務課程結合，例如廣告公關新

聞學程，開設消費者心理學、廣告符號分析、民意與市場調查等理論與實務兼具

的課程。另一方面，則是調整課程與師資，請教師開發更多新課程，讓學生瞭解

傳播實務應用面的需求，例如數位影音設計學程，新開數位錄音、數位音樂製作、

流行影音與文創產業分析、網紅經營、影視燈光與成音實務、商品攝影與設計、

數位編曲與配樂、健康宣導影音等。在影劇表演藝術學程，則新開影劇表演藝術

概論、肢體開發與舞蹈律動、影視化妝髮型設計、劇場表演藝術、聲音表情與配

音訓練、經典影劇劇本導讀、網路影視表演製作、同人誌與 Cosplay、女性主義

影視實務、劇場技術實務、活動主持技巧訓練等。

透過新課程的規劃與討論，讓教師與學生更進一步關心媒體產業變化。但課

程變動也涉及教師專業，因此新聘三位兼任師資，陸續開設數位音樂製作、電子

商務與數位行銷、歌唱技巧入門等。此外，也與在地的表演藝術中心合作，開設

燈光、舞臺等劇場課程。亦於 104學年度起安排證照課程，輔導學生考取證照（如

剪輯、拍攝、後製等電腦軟體應用或美容造型設計），每學期至少開設一門證照

輔導課程。

三、綜合討論

本文透過學習意見調查與專家座談，瞭解問題所在，參考他校傳播科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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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凝聚系所教師、學生共識，提出修訂方向，並與傳播科系產學專家，共同提

出調整策略，將學程制度推動過程所遇到的問題加以改善。其中幾個面向值得更

進一步討論，包括課程與學程規劃、教學與學習主體、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

（一）透過學程制度建立系所定位與特色

推動學程制度過程，不只是將原有課程加以分類，而是回到系所的師資、學

生與內外部的資源與競爭加以檢視。如國立大學規模、資源、目標與學生特質均

與私立普通大學不盡相同，應視學生特質予以建立特色（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

2008；蘇蘅等人編，2018）。因此，如何建立適合的學程，發展長期目標，成為

傳播科系共同探討索的問題。就佛光大學、義守大學、長榮大學、靜宜大學、玄

奘大學等傳播學系而言，相似的學程為影視製作方面，較為不同的有「廣告行

銷」、「廣電新聞」、「流行音樂」、「傳播管理」等學程。有些學校偏重影像

創作與分析，有些學校則重視新聞、公關與傳播管理。各個學校都有不同的區分

方式：靜宜大眾傳播學系以影像藝術與影視傳播分類，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

意傳播、行銷傳播、流行音樂傳播，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分為廣電新聞、公關

廣告，玄奘大學則有影視行銷與製作兩個學程。

此外，有些傳播科系成立流行音樂、影視技術等學程，這些學程有別於其他

傳播科系，逐漸具有特色。也就是說，學程制度最重要目的不只在於建立不同專

業類別，而是各校、各系也得以根據系所師資、學生學習目標，發展出不同的定

位與特色，例如有些學校重視電視新聞，有些學校重視影像創作或表演藝術等，

培養更多元的傳播專業。

（二）發展問題意識與深層自主學習

其次，過去研究指出多數課程規劃以教師為主，學生是被動接受的角色（林

文剛，1999；鍾蔚文，2012）。以自主學習觀點而言，現今學習處在非線性、高

度動態、複雜環境，學習者必須自行建構學習的動機與意義，發展高層次的學習，

發現問題、解決矛盾 (Hase & Kenyon, 2000)。

因此，推動學程制度的目的，不只是解決系所課程過於單一，將各種實務課

程加以分流。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自主性。因此，系所必修

課程大幅降低，提供更多課程模組。這麼一來，學習的主動權在學生身上，如何

去修課、排課，發展自身的專業類別，變成學生的責任。也就是說，未來系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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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單一的學習架構，而是嘗試建立更多元的學習環境，學生自行摸索自身的能

力、興趣與未來就業的目標。例如，一位高年級的學生在學習意見調查表示：「大

學四年時間寶貴，希望能盡量多選擇一些自己想學習的課程」（問卷序號 29，

2018 年 4 月 21 日，課程意見）。

從傳統教育哲學的觀點而言，學習的目的在於課程資訊接收的多寡。因此，

必修課程與數量便十分重要，有效學習是指能夠修多少課、多少學分。而對自主

學習觀點而言，學習的有效與否，在於學生是否能夠發展出自已的問題意識，從

認知與技能層次，轉換成解決問題的深度思考。這麼一來，總整課程更為重要，

利用總整課程，讓學生反省大學所學，如何進一步應用在媒體工作與傳播產業。

也就是說，從自主學習的觀點而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主被動關係在改

變。對於電子媒體世代的學習，資訊取用快速、容易，學習態度成為學習的關鍵

因素，系所課程難以一體適用所有學生。因此，透過彈性化的學程制度，一方面

可以改善同質化，另一方面，也透過課程模組化建立有更加自主的學習環境。

（三）師生共同面對與適應媒體變遷

此外，學程制度規劃需兼顧教學、學生面向外，最重要的是產業與或社會需

求。例如，課程委員C從業界的經驗與角度提及「傳播產業人才近年來供需失衡，

薪資凍漲，應多方位學習。」（課程委員 C，書面意見，2019 年 11 月 14 日）。

近年來媒體產業人才飽和，工作日益複雜，難以用媒介表現形式明確分類，學生

也難以僅學習單一技能，更重視多方位的能力，他強調課程應該多加強新媒體的

運用能力。例如：

從職場需求，無論報社電視臺到廣播電臺，除了文字撰寫能力外，

影音的製作拍攝很重要。手機與電腦運用愈來愈廣，課程可以加強手

機電腦運用課程。另外，報紙與雜誌，寫作方式和傳統已經有很大的

不同，現今報章雜誌，即使學校刊物給予教導傳統寫作方式外，建議

加強影音的製作。國內傳統報紙和雜誌，寫手已經脫離不了即時新聞

影音的製作。（課程委員 C，書面意見，2019 年 11 月 14 日）

過去討論指出，進行課程調整對教師影響甚鉅，教師通常受傳統媒體訓練，

面對新媒體、新環境，推動課程調整成為難題。透過課程調整過程，可以發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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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需要大量的師資與專業，很難在一時間進行大幅改變，只能嘗試讓教師將原

有的課程與內容加以「調整」。也就是說，藉由學程制度推動過程，不只是課程

架構的調整，也讓教師、學生共同面對媒體環境變遷，探索教學與學習如何改變。

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傳播領域課程學程化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並以南華大學傳播

學系為個案，檢討如何改善學程制度，並提出調整策略與建議。

透過學生學習意見調查以及專家座談，本文歸納該系推動學程制度，主要問

題分別在必修課程規劃、課程模組分類、總整課程以及實務課程等，並針對相關

問題提出改善策略，包括重新整合與調整課程模組、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

制、強化產學連結與實務課程。本文認為各個傳播學系有其特色與目標，無法一

體適用，透過學程制度的分析與檢討，瞭解既有課程架構之不足，漸進修訂。

其中有幾個面向值得更進一步討論，包括學程規劃、師生關係、媒體產業與

環境變遷。在學程規劃部分，課程規劃就像所有立意良善的中央統籌計畫一樣，

不管一開始的規劃是多麼地周延，隨著時間點拉長，就會產生問題（陳杏枝、游

家政，2015）。因此，課程與學程模組規劃，會隨著教師、學生與內外環境而不

斷演變，也需更加瞭解學程制度的目標所在，避免因學程制度而造成更多限制。

其次，學程制度最重要的是改變學習主體，透過學程制度，讓師生建立自主學習

觀念，改善傳統單向教育體制，透過學程制度得更加瞭解學生想學的是什麼或不

是什麼，發展出高層次的學習需求與潛力。

另一方面，學程制度重點是彈性適應外在環境變化。過去的系所本位的教學

模式，以特定領域或專才的方式培育學生。而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快速，學程制

度也提供更多樣化的學習方向。透過學程制度，各個學校傳播科系，可以更具體

發展出其定位與課程特色。最後，媒介科技與傳播教育議題方興未艾，但相關研

究與文獻主要集中於 1996–2001 年間。但傳播教育與學習樣態仍不斷演化，且速

度加劇、變化更多，如何提高學習動機，適應媒介環境變遷是未來重要課題，期

後續更多相關研究參與。

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皆為自願填答樣本，未來可進行更

嚴謹之課程與學習成效調查，將校友、學生進行分層抽樣，瞭解學習情形及學習

過程，提高信度與效度。此外，透過問卷調查法可以蒐集到的回應有限，若能夠

以深度訪談輔助，深入評價課程規劃與架構，表達個人修習經驗，得加強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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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詮釋。本研究主要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為個案，探討其特有問題。然而，公、

私立大學（或科技大學）間，其資源、師資、環境不一，各校性質與學生學習動

機、目標、能力亦不相同，無法進行通則化推論，如文獻建議，應針對不同學校、

教師與學生，發展適合其特性與特色之課程或學程。未來，期待各校公開更多經

驗資料與研究討論，瞭解傳播課程規劃與學習成效差異性，進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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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

各位同學好，為瞭解同學修課與學習情形，請各位如實作答，資料呈現將匿

名處理，作為改善系所課程之參考。

1. 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 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有何寶貴意見？

 　　　　　　　　　　　　　　　　　　　　　　　　

3. 請問你對本系「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4. 請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有何

寶貴意見？

 　　　　　　　　　　　　　　　　　　　　　　　　

5. 請問您覺得本系應開設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就業或學習最有幫助？（以下為本

系現有課程或擬開課程，可複選）

 □基礎媒介實務　□大眾媒體寫作　□公共關係　　　□新聞英文　

 □傳播研究方法　□報刊實務　　　□媒體實習　　　□廣告學　　

 □影劇表演　　　□傳播表演藝術　□人際傳播　　　□團體溝通　

 □腳本設計　　　□影像美學　　　□健康傳播　　　□女性主義　

 □故事分析　　　□傳播與符號　　□口語傳播　　　□說服談判　

 □公共傳播　　　□流行文化　　　□社區參與行動　□閱聽人研究　

 □獨立電影　　　□廣告創意　　　□廣告文案設計　□兩岸戲劇通俗文化

 □媒體動畫與特效製作　□公關危機傳播　　　□公關策略企劃　

 □影劇導演實務　　　　□視覺傳播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創意傳播畢業製作　　□網路廣播　　　　　□數位媒體實務　

 □傳播基礎軟體　　　　□虛擬攝影棚　　　　□網新聞編輯　□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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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影視作品評析　　　□網際網路與通俗文化生產　

 □進階新聞　　　　　　□廣播新聞　　　　　□廣播專題製作　

 □數位編輯設計　　　　□科學傳播經典賞析　□當代科學傳播議題　

 □電視新聞製作　　　　□電視專題製作　　　□數位廣播製作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電視節目企劃製作　□文化研究　□網頁設計　

 □數位布展　　　　　　□電視深度報導　　　□紀錄片製作　

 □數位媒體規劃　　　　□數位攝影　　　　　□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　

 □整合行銷傳播　　　　□旅遊傳播　　　　　□微電影製作　

 □紀錄片製作　　　　　□數位音效製作　　　□自媒體傳播　

 □數位影像處理　　　　□商品攝影與設計　　□劇團表演實務　

 □歌唱技巧入門　　　　□播音主持技巧　　　□其他：　　　　　　　　

6. 請問您覺得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學習或就業較無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

程，可複選）

 □基礎媒介實務　□大眾媒體寫作　□公共關係　　　□新聞英文　

 □傳播研究方法　□報刊實務　　　□媒體實習　　　□廣告學　　

 □影劇表演　　　□傳播表演藝術　□人際傳播　　　□團體溝通　

 □腳本設計　　　□影像美學　　　□健康傳播　　　□女性主義　

 □故事分析　　　□傳播與符號　　□口語傳播　　　□說服談判　

 □公共傳播　　　□流行文化　　　□社區參與行動　□閱聽人研究　　

 □獨立電影　　　□廣告創意　　　□廣告文案設計　□兩岸戲劇文化

 □媒體動畫與特效製作　　□公關危機傳播　　　□公關策略企劃　

 □影劇導演實務　　　　　□視覺傳播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創意傳播畢業製作　　　□網路廣播　　　　　□數位媒體實務　

 □傳播基礎軟體　　　　　□虛擬攝影棚　　　　□網新聞編輯　□雜誌編輯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影視作品評析　　　□網際網路與通俗文化生產

 □進階新聞　　　　　　　□廣播新聞　　　　　□廣播專題製作　

 □數位編輯設計　　　　　□科學傳播經典賞析　□當代科學傳播議題　

 □電視新聞製作　　　　　□電視專題製作　　　□數位廣播製作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電視節目企劃製作　□文化研究　

 □網頁設計　　　　　　　□數位布展　　　　　□電視深度報導　

 □紀錄片製作　　　　　　□數位媒體規劃　　　□數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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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　　□整合行銷傳播　　　□旅遊傳播　

 □微電影製作　　　　　　□紀錄片製作　　　　□數位音效製作　

 □自媒體傳播　　　　　　□數位影像處理　　　□商品攝影與設計　

 □劇團表演實務　　　　　□歌唱技巧入門　　　□播音主持技巧　

 □其他：　　　　　　　

7. 針對本系課程，請問您有何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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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urse Module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of 
Nan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hih, Poy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2013, Nanhua University has promoted curriculum innovation, expanding 

from “T-shaped education” to “π-shaped education,” and executing “curriculum 
modules” with the aim of guiding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by combining multiple 
course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this research 
surveyed students and found the key to course learning to be how to plan required 
courses, how to build and classify course modules, and how to link courses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fore, further deepening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clude 
reintegrating and adjusting course modules, reducing restrictions on courses and 
capstone courses,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onnections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is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planning is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oning of the department, change the learning subject, and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Curriculum planning aims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learner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heutagogy), not merely to pursue specific 
employment skills.

Keywords: π-shaped education, heutagogy, curriculum innovation, curriculum modules,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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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 
以《電業法》修法為例 *

徐美苓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特聘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內容分析 2016年《電業法》修法過程中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報導及評

論，以再思媒體增進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分析結

果顯示，新聞論述針對修法批評多於內容描述，然多非以證據或事實支持論述立

場；儘管議題涉及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少透過環境

框架論述之，而是大量集中在強調效率或公平分配的經濟層面，也多引述經濟相

關消息來源。大多數報導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要素之檢定；除此，本研究並無

觀察到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在增進公民參與要素程度有系統上的差異，但前者有

較多多元觀點，特定主流媒體也比特定另類媒體有較多公民參與元素的優點。本

研究最後討論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政策管道的局限，並據此提出

未來延伸研究建議。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眾理解、科技政策、新聞再現、《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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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臺灣近年進行的能源轉型科技政策為例，探討在相關的國家政策修

訂過程中，專家與常民論述如何在公共領域中被定義、展開、爭辯及決定。本研

究特別著重從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角度，分析能源轉型過

程中發生的關鍵事件，其曝光與多方爭辯如何使得與能源轉型政策相關的知識、

觀念、態度與信念等，在公共論述中被建構與對話（或不對話）？

2018 年 11 月「以核養綠」公投提案將看似陌生的《電業法》一詞搬上檯

面。2016 年重啟修法的《電業法》乃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兌現非核家園與能源

轉型的重要政策，在修法過程中也引發不少討論與報導。鑒於大眾媒體無可避

免是科技議題論述建構的主要場域 (Slovic, 2000, pp. 220-231; Wilkins & Patterson, 

1987)，本研究以對《電業法》修法有相當程度討論的媒體報導或評論為主，納

入分析的關鍵事件包括 2017 年初《電業法》修法前後（蔡英文就任總統至修法

通過日）的論述。本研究重點不在對《電業法》修法內容進行專業檢核，而是聚

焦在媒體中的論述再現。

在眾多科技政策中，何以本研究獨厚《電業法》？自氣候變遷問題漸受

關注，發展可替代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與天然氣的「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成了各國如何減緩氣候變遷之重要策略與行動。國際此一趨勢成為臺

灣相關政策追隨方向，政府透過能源發展基金及科技部相關預算進行科技研發，

也希望發展再生能源之應用（高銘志，2013）。然而在再生能源發展的過程中，

核電一直是「替代能源」（alternative energy）選項論述中無法避免的主力競爭對

手，故核電與再生能源成了臺灣公共論壇中的熱門爭辯話題，各類替代能源出現

在大眾媒體論述的頻率愈益增加，相關研究也分別檢視新聞媒體在臺灣替代能源

問題建構上的角色及民眾對議題的參與程度（徐美苓，2015），以及以媒體訊息

設計的方式發展與測試能增進公眾對議題參與的有效報導要素 (Hsu, 2019) 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前，臺灣政府歷年的

政策規劃乃是以「核電為主，再生能源為輔」為低碳能源方向（呂怡貞，2012；

經濟部能源局，2008 年 6 月 5 日）。福島核災則對同處地震帶且擁有四座核電

廠的臺灣帶來震撼，再度掀起對核電存廢的激烈討論（高銘志，2013）。民進黨

蔡英文政府在 2016 年上任後，確立非核家園的綠色能源（簡稱綠能）發展方向，

其中逐步推進臺灣能源轉型的《電業法》修法，即為新政府的重大選前承諾之一

（經濟部，2016 年 10 月 24 日；經濟部能源局，2016 年 10 月 20 日）。此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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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是大架構、大面向的翻轉，包含建立智慧電網及智慧節電系統。《電業法》

修法與再生能源發展的構連，以及自展開修法後其過程中的種種爭議媒體報導，

引發研究者欲進一步探討涉及科技專業的《電業法》政策在媒體中被建構的樣

貌，是為本研究發想的源由。

貳、文獻探討

一、《電業法》修法及爭議

臺灣的《電業法》於 1947 年制定，主要內容乃針對過去的傳統電力產業。

1980 年代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率先推動電業自由化，後來各國紛紛跟進，包

括臺灣在內（許志義、王京明、黃鈺愷，2015），並於 1995 年開始推動《電業

法》修法。然《電業法》21 年來歷經立法院（簡稱立院）審議六次，有關市場

架構及電業管理制度部分卻都無疾而終，逾 50 年未予修正（蘋果日報，2016 年

12 月 17 日）。直至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臺，提出「2025 非核家園」及「啟動

國家能源轉型」的願景，希望透過修法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一方面加速綠能產業

的投資與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藉由開放綠能進入電力市場，補足核

電即將退場的能源供給問題。

易言之，修法前的《電業法》已無法面對當今減碳壓力及趨勢，特別是臺灣

原先的老舊電力系統和《電業法》架構，使得綠能產業發展遇到很難跨越的障礙

瓶頸，即在臺灣電力公司（簡稱臺電）獨家電力產業經營下，用戶難以確保能買

到真正的綠電及多樣化的低碳電力；再生能源業者也無法將生產的電力直接賣給

公司行號或用戶；用戶只能購買由能源局和臺電發明，並僅能在臺灣使用的所謂

「虛擬綠電」（virtual green power）（王京明，2016）。

行政院版的《電業法》修正草案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拍板定案，期在同年

年底的立法院會期審查通過。官方強調修法的重點是「開放電業市場」，即前述

「電業自由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基於「綠能先行」的規劃，開放民間新設

綠能發電與售電業，打破過去由臺電壟斷的格局；第二階段則將臺電拆解成三個

部分，分為公部門的發電與售電業以及擁有遍布全臺電網的輸配電業，同時也開

放民間新設非綠能的一般發電與售電業。民眾將擁有更多元的購電選擇權，可自

由和各家售電業者簽約購電。在連結能源轉型、減碳及非核家園部分，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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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版本的《電業法》內容訂下「電力排碳係數 1」的限制，希望藉此導向低碳

的清潔能源，也因而點出再生能源的發展刻不容緩（陳文姿，2016 年 10 月 24

日）2。

政府對《電業法》修法的快馬加鞭，使得以往屬於專業且冷門的科技政策

論述及討論，在公共論域中活絡了起來，包括坊間舉辦的各類研討會、工作坊及

論壇，網路上的介紹、宣導及評論，以及大眾傳媒的報導等。以前者言，研究者

於 2016 年所參與氣候變遷或再生能源相關的校外論壇及研討會中，便有 11 場提

及《電業法》修法。研究者另初步搜尋網路上有關非報導性質的《電業法》修正

草案論述，發現各方意見與批評不少，也包括兩極化的支持與反對意見。支持論

述多為經濟部公布或製作的宣導內容，以及支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

廠的民間團體，如「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等（臺灣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2015）。質疑修法論述的來源則相對多元（見陳文姿，2016

年 10 月 24 日），除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上的匿名文

章，有抗議權益受損的臺電工會 3，也有曾分別站在反核（徐光蓉，2016）與所

謂反反核（蕭長展，2016）兩造的民間團體或代表。茲以後兩者曝光度較高的質

疑論述為例，研究者約略彙整出其重點：

（一）雖然與一些反核團體或代表同樣質疑修正草案會圖利財團，反反核代表認

為若政府重點是推動綠電，應該是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讓綠電自

由化，故認為《電業法》修法是假命題。

（二）相對於前述反核團體代表質疑政府合理化對臺電的失控，反反核代表認為

把臺電拆分後會削弱其競爭力，增加臺電供、售電的成本，而且讓一個公

用售電業承擔全臺的供電義務對臺電不公平，也會影響到員工權益，使得

電價上漲，認為應該要在制度設計上讓所有人分攤供電義務。

（三）反核團體代表認為行政院版《電業法》根本是「臺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1 所謂電力排碳係數，是指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5年國家
電力排放係數是每度電排放 0.528公斤的二氧化碳，其中燃煤發電的電力排放係數最高（每度電
約 0.8–0.9公斤），而再生能源近乎是 0，若未來要達到非核、又要符合排碳量規定，勢必要增
加更多燃氣機組與再生能源（陳文姿，2016年 10月 24日）。

2 本研究分析範圍雖至 2017年 1月《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之時，之後的發展即令未納入分
析，仍值得注意：由「以核養綠」方發起的全民公投第 16案「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
95條第 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 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於
2018年 11月 25日通過，並由經濟部公告自 2018年 12月 2日起失其效力。該條文訂定核電不
再運轉的期限，通稱「2025非核家園」條款（經濟部，2018年 12月 5日）。

3 例如臺電工會揚言要採取在颱風天不出勤維修和占領官署等理性而有效的手段來爭取參與《電業
法》修正方向的定奪權利，以保護修法後臺電員工既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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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準備備用供電容量，是故意打壓再生能源與小型發電

業，2025 年前再生能源能將無法達到預期的 20% 發電量。相較之下，反

反核代表認為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仍無法取代核能和火力，而天然氣

及再生能源使用量的提升會增加發電成本及營運成本。

這些坊間各類研討會及網路的介紹評論等場域，對《電業法》修正案的討論

仍屬專業，且論述提出及接收者多為主動發聲或有相當的議題參與度。屬於一般

媒體報導內容的接收者就多為偶然、被動的議題接觸常民了。鑒於此議題在大眾

傳媒論述中有一定的顯著度，引發研究者欲從媒體論述作為此研究分析的起點，

特別是媒體內容的報導主軸。

除此，臺灣近年借助新媒體之力崛起的另類（alternative）媒體逐漸顯露其

社會影響力。相對於強調科層分工權力結構的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在組織上被視

為是平行、對等的，甚至由下而上，故多被視為能提供主流社會的異議之聲與選

擇，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改革（管中祥，2014 年 6 月 26 日）。過去比較臺灣主流

與另類媒體在環境相關報導上的研究便發現，相對於主流媒體多為間斷、看外界

風向決定內容的報導，另類媒體多能詳細記載整起事件經過，提供較多有關環境

風險的訊息和觀點（張傳佳，2013），或對於與未來相關之環境風險議題或個案

報導量較主流媒體為多，在議題內容上也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林佳弘，2014），

特別是在國光石化及六輕開發案的影響評估報導上。由此，比較主流及另類媒體

在《電業法》修正草案報導上的異同亦為分析要點。

基本上，《電業法》第一階段修法的重點是在綠能先行與綠能自由化，然民

間所發的綠電透過躉購 4 方式販售給臺電，缺乏透明、市場競標的綠電自由交易

平臺（王京明，2018），無怪乎引發各類民間團體的激烈爭論。這些團體包括支

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廠者，也包括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反核及擁

核等團體，研究者因而好奇不同類型的媒體是否也會影響到《電業法》修法議題

的報導主軸，故：

研究問題一： 媒體透過哪些主軸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

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主軸上有何異同？

4 躉是「整批」之意。躉購源自德國 2000年《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EEG）的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 FIT）制度，被視為是對綠電的「保證收購」。一般的補貼是
由政府補助設備購買，但難保證設備被良好維護；德國開啟的躉購制度則是由民眾掏錢買再生能
源設備，政府再以躉購費率收購綠電 20年，理論上綠電發愈多，民眾愈有利（陳文姿，2018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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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議題的框架化（framing）

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會受到不同新聞框架（也就是報導手法）的影響 

(McComas & Shanahan, 1999; Nisbet, Brossard, & Kroepsch, 2003; Nisbet & Huge, 

2007)。研究者在初步檢視《電業法》修法報導時，即發現有媒體似乎特別著重

在臺電工會抗爭《電業法》修法的報導，至於修法的背景與修法內容卻鮮少在報

導中被介紹或討論，被凸顯的訴求則為難以判斷是否與臺電員（勞）工有直接利

害關係的反漲電價，而來自傳媒如此簡易的情感訴求，藉由「漲價」的價值面向

與常民熟悉的社會經驗連結，或能對閱聽人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上述討論引發研

究者除分析新聞內容，也考量進一步探究《電業法》修法議題的框架化，包含新

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其作為一種問題、提出問

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評估與處理方式的建議 (Entman, 1993)。易言

之，框架化基本上涉及新聞論述評價最主要從何面向切入，即記者為文的方式或

陳述的策略，關乎其背後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徐美苓，2015）。

至於本研究的新聞報導框架分類，與替代能源相關的文獻顯示，能源獨立、

對環境的益處或傷害、公平正義、經濟效益等類別曾被用來分析美國主流媒體

《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生化燃料（biofuels）框架，分析結果也發現

2004 年後的媒體框架多與負面經濟效益有關 (Delshad & Raymond, 2013)。在臺

灣，劉淑娟（2001）將再生能源相關報導依數量多寡歸納出經濟收益、政策刺激

及環境輿論三個類目，也依此推估市場上對再生能源的市場擴散與滲透程度的影

響；徐美苓（2015）分析主流與另類媒體各替代能源報導框架差異，則是採用經

濟發展、競爭力、效率、成本效益、能源或電力供給、（人身）安全或健康、環

保／生態、減碳、減緩暖化或氣候變遷，及政府或官僚體系的作為或不作為、無

能／政治力介入等五個框架，結果發現除了核能最常使用政府作為及安全健康的

框架報導，其他替代能源則多採用經濟發展框架。上述經濟、環境、健康、政府

作為／治理／課責等框架類目，也曾出現在針對美國氣候變遷 (Nisbet, 2010) 及

中國霧霾報導（李子甜、徐美苓，2020）的分析中。參考上述文獻，本研究欲從

蒐集的《電業法》修法報導文本中彙整出可據以分析的媒體框架。

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媒體與消息來源常一起共同建構議題的意義。傳統

新聞報導因客觀性的要求使得記者需將消息來源的意見引入報導中（臧國仁，

1998，1999）。除此，不同的社會力量欲爭取發言機會則有賴策略的行動，在

媒體文本中的展現則為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故消息來源作為框架提供者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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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角色也不容小覷，不少研究均有佐證（王慶，2014；Van Gorp, 2007）。

在科學與環境議題中，媒體的報導依賴較多的消息來源為專家或權威系統（謝君

蔚、徐美苓，2011；Gamson & Modigliani, 1989）。然當新政策涉及科技議題時，

一如本研究關切的《電業法》修法，除了專家與權威消息來源，又還有哪些發言

者共同參與了議題的建構？由上，除了檢視各類型媒體在框架上的差異，本研究

將消息來源納入一併檢視，探討《電業法》修法議題中不同新聞框架中的消息來

源引述差異。故：

研究問題二： 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為何？

研究問題 2a： 《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述？

研究問題 2b： 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框架上

有何異同？

三、以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為前提的科技報導

科學議題牽涉許多複雜特性，一般民眾難以輕易瞭解其來龍去脈，而須間接

透過新聞工作者的報導來瞭解議題真相，媒體所扮演的把關、引介及教育功能也

就更顯得重要（黃俊儒、簡妙如，2006）。然科技議題的呈現也須考量專家與常

民在認知與判斷上的差異，特別是後者的認知與判斷並非完全依據數學式的理性

計算 (Ratzan & Meltzer, 2005)。換言之，媒體呈現科技訊息時，不須摒棄以科學

專業為基準的訊息傳布方式，但宜在語言上使用常民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

檢視有關科技政策再現的研究文獻，研究者發現針對上述特質或現象進行的

分析並不多，少數相關研究則點出能顧及常民理解的報導元素比例不足。例如徐

美苓、楊意菁（2011）曾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報紙 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間全

球暖化新聞內容，發現各媒體在暖化報導上有其特色，溝通訊息呈現的優缺點亦

各有軒輊。不符合增進理解必要條件者雖不多，如含錯誤資訊、可讀性低、出現

未經查證或無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或引述消息

來源超越其專業範圍等缺點，但能通過優質訊息標準檢視充分條件者也非多數，

如有提及風險或危害特性、提及民眾可採取之措施或行動、使用對照或比較方式

呈現風險、置於較宏觀範疇來討論，及提及相關的政策或法規等。而國外全球暖

化或氣候變遷的新聞分析顯示，1990 年代以來的報導似乎過於強調災難式的預

言 (Linder, 2006; Revkin, 2007)，使得相關論述經常只是停留在議題的表面（自然



JCRP, 11(1), January 2021112

變異等），沒有導入更深層或更細節的討論，以致於人們對全球暖化的認知經常

是片斷不完整的。除此，科學新聞常被評為善於將複雜仍充滿不確定性的科學資

訊，簡化成清楚確定或立場對立的答案 (Boyce, 2007; Levi, 2001)，例如當發現全

球暖化的科學解釋不確定性高時，媒體會傾向於強調利益團體間的衝突 (Corbett 

& Durfee, 2004)。Boykoff (2007) 建議媒體應提供有關議題更多的情境知識以取代

衝突對立式的呈現；然 Hsu (2008) 檢視臺灣戴奧辛食品風險新聞，發現新聞提及

包括危害物質特性、民眾可預防之措施或知識、食品安全或較宏觀之環境保護議

題，以及相關政策或法規等情境知識的比例不高，多在一成以下。

至於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差異，除了前述張傳佳（2013）與林佳弘（2014）

分別就國光石化議題比較兩類媒體的議題處理結果，徐美苓（2015）分析臺灣各

四家主流與另類媒體替代能源議題報導的差異，發現另類媒體在增進公眾議題參

與的元素上有優於主流媒體的趨勢，雖然兩類型媒體基本上符合的報導比例均相

當不足。本研究則欲進一步將媒體比較分為公眾理解科學及公民參與兩面向。首

先，從前者的角度出發，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三： 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元素的

程度為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再者，從增進公民參與角度來看，《電業法》修法內容牽涉欲解決的經濟

與環境風險問題（如發展再生能源以降低碳排放量），即政策本身引發的爭議亦

意涵政策周全與否的不確定性。議題的溝通若僅依據過去的權威解說（canonical 

account）模式（謝瀛春，1991），將無法因應與解決當今科技爭議，故有漸轉

向從更廣泛的社會文化整體意涵予以檢視的趨勢。的確，科學活動不只包括科學

知識的成果與科學社群內部所進行的探索活動，也與社會活動、社會事業、社會

體制相關（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電業法》修法內容和法條爭議的

社會性關聯較強，民眾難有立即切身感受或覺得在日常生活上有強烈個人威脅，

故從過去相關的討論（黃廷宜，2008；Tulloch & Lupton, 2003）推估，此議題在

常民的風險清單排序中優先性可能並不高。易言之，若公共論述過度強調「社會

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中的科技知識內容面，容易簡化科技社會

問題的社會性格，無形中過度提高了公民在科技社會相關議題中參與意見的門檻

（黃俊儒、簡妙如，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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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議題所牽連的事件或情況常包含難以控制之眾多變因意識形態，彼此之

間盤根錯節且因地制宜（黃俊儒、簡妙如，2006），故專家常對科學議題不見得

有共識。從前述《電業法》修法的公共論述觀之，不少專家之間的解釋或判斷便

存有很大的歧異。另就是雖然不少人強調公共政策需以科學證據為依據，政客卻

可能因為政治或意識形態，忽視、質疑或曲解科學的解釋，甚至還可能利用了科

學專業知識相對匱乏的常民百姓 (Knight, 2016)。由此，從「公眾意識」（public 

awareness）轉到「公民參與」的溝通過程，被視為是增加決策問責過程能見度

的手段 (Irwin & Michael, 2003; Wynne, 1992)，亦即公眾需被視為積極參與政策

決定過程的行動者，而「科學與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研究

也愈來愈關切公眾在科技發展初期階段的參與方式轉向（徐美苓，2015；Aitken, 

2009）。

由此，Palenchar & Heath (2007) 從科技風險的角度切入，指出新聞若能妥善

呈現不確定性，可達到促進民眾對議題深思並審議（deliberate）的目的。此乃因

人們在確定的狀態下即不再進行審議，亦即「不確定」會促使人們尋找解答的知

識，因此不確定是風險管理必經的過程。一旦不確定產生的爭議過大時，適當的

政策就必須解決此一不確定性。這樣概念指出科學風險的不確性觸發了不同觀點

的討論，科學與專家知識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媒體新聞報導即須提供多元不同

的觀點及框架，形塑議題的公共討論。

黃惠萍（2005）以核四案為例，提出一個適用於爭議性公共議題的審議式新

聞報導模式。這項模式試圖將審議式民主的公開、平等、非專制及相互性原則，

鑲嵌於新聞報導的過程與內容，以使公共議題的媒體論述，透過辯論型式的資訊

內涵，提升導引公民審議的力量，避免議題在公共論壇中淪為少數人掌控。這裡

的「公開性」，指新聞媒體需傳達與議題相關的重要論點及背後的證成理由等實

質訊息給大眾，以別於煽動性或言語攻防式的表象訊息；「平等性」則意味公民

的近用媒體權，其所表達的意見同樣會被報導重視；「非專制性」則延續平等性

原則，但更強調少數人的聲音不會被忽略；「相互性」則指需用他人能夠接受的

理據陳述自己的論點（同上引，頁 49-50）。我們可進一步從新聞分析中，萃取

出可據以檢視報導內容是否有增進公民參與之元素。故，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四： 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為

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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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中，媒體一方面須扮演好橋接角色，

消化並提供深入淺出的正確知識，包括條文中提到許多專有名詞，如備用容量、

電力排碳係數、電網分工等的解釋（張博倫，2016 年 11 月 27 日）；另方面若能

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含不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技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

遇見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科學知識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螺旋，

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黃俊儒、簡妙如，2010）。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主要就《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進行系統、客觀和定量的內容分析。

我們首先以《電業法》、電業自由化、核能、臺電、再生能源、廠網分離、能源

轉型、輸配電分離、經濟部、能源局等關鍵詞聯集，蒐集主流及另類媒體的相關

報導。新聞蒐集時間以 2016 年 5 月 20 日，亦即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為起點，至

2017 年 2 月 11 日《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一個月為止。主流媒體分析樣本

的選擇以平面媒體閱報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包括《中國時

報》（簡稱《中時》）、《聯合報》（簡稱《聯合》）、《自由時報》（簡稱《自

由》）及《蘋果日報》（簡稱《蘋果》）；另類媒體的選擇則以相關議題顯著度

較高的媒體進一步篩選，再依據實際報導數量選擇《環境資訊電子報》（簡稱《環

資》）、《風傳媒》、《民報》及《新頭殼》四家 5。

本研究接著依下列原則篩選出欲納入分析的新聞：（一）字數 200 字以上；

5 《環境資訊電子報》為臺灣環境資訊中心所設立新聞資料平臺中的電子報，創辦於 2000年 4月
16日。此平臺內容由許多專家學者及民間環團，提供國內外環境教育與環保資訊；主題涵蓋全
球變遷、溫室氣體控制、環保生活、環境污染防治、生態保育、能源節約與能源效率、綠建築等
各面向，詳見環境資訊中心（n.d.-b）。《風傳媒》成立於 2013年 7月，該媒體自詡在新聞內容
要做到「廣納多元觀點」、促進大家的「獨立思考」能力，故不僅藍綠，甚至從中共紅色觀點出
發的報導或文章都有，除了主流的政治、國際、財經、軍事新聞外，也盡量觸及一些位於社會角
落或邊緣，需要大眾更多關懷的議題，希望帶給臺灣社會更多元之意見及思辨對話，詳見 Chris
（2016年 9月 1日）。《民報》成立於 2014年，由宜蘭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前中央研究
院院長李遠哲、導演吳念真等各界人士跨界籌辦，強調以全民力量辦報，並擴及公眾、社會運動
議題，提供社運及弱勢團體發聲平臺。該報自稱是最具有臺灣主體意識的媒體，「結合各行各業
的專家，各個領域的學者，認真理性的在這報紙上探討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問題，
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為臺灣的將來深入思考我們共同的命運」，詳見陳永興（2019年 3月
20日）。《新頭殼》成立於 2009年，由前陳水扁政府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等資深親民進
黨系媒體工作者創辦的網路媒體。該媒體採社會企業模式，以議題為中心，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
公民記者，推動閱聽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不接受置入性行銷，並自我期許不涉特定政治立
場，但其立場為民進黨系，並為蔡英文想想論壇專欄作家。《新頭殼》的報導重點放在國際新聞
和彰顯公民力量，詳見 Newtalk新聞網（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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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攸關議題之內容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三）排除屬於「非新聞」類文章，

如副刊作品、明顯列出之廣編稿或資訊介紹等；（四）國外相關報導需提及對應

國內措施之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以及（五）僅分析新聞文字部分，照片及影

像由於蒐集不易，故不納入。

二、內容分析類目建構與前測

除媒體名稱，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建構的分析單位有兩種，一是以「則」為

主；另一是以「日」為主。就前者言，分析的類目有以下，主要乃試圖回答研究

問題一與研究問題二。

（一）報導主軸

分析時基本上以全文判斷，若無法從全文判斷，所依據的優先順序為：標題、

導言、篇幅、先出現之主軸。從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坊間就《電業法》的討論多

聚焦在實質內容及背景、相關批評及抗爭等，故本研究分析報導主軸的分類也將

環繞於此，共分為：

1. 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2. 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包含《電業法》修法的原因、修法的過程及未來發展

（影響）介紹。

3. 針對《電業法》修法的批評／建議／（選舉）政見。

4. 其他：例如宣導或花絮、相關人物／團體／組織（事蹟）介紹或特寫、輔助知

識類等。

（二）報導框架

本研究參考 Delshad & Raymond (2013)、Nisbet (2010)、劉淑娟（2001）、

徐美苓（2015）、李子甜、徐美苓（2020）等的報導框架分類，並檢視欲分析之

《電業法》修法報導內容，經來回討論與前測，衍生出以下框架類別：

1.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2. 公平正義、分配均勻。

3. 環保／生態：強調減碳或環保／生態／環境污染等相關問題。

4. 政府作為／治理：強調政府可信度或效能。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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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一則新聞可能同時有多種框架，本研究將聚焦在最主要者，判斷方式則

如上述報導主軸。

（三）消息來源

本研究依報導的出現順序，選取論及議題的前 10 個，共分 13 種：

1. 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2.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包括能源局。

3. 環境、警、檢、調、法、監察等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4.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5. 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7. 其他非政府之議題相關團體或個人。

8.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9. 工會。

10. 業者（工商企業界、證券公司、建設、地產業者）或業者代表。

11. 純粹記者描述，無引述任何消息來源。

12. 調查或學術報告、法規、政策、條文、其他媒體。

13. 其他。

本研究的另一分析單位為「日」，以整日該媒體所有報導或文章內容一起

進行判斷。據此分析的類目主要乃針對研究問題三與研究問題四，欲檢視可增進

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的科技報導元素。本研究首先參照並彙整相關研究對科學報

導品質論述評估標準（徐美苓、楊意菁，2011；張博倫，2016 年 11 月 27 日；

Boyce, 2007; Hsu, 2008; Levi, 2001），整理如下。

（四）公眾理解科學要素

本研究以「是」或「否」登錄此要項，分析類目包括：

1. 是否出現錯誤的資訊。

2. 是否有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即內容可讀性問題。

3. 是否有未經查證或無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

4. 消息來源身分是否交代不清。

5. 是否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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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

7. 是否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

（五）公民參與科學要素

本研究接著參照文獻（如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黃惠萍，2005；

Palenchar & Heath, 2007）中有關科學不確定性及公共議題審議的討論，藉以建

構如何在新聞內容分析中檢視《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之激勵公民參與元素的呈

現，類目包括：

1. 立場或觀點：指內容是否透過語言文字或論述再現特定立場或特定消息來源的

立場，或偏重特定立場的觀點，分為：

(1) 單一觀點：只描述《電業法》修法的贊成觀點，或是單純說明《電業法》修

法造成的現象，又或是單純描述全球國家齊聚一起討論《電業法》修法議題，

但並未提出反對或不同意見者。

(2) 對立觀點：若有贊成與反對觀點，或除了說明《電業法》修法造成的現象，

也提到不認同此一說法觀點。

(3) 多元觀點 ：若除了談贊成與反對觀點外，還談到第三種觀點，如說明《電業

法》修法應該在怎樣的狀況下同意（如廢核料妥善處置等），而非只是說明

贊成或反對的觀點。

2. 促進公民審議之元素：以下類目的選項則以「是」或「否」登錄之，前三者表

示優點，後三者則為缺點：

(1) 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支持報導或立場。

(2) 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

(3) 是否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4) 是否僅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

(5) 是否針對有爭議或含不確定性之議題，報導明顯需包含多方觀點，但只包含

單一方面／觀點的消息來源；或雖引述不同方消息來源試圖呈現平衡，但明

顯篇幅或數量上不均衡，僅是表面平衡。

(6) 是否針對無爭議之議題，該議題報導卻藉平衡以示對立：即是否對於明顯非

屬對立性質議題或事件，卻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並非真正對

立）。

本研究內容分析由三名具有傳播背景的碩士生進行，正式分析前共進行各三



JCRP, 11(1), January 2021118

次練習與前測 6。前測樣本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將所有樣本以「日」為單位分層，

隨機抽取一碼代表該層（日）被抽取日期，抽出日期則每月該日新聞為前測樣本

納入分析，樣本數以新聞總則數十分之一為標準。經兩次前測，刪除若干不合適

的新聞後，分析的新聞總則數為625，故本研究隨機抽取64則以進行第三次前測。

整體 Scott’s π 信度值為 .96，各分析類目的信度則介於 .81–1.00 之間 7，達一般社

會科學研究可接受之標準。在正式分析前，本研究對於信度較低的類目則以討論

方式再次確認編碼原則。

肆、新聞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布與新聞發展趨勢

本研究共蒐集八個媒體 261 天內的相關報導 625 則，平均一天有 2.39 則新

聞（SD = 4.17），可見此議題在媒體中的能見度並不低。所有媒體中以占近三成

（28.64%）的《聯合》（n = 179）報導數量居首，其他主流媒體皆占一成至一成

五之間，排序分別為《自由》（n = 91, 14.56%）、《中時》（n = 86, 13.76%）與《蘋

果》（n = 79, 12.64%）。《風傳媒》是唯一則數超過《自由》、《中時》與《蘋果》

三家主流媒體的另類媒體（n = 92, 14.72%），僅次於《聯合》；其餘另類媒體如《民

報》（n = 43, 6.88%）、《環資》（n = 29, 4.64%）與《新頭殼》（n = 26, 4.16%），

比例皆不到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在本研究分析期間的《電業法》相關報導所

占比例差距甚大，除《風傳媒》外，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高於另類媒體。

二、報導主軸及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一與《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主軸有關。所有報導中比例最高的

主軸為「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接近五成（n = 300, 48.00%）；其

次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占四成五（n = 283, 45.28%）；而「人民、團

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比例不到一成（n = 37, 5.92%）；「其他」

類比例則不到百分之一（n = 5, 0.80%）。

6 本研究練習以每次 10則為原則；前測之所以進行三次，乃因前兩次前測雖整體信度值超過 .80，
仍分別有若干重要題項的個別信度低於 .70，為提高正式分析編碼時的信度，故進行到第三次前
測。

7 Scott’s π的計算公式如下 (Wimmer & Dominick, 2013)：信度 = (觀察值同意度 – 期望值同意度 ) 
÷ (1 － 期望值同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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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接著比較不同媒體的主軸分布差異。經扣除五則「其他」選項，將報

導主軸與各媒體進行交叉分析（見表 1）可發現，主軸報導量排序最高的「針對

修法的批評／政見」類別中，除《民報》比例最高，高達六成三（62.79%），與

比例最低的《新頭殼》，僅兩成左右（19.23%）外，其餘媒體比例皆在四成五至

五成五之間；主軸整體排序第二高者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其中《新頭

殼》比例高達近七成七（76.92%），比例在四成五至五成間的媒體由高至低依序

為《聯合》（49.72%）、《自由》（49.44%）、《環資》（48.28%）、《風傳媒》

（45.65%），其餘皆在四成以下；比例最低的報導主軸為「人民、團體或業者之

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其中僅《蘋果》（10.25%）與《中時》（11.63%）超

過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分布趨勢除了《聯合》和《新頭殼》，其餘媒體分布

趨於一致，分布比例也與整體趨勢同；而《聯合》和《新頭殼》的主軸分布比例

高低前二者順序對調，分別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針對修法的批評／

（選舉）政見」及「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經進一步卡方分析發現各媒體的報導主軸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χ2(14, 620) 

= 29.25，p < .05。經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發現，主要差異來自於偏藍營的主流媒體

《中時》比所有其他媒體有較高比例的「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

糾紛」類新聞（11.63%）；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新頭殼》（76.92%）有比例最高

的「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類新聞，且顯著高於《蘋果》（34.62%）；同樣是

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民報》（62.79%）則有比例最高的「針對修法的批評／（選

舉）政見」類報導，且顯著較《新頭殼》（19.23%）為高。上述媒體的差異顯示

《電業法》的報導主軸恐較難以主流 vs. 另類媒體予以區分，相關的卡方分析結

果也顯示此區分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χ2(2, 620) = 3.87，p = .144。

三、報導框架、消息來源與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二與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有關。在所有報導中，

框架分布比例最高者為超過五成（n = 327, 52.32%）的「經濟發展、效率、能

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n = 211, 33.76%）的「公

平正義、分配均勻」；排序第三者為略超過一成的「政府作為／治理」（n = 74, 

11.84%）；而「環保／生態」比例僅占 1.28%（n = 8）；「其他」框架比例則不

到百分之一（n = 5, 0.80%）。

在《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分布部分，本研究扣除五則「其他」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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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後，占比最高者為近四成（n = 242, 39.03%）的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其次為占四分之一強（n = 165, 26.61%）的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再來依序為兩成左右的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125, 20.16%）、研究單

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n = 116, 18.70%）及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n = 114, 

18.39%）；此外，占比一成五左右的消息來源則有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n 

= 100, 16.13%）及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n = 94, 15.16%）。至於

報導占比一成或以下的消息來源包含工會（n = 68, 10.97%）、記者描述（n = 59, 

9.52%）、業者（n = 49, 7.90%）、環境檢警調等其他中央單位或個人（n = 40, 

6.45%）及學術報告、法規條文或其他議題專業人士或個人（n = 25, 4.03%）。

本研究接著透過交叉分析，一探各報導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

述（研究問題 2a）。由表 2 可發現在占比最高的「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

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中，構成其論述的消息來源排序前三名依序為「經濟相關

政府單位或個人」，接近四成（n = 124, 37.92%），「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n 

= 80, 24.46%）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n = 71, 21.71%），後兩

者皆在兩成至兩成五間。

在比例次高的「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中，引述消息來源前兩名皆占四

成左右，依序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92, 43.60%）及「議題相關民

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n = 83, 39.34%）；而排序第三的「工會」則占兩成左

右（n = 44, 20.85%）。

對比例第三高的「政府作為／治理」框架言，構成其主要論述的引述消息來

源前三名依序為「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29, 39.19%）、「議題（例如

環保）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n = 24, 32.43%）及並列第三的「其他非

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與「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20, 27.03%），這些

消息來源皆占此框架整體報導的三成至四成間。

占比排序最後的「環保／生態」框架僅有八則，消息來源近四分之三引述自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n = 6, 75.00%），「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

也占了六成左右（n = 5, 62.50%），另有五成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n 

= 4, 50.00%）。

整體而言，《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種類算是多元，然因仍多透過與

經濟相關的框架以建構，無論是「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或「公平正義、分配均勻」，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

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不同的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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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也仰賴其他官方或菁英消息來

源，包括「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而

「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另仰賴屬民間與勞方的消息來源，包括「議題相關

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工會」。至於構成「政府作為／治理」框架的引

述來源則較為多元，兼含官方與民間團體或個人。較為可惜的是，同樣涉及環境

議題，《電業法》報導卻極少透過「環保／生態」框架論述之。

本研究接著比較《電業法》修法議題各媒體在報導框架上之異同（研究問題

2b）。經扣除僅有八則的「環保／生態」框架後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

的框架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χ2(14, 612) = 9.25，p = .815。進一步將媒體分為

主流、另類兩類再予以就報導框架進行交叉分析，也同樣無統計顯著的差異，

表 2：《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的消息來源分布（%）

消息來源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
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n = 327）

公平正義、 
分配均勻 

（n = 211）

環保／生
態

（n = 8）

政府作為／
治理 

（n = 74）

各消息來源 
占比 

（N = 620）

中央首長、單位或
個人

24.46 8.53 0.00 20.27 18.39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
或個人

37.92 43.60 50.00 27.03 39.03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
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12.84 18.00 12.50 13.51 15.16

環境檢警調等其他
中央單位或個人

6.42 4.27 25.00 10.81 6.45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
意代表

21.41 9.48 75.00 39.19 20.1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
會團體、基金會

17.43 39.34 12.50 32.43 26.61

工會 5.81 20.85 0.00 6.76 10.97

業者或業者代表 9.17 8.05 0.00 1.35 7.90

其他非政府相關團
體或個人

14.07 13.70 62.50 27.03 16.13

研究單位、學者、
大學專業教授

21.71 14.69 0.00 18.92 18.70

調查或學術報告、
法規、政策、條文、
其他媒體

5.20 2.37 12.50 1.35 4.03

純粹記者描述 12.23 5.21 0.00 10.81 9.52

整體百分比 188.67 188.09 250.00 209.45 193.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由於消息來源為複選題，故整體百分比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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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2, 612) = 0.02，p = .991。

四、科學報導增進公眾理解元素之檢定

研究問題三關切的是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科學報導增進

公眾理解元素的程度。這部分的分析以「日」為分析單位，試圖觀察同一媒體同

日中所有報導如何呈現《電業法》修法相關議題，有效樣本為 394 日。比較各主

流及另類媒體間的異同，從表 3可發現，九成以上的報導均符合七項元素之檢定，

除了「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一項有近一成（8.38%）不符合

外，其餘六項均低於 1.00%，甚至完全無該問題，例如「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

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及「出現錯誤資訊」兩項。少數幾個有缺點的項目如在「消

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的項目中，僅《聯合》（1.18%）及《新頭殼》（4.35%）

中各出現一則；「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中，也僅《環資》（3.85%）及《民報》（8.70%）各有一則及兩則報導有此問

題；至於新聞中出現「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及「未經查證或沒有

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的情形也僅各一則，皆出現於《民報》（分占

3.03%）報導中。

本研究將代表公眾理解程度缺點的七個題項得分予以加總以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間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F(7, 216) = 2.00，p = 

.057。本研究另將媒體區分為主流 vs. 另類兩類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也同樣沒有

發現統計顯著結果，F(1, 216) = 0.35，p = .556。換言之，在增進公眾理解元素的

缺點方面，各主流與另類媒體間並無多大問題，彼此間的差異亦不大。

五、科學報導增進公民參與元素之檢定

本研究最後關切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

（研究問題四）。同樣是以「日」為分析單位，先檢視各主流及另類媒體報導的

立場或觀點，即同日所有文章呈現的觀點是單一觀點、對立觀點還是多元觀點，

而非指單一消息來源。如表 4 上半部所示，《電業法》修法相關整日報導超過一

半是以單一觀點呈現（54.32%），其次是占近四成（38.07%）的多元觀點，以

對立觀點呈現者不到一成（7.61%）。雖然本研究無法進一步以卡方檢定各媒體

在觀點分布上的統計顯著差異，但除了《環資》，所有媒體同一天的整體報導立

場均以單一觀點為多；偏泛藍意識形態的主流媒體《中時》則是所有媒體中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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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比例最高者（12.73%）；至於多元觀點呈現比例，除了《環資》，基本上主

流媒體比例均較另類媒體為高。本研究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所進行的卡

方分析亦證實了此點，主流與另類媒體在報導的立場或觀點上有統計顯著差異，

χ2(2, 394) = 9.95，p < .01；調整後的殘差分析則進一步顯示，主要差異來自另類

媒體的單一觀點（64.38%）較主流媒體（48.39%）為高，而後者（42.34%）則

較前者（30.82%）有較多的多元觀點，詳見表 4 下半部。

接著，我們以其他六項登錄「是」或「否」的公眾審議指標檢視《電業法》

修法各媒體報導。表 5 中所列的前三項為正面陳述（即優點），後三項則為負面

陳述（即缺點）。在優點部分，各媒體均無任何一則報導符合「強調公民或弱勢

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符合其他兩項參與指標優點者則略超過二成，

其中支持其論述立場的依據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一項的媒體差異則達統計顯

著水準，χ2(7, 394) = 16.62，p < .05。進一步以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結果發現，主要

差異來自另類媒體的《民報》與《新頭殼》，前者有超過三成五（36.36%），後

者則完全闕如。儘管如此，我們可從《民報》2016 年 1 月 10 日一則報導內容略

窺此類目論述的樣貌：某公眾人物指出，若《電業法》修正案 96 條法條通過，

將使整個臺灣今後永世都「完全被臺電綁架，可能走上復辟核電之路，讓廢核僅

剩口號」，另名反核大將則呼應「痛批小英政府根本不懂電，貿然修法誤國誤

民」。上述消息來源負面質疑論述的提出，並未在新聞文本中有任何證據以為支

持。至於是消息來源本身未提或媒體僅擷取其批評部分於新聞中，則不得而知。

除此，在報導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一項，卡方檢定顯示

各媒體差異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χ2(7, 394) = 6.87，p = .442。

至於負面陳述的公眾議題審議指標中，所有《電業法》修法相關報導均無出

現「針對有爭議議題，報導只包含單一觀點的消息來源，或僅是表面平衡」及「針

對無爭議之議題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兩項問題。而「整日報導僅

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一項目則高達近六成（58.63%），除了另類媒體中的《風

傳媒》（43.75%）與《新頭殼》（39.13%），其餘媒體均超過六成，然整體言，

各媒體間仍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χ2(7, 394) = 11.77，p = .109。

本研究接著將代表公民審議程度三個優點及三個缺點題項得分予以分別加

總，再個別進行媒體間的比較。在優點部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

間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F(7, 358) = 2.45，p < .05。透過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

則發現，主流媒體《蘋果》（M = 0.73, SD = 0.73）與另類媒體《新頭殼》（M = 0.09, 

SD = 0.29）間之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亦即《蘋果》比《新頭殼》的《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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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報導有更多可增進公民議題審議優點（見表 6）。另在缺點部分，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則無發現各媒體之間有統計顯著差異，F(7, 230) = 1.03，p = .410。

本研究同樣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再就上述的公民審議程度優缺點

各進行一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而分析結果均顯示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優缺點差異

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公民審議程度優點：F(1, 358) = 0.01，p = .938；公民審議

程度缺點：F(1, 230) = 2.12，p = .147。

伍、結果摘述與討論

一、結果摘述

本研究關注作為對常民百姓傳遞重要資訊及溝通科技政策重要管道的大眾媒

體，是如何再現重啟修法的《電業法》相關論述，藉以再思其在增進公眾理解與

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透過內容分析《電業法》修法期間各四

家主流及另類媒體共 625 則的報導或評論，本研究發現各媒體相關報導所占比例

差距甚大，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報導量多寡並無固定趨勢，雖然除了《風傳媒》外，

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多於另類媒體。

由於《電業法》修法具有爭議性質，故報導主軸近半聚焦於批評，其次才

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何以《電業法》修法報導主軸以批評類居多，可從新

聞論述針對電業自由化的討論中看出。例如對於電業自由化的定義，本研究所分

析的新聞媒體多引述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所發布的「《電業法》修

表 6： 《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符合公眾議題審議優點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 
= 358）
新聞媒體 M SD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

《蘋果》（n = 44） 0.73 0.73 《蘋果》>《新頭殼》*

《自由》（n = 52） 0.40 0.60

《中時》（n = 52） 0.56 0.70

《聯合》（n = 76） 0.43 0.68

《風傳媒》（n = 60） 0.55 0.72

《環資》（n = 21） 0.62 0.81

《民報》（n = 31） 0.65 0.76

《新頭殼》（n = 22） 0.09 0.29

F(7, 358) = 2.45,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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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簡報，然新聞論述在定義電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

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為批評點，而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另

如 2017 年 1 月 9 日的《民報》則透過旅日作家劉黎兒以公眾角度對政府作為提

出質疑，例如財團壟斷、電價上漲等，此時自由化定義的闡述主要為批評政府違

背初衷的鋪陳：「電業自由化基本是就要將包山包海的的綜合電業的臺電，拆解

為公營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三大塊，但『臺電電業法』不但把拆解延後多

年……，拆解本身也成騙局」。除此，特定另類媒體分別有比例最高的修法內容

（例如《新頭殼》）及批評類（例如《民報》）主軸，這些媒體的政治立場均為

偏綠營；而特定偏藍營主流媒體（例如《中時》）則有比例最高的抗議或爭執類

主軸，也因此其論述呈現有最高比例的對立觀點。除此，主流與另類媒體以及不

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在內容主軸及觀點分布上並無系統性的差異。

在新聞框架部分，比例最高者為超過半數的「強調發展、效率、能源或電力

供給」框架，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的「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政

府可信度或效能」與「環境／生態」框架的比例皆不到兩成。上述結果從消息來

源的分布來看則不意外：整體而言，接近四成之「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為

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其次分別為比例介於兩成至三成間的消息來源有「議題相

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其餘消息來源皆

低於兩成。

檢視整日所有報導議題的基本及背景知識、連結公眾對議題的理解及參與元

素，儘管所有新聞均無出現錯誤資訊、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

述、或消息來源引述不平衡等問題；僅分別有一則出現沒證據卻出現誇張或聳動

的用詞、未經查證或沒有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除兩則外，無消息來

源身分交代不清的問題；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

或結尾僅有三則；呈現對立觀點與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者也分

別占一成不到。然所有媒體也並無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者則略超過四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媒體論述立場的支持多非以事實或證據為主，僅占四

分之一不到；而另類媒體之間的差異高於主流媒體之間。此很明顯地反映在《民

報》與《新頭殼》二媒體上。雖然兩者同屬偏綠營政治立場，但分開看，《民報》

報導主軸在於對《電業法》的批評，而《新頭殼》則多在《電業法》的內容。兩

者在增進公民參與之審議元素上的差異，也反映在《民報》有較高比例的論述立

場是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新頭殼》則完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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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與研究意涵

綜合上述分析，並對照研究者過去參與觀察各項會議過程中所釐出的《電業

法》論述內容與面向，本研究發現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政策

的管道，存在以下局限。

（一）行禮如儀的政策報導方式，雖無大缺失，卻也難引發公民參與

《電業法》的修法過程曾被評為缺乏詳細淺顯的解釋，使得一般民眾不易參

與此重大影響民生的政策，也無足夠的凝聚力可影響政策，只能仰賴環保團體和

學者監督（張博倫，2016年11月27日）。除此，相較於各新舊能源如核能、燃煤、

太陽能、風能等的興衰與優劣多能引取社會關注及討論，在此能源轉型版圖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新版《電業法》，卻因修法內容的複雜及修法結果的不確定，使得

民眾難以一窺修法精要（環境資訊中心，n.d.-a）。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此議

題在媒體報導中的能見度並不低，在公共領域中也有相當的討論。然基於其媒體

再現方式，使得即使廣為討論，也不容易增進公民參與。除了報導論述完全無「強

調公民或弱勢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相關論述因多透過「強調發展、

效率、能源或電力供給」或「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的經濟框架予以建構，

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

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由此，代表公民或弱勢團體的聲音難免被削

弱。

（二） 傳統新聞報導模式導致複雜如科技政策，仍過度依賴現場報導的論
述再現，包括偏重現場發言的消息來源論述邏輯

我們從議題主軸的分析可看出，雖然整體有四成五比例著重在《電業法》的

內容，但卻有更高的比例是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除《新頭殼》僅占

近二成外，其他媒體均至少有近五成到六成左右的比例。例如新聞論述在定義電

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

為批評點，並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此類新聞不少來自公聽會的現場報導，

透過與會者對相關議題立場的發言，展現出來的便是多所批評。

從新聞內容分析結果觀之，這主軸分布差異與媒體的政治意識形態較無系統

性的關聯。基於一般新聞所謂客觀平衡報導的常規，有關電業自由化影響的電價

面向負面論述甚至會透過引述匿名網友的報導，作為爭議性內容的平衡，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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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則涉及消息來源可信度的問題。也因為過度仰賴事件或活動現場的描述，特

別是透過活躍消息來源的引述，即使抗爭主軸非報導絕大比例，但臺電工會以質

疑電業自由化為名反對臺電民營化的論述，卻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被轉移成電價

上漲的風險，模糊掉了整體電業自由化可帶給公眾的利益。換言之，臺電員工的

工作權益取代了電業自由化對其他公眾利益的討論。

若從增進公眾理解與參與的角度切入，我們需要透過媒體對政策的制訂或改

變有更深入的彙整與分析，方能瞭解在公聽會中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的

訴求與攻防及其背後涉及的宣稱，與綠能轉型等重要政策轉向有何關聯？而非僅

是將兩造衝突（例如臺電與環保團體）呈現而不議，甚至反而強調兩造或多方利

害團體間對電力市場自由化開放與否的衝突。由此，對一涉及科技風險政策如此

複雜的《電業法》修法議題言，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非現場活動的深度報導。

（三） 另類媒體的加入，並未大幅度深化科技政策報導的內涵與面向

相對於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咸被視為以推動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管中祥，

2014 年 6 月 26 日）。雖然過去國內有關環境風險報導的相關研究發現另類媒

體多能針對議題提供較為深入與多元的訊息與觀點（林佳弘，2014；張傳佳，

2013），但本研究卻未發現另類媒體系統性地凸顯其不同於主流媒體的特色。

易言之，所有媒體報導主軸多聚焦於批評，論述立場支持也均非以事實或證據為

主。除此，就同一日立場形式言，另類媒體的立場雖較少對立觀點，但其單一觀

點卻高於主流媒體，多元觀點也少於主流媒體。觀點的過於單一，誠如 Palenchar 

& Heath (2007) 所言，將使人們對議題的感知框限在確定的狀態，不再為了尋找

解答的知識而進行深思審議及討論。易言之，由於另類媒體的加入並無提供議題

報導更多元的觀點，進而無助於增進公民對議題的參與。

上述特色也點出了另類媒體投入科技政策爭議報導，其特色似多在著重形式

上的多元。例如前述提及《民報》與《新頭殼》的差異，比較此二另類媒體的成

立宗旨發現，《民報》志在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深入思考臺灣共同的命運；

《新頭殼》經營初期採社會企業模式，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推動閱聽

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然由於無法找到可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新頭殼》

於 2016 年底停止營運（陳宛茜，2016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3 月底由社會企

業轉型為獨資企業（何醒邦，2017 年 3 月 28 日）。由此觀之，在創辦初期具另

類媒體宗旨的網路原生媒體，亦可能因其商業模式及後續的經營變化，使得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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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展現特色與其他另類媒體有差異。

（四） 科技政策報導的經濟框架傾斜，使得環境及其他面向難以凸顯

儘管《電業法》修法意味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

少透過環境框架論述之，而是仍大量集中在經濟層面，無論是強調效率或公平分

配。雖修法涉及廠網分離，臺電員工福利、電價上漲等投資與勞工福利問題，經

濟框架主導可以理解；然環境框架低至一成左右，則不免過於低估環境與能源轉

型之關聯，也可能使得環境框架中意涵公眾利益部分被犧牲。

媒體框架化與民眾的認知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呢？ Scheufele & Scheufele 

(2010)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媒介透過特定方式對一個議題進行框架，將使

得閱聽人的某些基模（schemas）比其他基模更具「可近性」（accessibility）與

「適用性」（applicability），因而影響態度、決策及情緒。此過程對常民而言

尤為顯著，因常民對科技的理解不同於專家所強調的明確、正式與科學性的解

釋等理性分析，反而多植基於文化常識、社會共享經驗或個人觀察的心理反應 

(Furnham, 1988, pp. 1-21)，有時甚至會將感覺放在第一順位 (Lorenzoni, Nicholson-

Cole, & Whitmarsh, 2007; Lundgren & McMakin, 2009, pp. 11-22)。過去無論是國

外有關再生能源報導分析，包括美國 (Delshad & Raymond, 2013)、西班牙 (Heras-

Saizarbitoria, Cilleruelo, & Zamanillo, 2011)、瑞典及挪威 (Skjølsvold, 2012) 等地，

或是臺灣有關核電發展政策的語言框架差異比較（徐美苓、施琮仁，2015），均

證實了此點。

來自傳統燃煤、天然氣、核能及如水力、太陽、風力等再生能源的電力，每

一項都會影響環境，公眾希望使用什麼樣的電力也與《電業法》修法有關。因此，

當修法的環境面向被忽略，例如所訂定「電力排碳係數」的限制，是否真能藉由

低碳的清潔能源以有助能源轉型等，若不見新聞論述多著墨討論，公眾對此議題

的認知也就很容易框限在由其他利害團體所強調的電價、電力供應、電業市場結

構等經濟優先面向。

總結本研究，作為一個傳播研究者，研究者深信並非表面上有媒體與閱聽眾

高關注度的議題，方是值得分析的課題。有時一些因為種種因素被媒體或其他利

害相關者瑣碎化的議題，冰山之下更有值得探究之處。誠如本研究緣起與相關文

獻中所強調，研究者選擇《電業法》修法作為分析主題，乃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與決定，也是延續氣候變遷及再生能源建構相關研究的不可或缺及需要持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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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主軸。易言之，《電業法》修法乃攸關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與公眾

息息相關。從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決策角度觀之，作為傳遞資訊及維護公共利益重

要管道的媒體，並未善盡增進公眾參與議題的角色，無怪乎表面上呈現的《電業

法》修法議題，是一公眾參與門檻很高的課題。若能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

含不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遇見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

科學知識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螺旋，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

（黃俊儒、簡妙如，2010）。

最後，《電業法》修法作為一個靶子，可延伸出不少子題於公共論述中，包

括媒體報導在內。除此，對應公眾對議題的理解與參與，Pezzullo & Cox (2018, 

pp. 11-28) 指出公眾對環境議題的參與包括對議題的知曉、關切與參與動機，公

眾對環境議題相關資訊的近用與獲知權利、對負責單位的評論，以及透過法律對

相關單位要求問責的權利等。未來相關研究尚可透過對媒體再現質量化的剖析及

相關議題公眾意見資料的蒐集，點出科技風險政策公眾參與充足與不足之處，並

可提供未來相關新聞實務工作及新聞教育工作的推動，例如規劃如何採訪及報導

環境議題或政策。換言之，透過層層剖析，《電業法》修法新聞論述與社會政治

相互映照，可點出作為風險社會下新聞媒體所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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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revision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Taiwan in 2016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presentations of certain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 that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f the issue. It was found that news stories focused more on criticisms than 
on the issue itself. Regardless of subject matter, little was based on evidence and facts. 
The news discourse was also framed economically, focusing either on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or on fairness and distributional justice. Little news discourse was framed 
environmentally. Economy-related sources were also used frequently. Generally, the 
news stories meet the criteria examining the mechanisms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aspec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e study did not 
find mainstream media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alternative media in terms of 
civic engagement elements, but the former revealed more varied perspectives than 
the latter. Some mainstream media were also found to demonstrate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elements that could increase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an specific alternative media. Finall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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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檢視中共建政 70週年閱兵活動，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採取何種論述

策略來傳達政治意圖。研究以講稿為文本，運用批判論述分析中的論述歷史取徑，

考察文本中的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與意識形態操作。研究

發現，論述形構為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及鬥爭重建秩序；主要以政黨為

召喚對象，中國人民及臺灣均在論述裡「被消失」，最強烈的他者則是美國。習

近平的反美演說動員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本思想及全球化論述等；港臺布

局上則提出團結與和平框架，向民主制度進行鬥爭。而在鞏固政權的期待中，講

稿內容則以虛假關係等四類論證策略來扭曲歷史，並藉著去價值化、去協商化、

去延續性及再主權化的論述策略來建構所需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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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建政 70 週年，中共自稱為「建

國」1，當日在天安門前舉行閱兵活動。官方指出，與國慶 50 週年、60 週年與紀

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等閱兵相較，此次規模相

對盛大（孟祥夫，2019 年 8 月 30 日）。活動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親自主持，但

客觀環境卻是自其擴大集權以來最複雜的一次，內有經濟成長停滯及香港「反送

中」運動方興未艾之憂，外有中美貿易對抗、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衝突、兩岸情勢險峻之患。

這樣困境主要是由中美貿易戰所形塑，並提升為全面性的經濟戰爭，涵蓋

金融、貨幣、科技及外交等領域。經濟上開始出現滑坡，2019 年第 3 季經濟成

長率下探 6.0%，創 27 年來新低紀錄；同年 9 月對美出口較 2018 年同期銳減

22%，疲軟之勢連帶拖累製造業與外資活動，進口則呈連續緊縮 (Bradsher, 2019, 

October 17)；對全球貿易順差總體雖較 2018 年增加 20.1%，但對美順差下降 8.5

個百分點 (Agence-France Presse, 2020, January 14)。此外，中共當局在經濟上的

宏觀調控開始面臨更大風險，因為美國政府已全面指控中國企業竊取商業科技機

密，開始加強風險審查，並將先進製造、輕量化武器、人工智慧等 27 項科技行

業列入審查範圍，劍指「中國製造 2025」（顏慧欣，2019）。

而在香港問題上，港人藉反送中示威，對中共現有體制發出挑戰。隨著美

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1963–）會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後，香

港瞬間成為中美雙方在國家主權、政治制度、人權治理及民族主義等多個方面的

角力場 (Tao, 2019, July 13)。臺灣方面，在中美貿易戰及印太戰略催化下，通過

美國對臺軍售的臍帶，近年來已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壓迫中共的關鍵節點（李宗

憲，2019年 6月 7日）。這讓中共的對臺政策備受質疑，除內部民意有所怨懟外，

兩岸關係也從「冷和」走向「冷對抗」（龔祥生、劉姝廷，2019）。

整體而論，經濟下行與港臺問題，激化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對中共體制

和習近平政權的穩定性造成衝擊。而美國要求中共將市場開放、核查及透明制度

法律化，在習近平看來，這將對共黨專政體制形成挑戰 (Friedman, 2019, August 

1 1949年中共建政，當時播遷臺灣的國民政府將其稱為「僭政」；爾後依據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以「建
政」稱之。就兩岸現勢而論，屬於中性語彙；中共則認定為「建國」，主張現代中國是其於 1949
年所建立之「新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僭政」、「建政」與「建國」等不同用語的揀擇，
可以體現兩岸對中國史觀與繼承法統認知的差異，同時也凸顯了彼此在國際身分上的話語權爭奪。
相關考證與討論可參閱辛灝年（2015）、葉駿（2019年 10月 3日）對這些詞彙承載史觀的辯證
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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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進言之，中美對抗屬於雙方內在矛盾自然升級的結果，牽扯了國家主權、

經濟利益、政治體制、民主觀念等層面的衝突。

在這樣的環境下觀察中共閱兵活動甚具意義，因為閱兵將是習近平回應中美

對抗形勢的論述場域。閱兵是威權國家的產物，旨在傳達主政者的政治意圖，是

考察集權國家政策發展的指標。中共是標準的威權政體，習近平於 19 大修憲取

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後，更加牢固了黨和自身的集權體制。因此，習近平在國慶閱

兵典禮上的正式講話，即是政治訊息的製造與宣傳，亦是面向各方的權力對話及

宣示，能夠作為觀察其政治意志與政策方向的有效標的。

目前有關中共的政治或政策研究，多數都偏重在國家安全戰略、國家發展

戰略、政策評估、黨政軍關係、軍力發展及派系權鬥，較少探討領導人的公開論

述。部分從官方會議切入的研究，多會受到會議屬性的影響，局限了研究的關照

層面。研究主題甚少聚焦於大型閱兵這類題材，而閱兵卻是中共對內部、兩岸及

國際社會均具指標性意義的論述場域。進言之，習近平在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公

開講話，展示了內部治理、兩岸關係及涉外事務的政策路線與意識形態，這些論

述等同中共黨國體系的複製，承載了論述語境的使命、價值觀、世界觀與意識

形態 (Weiss & Wodak, 2003)。為考察中共當局在內外交迫形勢下的政策重點與方

向，本研究嘗試從論述策略視角，分析習近平閱兵演講，循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途徑，檢視習近平採取何種策略、編組來傳達政治意圖，

並揭露其如何操作意識形態，藉以回答幾個問題：一、中共官方以何策略來形構

論述？二、操作論述謬誤的策略與目的為何？三、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建構策略為

何？

貳、閱兵論述的儀式觀與中共閱兵歷史的流變

一、閱兵儀式與傳播的儀式觀

閱兵儀式是一個有組織、有意義的符號象徵體系，這些符號及論述宣揚了官

方意欲塑造的集體價值觀與精神。藉由刻意安排的隆重儀典、激情橋段，以及各

種儀節控制所形成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讓群眾專注於特定的思想、價

值觀與情感對象，經歷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en）及聚合（aggregation），

循「結構—反結構—結構」過程，融入閱兵儀式再造的時空中，並從中獲得新身

分，再以此回到現實社會，透過社會實踐再為閱兵儀式強化社會結構與秩序（林

柏州，2009；Turner, 1995; van Gennep, 1909/1961）。這種交融（commun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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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能誘發歷史記憶與情感，使其併同儀式被牢記（李華君、竇聰穎、滕姍姍，

2016），從而鞏固社會共識、政治認同與群體團結，聚變出對未來某種時刻的集

體想像（王海洲，2008），為眾人提供政治方向及更大的歸屬共同體，民族與國

族認同的建構於焉實現 (Nash & Scott, 2001)。

閱兵是對武裝力量進行檢閱的軍事儀式，同時也是一種儀式性傳播（ritual 

communication），能夠有效傳達或模塑共識與文化價值。整個閱兵操演過程就是

國家機器製造和供給政治訊息的生產流水線（王海洲，2009），亦即通過特定論

述對參演官兵、民眾，以及從媒體接收訊息的受眾，在認知、態度與行為上形成

制約，讓閱兵成為強化或重溫集體記憶的記憶點（memorial point），而官方精心

設計的論述則會轉化成民眾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林柏州，2009；Chang, 1997）。

Larsen (2000) 也表達了類似看法，認為媒體在儀式性的傳播過程中扮演著煽動者

（instigators）角色，會在大眾間建立起共享的情緒或精神狀態，藉以組織觀者、

參與者的注意力及行為，從而協助構成儀式。

從上述討論可以掌握儀式的基本特質與作用。儀式具社會性，目的在使

個人融入團體，並圍繞著一個神聖的組織或象徵性符號去聯繫彼此與展開互

動 (Larsen, 2000)。這樣的交融過程可區分為自發性（spontaneous）、意識形態

（ideological）及規範性（normative）三種類型：自發性交融是指打破人類識別

（human identities）的結構性界線，通過神秘參與感的相互聯繫，對儀式當下表

現自我的人給予直接認同；意識形態交融係在複製自發性交融的互動經驗，藉儀

式把人們聚集起來，使其重拾、共享集體記憶，從而完成認同或救贖；規範性交

融則是促進交融的基礎，訴諸儀式中正式、強制的共識來凝聚個體間關係，並使

其與團體連結，從而鞏固、延續社會系統 (Schechner, 2002)。

然而，將閱兵儀式及其論述視為一種傳播形式來看待，主要是基於儀式傳

播的概念，但要理解閱兵儀式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有必要以傳播儀式觀（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作為理論指引，以考察閱兵論述的相關傳播活動。

傳播儀式觀由美國文化研究學者 James W. Carey 所提出，他將傳播觀區分

為傳遞觀（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及儀式觀 (Carey, 1992)：傳遞

觀基於功能主義、行為主義與效果研究的典範，指涉將訊息傳授（imparting）、

傳送（transmitting）或發送（sending）給他人的過程，具有地理和運輸上的隱

喻（metaphor），傳播被視為出於控制目的的技術、過程與社會行為；儀式觀

源自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基於庫利（Charles H. Cooley）的自我控制、米德

（George H. Mead）的符號理論、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場景社會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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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研究的典範，指一種吸引人們以共同體或集體身分聚集起來的神聖儀典，

亦是一個現實得以生產（produced）、維繫（maintained）、修正（repaired）與

蛻變（transformed）的符號過程，具有儀式、神話的隱喻，傳播則被理解為在時

間上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建構與延續。

與傳遞觀不同，儀式觀重視傳播對維持身分認同及社會關係的過程（樊水

科，2011）。儀式觀認為，傳播活動並非通過傳送者的控制來發揮作用，其路徑

在於群眾的神秘參與、共享文化、自我控制，以及彼此就儀式秩序（ceremonial 

order）所進行的相互約束（劉建明、徐開彬，2015；Goffman, 1957; Schechner, 

2002）。Rothenbuhler (1998) 亦指出，儀式的過程與作用係建立在「儀式即傳播，

傳播即儀式」觀點上，任何形式的儀式都是具有規範性的傳播機制，能夠約束參

與者自律守規，而人們會在參與過程中構建自我、共享信仰。

依此觀點來理解閱兵論述，即可掌握在新媒體科技影響下，即便中共的宣傳

控制屢受挫折，但其意識形態何以始終未被西方「顏色革命」所終結。換言之，

看待中共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須從傳播儀式觀出發，人們藉由共同理想的投影，

以及對中共展示的物質形式體現，在社會中產生出人為（artificial）的真實符號

體系，其作用不僅止於提供資訊或改變認知與態度，而在使民眾從儀式隱喻中確

認（confirmation），讓社會基本秩序得以維持和延續 (Carey, 1992)。

按照 Hobsbawm & Ranger (2012) 的說法，閱兵是一個建構認同與記憶共同

體（memory community）的過程，處於國家機器職責位置的菁英會依現實需要，

通過歷史文化的回溯和現實感的強化，為社會培養共同傳統與歷史傳承，生產

統一性的社會敘事，藉重複儀式灌輸特定價值觀與行為規範，發明（invention）

出民族認同的集體記憶，創造共同政治想像，起到強化權威機構地位、提煉權

力合法性、增進認同與說服、凝聚社會成員等作用（蕭阿勤，1997；Hobsbawm 

& Ranger, 2012）。於此過程中，愛國主義經常被用來製造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以便各種象徵符號和論述得以有效運作，為主政者發展及維持社會

秩序（王皓昱，1997）。

二、中共閱兵的歷史流變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迄今，一共舉行過 21 次閱兵活動。毛澤東主政期間的

1949–1959 年，每年舉行國慶閱兵，前後合計 11 次，後因文化大革命、中越戰

爭（Sino-Vietnamese war）而暫停；1981 年鄧小平在張家口機場重啟閱兵，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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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託建政 35 週年之名恢復國慶閱兵，1989 年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再次告停，迄

1999 年江澤民才又舉辦建政 50 週年閱兵，2009 年胡錦濤接續辦了 60 週年閱兵，

至此定下「逢 9 才辦，10 年 1 次」的閱兵慣例（吳明杰，2019 年 9 月 30 日；許

農合，1999）。

此慣例在 2015 年被習近平打破。自該年 9 月 3 日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閱兵後，習近平陸續主持了香港回歸 20週年、

建軍 90 週年閱兵，還有南海、青島海上閱兵（fleet review），以及建政 70 週年

閱兵。上任至今閱兵 6 次，除稍遜於毛澤東外，已超逾鄧小平以降的各代領導

人（李銀祥，2015 年 9 月 4 日；Blanchard, 2019, April 23; Chan, Lau, & Ng, 2017, 

June 30）。閱兵型態從典禮校閱到沙場、海上點兵，受閱部隊則在陸、空軍外，

增列海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合保障部隊與維和部隊，折射出中共軍力

發展、戰略外溢及國內外政治需求的變化。

此次閱兵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鳴砲升旗、習近平講話、部隊校

閱到「同心共築中國夢」群眾遊行，歷時 2 小時 40 分鐘（〈天安門廣場舉行盛

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受閱部隊〉，2019 年 10 月 2

日）。校閱活動按閱兵式、分列式程序進行，依改革重構的聯戰軍力體系，編成

59 個方（梯）隊，總規模約 1.5 萬人、飛機 160 餘架、裝備 580 臺（套）（王智

盛，2019）。所有武器裝備均為國產現役，40% 以上首次亮相，新型機占總數比

達31.6%，展示了連續作戰、快速打擊、減少接戰循環（engagement loop）的能力，

以及部分已超越美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科技，標識著中共戰略核力量、常規力量的

重大轉變 (Bondaz & Delory, 2019)。

三、中共閱兵的內外形勢

習近平主政後，強力促進個人集權，催生新時代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敢

於鬥爭的意識形態，以「中國夢」為目標，積極推進反貪打腐、軍事改革與一

帶一路的戰略建設，但在國際上卻受到「中國夢」對撞「美國優先」的深刻影

響。中共在此情勢下舉行閱兵，而與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則是呈現相互作用的

辯證關係，一方面閱兵對專政合法性與權力宣展的論述，受到國際情勢及戰略

形勢的結構性制約，另方面習近平也在藉由閱兵論述，面向不同的利害關係者

（stakeholder）進行民族主義、國家認同、國際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的召喚、

重複、固化及刻寫，以複製特定的論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發揮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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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教育和宣傳作用，達到建構合法性、強固權力關係與模塑意識形態之目的

（王海洲，2010）。

換言之，環境架構經常是閱兵論述的影響因素或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s），而閱兵論述則是基於維持或改變環境作用的實踐反應。因此，對於整

體情勢的理解，可為後續分析提供考察脈絡的基礎，尤其此次閱兵係在內憂外患

下舉行，與歷次重大的國慶閱兵有所不同（表 1），故有必要對閱兵當下的所在

環境略做梳理。

「美國優先」是牽動閱兵所處情勢的主要因素。可回溯到 2016 年美國總統

大選，中西部「鐵鏽帶」藍領階級助川普（Donald J. Trump）入主白宮，表達對

就業機會外移和中國商品大量進口的長期不滿，反映出不再信賴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浪潮，以及對全球化公

平性的追求（林竣達，2017）。而藉操縱貨幣、匯率及不當傾銷、補貼等手段損

害美國利益的中共則首當其衝。

在美國支持中共加入 WTO 後的 2001–2017 年間，美中貿易逆差增長，全美

蒸發約 340 萬個工作機會，工人集體損失約 370 億美元工資 (Scott & Mokhiber, 

2018)。社會氛圍推高美國優先的政策共識，川普 (Trump, 2017) 發表《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時，即將

中共列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與俄羅斯同為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

戰略競爭對手（rival），美國亦開始針對中共結構性的產業補貼、侵犯知識產權，

以及市場換技術、准入限制等國家領導的經濟計畫（state-led economic planning）

展開抨擊與關稅懲罰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美國優先」除反映在中國政策上，還同時表現在其他的經濟及安全戰略方

面，包含放棄全球及多邊協定主導權的一系列「退群」行動 2，以及要求盟邦提

高安全軍費等（周暘展，2018；Taylor, 2017, October 13）。美國傾向保護主義、

孤立主義的決策，引發國際間對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普遍擔憂，

此樣氛圍則給了中共反擊美國的支點（原倩，2018）。習近平用愛國主義和全球

化效益展開說服，讓人們認知「美國優先」是美國人的利益，而「中國夢」是追

2 例如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聯合全面
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等。



JCRP, 11(1), January 2021148

表
1：

中
共

重
要

國
慶

閱
兵

內
、

外
形

勢
分

析
表

變
項

建
政

日
建

政
10

週
年

建
政

35
週

年
建

政
50

週
年

建
政

60
週

年
建

政
70

週
年

意
識

形
態

馬
列

主
義

反
資

反
美

左
傾

思
想

階
級

鬥
爭

興
無

減
資

政
左

經
右

改
革

開
放

三
個

代
表

與
時

俱
進

科
學

發
展

觀
社

會
主

義
和

諧
社

會
中

國
夢

敢
於

鬥
爭

新
時

代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政
治

體
制

黨
的

領
導

政
治

協
商

高
度

集
權

民
主

集
中

計
畫

經
濟

黨
政

分
離

集
體

領
導

隔
代

指
定

接
班

一
國

兩
制

權
貴

資
本

制
度

以
人

為
本

個
人

集
權

打
破

接
班

制
度

取
消

主
席

任
期

制

核
心

事
件

建
政

大
典

兩
岸

分
治

反
右

鬥
爭

大
躍

進
82

3
砲

戰

現
代

化
建

設

軍
改

整
編

改
革

開
放

20
年

香
港

回
歸

美
機

轟
炸

中
共

駐
前

南
斯

拉
夫

大
使

館

改
革

開
放

30
年

新
疆

烏
魯

木
齊

七
五

事
件

首
辦

奧
運

會

反
貪

打
腐

軍
事

改
革

一
帶

一
路

挑
戰

未
獲

國
際

普
遍

承
認

經
濟

瀕
臨

崩
潰

中
蘇

分
歧

美
援

臺
海

陳
雲

勢
力

掣
肘

中
英

香
港

移
交

談
判

南
海

爭
議

升
溫

美
中

關
係

陷
入

低
潮

維
吾

爾
族

抗
爭

世
界

金
融

危
機

習
江

權
鬥

經
濟

滑
坡

貿
易

戰
香

港
示

威
兩

岸
冷

對
抗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行
整
理
。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149

求大家的、世界的利益（黃健群，2018），同時透過一帶一路及區塊鏈等去美元

化布局，提供國際社會另一種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的「中國方案」戰略選擇（吳

明澤，2016；李永峰，2019；楊增崠、杜成敏，2018）。

「美國優先」在與「中國夢」不斷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圍堵抗中」

局勢。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東京峰會後，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

提出印太戰略，建構出現階段壓縮中共地緣政治形勢的主要力量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Tokyo, 

Japan, 2017)。在美國主導下，以印太戰略弧（Indo-Pacific strategic arc）對中共

擴大圍堵 (Rimmer & Ward, 2016)，並藉軍售模式增加防務出口，提高聯盟軍事

嚇阻與擊潰能力，用以反制中共軍力擴張；臺灣也在 2019 年 6 月被美國國防部

納入《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與新加坡、紐西蘭、蒙

古國被認定是印太地區四個值得信賴、有能力且為天生夥伴的國家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中共為求突破，除在世界各地尋求關節要點設置軍事或中繼基地外（曾復

生，2018 年 10 月 25 日；謝英傑、謝志淵，2018），亦傾力發展高科技武器，

縮小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差距，積極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然而，從美國優先到

印太戰略，各種威脅的直接或間接作用，讓中共深陷經濟滑坡、權鬥增溫、貿易

對抗升級、香港民運挑戰治權及兩岸冷對抗加劇等形勢，政治與國家利益發展空

間遭到壓迫。可以預知的是，習近平勢將透過閱兵演說借力或突圍。

參、研究途徑與分析策略

CDA 的學派系譜可區分為語言學、社會心理學及社會學等三個領域（倪炎

元，1999）。各個研究取向在語言與社會關係的假設上，採取了不同的中介途

徑，對論述主體性的認識有宏觀與微觀之別，分析單位則可區別為個人心理認知

及社會結構等類型，而分析操作涉入的語言學程度，從語言、語用到論證，亦有

廣泛及細緻的差異 (Wodak & Meyer, 2009)。基此，CDA 至少包含論述歷史取徑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社會認知取徑（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辯證關係取徑（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DRA）、社會行為者取

徑（social actors approach, SAA）、成因分析取徑（dispositive analysis approach, 

DAA）(Wodak & Meyer, 2016)（圖 1）。核心概念均聚焦在社會論述中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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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 (Reisigl & Wodak, 2016; Wodak, 2014)，惟

因各自的流派和取徑差異，主要的研究視角及操作方法則有不同。

目前國內運用 CDA 的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是探討理論流派、背景及

操作策略，如倪炎元（2012）檢視 Fairclough 的理論定位、內涵與應用問題，

梳理出可供研究參用的若干分析策略；其二是方法建構或應用探索，如王雅玄

（2005）將 CDA 從論述理論的討論延伸到方法論的問題，針對教科書的分析架

構，重建出一個可行的研究模式；其三是直接就文本進行分析，諸如部落主題競

賽得獎作品（姚竹音，2016）、《賽德克．巴萊》小說（紀乃淳，2013）、太陽

花學運時間的總統發言與經濟部官網內容（倪炎元，2017）、《大尾鱸鰻 2》電

影劇情與導演發言（黃之棟、朱容萱，2019），以及媒體對白玫瑰運動、東南亞

新二代的新聞報導等（王孝勇，2012；李美賢、闕河嘉，2018），多數關注種族

及社會運動議題，常以揭露語言權力、身分認同和社會意識為旨趣。

整體觀之，國內研究較少以 CDA 分析國家階層的政治論述，閱兵儀式這類

具高度政治意涵的議題則付之闕如，研究視野難以觸及國家認同、國際對抗、政

治權力運作及國家意識形態等面向。而本研究旨在揭露中共如何透過閱兵論述建

立國家認同、政治記憶與抗敵想像，並藉意識形態操作，持續進行召喚與復刻，

讓專政權力的合法性反覆獲得確認及維持，故能補強論述研究在此環節的闕短。

圖 1：CDA 各類研究途徑的語言學及結構化程度象限圖

社會認知途徑（Teun van Dijk）
主要理論汲取源：S. Moscovici

辯證關係途徑（Norman 
Fairclough）
主要理論汲取源：M. Foucault、K. 
Marx、M. K. Halliday

成因分析途徑（Siegfried Jäger 
and Florentine Maier）
主要理論汲取源：critical theory

論述歷史途徑（Ruth Wodak and 
Martin Reisigl）
主要理論汲取源：critical theory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社會行為者途徑（Theo van 
Leeuwen）
主要理論汲取源：critical theory

廣泛的語言

學操作化　

細緻的語言

學操作化　

能動性

結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Wodak & Meyer (2009, pp. 20-22, 2016,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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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倪炎元（2018）、林東泰（2019）在綜理 CDA 各學派的論述理論

與分析架構後認為，維也納學派 Wodak 的研究策略從政治論述出發，最適合用

於意識形態及政治行動領域的分析。本研究以閱兵論述為題，涉及政治認同、身

分召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等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

衝突，故採 CDA 的 DHA，參照 Wodak 在處理當代認同政治、操縱與說服特徵

診斷、謬誤批判及意識形態除魅所提示的操作架構進行分析。

DHA 在分析文本時，必須關注三個面向：首先是確定文本論述的核心主

題，並沿主題向外推斷；第二是指出命名及謂語策略；第三是針對論述主張及其

操作合理化的謬誤進行論證，從條件句（假如 X，那麼 Y）或因果形式（Y，因

為 X）的論證架構中（argumentation schemes）識別出論者用來聯繫、合理化結

論的策略或結論規則（conclusion rules）(Reisigl & Wodak, 2009)。實際操作上，

Reisigl & Wodak (2001) 在一個針對種族歧視與反猶太主義的論述研究中，提示

了五個 DHA 的論述策略及其作用；另也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書中，指出了各個論述策略的具體分析指標 (Reisigl 

& Wodak, 2009)（表 2）。

對 Wodak (2001) 而言，DHA 的分析策略和純粹語言學不同，不僅汲取了語

言學的功能分析和語境分析，同時還援引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觀點，故其分析

途徑屬問題取向，並非單純固定在語言學單位。進言之，DHA 將語言從攜帶意

表 2：DHA 論述策略分析指標

策略 目標 分析指標

指謂／命名（referential/
nomin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
象／事件，以及過程／
動作的論述建構

如何命名、分類；隱喻、轉喻或提喻；用
以表示過程、動作的動詞和名詞

謂語（predic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
象、事件／過程及動作
的資格歸類評斷

如何給予刻板印象；使用哪些謂語、介詞、
述詞、分詞及構句；明喻、隱喻或其他修辭；
有何引喻、召喚及預設／暗示

論證（argumentation） 對真理、規範的辯護和
質疑

主題為何；有何謬誤；如何將排斥、歧視、
壓抑他者的論述合理化

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
（perspectivation, framing, 
o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言說者的觀點、位置及
其與論述對象的距離

直證或間接的觀點策略；標籤與論據的表
達角度或框架；是否引自他人；有何隱喻
手法

強化或淡化（intensification 
or mitigation）

論述力道的增強和減輕 論述是否被削弱或強化；用何模式表達？
語助詞、標籤問題、虛擬問題、猶豫或模
糊表達；誇飾或輕描淡寫；是否以非斷言
式的疑問句間接表達行為；表達感受與想
法的動詞為何？

資料來源：Reisigl & Wodak (2009,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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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系統的符號組合轉而視為各方勢力競奪的體現，分析指標不僅關注文本的語言

學形式，還須跳脫語言學單元，追問形構一組論述的陳述（statements）為何，

以及論述所承載的社會衝突、矛盾與權力關係為何（倪炎元，2018）。

用 Wodak 的話說，論述是一組與社會脈絡相互依存的符號實踐，而 DHA 就

是在還原與重建脈絡，分析過程須從微觀到宏觀層次，涵蓋文本的語言學分析、

論述形式間的互語性分析、語言外在鏈結的社會變項，以及論述實踐所涉入的社

會、政治、文化與歷史脈絡等鉅觀情境；進言之，除了辭彙、句法的功能分析，

從語言學延伸的語境分析，以及語言和語言、非語言間的互語性分析，或是非語

言學的實踐等，全都屬於 DHA 的分析範疇 (Reisigl & Wodak, 2009)。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稿進行分析，首先針對文

本中的陳述進行識讀，將指向相同對象、採取相同陳述、運用相同的概念群組及

聚焦相同主題的陳述聯繫起來，提煉出多組具有特定功能的「論述」，再直接檢

視編組成各個論述的陳述，關注其語詞、句法、語意、論證所再現的意涵，特別

是針對意識形態操作的部分，如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等，

以揭露演講中的論述形構、策略、謬誤及政治意圖。具體操作步驟係以 DHA 的

「指謂／命名」、「謂語」、「論證」、「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及「強化或

淡化」等五個策略的分析指標為指引：

一、 指謂／命名策略：習近平講話中的不同個人或群體如何被命名與分群？

二、 謂語策略：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被賦予了哪些刻板印象、特徵及評價？選用的

修辭預設、召喚了哪些暗示或隱喻？

三、 論證策略：習近平的論辯主題與基模為何？透過何種論辯策略或技巧來排

拒、壓迫或扭曲他者？用以合理化的論點有何謬誤？

四、 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策略：習近平所持的觀點、標籤、價值觀與論據為何？

他是立於什麼位置、循何角度加以表達？

五、 強化或淡化策略：使用的動詞、語氣為何？趨於強烈或緩和？有沒有被淡化

的缺席者？

此外，DHA 強調論述實踐與歷史語境、社會體制運作間的辯證關係，著重

對互語性及行動場域的分析 (Wodak & Meyer, 2016)。故本研究在針對文本展開

CDA 之際，將閱兵論述置於習近平言說當下的政治脈絡中進行脈絡還原與再脈

絡化。舉例來說，Wodak 曾在《海德爾現象》（The Haider Phenomenon）及《質

化研究實踐》（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等書中，示範了類似的實例分析。

她研究奧地利自由黨領袖海德爾（J. Haider）的媒體受訪紀錄，第一步先確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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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形構，接著運用語言學分析，辨識出海德爾在論述上

的種族偏見，以及隱晦的標籤化、誤現他者、孤立等語言特徵及策略，例如頻繁

使用「我們」這個概念隱喻、連結黑人與毒品，以及把母語非德語的族群歸為他

者等；為了進一步掌握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目的與影響，Wodak 通過對歷

史背景、政治形勢及社會文化的檢視，對放到特定語境來的語言學分析結果進行

形式分析，從奧地利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高失業率及排外氛圍等歷史脈絡的

還原過程中，揭露出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排外、製造對立及種族歧視等操

作 (Wodak, 2004; Wodak & Pelinka, 2002)。

概括來說，本研究是以文本的修辭為起點，向語境分析延伸，並超越文本與

論述的內在邊界，運用背景知識將習近平的閱兵論述嵌進一個更大的政治與國際

關係情境中，亦即納入習近平言語之外所連結的國際情勢、政治社會及體制架構

等變數，在分析過程中進行語言及非語言實踐的交叉檢證，透過論述實踐與社會

實踐的辯證來驗證文本分析結果，嘗試還原中共閱兵論述的政治實踐意義。

肆、閱兵論述與政治實踐

習近平於閱兵典禮上的演說全文總共 883 字。就字數頻次與篇幅配置論，習

近平用 126 個字向烈士及各界致意；用 298 個字讚頌中國轉弱為強；用 90 個字

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用 188 個字向港澳臺及國際社會揭示「和統兩制」、「和

平發展」方針；最後用 173 個字進行召喚。整體而論，凸顯中國「強起來」的文

字占逾全部講稿的 3 分之 1，充分意味這就是習近平最為關切的議題。另文稿中

以 3 段均由「前進征程上」開頭的段落，申述黨的領導、港澳臺關係及國際戰略

等相關範疇的發展方針，相繼提出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等 5 個

堅持，其中又以「共產黨領導」為先，顯見其乃習近平至為堅持的理念。

一、論述形構與治理策略

（一）黨的絕對領導

1. 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

綜覽整個講話文本，全文論述結構係以「70年前的今天」、「70年來的今天」

及「前進征程上」為核心，以時間軸作為鋪陳的次序，並用「毛澤東宣告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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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及「5 個堅持」分別占據過去、現在與未來等各個橫

斷時空的行動主體位置，其中 5 個堅持則以「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先行。習近

平透過論述鋪排，以中共接合了中國的發展歷程，刻意凸顯建黨與建國的關聯，

將建國的意義聚焦於「共產黨建國」、「毛澤東宣告建國」的歷史空間，強調沒

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的功績」即切斷了 70 年的國家發展，在建國的論

述裡取得了鬼影子優先性，通過共產符號一體化來綑綁愛國主義，讓愛黨與愛國

形成強制性的關係與聯繫，向民眾召喚聽黨話、跟黨走的集體意識，以消弭「把

愛國、愛黨對立起來」的反抗論述。

進言之，鏈接國家從「站起來」、「富起來」演進到「強起來」發展想像

的中共，成為引領國家建成、建設、建強的決定性關鍵，因而在論述中取得了

「先進性」的行動者位置，複製著黨代表先鋒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政治

認同。藉由專政權力的仲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因而區分開來。對比共產黨統治

階級的先進性，作為被統治階級的「各族人民」、「中華兒女」自然被置於「落

後性」位置，固化了黨唯一代表人民的壟斷地位及對國家絕對領導的資格，一方

面鞏固共黨專政的合法性，偷渡「反黨就是反國家、反人民」的價值論述，另方

面則在建構我群與他者，透過暗示先進性來製造「落後」的負向標籤（negative 

labeling），將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從關係對立及固定起來，防杜專政

體制被迫鬆動或崩盤。

2. 以習核心代表黨的絕對領導

習近平講話中僅提到 1 個「我」，用以代稱自己向各界致賀。以象徵個人的

「我」指謂自己作為黨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全國委員會和中央軍委的代表，旨在宣告自身對黨政軍各體系的絕對控制，演

繹「習核心」在黨的指導思想中之最高地位，以及其在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國

家主席「三位一體」制度下的絕對權威，確立自己作為單一領導核心的權力及全

黨至高領袖的領導體制。

習近平閱兵講話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相異之處在於「對歷任領導人頌

揚的捨棄」。鄧、江、胡 3 人分別在建政 35、50、60 週年閱兵講話時，將各個

前任領導人納入論述，習近平卻僅保留毛，中間歷任領導人則被缺席，透露出習

近平冀在政治地位上超越鄧、江、胡而與毛齊名的意圖。對照其治理實踐，在閱

兵結束 24 天後召開四中全會，會中仍未指定接班人選，且在公報中載明重申「黨

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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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 日），印證走入第二任期的習近平仍在積極鞏固黨與自身權力，

極可能利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憲成果尋求連任，預料在第 20 次全國代表

大會後應該仍無交權打算。

（二）民族偉大復興

1. 愛國主義優先

習近平的閱兵論述瀰漫著濃厚的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為召喚愛國主義累積

集體行動與政治動員的能量。通篇講話中，總計使用 10 次「偉大」來修飾祖國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復興或成就、中共及中國人民等，是全篇稿中頻數最高

的狀語，不僅是對國家、民族語彙的修飾，更是對國家認同及民族自信的召喚。

在謂語策略上，偉大的祖國反覆與「我們」相鏈結，而所動員者均是正面修辭，

包括感到自豪、沒有任何力量能撼動、萬歲，以及努力奮鬥等，以定義我群延伸

召喚的邊界，直接賦予民族及國家優越感的身分與價值認同，再將其轉化成政治

資產，作為後續愛國主義政治演繹的基礎。

閱兵講話裡，完全沒有被直接建構的他者，均是透過我群的召喚而對立出

來。論述中，中國被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並暗喻長期有股力

量在撼動、阻擋中國進步。藉撼動、阻擋等謂語的張力來操作對立，建構出資本

主義的、屹立在世界西方的他者，而這裡暗喻的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甚

至就是直指美國。習近平的論述目的即在暗批美國策動貿易戰、香港「逆權」運

動及顏色革命，雖未直接公開批評，但習近平以肯定句表達「沒有任何力量能夠

撼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撓……」的斷言式論述，即在對美國釋放全篇講話

中力道最強的警告，亦向內部民眾傳達對美國作為阻撓外力應有的警惕。

進一步說，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框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行動，

暗示其不友善的對中交往態度。另方面，提到被收編用來指謂中國的祖國、中國

人民和中華民族時，則是動員了屹立及前進等正面修辭，明示了中國砥礪前行的

意志與決心。習近平在民族主義架構下，操作對立的謂詞修飾，以及暗示與明示

的刻板印象牽連，製造出「團結抗美」的集體想像。將它置入中共建政 70 週年

所處的戰略情勢中理解，在美國優先與中國夢相競而成的國族主義對抗系統中，

習近平輸入了反美情緒與抗美想像，進而產出愛國主義優先的意識形態，為警告

美國提供有的放矢的支撐，亦為民眾應當如何警惕美國揭示了集體行動的價值認

同及方向指引。用英國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的話說，愛國主義成了中共的最後



JCRP, 11(1), January 2021156

避難所（the last refuge），是製造共同敵人、渲染共同敵意的催化劑，也是強化

敵我區別、團結抗敵共識的精神嗎啡。

2. 各族團結奮鬥

在命名／指謂策略上，習近平操作了「我們」這個代名詞，將各民族、海內

外共享中華文化的各群體納入以共產黨為中樞的「中國」我群中。作為我們的各

族、各群體則被形容為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將共黨個體特質等同各族、各群

體的整體特質，剝奪了不同民族表達對「十一國慶」歧異立場的能動性。

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等謂語讓中共「我群」的集體認同自象徵性邊界產生

出實踐中的邊界，再通過從國家級慶典上傳散的權力轉換，將這些謂語所象徵的

鉅觀概念—團結，塑造成能夠規範或作為群體行動指引的社會邊界，並在這條

認同邊界上，為黨國意識形態區分出我群與他者。

中共在中國族屬（ethnicity）認同流動性與非斷裂性的強勢擴張，對各族的

歷史及政治、文化、宗教等權利造成普遍性的壓迫或箝制，無比喜悅、為祖國

自豪等謂語恰好成為對各族人民被迫作為中共我群的反諷。包括新疆再教育營

對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族的大規模拘押、駐村工作隊與網格化管理（grid 

management）對藏人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以及港警處理反送中、三大罷 3 的

過度執法等（湯惠芸，2019 年 8 月 5 日；劉致昕，2019 年 7 月 25 日；Hornby, 

2016, April 3），自證了習近平的團結召喚，更接近是一場強制改變國族認同的

同化運動。隱藏在召喚背後的社會政治與歷史情境，正是中共通過對思想、信仰

體系的清洗來實現意識形態控制的現實。

習近平還頌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莊嚴、偉大的歷史，以建國的框架，篩

除竊政的事實，刻意淡化中共前身係受蘇共資助建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無法代

表新中國的史實，以及入侵西藏與 3次鎮壓拉薩的歷史責任，藉以削弱中華民國、

西藏從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港民在國慶當日發起「十一國殤」集會的競

爭論述。這些淡化則是習近平召喚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根本支撐。

（三）鬥爭重建秩序

習近平運用了 5 次「堅持」、2 個「團結」、4 次「前進」，以強烈的意志

性動詞，展現在「征程」上實踐共產黨永續執政、一國兩制解決兩岸問題、開放

3 罷工、罷市、罷課運動的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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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換價國際影響力的決心。「征程」是充滿戰鬥與克服險阻意涵的語彙，習近

平以「堅持」貫穿論述，預示了可能趨劣的內外部形勢，亦指明了後續解決治理

困境、兩岸矛盾及美國壓迫等問題的核心原則與方向。在中共的征程中，共產黨

是主體，人民是客體，臺灣是兩岸關係中被消失的客體，改革開放則是進入沒有

改革的開放新常態。相同之處就是權力的壟斷：人民沒有議政的權力，臺灣沒有

論述的權力，美國沒有就民主、自由、人權及結構性改革和中共協商的權力。以

權力壟斷為本質的「堅持」政策，維持其運行的政治動能即是鬥爭，鬥爭雖不曾

在閱兵講話中被說出（unsaid），但卻始終隱晦地附著在論述的實踐行動裡。

1. 以鬥爭支持港臺工作

習近平提出「團結」的價值框架來遏制兩岸三地對一國兩制的討論與分歧，

修辭策略是將「團結」與「和平」兩組價值互為因果。但中共在現實的「和統兩

制」政策裡堅持保留「收回兩制放權」及「武力犯臺」選項，致使兩岸三地無法

取得共識或交集，互為框架的團結、和平訴求即在實踐過程中與港臺的「民主」

價值框架形成競爭。可以說，習近平的閱兵論述是在以團結價值向民主價值鬥

爭，延伸民族主義及民主制度於兩岸三地間的競逐關係，進而獲取「和平」話語

權的意識形態布局。

在團結與民主的框架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來表現權力效果，講話

中完全不提及臺灣，讓臺灣從對話彼端被消失，兩岸關係的再現論述也從兩岸

一家親轉向一國兩制，進而削弱臺灣主體性。通過對論述裡的權力（power in 

discourse）做出不對等的結構安排，並藉鬥爭及作為其主要表現形式的武統暗示

來獲取壟斷性的論述權力（power over discourse），讓習近平能在兩岸論述的競

爭中主導話語權（power of discourse）4，把統一的論述內涵從兩岸對等共構導向

中共片面決定，將對臺決策自以往的策略行動選擇提升到直接改變賽局結構。

然而，港臺皆認為和平應植基於民主，而非以武力相脅的團結。尤在兩岸

方面，中共將武統作為和統的同構，用以支撐「拒團結則遠和平」的威懾隱喻。

例如裝設逾千枚導彈瞄準臺灣、在東部戰區火箭軍第 61 基地部署 7 個導彈旅 5，

以及證諸此次閱兵的裝備展示，射程 280 公里的 PHL-16 自行火箭砲取代了舊有

4 此處分析係循 Holzscheiter (2005) 針對語言權力提出的三個面向，從語言內在、語境及社會實踐
等對應層面，考察習近平如何通過國慶閱兵論述進行權力爭鬥；有關語言權力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Wodak (2012)。

5 配備東風 -21C、東風 -16、長劍 -10等短、中程戰術彈道飛彈，主要針對臺灣與美軍沖繩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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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HL-036，對臺火力涵蓋從新竹沿海向內陸延展 150 公里 (Fisher, 2019, October 

1)。這些都是習近平以鬥爭開展對臺工作的實質內涵。面對中共仗恃武統的團結

召喚，臺灣則以控訴「無誠信」及「非民主」進行對抗。

關於港澳治理及兩岸發展方針，習近平則以未來進行式而非未來完成式展開

論述：「前進征程上，我們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透露出中共雖高度重視港臺工作，

但卻沒有絕對性的急迫感。因中共認知，港臺問題實際就是美國問題，對美鬥爭

才有急迫性。因此，港臺鬥爭工作現階段應會呈現「戰略擱置，戰術頻擾」的趨

勢，目前並不會設定具體時間表。

證諸四中全會即可發現，中共提出「建立以國家安全為由的自治區法律制度

與執行機制」作為對港鬥爭工作的主軸，會後再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釋

出對港 16 條措施，訴諸既聯合又鬥爭的兩手策略。可以預見，聯左、拉中既已

先行，後續的干擾戰術就會出現打右鬥爭，並以司法體系改革為主要目標，包括

依憲治港、清洗外籍法官、加大政法系統干預力道及加速《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進程等，均是中共對港開展團結鬥爭的高度可能選項。

2. 以鬥爭支持美中對抗

閱兵講話中，美國被以否定修辭的方式，作為被隱喻的「撼動」、「阻擋」

力量，未被放在阻撓行動的主體位置，削減了美國「妨礙」中共發展的責任。顯

然，習近平選擇了低強度的抨美策略，代表中共面對貿易戰攻勢，現階段仍以鬥

而不破為原則。從辯證的角度觀之，演講裡透露出的中美對抗，基本涵蓋了「空

間鬥爭」與「行動鬥爭」兩種意涵。

空間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所

謂的祖國地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緣政治裡應被集體認知為「無以撼動」的

共識，也就是中國作為亞洲崛起霸權的事實。惟中、美將彼此視作競爭對手是無

庸置疑的，習近平在論述裡暗地鑲嵌空間鬥爭，即在針對所處的地緣政治困境，

對美釋放警告訊號，對國際推銷「全球化」選項，對內則召喚共體時艱、警惕阻

撓外力的民族主義與鬥爭路線，為營造「類戰時經濟」模式預做鋪墊。

進一步說，論述中影射的對手就是美國，將美國對中共的競爭行為以「撼動

6 PHL-03最大射程 150公里，可從福建平潭覆蓋臺灣新竹地區；2017年曾在中共建軍 90週年閱
兵中出現。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159

祖國地位」標籤化，讓民族情緒能在對抗中起到關鍵作用。習近平還試圖通過全

球化論述來聯合國際力量，亦即論述中提及的「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共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向國際社會暗示，在美國選擇走回孤立主義之際 7，中共將擔

當大國責任，填補美國引發的秩序真空，並持續以市場開放交換世界各國「互利

共贏」。目的即在操作全球化論述同美國孤立主義鬥爭，具體實踐包括利用國際

安全建制增添威望、布局「一帶一路」獲取國際秩序影響力等，通過內外戰線的

統一來推進反美帝鬥爭，並藉此將經濟收益轉換成地緣政治利益。

行動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

步伐」。前進步伐是指中共的國家發展進程，習近平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訂下的目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 8。具體行動包括籌建並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布局帶路戰略、建設航太與

網路強國、推進中國製造 2025、發展軍工產業，以及爭奪人工智慧、機器人等

科技領先地位。中共支持這些目標的行動，經常涉及由國家主導的匯率操縱、不

當補貼、技術強取、強迫轉讓，以及系統性收購、商業竊密、智慧財產權盜取等

不公平的行為與政策。美國就此發動反制，而習近平則以「阻擋的力量」將美國

反制行動標籤化。藉論述操作鬥爭的手法和「空間鬥爭」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在

於空間鬥爭係與美展開地緣政治競逐，而行動鬥爭則是在貿易談判、金融科技、

技術創新、知識產權、軍事戰略外溢等範疇，挾民族主義和美國進行攻防與較量。

四中全會召開前，習近平提出以區塊鏈核心技術作為國家金融發展目標，

用意就在乘既有優勢對美發動金融鬥爭，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主權數位貨幣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 DCEP）構建一個取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及紐約清

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等美元

清算結算系統的新交易網絡（聶建中，2020）9，削弱美元國際流通能力，讓人

民幣、石油與美元脫鉤。由區塊鏈技術驅動的金融戰，實踐了習近平演講裡釋放

的行動鬥爭訊號，展露出中共通過去紙幣化、去美元化，試圖重構後美元時代全

球金融新秩序的戰略意圖。

7 例如自阿富汗與敘利亞北部撤軍，以及一系列從國際組織退群的行動等。

8 係指在中共成立 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

9 SWIFT及 CHIPS經常是美國用來對外實施金融封鎖與制裁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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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證謬誤與實踐意圖

從實踐推論的角度看，習近平致力突破內外困境，並以此作為實踐意圖，

而在閱兵的儀式情境下，將透過公開講話來達到目的。但其論述實踐必須面臨歷

史、政績與西方普世價值的挑戰，操作論證謬誤就成了習近平誤導民眾理解真實

的選項，而鞏固政權穩定的信念，則會促其決定採取行動。

在 Wodak 的分析實例中，也可經常見到運用謬誤論述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例

子。例如，Reisigl & Wodak (2009) 針對捷克卸任總統 V. Klaus 在美國眾議院的發

言紀錄進行分析，發現 Klaus 運用八項訴諸斷言的論證策略來操作不確定性謬誤

（the fallacy of uncertainty）與自然謬誤（the fallacy of nature），誘導民眾認知錯

誤的氣候知識，以促使碳排放管制政策獲得鬆綁。基此，本研究將從論述謬誤及

其辯證策略的診斷著手，嘗試揭露習近平政治實踐的意圖。

（一）「Y，因為 X」的論證架構 10

透過「Y，因為 X」的命題假定為論述提供理解架構，並操作論證策略來扭

曲或置換因果關係，將其論述合理化，以達政治認同與收編之目的。

1. 共產黨的政治自我呈現

以「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證，為「中華民族擺脫悲慘，走上

實現偉大復興壯闊道路」的聲稱提供論證前提；其中存在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兩者並無因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不再貧弱、不再受欺淩，

開始富強的基點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毛澤東則是以「三面紅旗」策動社會主義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後續更釀造文化大革命，讓國勢走向衰退。習近平

的論述功能係在哄抬毛歷史定位、象徵繼承毛政治遺產、強調共黨專政合法性，

以及表明政治結構決不妥協。宣示中共堅持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決不改旗易幟，

藉此回應美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同時復辟毛澤東鬥爭理論，用以化約

黨內權鬥及中美衝突，為後續劃分敵我、動員群眾及統一戰線預做鋪墊。

2. 意識形態的鬥爭隱喻

以「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論證，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

10 此部分的分析係從論證前提的架構切入，運用邏輯推理技巧來辯證習近平閱兵講話的謬論，有關
後續述及的虛假關係、後此謬誤等非形式謬誤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161

動……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前進步伐」的聲稱提供論證

前提；宣稱是中共實踐了社會主義路線，才讓國家的地位與富強之路不被阻撓。

其中存在後此謬誤（post hoc fallacy），中共崛起不必然是拜「社會主義」之賜，

應是奠基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本身就是鄧小平將社會主義向西方

資本主義修正的過程，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主義，把國家發展重

心轉移到經濟現代化，並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取代計畫經濟路線（姜

新立，2018）。此論證功能在藉社會主義的鏈結，偽稱共產黨領導對中國取得今

日成就與躋身強國之列的貢獻，頌揚社會主義對中國政治的實用邏輯，鞏固「黨

的絕對領導」之合法性與權威感，並進一步喚起民族自信，釋放「對抗阻撓力量」

的訊號，預為美、中鬥爭構築心理防線。

（二）「訴諸斷言」的論證形式 11

召喚民眾對中共領導，以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堅持，卻未提供其他

理據。

1. 共黨居主的神話動員

論證訴求為「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

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屬真理斷言（claim of truth），宣稱

歷史古今的實踐，決定了中國夢的未來成就。語態上，「億萬人民」和「中國」

主客易位，變成創造今日中國的客體，雖然未被省略，沒有減損「創造」的配價

（valency）能力，但選擇應作為受詞的「中國」為語用主體，隱晦地削弱了人民

對國家建設的貢獻與主導性。

由中國代替億萬人民成為建設國家的主要行動者，將使中國這個指謂 70 年

前由毛澤東宣告成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載更多角色功能。億

萬人民變成從屬，習近平真正召喚的我群是以自身為核心的中共統治集團與政

黨。習近平還以祈使句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緊密地團結起來」，

黨、軍與人民的依附關係從次序配置即可窺見，亦透露出習近平為「中國明天」

擘劃的中國夢，無疑只能是以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為前提。

若以國家為主體，此論證即屬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11 有關真理斷言、規範權利斷言等訴諸斷言的論證技巧，可參考 Reisigl & Wodak (2009) 關於捷克
卸任總統 Klaus在美國眾議院就氣候暖化與變遷議題進行答詢的論證策略分析；另邏輯推理部分，
後續述及的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等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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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的「美好明天」以自利偏誤歸因為「接受共產黨領導」所致，卻將建政

前的「悲慘命運」暗喻是西方列強的欺淩所為。事實上，近代中國的悲劇除肇自

西方強權外，喬裝成中國領航者的中共亦有責任。1931 年中共於瑞金建立中華

蘇維埃共和國，在 70 年前中國遭受日本侵略、蘇聯蠶食和國共內戰的歷史間，

陸續作為假抗日、武裝保衛蘇聯及分裂中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治實體（辛灝年，

2015）；70 年後卻藉歸因謬誤爭奪話語權，混淆及重新定義歷史發展，巧妙置

換歷史定位，任意掩蓋了錯誤與責任。

2. 對預設港臺團結的合理化

論證訴求為「我們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而奮鬥」；屬規範權利斷言（claim of normative rightness），訴求須

堅持和統及兩制，港澳才能繁榮，對臺才有和平。此論述動員了不當預設的謬誤

（fallacy of inappropriate presumption），將和統及兩制作為港澳臺治理「良制」

的訴求合理化。事實上，習近平同樣沒有為此訴求提出證據，且將不應視為理所

當然的前提視作必然，進而產生當如是說的不恰當論證。

尤其中共的和統公開夾雜武統選項，而一國兩制已在香港被證實是失敗的

實驗，反送中運動更是對中共一國兩制承諾跳票的深刻揭露，讓兩制政策急遽流

失民意市場。在兩岸事務方面，繞過政府的談判、缺乏民意基礎的協商，以及華

而不實的兩制承諾等，已使臺灣官方將和統及兩制定調為「和統是宣傳，武統才

是目的」、「一國兩制沒有臺灣方案」與「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主權」。

習近平對和統及兩制的不當預設，目的在將中共當局與港臺間的價值矛盾去脈絡

化，隱去彼此的衝突及不和諧，並藉託中華兒女之名，召喚港臺民眾團結在統一

及中國夢的後設敘事下。

伍、習近平「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再建構

一、去價值化策略

習近平宣稱代表我群的全國各族人民是「團結」的，藉由修飾策略對我群特

徵進行評價，同時也將「他者」定義出來並予標籤化。亦即各族人民均應團結在

中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並服膺其民族復興及一國兩制政策方針。那

些違背團結規範的就是他者，三無農民、退役軍人、宗教及邊疆民族反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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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異議人士，以及司法冤獄、遭當局強制拆屋的上訪民眾等，均因反抗

專政體制與威權政策，成為出現「不團結」偏差行為的他者，一旦透過對比蘊涵

（implicature by contrast）將這些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族群以偏差歸類，即

可宣告對其指摘、譴責或糾錯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習近平以「我」而非具有全體人民表徵的「我們」，代表黨中央及國家權力

機構向各界致意，人民從國慶的主體變成客體，顯露出中共的黨治特徵與假託民

本思維的人治本質，自我揭露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論述矛盾。此外，演說

所強化的「5 個堅持」係以共黨基本理論、路線、方略，以及和平統一、和平崛

起為主要內涵，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完全「被消失」。中共

意識形態的去價值化就是刻意提倡團結、和平的價值訴求，排拒能與西方國家開

啟溝通、尋求共識，但卻與其專政體制相矛盾的價值意識，藉以防堵西方布局「顏

色革命」。

由此觀之，習近平獨以團結、和平進行喊話，之於臺灣是在勸誘促統，之於

美國則在暗示鬥爭底線。而致力摒除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並挪取中國儒家思

想強調權威、秩序、集體大過個人的傳統意識，以及士大夫菁英入世的政治文化，

目的即在召喚「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認同。習近平刻意在西方普世價值

的對立面，豎起以王道、富強、善群等中華文化進行包裝的東方價值，就是企圖

以民族主義支撐民本政治思想，用「民本」對抗「民主」12，合理化習近平以黨

治國、我將無我的意識形態，從體、用兩面阻斷民主思潮向中共人治、黨治的合

法與權威性根基發出挑戰。

二、去協商化策略

面對全球經濟與貿易，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惟自

1978 年以降，「改革」與「開放」一直以並列式複合詞（compound word）的形

態被使用，但此次閱兵講話卻刪除了「改革」，「改革開放」變成以「開放」的

語彙單獨存在，呼應了 2018 年習近平自己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的宣

示：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習近平在慶祝改

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 年 12 月 19 日）。改革的消失，傳達出中

共國際交往方針將有轉折的訊號，同時也在低調回擊美國把民主、人權納入貿易

談判的舉動。美國要求中共在經濟、政治、宗教及人權等更多領域實施自由主義，

12 民本政治的主體為統治者，民主政治的主體則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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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則默以「只談開放，不談改革」回應，對任何侵害共黨政權延續的威脅，

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權等中共集權治理的軟肋，均直接略去以協商作為決策選

項的可能。

換言之，中共雖倡議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或雙、多邊貿易合作，但不會在政治、

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為此做出相應變革，順應開放的改革之舉宣告走入歷史。習近

平「新時代」的全球經濟參與就僅止於市場開放，且是以中共有參與制定的規則

或秩序為前提，亦即一種賣方市場（seller’s market）的態度。尤其 2019 年 5 月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赴美貿易磋商失敗，加上中共判定香港反送中運動有美國

在背後支持，導致中共認定貿易戰已由經貿、外交問題延伸到政治主權問題。這

使北京當局強烈警惕到美國可能以開放倒逼改革，故而斷然否決「改革」協商，

避免美國敲打與中共派系鬥爭相互利用，防杜貿易戰失利及香港反送中運動遭江

澤民上海幫的「倒習」勢力操作升級，以維繫習近平個人集權，並穩固共黨的政

治、社會與經濟支配地位。

三、去延續性策略

中共自 1978 年改以混合經濟模式取代計畫經濟後，「改革」與「開放」始

終合併稱之。四十餘年後，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而獨以「開放」代之。顯

然習近平正試圖弱化改革開放及其總工程師鄧小平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用，藉由

淡化「改革過程」，讓「開放成果」穿越時空與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路線勾串起

來，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與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區隔。

具體而論，中共不論施行文革、改革開放、左傾、右傾、階級鬥爭或經濟建

設，都是在「政黨居主」（the primacy of party）結構下，以主義、思想、理論共

構而成的意識形態為指導（李亞明，2006）。中共意識形態體系基本上是由各代

領導人與政黨間相互利用、促動、制約或妥協建構而成。逐漸鬆動的專政基礎，

須仰賴領導人設法維護及解套，領導人的政策主張則須委身意識形態結構之中，

才能被認定是黨的集體智慧結晶，並因而獲得職務以外的實際權力。然而，隨著

領導政權多屆遞嬗，意識形態結構需要吸納更多卸任黨魁的政策主張，導致結構

體持續膨脹，最終無以容納（李英明，2017）。

進言之，中共意識形態的論述範疇有限，習近平必須讓鄧小平理論及依附

其下的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退出意識形態結構。故習近平將開放的條件從「改

革」置換成「鬥爭」，把長年僭越人民作為改革主體的「鄧」以「毛」代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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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斷裂，製造民眾認知真空，進而確立改革開放的非延續性，

將鄧小平理論推入歷史，宣告意識形態結構從改革開放轉向新時代。習近平思想

即能越過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直接上連毛澤東，形成意識形態串接，以便

於自我宣稱「習思想」承繼於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係有別於改革開放時期

的新時代意識形態代表。除褪去鄧小平理論對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功能，亦

讓習近平得藉意識形態承繼的斷裂，擺脫老人政治束縛，創造出更加充分的決策

裕度，為後續採取左傾策略應對貿易戰及香港民運，預做準備。

四、再主權化策略

習近平於國慶前日的晚宴上，同時提到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隔日閱

兵講話卻略掉九二共識，將兩岸關係與一國兩制對接，就「習五條」宣稱要「探

索」兩制臺灣方案 13 的行動釋出階段性答案。顯然習近平在兩岸關係的主控上，

較 2019 年初更加自信，給出的態度則是：求同原則不變，但對存異的容忍度將

驟降。習近平還以「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替兩岸關係的發展做出片

面總結。

中共在淡化九二共識、只談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向「我們」這個集體表徵進

行召喚，我們係指涉堅持共產黨領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的各族

人民與海內外中華兒女。習近平沒有召喚臺灣民眾，讓臺灣民眾喪失「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動性，奪去臺灣參與兩岸關係規則制定的權利及論述能力。

此外，相對於「我們」的召喚，臺灣民眾被塑造成他者，對習近平維繫國族認同，

以及激發境內民族主義「出征」臺灣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總的來說，閱兵講話中關於兩岸的論述，就是轉向封閉主權爭議的模糊空

間，將命題的預設層次回歸「主權化」格局，把兩岸事務的討論明確置於該架構

下。這將剝奪臺灣在主權上「各自表述」的權利，直接確立「和平統一」的總基

調就是「一國兩制」。兩岸的統一論述便從「主權爭議」降格為「制度協商」，

由務虛轉向務實，自一貫的「雙方協商後擱置」改變成「片面預設後擱置」，呈

現一種沒有急迫性卻又收緊論述彈性的操作。

13 「習五條」為 2019年 1月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週年」紀念會上提出的對臺工作
綱領，其中最受關切者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王堯、馮學知，2019年 12月 19日；習近平，
2019年 10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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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研究處理了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官方論述，聚焦在閱兵典禮上的習近

平演說。研究發現，習近平形構了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鬥爭重建秩序

等 3 組論述。而透過 Wodak 提示的分析架構，本研究發掘出講稿中採取的幾項

論述策略：

首先，在自我指涉上，習近平以「我」指稱自己作為黨政軍最高機構代表的

身分，重複演示了「三位一體」的至高領導權威與絕對的政治控制力。習近平另

以「我們」指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各族人民、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塑造

而成的「中國」想像與認同，並嫁接了共黨專政的國統與法統正當性，讓愛國與

愛黨劃上等式，剝奪不同民族對「中國」族屬認同的歧異與反抗動能。

第二，在謂語策略上，習近平多次鏈結「偉大的祖國」與「我們」，並動員

感到自豪、努力奮鬥等正面修辭，在我群中醞釀民族優越感及團結意識，作為激

發愛國主義的燧石；而閱兵論述的他者，係透過我群的召喚被對立出來，最明顯

者即是被隱喻為妨礙力量的美國。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指涉美國對

中政策，喚起民眾對近代屈辱歷史及美帝殖民主義的集體記憶，操作「團結抗美」

共識，藉以驅策群眾並對美形成警惕。

第三，在價值框架上，習近平以「建國」框架隱去「竊政」的事實，並透過

暗示共產黨的先進性來製造他者的落後標籤，確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

從關係，同時借力愛國主義，召喚民眾「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認同。習近平

還召喚了「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觀，從體、用兩面對抗西方民主思潮；

在港臺布局上，習近平提出「團結」與「和平」的價值框架，將兩者互為因果，

並於「和平」裡包藏武力解決選項，藉和平來裹脅團結，以「民族團結」向「民

主制度」鬥爭。在兩端框架的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讓臺灣從論述裡「被

消失」，削弱臺灣在兩岸關係中的論述與實踐能力。

第四，在與美國的價值鬥爭中，習近平以全球化論述來對抗美國的去全球

化政策，藉由連結國際「反美孤立主義」，將全球化戰線從經濟談判轉向政治捭

闔。值得注意的，習近平將美國隱喻是阻撓中國的力量，卻未將其置於主要位置，

減弱美國阻撓行動的責任，顯然中共雖對貿易戰不願示弱，但對節外生枝亦不樂

見。

第五，在強化策略上，「堅持」被頻繁用來動員民眾支持共黨專政與中共

當局的政策，映射出習近平捍衛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及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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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習近平還將「5 個堅持」塑造成對抗西方勢力及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解

決方案，惟在「堅持」論述中，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卻

完全匿跡。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不斷升級之際，中共做此論述特別值得警惕。

第六，在論證策略上，習近平確實操作了許多論證謬誤來達到政治目的，包

括以虛假關係、後此謬誤來扭曲史實，藉以鞏固共黨專政和社會主義路線；亦訴

諸真理斷言及規範權利斷言，各自動員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試圖湮滅歷史

錯誤與政治責任；習近平還將北京當局與港臺間的矛盾去脈絡化，把論述的表象

（representation）指向和諧社會，藉祖國統一的召喚，將港臺民眾團結在中國夢

的集體想像下。

在意識形態建構部分，習近平採取了去價值化、去協商化、去延續性及再主

權化等策略。總的來說，習近平終結鄧小平以降的改革開放時期，揭示後改革開

放「新時代」，假託民本政治思想，以延續共黨專政結構、抑制反對派系，以及

鞏固「習核心」個人集權；對香港及兩岸問題則趨向「戰略擱置，戰術頻擾」，

在涉及主權議題上，透過行政、法制、宣傳等措施強硬表態，對港從自治轉向高

壓，對臺則棄「一中各表」而就「一個中國」，但在港臺問題的徹底解決上，卻

無具體時間表。因中共當局認知，解決港臺問題必先解決美中問題。

與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衝突上，中共操作反美情緒，召喚

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動員國族主義與民族精神，抗衡「美國優先」引發

的多元衝擊，並藉以支持兩國在空間、行動上展開的長期鬥爭。換言之，習近平

的閱兵論述普遍展露一種「鬥爭」格局，而作為亞洲區域強權，此般政治路線與

政策方針，恐有導致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雙輸結果或使各方陷入利空之

虞 14。

本研究在主題、理論觀點與方法上，結合了儀式、傳播及 CDA，以中共閱

兵論述的儀式傳播為主題，有助拓展傳播文化研究的領域；此外，CDA 應用於

儀式傳播研究的嘗試，一方面延伸了論述研究的範疇與知識，另方面隱喻作為研

究儀式傳播與傳播儀式觀的聯繫窗口，藉由 CDA 對其進行解讀的研究路徑與方

法，明確了儀式傳播分析從傳播儀式觀出發，朝文化轉向的可能。

本研究基於傳播儀式觀，認知中共閱兵論述為一儀式性傳播，既是儀式，也

14 納許均衡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參與者的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中，參與者在
知悉彼此均衡策略下，只要有人不改變策略，個別參與者就無法改善自己的狀況 (Osborne & 
Rubinstein, 1994)。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就是典型案例。在賽局中，當任何一方通過
不合作而獲得優勢時，所有參與者隨時都會面臨囚徒困境，該模型證明了參賽者堅持以自我利益
作為出發點時，雙贏或雙輸結局的概率相當（巫和懋、夏珍，2002）。



JCRP, 11(1), January 2021168

是傳播。中共通過儀式隱喻，將民眾聚集起來，使其在符號互動中，共享復刻的

歷史文化、召喚而來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我群與他者共構的團結抗美想

像，並就儀式秩序自我構建、相互約束，藉此連結社會，最終完成對共黨專政合

法性、權威性的確認，並將自我納進中國夢的集體想像中。

然而，中共閱兵儀式的隱喻，必須從承載社會控制與意義體系的閱兵演講中

探尋。故本研究從文本中窺看論述內在結構的不一致，從而揭露隱藏於論述實踐

中明示、暗示的操縱或說服特徵，有利於洞察習近平的政治意圖及中共在其領導

下的政策趨勢。惟本研究的局限在於，這場閱兵活動實際上吸引了兩岸三地及國

際社會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及網路社群也都提出體現各自主張的論述，但因研究

目的之故，並未處理更多與意識形態競爭相關的部分；此外，習近平通過閱兵論

述進行的政策宣傳，其具體效益為何，亦是本研究未能關照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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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在過往大眾媒體時代，公關實務工作多著重在新聞發布與媒體關係的建立，

也仰賴主流的新聞媒體與記者協助傳遞訊息給社會大眾，因此其中專業倫理的討

論，也傾向由新聞與資訊內容的角度進行探討；然而隨著網路發展與社群媒體

日漸普及，公關實務工作內容變得更加多元，專業倫理議題也面臨新的挑戰。

在 Wright & Hinson (2012) 的調查中曾發現，企業在社群媒體上主要的管理者經

常是企業溝通人員或公關人員，他們除了要負責監測不同社群上的公眾意見外，

Men & Tsai (2012) 更認為企業使用社群媒體，必須要經營網路上與公眾的關係，

反映著現今公關人員的社群媒體相關實務除了透過網路搜集與瞭解公眾意見，另

一方面也需要在網路上為組織創造曝光與聲量，例如為企業或品牌在臉書上建置

官方粉絲專頁、與網路意見領袖之部落客進行合作，產製社群媒體內容，或者

於網路論壇上為品牌創造更多的討論等，其中衍生出了新的公關倫理議題，例如

Gallicano, Bivins, & Cho (2014) 就曾討論當企業執行長的部落格由雇用的寫手撰

寫內容時，是否應加以揭露相關事實；Sweetser (2010) 的研究則認為企業於社群

媒體上的資訊若未適當揭露或透明化，將影響公眾對組織的信賴感。總而言之，

新媒體的採用促成了公關實務工作轉型，同時也讓產業面臨更多爭議，因此倫理

議題的討論應該更形重要。

面對網路時代下公關專業倫理的新議題，部分學術研究已嘗試展開一些貼

近實務的討論，DiStaso & Bortree (2014) 曾在 Arthur W. Page Center 的贊助下，

邀請多名學者進行以新媒體與公關倫理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計畫，最後集結成

《公關中社群媒體的專業倫理實務》（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一書，書中各章節探討的主題廣泛地從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議題、危

機溝通與政府公關等多個角度切入（例如：Bortree, 2014; Coombs, 2014; Sweetser, 

2014; Tirkkonen & Luoma-Aho, 2014），書中研究較多以個案分析的方式，描繪

與討論組織如何於社群平臺上回應與管理議題（例如：Coombs, 2014; Logan & 

Tindall, 2014; Sisco, 2014），亦有內容分析研究比較組織在不同社群平臺上的發

文，以探討組織如何與公眾進行對話（例如：Berg & Sheehan, 2014; A. M. Lee, 

Gil de Zuñiga, Colemen, & Johnson, 2014）；從這本專書的內容與研究主題可見，

社群公關實務有諸多面向都牽連著專業倫理的議題，也顯示出相關研究未來仍有

許多值得延伸探討的可能。 

近二、三十幾年公關學者以網路與新媒體為主題的研究日益增加，但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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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中探討相關倫理議題的研究則仍是少數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Ye 

& Ki, 2012)，有學者認為其背後原因可能是因為公關實務工作上對於專業倫理的

標準和要求實際上並不高，也有可能是因為理論性的學術論述，對於公關從業

人員協會或坊間企業組織在訂定工作倫理守則時，通常也不太會被採用作為編

訂規章時的參考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S. T. Lee & Cheng, 2012)。此外，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也曾批評多數的公關倫理研究受到同為傳播學門中

新聞倫理文獻影響，認為公關專業倫理的研究在學理上往往難以跳脫新聞倫理討

論的框架，以至於研究結論往往無法提供公關實務從業人員一個清楚的指引方

針。

過往在公關學者與公關實務人員提出的意見中，大多都認同倫理是公關專業

的重要核心 (Bowen, 2004; Day, Dong, & Robins, 2001;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Grunig, 2001)，例如美國公關人員協會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n.d.) 

就條列出了公關從業人員的專業守則項目（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PRSA] Code of Ethics），內容涵蓋倡議（advocacy）、誠實（honesty）、專業

（expertise）、獨立性（independence）、忠誠（loyalty），以及公平（fairness）

等核心價值，然而學者們亦曾評論倫理的守則雖有其參考的價值，但原則性的條

文若對應公關實務中繁忙瑣碎的日常工作，很可能會顯得過於模糊，因而倫理守

則對於從業人員在具體實踐上的助益並不大，也可能無助於公關人員在組織面對

倫理挑戰時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Curtin & Boynton, 2001; Huang, 2001; Fitzpatrick, 

2002)。

早期一項北美地區的調查研究就顯示，組織於內部倡議倫理議題時，公關人

員往往未能發揮具有決策性的影響力 (Fitzpatrick, 1996)，較近期的研究也發現，

既有的公關教育與訓練仍欠缺足夠與倫理相關的內容，難以預備公關人員成為

組織或企業在倫理議題上的管理者或領導者 (Bowen, 2008)；同樣的，國際公關

從業人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cators, IABC）針對

會員的調查也顯示，企業公關人員在職訓練的課程中，專業倫理的內容所占不

多，約有七成受訪者表示過去在求學過程中也極少接觸倫理相關的內容 (Bowen, 

2006)；更近期以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成員為樣本的研究也發現 (S. T. Lee & 

Cheng, 2012)，約半數受訪者在職涯中未曾有倫理相關的訓練，而大專以上學歷

的受訪者中，也約有半數表示過去在校園中不曾修習相關課程內容。由這些發現

皆可看出公關專業倫理的理念與實務之間，可能仍存有相當的落差，也凸顯出如

何將公關倫理的認知轉化為更具有道德性的實踐作為，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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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國外公關學者與公關專業協會對於從業人員在倫理素養上的重視與要求，

與前述研究結果相對照之下，可看出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間的落差，而目前在中

文的文獻中尚未找到有類似的調查或研究，可提供接近本地的觀察。目前在臺

灣的公關專業協會組織主要有二，一為「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1，另一為

「臺灣／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Taiwan/Taipei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TIPRA）」2，兩協會在成立宗旨或組織目標中都提及倫理相關的意

念，例如誠實、促進公眾利益，與提升專業地位，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針對倫理議

題的守則或論述，但從其創辦理念與協會活動中，仍可看出協會成員並未放棄對

於專業理想的追求。

然而對應臺灣的社群媒體實務現況，「網路口碑行銷」、「業配文」、「論

壇寫手」以及「網軍」等現象，已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注意、討論甚至批評，例

如新聞報導 2013 年間臺灣三星電子公司曾指派集團子公司鵬泰顧問有限公司進

行網路宣傳，聘請寫手或是自家員工假裝是網友分享公司產品的使用心得，並攻

擊競爭對手宏達電的產品，成為「寫手門」事件，繼網路熱烈轉發該事件相關資

料，媒體也加以報導，最後政府對三星處以千萬元的罰款（嚴思祺，2013 年 10

月 24 日）；又例如在 2019 年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列了 1,450 萬預算雇用網

路小編澄清網路不實謠言，受到質疑以人民納稅錢培養「網軍」，此後「1450」

便成為政治性「網軍」的代名詞（勞倫溼，2019 年 8 月 14 日；蔡晉宇，2019 年

12 月 4 日）；網軍的案例亦可見於在 2020 年 1 月，檢警起訴之前被媒體冠上稱

號的「卡神」，起訴書認為她於 2018 年間曾指揮網軍汙衊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

其網路霸凌行徑間接造成該處處長輕生之不幸（王聖藜，2020 年 1 月 22 日）。

寫手門事件中的從業人員當初面臨什麼樣的情境，如何進行道德上的思辨，而網

軍不一定由專業的公關人帶領，類似的宣傳手法在公關實務的觀點中如何定位等

問題，都可延伸討論整體公關產業對於相關議題的意識與重視程度如何，以及實

務中如何進行討論與管理上的應對，亦即本研究希望探討的主題。

綜合以上，公關倫理議題所關注的是公關從業人員對於是非的認知與判斷，

以及其實務工作中如何實踐道德的作為，本文即希望透過調查臺灣地區的公關公

1 財團法人公關基金會（n.d.）在成立緣起中提及，「宣揚公共關係的真意理念，提升公共關係事
業的社會地位」之宗旨。

2 臺灣與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n.d.）在組織目標中提出，「維持並保證公關之合法、誠實、
淨化和真實，以促進及保障一般大眾之利益」之協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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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組織內部的公關人員，瞭解目前在地公關人員對於相關倫理議題的認知，並

嘗試探討既有的公關教育與組織內部訓練如何傳遞與管理相關的倫理知識，除了

有助提升公關實務在專業倫理的管理，亦企盼能為未來在地公關專業倫理的研究

提供了一個延伸討論的基礎。

貳、文獻回顧

一、社群媒體採用與公關倫理

早期社群公關的研究主要為調查不同領域的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

況，也逐漸觀察到新媒體為公關產業帶來轉型的趨勢，例如：Eyrich, Padman, & 

Sweetser (2008) 以 IABC 與 PRSA 的成員為研究對象，廣泛詢問其公關工作中是

否有使用各種網路工具，約有四成受訪者表示已使用部落格於公關工作中，而採

用社交網站的受訪者則接近兩成半，也發現公關公司的實務人員比起企業內部、

教育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公關人員，更有意願採用新媒體。後來Curtis et al. (2009) 

調查美國非營利組織時則發現，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更為普遍，半數

以上的受訪者已採用社群網絡、部落格與微型部落格（如：推特 [Twitter]）等；

Avery et al. (2010) 也針對美國不同地區的政府公共衛生部門進行類似調查，發現

使用社群媒體於健康宣導工作的政府人員比例略低於兩成，其中社群網站採用度

最高，其次為部落格與網路論壇，從中可觀察到，新媒體的採用其實受到組織與

環境性因素的影響。

後續也有類似的研究調查在中東地區進行，當地學者也觀察到公關產業有

逐漸增加運用社群媒體的趨勢 (Alikilic & Atabek, 2012; Khajeheian & Mirahmadi, 

2015)，Alikilic & Atabek (2012) 針對土耳其公關協會成員所進行的小樣本調查中

（N = 126），社群網站採用比例雖不到五分之一，但仍被視作是公關未來最重

要的溝通工具。總而言之，前期的這些調查呈現出不同國家與不同產業領域的

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也可窺探出公關從業人員看待新媒體帶來產業轉

變所抱持的態度，可能因所屬組織或情境而有不同，另一方面這類調查也凸顯出

在公關產業內，公關人員必須思考如何協助組織應用與管理社群網站等新媒體工

具。Diga & Kelleher (2009) 的研究調查就發現，愈是經常運用社群媒體的公關人

員，往往愈認為自己在組織內有較高的專業權力與決定權力。

除了調查不同領域的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過去以社群媒體為主

題的公關研究亦有相當的數量著重在探討社群媒體在公關實務中的功能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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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析與比較不同新媒體的特性，以及它們與在組織溝通中可發揮什麼特色 

(Seltzer & Mitrook, 2007; Smith, 2010; Sweetser & Metzgar, 2007; Trammell, 2006; 

Yang & Kang, 2009)，這類研究結果大多歸納認為新興媒體的特性，往往更符

合公關學者主張的雙向對等與對話式的溝通 (Grunig, 1992; Grunig & Hunt, 1984; 

Kent & Taylor, 1998, 2002)；以 Seltzer & Mitrook (2007) 的內容分析研究為例，在

比較組織在部落格與傳統網站的介面後，研究結果認為組織在部落格的互動式

溝通表現更佳。由這類研究的結論中可觀察到，比起早期研究認為官方網站是

組織與公眾對話的重要媒介（例如：Kang & Norton, 2006; Kent, Taylor, & White, 

2003），有學者們認為，溝通形式較為新穎的部落格或其他社群媒體，更有利於

組織與公眾進行有效的互動與對話，而得以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

之後 Waters, Burnett, Lamm, & Lucas（2009）的研究，也透過內容分析研究

檢視非營利組織的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以瞭解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人員如

何運用臉書平臺上不同的功能，結果發現，整體而言非營利組織在臉書上有關資

訊揭露的道德表現頗佳，有其開放性與透明性，但平臺上影音與互動功能的應用

則較少，因此建議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人員未來可再加強善用平臺本身多媒體的特

性。綜觀以上研究可看出，社群公關的研究逐漸觸及了倫理議題，但學者尚未聚

焦在道德面的探討，而是在公關效益的討論中，表示良好的溝通是立基於透明與

開放的資訊，以及充足的對話與互動之上。

更後期有公關學者開始以社群實務的公關倫理作為研究主題，但所使用的研

究方法與理論概念大致未脫離之前的研究取徑，例如 A. M. Lee et al. (2014) 以 25

間美國五百大企業為觀察對象，採取內容分析法比較其臉書與推特的經營情況，

研究結論認為企業在臉書上的資訊內容更為充足完整，並且更能做到回應問題，

以及與消費者互動與進行對話，因而具有更高的道德性。藉由 A. M. Lee et al. 的

研究與推論可觀察到兩點，首先，相關研究仍依循著早期用於探討新媒體採用的

對話理論 (Kent & Taylor, 1998, 2002)，同時，社群媒體因為具有高度互動的特性，

似乎被視為是公關進行更符合倫理溝通的利器，這類推論可能偏漏了伴隨社群媒

體便利功能而來的爭議性問題，單純依循對話理論也可能難以探討社群公關實務

中負面議題的全貌。

大約同期的 Bowen (2013) 同樣透過內容分析與個案式的研究取徑觀察社群

公關實務的倫理面向，但她在研究中嘗試提出自己的主張，條列出具有理論性的

道德規範，她建議社群媒體公關倫理規範應包括（同上引 , p. 126）：公平謹慎（be 

fair and prudent）、不欺瞞（avoid deception）、尊嚴與尊重（maintain dig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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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對等（is it reversible）、透明（be transparent）、可清楚識別身分（clearly 

identify）、註明資料出處與來源（verify sources and data）、建立責任（establish 

responsibility）與檢驗動機（examine intention）等。Bowen 提出的規範性建議主

要依據其企業案例的分析，她以五則正、反面的案例探察公關實務在社群媒體上

所面對的專業倫理議題，其中負面案例包含了：零售商 Walmart 設置假部落格，

速食連鎖店 Carl’s Jr. 請名人發送推特訊息卻未揭露付費的事實，後面兩個案例違

背了公關誠實不欺與必須公開揭露客戶身分的準則，其溝通手段的不當造成了倫

理上的爭議，也是其道德問題的本質。

Bowen (2013) 關注於探討溝通手段或溝通過程的正當性，以及個人倡議條列

式的社群公關倫理規範，主要是採取了過去道義論（deontology）的觀點，Kant 

(1783/1977) 的道義論的理論核心強調個人有責任遵守規範與原則，簡單的來說，

從道義論的觀點，要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看重的是過程中該行為是

否遵循規範，而較不強調行為最後的產生的結果或影響；Bowen (2013) 的論點即

依循了規範性理論的框架，透過正、反面案例情境進行主觀的觀察與分析，所歸

納出來的各項概念之中，少部分雖是公關價值的描述（例如：尊嚴與尊重），更

多數是社群公關作為的守則（例如：公開識別身分與註明出處），她的論點可作

為調查公關人員如何看待社群媒體的應用實務所涉及的道德議題時的參考。由

社群公關研究的理論脈絡至此亦可觀察到，採取道義論而關注溝通手段正當性

的學術討論較多，而看重溝通結果對於他人乃至對於社會的影響的功利主義取徑

（utilitarian approaches）或「結果論」（consequences）(Gower, 2007)，則較少被

提出一起進行探討，這點亦值得未來研究者嘗試開展公關倫理理論架構時作為參

考。

二、倫理知識與道德管理

從理論到實踐，公關人員倫理相關的認知從何而來，如何建立，又如何於工

作中落實，過去相關研究所瞭解的仍頗為有限。S. T. Lee & Cheng (2011) 曾訪談

20 位美國公關產業具有領導者地位的資深實務人員，研究結果發現公關倫理議

題的領導者本身俱備的價值理念，有其一大部分扎根於個人的價值觀，而不一定

與其職務或專業背景有關，顯示出公關專業倫理的知識，即公關工作中是非的判

斷過程裡所隱含的知識，有個人化的特質。Kupperman (1970) 定義「倫理知識」

（ethical knowledge）為「知道何謂對，何謂錯，以及我們有責任做什麼，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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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價值的知識」（同上引 , p. 8），而當倫理的知識有其個人化、抽象、與難

以傳遞的本質 (S. T. Lee & Cheng, 2012)，如何於組織中管理與實踐倫理的理念，

以及提升人員在決策過程中的價值判斷的能力，便成為公關專業倫理在組織管理

上面臨的挑戰。

所謂倫理的管理（ethics management）即是希望透過正式化、有系統的管理

手段，協助組織達到實踐倫理作為的目標，並且妥善回應社會上不同利益關係人

的期待 (S. P. Kaptein, 1998; Wieland, 2003)。一般來說，倫理管理在組織管理的設

計上可能包含了幾類面向，例如：正式的倫理守則、負責相關政策與俱有監督功

能的倫理委員會、相關的溝通管道與平臺（例如：通報或諮詢熱線）、專職負責

執行倫理政策的高階主管、提升倫理意識與認知的相關在職訓練、對不道德的行

為有正式處罰性規範，以及對合宜的道德行為提供誘因與獎勵 (M. Kaptein, 2010; 

S. P. Kaptein, 1998; S. T. Lee & Cheng, 2012; Weaver, Treviño, & Cochran, 1999; 

Wieland, 2003)。在企業倫理的討論中，倫理的管理大多偏重討論如何將倫理的

議題於組織內正式化與結構化，例如設立倫理委員會 (Sims, 1992; Weber, 1981)，

以及探討管理者如何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實踐與執行，例如經理人可與員

工在正式的會議中，或在日常的聊天中進行討論（如：McCoy, 1985; Murphy, 

1988）。

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論述提供了適合探討公關倫理管理

的學理角度，McPhail (2009) 就認為倫理相關的知識有其抽象、較為個人化的部

分，是隱性的知識而非清楚外顯的知識（tacit knowledge vs. explicit knowledge）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在學理的概念上，隱性

知識與顯性知識的主要區別之處在於知識可以透過明文方式呈現而得以被分享

與傳遞的難易程度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顯性的知識通常可

以很容易以文字表達，在組織內也可常見以守則、規章或專利的形式呈現，而

隱性知識相較於顯性的知識則比較不容易表現或呈現，不易訴諸於正式文字，也

不容易透過正式的管道傳遞給他人，然而這類隱性的知識對於組織而言往往是

重要知識的核心，也是組織創新的泉源，提倡知識管理的學者就主張組織必須

將重要的隱性知識加以管理，於組織內作有效的傳遞與共享，才能夠促使組織

進步 (Drucker, 1993, 1994;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 

Toffler, 1990)。另外一方面，隱性知識相較於顯性知識的概念上，還有個人化的

特色，亦即隱性知識往往深藏於個人心中，也附帶著獨特情境條件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例如倫理知識最終在行為上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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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即可能是個人與情境互動的結果 (Trevino, 1986)。

組織針對倫理議題進行的管理工作，即透過正式化的途徑或手段影響員工道

德意識與行為，學者將之視作組織控制與管理員工的一種機制，目的是為了建立

員工行為的標準，並確保員工行為符合倫理與法律的規範 (Weaver et al., 1999)；

也就是說，組織針對倫理議題所建立的管理機制，有其目的性 (S. T. Lee & Cheng, 

2012)，而在執行上，不同組織的倫理管理機制所重視的面向與控制的程度則有

所差異，偏向強制性與重視順服性的倫理管理機制（coercive or compliance-based 

control）更為強調行為的規範與限制，例如透過懲罰的手段來管束組織認為不合

宜的行為，相反的，以價值為基礎的倫理管理機制（value-based control），則更

為希望建立員工對於企業核心價值的認同，再藉此確保組織成員作出合宜的行為 

(Adler & Borys, 1996; Etzioni, 1961; Gouldner, 1954; S. T. Lee & Cheng, 2012; Scott 

& Meyer, 1991)，而其中領導者通常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即是透過樹立行為模範

（modeling），亦即以身作則的方式，傳達組織所認同的價值、態度與行為以影

響員工 (S. T. Lee & Cheng, 2012)；也有學者認為，強制性與價值型的倫理管理機

制亦可能同時成立，因為這兩種機制都強調遵守規範與準則，一方面監督組織成

員的行為，一方面約束不合宜、違規的行為，而重視員工價值認同的管理控制機

制，則更常採取透過教育訓練的手段，希望激發員工自身對於倫理價值的嚮往，

以及對於組織核心價值與目標的認同，最終建立起重視倫理價值的企業文化 (S. 

T. Lee & Cheng, 2012; Paine, 1994; Trevino, 1990)。

前面所提及的 PRSA 與 IABC，亦多藉由文字性的守則與規範以管束公關

產業的從業人員，雖然對於文字性守則的熟習程度有助於提升個人的道德意識 

(Wotubra, 1995)，然而一般性的守則不一定能適用於公關人員日常所面對的多

樣情境，實際在執行或應用上往往有其困難 (Curtin & Boynton, 2001; Fitzpatrick, 

2002)，一般來說，在國際間知名的公關公司與本地較具規模的公關公司，可以

見到有專業倫理相關的規範或教育訓練，但攸關新媒體的倫理議題如何在組織內

進行管理，是透過正式的文字守則、獎罰機制的設計、教育訓練的課程或工作坊、

同仁間的聊天討論，或者僅憑藉個人對於職場一般的直覺判斷，在過去的文獻中

尚未見有相關著墨，仍待進行更多的研究與探討。

因此基於前述的討論，為瞭解臺灣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與新媒體相關議題

的觀點，以及探討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與倫理知識的管理方式，本文提出以下幾

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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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 臺灣公關人員是否看重專業倫理的議題？

研究問題二： 哪些社群媒體的相關倫理議題受到公關人員的重視？

研究問題三： 公關人員如何看待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

研究問題四： 公關人員如何管理新媒體相關的倫理議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國內公關公司與國內企業或組織內部的公關人員，有鑒於

臺灣地區未有如美國之大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可提供實務人員名單供調查研究使

用，本研究樣本之建構，首先依《動腦雜誌》所排名之國內大型公關公司名單、

《天下雜誌》列名於標竿企業之 25 大行業名單，以及喜馬拉雅研究基金會出版

之非營利組織名錄，總共 314 家組織，逐一整理出公關相關部門聯絡資訊後，每

家分別以郵件與電話並行詢問參與研究意願，再配合各公司意願提供紙本問卷或

問卷網頁連結方式進行資料搜集，最後共回收 194 份有效問卷。估計各公司的回

覆率，以收到回應同意參與研究的家數除以有效家數（包含回應答應填答、拒絕

參與、與聯繫上但未有回應者，資料錯誤或聯繫不上的無效樣本則加以扣除），

計算出回覆率約為 17%。受限於實務人員參與研究之意願，本次研究回覆率略為

偏低，但與過去以臺灣地區五百大企業公關人員為母體的研究相比差距不大（劉

千祥，姚惠忠，2018；Huang, Lin, & Su, 2005），樣本數也頗為接近。

問卷問題除了基本題項外（年齡、性別、學歷、教育背景、公司類別與所服

務的產業類別，以及網路新媒體的使用情況等），主要包含四大部分：

一、 有關公關專業倫理的認知，參考 S. T. Lee & Cheng (2012) 研究，相關題項主

要有三部分：（一）對於倫理議題的重視程度與工作情境包含有三題，分別

為「『公關專業倫理』對於公關是重要的議題」與「在我的公司是重要議

題」，以及「工作中我常遇到相關的難題」；（二）關於倫理責任的看法，

包含三題：「是公關人員個人的責任」、「管理階層是推廣的重要角色」與「管

理階層比一般人員有推廣責任」；（三）為探究受訪者對於倫理知識的本質

有何認知，由S. T. Lee & Cheng相關題項中挑選較適用於一般情境之問題（例

如刪除參與「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之題項），最後問卷共編修七項與知

識管理概念更為扣連之題項：「可從工作中學習而來」、「多基於個人經驗

的判斷」、「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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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與「可透過正式會議

討論學習」等，上述題目之答項皆使用李克特氏（Likert）五點同意度量表（1

分 = 「非常不同意」，2 分 =「不同意」，3 分 =「普通」，4 分 =「同意」，

5 分 =「非常同意」）。

二、 關於網路新媒體倫理相關議題的看法，參考 Bowen (2013) 的原則，對應臺

灣情境與產業現象提出初探性題項，詢問受訪者「在新媒體應用上，以下您

認為是否認為是『公關專業倫理』的迫切議題？」，包含：「訊息的真實性」、

「隱私權相關議題」、「企業保密相關議題」、「配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

「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僱用寫手發表訊息」、「付費給部落客」、「不

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虛擬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付費創造活

動票數或按讚」、「言論批評他人」、「言論攻擊他人」、「大眾不信任網

路資訊」、「社會認為公關人員道德感低」、「公關人員的價值觀」、「公

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等，共 16個題項，答項使用 Likert五點同意度量表（1

分 =「非常不同意」，2 分 =「不同意」，3 分 =「普通」，4 分 =「同意」，

5 分 =「非常同意」）。

三、 有關組織如何將倫理知識進行管理，參考過去研究 (S. T. Lee & Cheng, 2012;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倫理知識管理的相關題項包含兩題：

（一）為瞭解組織是否有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題目為「請問您公司是否

有任何關於『專業倫理』的文字守則或規範」，項包含「是」、「否」與「不

確定」；（二）探詢有關倫理守則的應用與管理方式之題目，該題為複選題，

題項包含：「新進人員訓練」、「簡短文字海報」、「發給每位員工」、「規

定員工閱讀後簽名」、「遇到難題時的參考」、「不太有用」，或「其他（請

說明）」等 7 項。

四、 組織內與新媒體相關的倫理守則與所規範的面向，其中有三類題目：（一）

組織是否有規範，題目為「請問您公司是否有『新媒體』或『網路』相關工

作守則或規範？」，答項包含「是」、「否」與「不確定」；（二）新媒體

或網路相關的工作守則或規範內容為何，題目為複選題，答項包含：「發布

訊息的審核流程」、「確定訊息正確無誤」、「確定內容符合事實」、「必

須公開註明身分」、「禁止負面或攻擊性言論」、「禁止談論工作機密」、

「說明政府相關法規」、「隱私權議題」，與「其他（請說明）」；（三）

有關倫理議題與規範如何與組織中進行溝通與討論，該題目為複選題，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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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從未討論」、「開會討論」、「員工訓練」、「同事間聊天」、「詢

問上司意見」、「上司直接表達意見」，與「其他（請說明）」等。

肆、研究結果

根據填答者在人口結構的資料顯示，本次研究樣本約有八成左右為女性公關

從業人員（81%），平均年齡為 32.7 歲，大約八成左右就職於本國企業（82%），

近兩成服務於外商或以外資為主的公司（18%）；約五成左右的受訪者任職於公

關顧問公司（公關代理商），服務產業別或主要工作領域以消費性產品為最多

（約六成），其次有高科技產業、企業社會責任、醫藥產業與財務金融產業等；

學歷背景方面，約六成的填答者具有大學學歷（63%），三成多有碩士以上學歷

（35%）。

在新媒體的使用情況上，受訪者表示最常使用的幾個平臺中以臉書最為頻繁

（93.7%表示使用臉書；73.9%回答「經常」，12.7%回答「偶爾」，7.0%「很少」，

6.3%「從未」），其次部落格與網路論壇使用情況也頗為普及（73.6% 表示使用

部落格；24.8% 回答「經常」，28.9% 回答「偶爾」，19.8%「很少」，26.4%「從

未」；69.6% 表示使用網路論壇；18.8% 回答「經常」，29.5% 回答「偶爾」，

21.4%「很少」，30.4%「從未」），使用行動通訊軟體的受訪者也不少（54.7%

表示使用行動通訊軟體；25.6% 回答「經常」，13.7% 回答「偶爾」，15.4%「很

少」，45.3%「從未」），亦即社群媒體中最常見的工作實務為建置官方粉絲團、

與部落客合作、網路論壇的合作活動，以及設立 Line 平臺上的官方帳號。

一、專業倫理與新媒體議題（RQ1 & RQ2）

關於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重視程度如何，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公關專業

倫理對公關是重要議題，幾乎有90%的受訪者是同意的（59.3%的受訪者表示「同

意」，30.4% 表示「非常同意」）；詢問對於其公司是否為重要議題時，同意度

較前題略低，約為 80%（49.5% 表示「同意」，29.9% 表示「非常同意」）；至

於受訪者是否認為自身工作常遇到倫理相關的難題，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同意」

（45.6%）以及「普通」（35.8%），部分表示「不同意」（11.4%），少數表示「非

常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分別為 6.2% 與 1.0%）。攸關公關倫理責任的認知，

僅約半數受訪者同意是公關人員個人的責任（38.3%表示「同意」，11.4%表示「非

常同意」），相較之下，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更同意管理階層在倫理議題的推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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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重要角色（55.2% 表示「同意」，28.9% 表示「非常同意」），並且認為管

理階層比一般公關人員具有推廣責任（53.6% 表示「同意」，24.7% 表示「非常

同意」）。為探討受訪者是否因組織情境不同而看法有異，因此進一步比較公關

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題項的認知與態度，資料分析結果並未發現

兩組受訪者有顯著差異。

有關新媒體在公關實務中可能面對哪些專業倫理上的挑戰，資料顯示有多項

相關議題值得關注（請見表 1），其中，受訪者認為最迫切的主題為「隱私權議

題」（M = 4.11, SD = 0.73）、「提供真實訊息內容」（M = 4.07, SD = 0.68）、「企

業保密相關議題」（M = 4.03, SD = 0.77）與「法律上相關規範」（M = 4.03, SD 

= 0.77）；其次為「公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M = 3.75, SD = 0.86）、「言論批

評他人」（M = 3.70, SD = 1.15）、「言論攻擊他人」（M = 3.69, SD = 1.21）、「配

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M = 3.63, SD = 0.90）、「大眾不信任網路資訊」（M = 

3.61, SD = 0.87）、「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M = 3.59, SD = 0.86）、「虛擬

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M = 3.59, SD = 0.93），其次為「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

（M = 3.55, SD = 0.91）、「不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M = 3.55, SD = 0.89），

表 1：社群媒體倫理議題

議題類別

整體樣本 公關公司 非公關公司

M SD M SD M SD

隱私權議題 4.11 0.73 4.08 0.80 4.15 0.65

提供真實訊息內容 4.07 0.68 4.02 0.72 4.13 0.64

企業保密相關議題 4.03 0.77 4.04 0.84 4.01 0.69

法律上相關規範 4.03 0.77 4.01 0.85 4.05 0.69

公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3.75 0.86 3.69 0.89 3.81 0.84

言論批評他人 3.70 1.15 3.71 1.17 3.69 1.14

言論攻擊他人 3.69 1.21 3.70 1.22 3.69 1.21

配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 3.63 0.90 3.72 0.94 3.54 0.85

大眾不信任網路資訊 3.61 0.87 3.69 0.85 3.52 0.88

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 3.59 0.86 3.71 0.80 3.48 0.92

虛擬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 3.59 0.93 3.67 0.91 3.51 0.95

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 3.55* 0.91* 3.70* 0.83* 3.40* 0.98*

不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 3.55 0.89 3.63 0.89 3.48 0.88

付費給部落客 3.45* 0.89* 3.61* 0.91* 3.27* 0.9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答項使用 Likert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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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付費給部落客」（M = 3.45, SD = 0.89）。進一步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

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新媒體倫理議題的看法發現，資料分析顯示多數題項無顯著

差異，但有兩個題項發現存有差異：「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公關公司人員較

非公關公司人員更認為是迫切議題（M = 3.70, SD = 0.83 vs. M = 3.40, SD = 0.98; F 

= 7.0, df = 1, p < .05）；「付費給部落客」公關公司人員亦更認為是迫切議題（M 

= 3.61, SD = 0.91 vs. M = 3.27, SD = 0.91; F = 5.0, df = 1, p < .05）。

二、倫理知識與管理（RQ3 & RQ4）

有關公關人員如何看待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受訪者最同意「可從工作中學

習而來」（M = 4.08, SD = 0.62）、「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M = 3.96, SD 

= 0.65）、「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M = 3.83, SD = 0.70）、「可由相關課程

或案例學習」（M = 3.83, SD = 0.79）、「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M = 3.69, 

SD = 0.75）；同意度次高的問卷題項為「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M = 3.62, 

SD = 0.84）與「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M = 3.56, SD = 0.83）（請見表 2）。

進一步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倫理知識本質上之看法，資

料分析結果未發現兩組受訪者有顯著差異。

關於公關人員倫理知識的管理，與新媒體相關議題的應對上，約半數的受

訪者表示組織制定有專業倫理守則，近兩成表示沒有，有趣的是約三成的受訪者

表示不確定組織是否提供公關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51% 答「是」、13% 答

「否」，36% 答「不確定」）。組織制定有倫理守則的受訪者表示，守則中「有

表 2：公關倫理知識本質

項目 M SD

隱性知識

可從工作中學習而來 4.08 0.62

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 3.83 0.70

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 3.69 0.75

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 3.62 0.84

顯性知識

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 3.96 0.65

可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 3.83 0.79

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 3.56 0.8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答項使用 Likert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191

獎勵也有懲罰」占 29%，僅有懲罰性規範者次多，占 25%，另外有 22% 表示「兩

者皆無」，約略同比例 22% 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而組織沒有提供文字守

則的受訪者卻大多也表示，雖然沒有文字上的規範，同仁間多存在有相當的共識

（77% 答「是」，4% 答「否」，19% 答「不確定」）。若組織有文字性規範，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相關規範多用於新進人員的訓練（91.3%，複選題），其他方

式則是發給員工（56.6%），規定員工閱讀後簽名（50.7%），較少真的作為遇到

倫理困境時的參考（35.9%）。

關於組織是否有新媒體的相關規範，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有，四成表示

沒有，而兩成多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31.4% 答「是」，42% 答「否」，26.2%

答「不確定」）；關於新媒體相關倫理守則的規範內容，回答組織有新媒體相關

倫理規範的受訪者表示，相關規範面向有幾個主要項目（請見表 3），包含：「確

認訊息正確無誤」（27.5%）、「確定內容符合事實」（27.5%）、「禁止負面或

攻擊性言論」（25.1%）、「發布訊息的審核流程」（21.9%）、「禁止談工作機密」

（21.9%）、「隱私權議題」（21.1%），較少規範「必須公開註明身分」（8.5%）

或「說明政府相關法規」（9.7%）。當問及組織如何討論新媒體規範議題時（複

選題），受訪者表示較多於「開會討論」（31.7%）與「員工訓練」（28.9%）時，

少數是「上司直接表達意見」（19.0%）、「詢問上司意見」與「同事間聊天」（皆

為 18.3%），極少數選擇「從未討論」（3.5%）。

進一步資料分析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倫理管理題項

發現，多數題項無顯著差異，僅有三個題項存有差異：「公司是否有新媒體或網

路相關工作守則或規範？」兩者回答「是」的比例相當（皆約三成比例），但公

表 3：社群媒體倫理規範項目

規範項目 %

確認訊息正確無誤 27.5

確定內容符合事實 27.5

禁止負面或攻擊性言論 25.1

發布訊息的審核流程 21.9

禁止談工作機密 21.9

隱私權議題 21.1

說明政府相關法規 9.7

必須公開註明身分 8.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N = 194，該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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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代理商答「不確定」較多（38% vs. 15%），非公關代理商答「否」較多（52% 

vs. 34%）（Pearson Chi-square = 14.40, df = 2, p < .05）；「公司如何討論新媒體

或網路工作守則或規範的相關議題？『是否從未討論』」，發現公關公司討論較

多（94% vs. 72%, Pearson Chi-square = 9.32, df = 1, p < .05）；「公司如何討論新

媒體或網路工作守則或規範的相關議題？『詢問上司』」一題，非公關公司比例

較高（67% vs. 47%, Pearson Chi-square = 3.91, df = 1, p < .05），約略顯示出公關

公司在管理上較積極回應新媒體倫理議題，從業人員也較具獨立性。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延伸自公關專業倫理文獻，並融入知識管理的觀點，探討隨著傳播科

技的進步，改變公關實務工作樣貌的重要議題，有別於過去文獻中偏重於哲學思

辨與規範式的討論角度，本次研究嘗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臺灣地區公關

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觀點與認知，尤其著重在辨識新媒體相關實務的重要倫理議

題，以及探討公關倫理知識的本質與倫理實踐的管理方式。本次研究抽樣的母體

局限於臺灣地區公關公司與組織內公關部門人員，而根據願意參與調查人員所提

供資料而得出之研究結果，選擇不回應或不參與研究之公關人員，可能在面對倫

理議題的意見或態度上與受訪者有所不同。

在研究背景上，與過去幾份公關人員採用新媒體的問卷調查資料相比

(Alikilic & Atabek, 2012; Avery et al., 2010; Curtis et al., 2009; Eyrich et al., 2008)，

本次研究中臺灣公關人員對於部落格、社群網站、網路論壇，甚至過去研究少見

納入討論的行動通訊軟體，所採用的比例都相當高，前後研究時間點的差別，顯

示出社群媒體在公關實務的應用有成長的趨勢，另外，在地域上的不同也顯示

出，臺灣地區在網路通訊普及的背景下，社群媒體已然成為公關產業普遍採用、

甚或倚賴的重要溝通工具，這樣的發現作為本次研究的背景，更顯得適於討論公

關人員如何看待社群媒體應用相關的倫理議題，也可見該議題有其探究的現世價

值與必要性。

首先，關於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重視程度，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對於

整體公關產業或者對於個別組織來說，倫理議題都被肯定是重要的主題，若比照

S. T. Lee & Cheng (2012) 針對美國公關協會成員的調查結果，其中近乎 98% 的受

訪者同意專業倫理對於公關是重要議題，近 90% 則同意專業倫理在受訪者的公

司是重要議題，僅略高於本次研究結果的數字，顯見臺灣地區公關人員對於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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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認知程度已與美國公關產業頗為相當；早年 Wu & Taylor (2003) 曾採用質

化的問卷訪問 22 位臺灣公關人員，探討臺灣公關人員在組織內的角色與專業性，

這份研究發現臺灣公關人員多被視為僅扮演企業對外溝通的一個窗口，工作的本

質上也比較接近協助行銷或商品銷售的功能，雖然該研究與本次研究所採用的方

法與抽樣方式並不相同，研究主旨也有所出入，但本次研究發現臺灣公關人員現

今在新媒體的多元運用上扮演重要企劃角色，對於專業核心的倫理議題亦具有高

度的重視程度，對比早期公關人員在企業內較為狹隘與業務導向的角色定位，還

是可觀察出臺灣公關產業已經有所改變的端倪。

臺灣公關產業在過去十多年間的專業性與倫理意識感應是有進步的，但也

許仍然還有可再提升的空間，尤其研究發現約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組織制定有專業

倫理守則，約一成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而有大約三成半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

組織是否提供公關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比例不低的受訪者不確定或不知道任

職的公司是否有倫理規範，顯然是個有趣的現象；又頗為巧合的是，S. T. Lee & 

Cheng (2012) 以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為樣本的調查結果中，也發現有三分之一

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組織是否有倫理守則，顯見中外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

議題都有相當的意識感，但實際上日常工作中對該議題的關注程度卻也都有所落

差，因此如何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還是一項有待產業努力的課題。

本次研究也發現，面對網路新媒體、社群媒體為公關產業所帶來的衝擊與改

變，在地公關人員認為新媒體應用所衍生的專業倫理議題有多個面向，其中受訪

者認為最重要的主題包括有：隱私權相關議題、企業保密相關議題、提供真實的

訊息或內容，以及法律上相關的規範，對照現今網路媒體上出現「殭屍粉絲」、

「網軍」、「網紅業配文」等現象，顯現攸關社群公關實務的「訊息真實」、「資

訊揭露」等相關倫理以及法律面向，最急切需要被產業、組織管理者，以及政府

相關單位加以重視與改善。

再回顧前文提及的「寫手門」事件與「1450 網軍」的社會討論，雖然決策

者與執行者不一定具備公關專業的背景，其作為顯然有損公關產業的社會地位與

大眾對於公關從業人員的信任感，面對這樣的威脅，公關產業更應提高對相關議

題的重視，加強透過內部員工訓練教育以及與外部協會組織的合作，學校教育單

位也應加強相關的課程內容，共同致力於提升在地公關從業人員的專業倫理意

識、思辨判斷能力，以及強化個人與組織實踐道德的勇氣。

呼應早期 Eyrich et al. (2008) 調查發現公關公司的從業人員採用新媒體最為

積極，本次研究進行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從業人員比較時發現，公關公司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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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倫理議題的回應上也更略為積極，而其從業人員在倫理判斷上更具獨立性，

顯見一般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在相關的管理實務上可更關注這些議題與現象。總結

來說，相較過去為大眾傳播媒體議題設定為主的時代，社群媒體時代下的公關實

務的確面對更複雜的溝通環境與更多元的倫理挑戰，網路新媒體資訊流通快速與

匿名性等特性，促使資訊真實、資訊揭露、負面言論、隱私權等議題更形重要，

公關人員也必須更具備權衡利益的敏感度與更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感。

若進而探討前述研究發現在學理上的意涵，可發現受訪者最為重視的隱私

權議題，在過往學者探討社群公關倫理的論述中較為缺乏，對照 Bowen (2010, 

2013) 關於網路與社群媒體溝通之倫理規範論述，似乎比較難找到可直接對應的

概念；隱私權議題既是在過往公關專業倫理的討論中較未觸及的主題，公關未來

研究論述中可以進一步探討其背後所代表的公關核心價值與理論性意涵；而研究

發現公關人員重視企業保密相關議題、提供真實的訊息或內容，則呼應了過去公

關專業倫理相關文獻也經常圍繞著「誠實」與「訊息真實」的核心概念進行討論。

「何謂真實」本身可能是一個抽象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一定存在一個具體

的、絕對的答案，對於什麼是真實的認知經常與個人觀點、意見有關，真實的概

念背後牽連著多個複雜的考量因素，包含資訊的完整程度、資訊的選擇、溝通資

訊的動機，以及個人解讀訊息的角度等等 (Deaver, 1990; S. T. Lee & Cheng, 2012; 

Seib & Fitzpatrick, 1995)，許多公關倫理議題與實務工作領域也與訊息真實有直

接或間接的關聯性，例如資訊的正確性、資訊的揭露、資訊的透明度、客戶的機

密與保密協定、媒體關係中與記者的互動往來、工作中利益的衝突與迴避，以及

考量避免對他人造成心理上或實質上的傷害等等 (Fitzpatrick & Bronstein, 2006; S. 

T. Lee & Cheng, 2012; Parsons, 2016; Seib & Fitzpatrick, 1995)，本次研究的發現顯

示出，在社群媒體的網路時代，訊息的揭露與真實性依然是公關專業倫理的重要

議題，也是網路公關實務工作進行倫理價值的判斷時，緊扣著其他倫理道德議題

與挑戰的核心主題。

再從學理上檢視 Bowen (2013) 的論述，延伸 Kant (1783/1977) 道義論的觀

點，提出社群媒體的行為倫理規範，可看出其論述著重在社群媒體工具性的角色

出發，所提出的社群媒體道德規範項目背後，強調的概念是公關人員應遵守規範

性的行為準則，同時也認為檢視過程中行為是否遵循規範，比起行為最後的結果

或所造成的影響更為重要，然而準則性的規範有其籠統與難以落實的缺點 (Curtin 

& Boynton, 2001; Fitzpatrick, 2002; Huang, 2001)，Bowen (2013) 所提出的規範性

項目中，也並未處理本次研究發現公關從業認為「企業機密與保密」的迫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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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規範式的倫理論述顯然也難以處理與解釋倫理價值間的衝突性。其次，研究

發現臺灣公關從業人員認為「言論批評他人」、「言論攻擊他人」社群公關的

迫切議題，一方面可能與產業現象有關，顯示實務上待改善的議題，另一方面受

訪對象對於該議題的重視，除了呼應過往公關倫理論述中提及避免對他人造成傷

害（do no harm）的倫理價值，可能也反應了華人文化中對於善與道德的定義與

重視。相較於 Bowen (2013) 認為社群媒體的情境過於多樣與瑣碎，難以將龐雜

的情境、不同的結果，甚至文化因素的差異性納入討論，本研究認為，如果組織

資源與地域性的因素已證實影響了公關人員對社群媒體的採用 (Alikilic & Atabek, 

2012; Avery et al., 2010; Curtis et al., 2009; Eyrich et al., 2008)，未來社群媒體公關

倫理議題的探討亦不應忽視組織、產業環境與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功利主義取

徑的「結果論」也應可同時適用於討論社群媒體溝通的倫理道德議題，並有助深

入描繪與理解公關人員在社群公關實務中如何進行價值的權衡與判斷。

關於公關倫理知識的本質，雖然大多數的受訪者同意倫理知識多基於個人

經驗的判斷、由工作中的經驗而來，也同意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顯示倫理知

識本身可能是個人化與比較抽象的隱性知識，但是大多數的受訪者也同意倫理知

識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可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以及可由正式的倫理守

則學習，亦即認為倫理的隱性知識，除了可透過同事間的聊天這類非正式的管道

獲得，依然可以透過正式的、外顯的方式習得，這樣的發現與 S. T. Lee & Cheng 

(2012) 調查美國公關人員的結果頗為相似。如 Nonaka & Takeuchi (1995) 曾提出

理論認為，知識的創造即透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彼此交互作用的過程而來，

交互作用有不同的形式，例如隱性知識可透過非正式管道或社會化觀察的方式傳

遞（tacit to tacit, socialization），隱性知識的傳遞也可透過正式的管道例如倫理

守則與教育訓練 （tacit to explicit, externalization）。而公關倫理知識也許本身同

時具有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概念，雖然仰賴個人的經驗，也抽象不易以文字表

達，但依然不難傳遞、溝通、學習與建立共識。

學理上若再從道德發展理論（moral development theory）(Kohlberg, 1969; 

Piaget, 1965) 來看，個人學習價值判斷的歷程中在較初級的階段是他律期

（heteronomous stage），僅以外在的社會或組織規範作為判斷對錯的標準，重視

的是行為的後果，而非行為的動機，而在較為進階的自律期（autonomous stage）

時，個人理解規範的意義，對於內在動機與情境因素加以考量，以作出審慎的判

斷，因此組織若僅提供員工倫理守則很可能是不夠的，而是要再透過管理人員的

身體力行或者提供其他更多觀察與學習的方式，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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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背後的價值得以被內化 (Curtin & Boynton, 2001; S. T. Lee & Cheng, 2011)。綜合

而言，未來公關專業倫理的討論，仍可再更進一步剖析公關人員價值判斷所涉及

的知識中，其中正式可見的面向與較為抽象隱晦的知識面向有何關聯，以及如何

能透過管理者的角色與功能，彌合兩者的落差，使公關人員在專業倫理上的認知

與信念更得以具體實踐於工作中。

未來研究若繼而探討公關專業倫理與社群媒體應用的議題，可考慮納入其

他個人與組織的變項，公關從業人員個人心理特質的相關變項中，例如對於公

關職涯的投入與承諾之程度（career commitment），可能也與個人的倫理認知有

所關聯，在過去的研究中，組織的文化與組織核心價值也曾發現對於倫理知識的

分享與管理模式有所影響 (Al-Alawi, Yousif Al-Marzooqi, & Fraidoon Mohammed, 

2007)，最後，本次研究發現公關管理階層在專業倫理議題的推廣上被賦予重要

角色，並且被認為比一般公關人員具有責任，因此未來研究亦可更進一步探討高

階管理者的角色與不同的領導特質 (Turner, Barling, Epitropaki, Butcher, & Milner, 

2002)，在公關產業環境中如何影響組織在社群媒體倫理議題的回應與管理方式；

對於跨文化或跨國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亦可以思考融入社會文化的觀點或面向 

(Hofstede, 1984)，比較與觀察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價值傾向的公關從業人員對於

社群媒體公關倫理議題的態度與看法。

最後，總結而言，透過上述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新興的社群媒體的確為公

關專業帶來諸多新的挑戰，實務界在回應倫理議題上已有相當的進展，但基於倫

理道德認知有抽象的、滿載情境因素的本質，也即便公關人員對於正式的倫理訓

練與會議討論的管道抱持支持的態度，實際上卻可能大多僅局限於倫理守則的制

定，還待建立與開發更多有系統的管道以傳遞倫理知識，並且學習如何面對新媒

體在不同倫理議題面向上所帶來的挑戰，對於學術研究者而言，無論是社群媒體

的倫理議題，或是公關倫理知識的傳遞與管理，亦都是仍可繼續探索與創建理論

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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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新打撈靜默的歷史

在新媒介湧現的年代裡，我們無法不思索其深層的歷史問題。新媒介研究在

這樣的歷史場景下登臺，於二十世紀初蔚為傳播領域的研究主流。然而，對於歷

史的隱略不談，不見其問題縱深，在後繼諸多的研究脈絡裡，它終得直面諸多質

疑。一如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1943–2011）早已向我們揭示，遠早在古希

臘文明時期，便已有處理資訊「分流」的「歷史經驗」。因而，媒介史所宣稱的

新舊媒介之間的斷裂，很可能是一場歷史誤會、一種論斷式的宣稱。

那麼，何以媒介歷史敘述，總是獨厚「斷裂」，而輕忽「連結」？即便，「新」

如虛擬實境，這樣的「當世」媒介，其實也並非獨厚數位時代的新現象。倘若

追尋其技術譜系起落，它可能與「早期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全景圖（panorama）、

立體鏡、電影，甚至與柏拉圖洞穴寓言等」(Goddard, 2020; Huhtamo, 2013a, 

2013b)，有其相互關聯的技術與文明歷史。換言之，將媒體歷史推向更為悠遠的

文明尺度，使得關於數位媒體的「新穎性」（newness）的主流敘述變得更為複雜，

亦值得商榷。

一如傳播哲學學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提醒，言猶在耳：

與大眾媒體相比，數位媒體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但，如

果我們將數位設備置於廣袤的傳播實踐歷史之中，新媒體可能看起來

很像舊媒介或古老的媒介。像新媒體一樣，記簿、索引（卡）、人口

普查、日曆及目錄等這些古老媒介，事實上一直從事紀錄、傳輸與處

理文化的工作；其涉及對於主體、物件與數據等的職掌；（也）組織

時間、空間與權力。(Peters, 2015, p. 19)

究其實，彼得斯的觀點給予我們兩個線索。其一，意圖重新追尋「何謂（新）

媒介」、「如何『成為』媒介」（becoming media），以及「如何與其他媒介相

互關聯而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part of media system）等基本追問。

其二，試圖以一個悠遠的歷史光譜想像媒介的「存在脈絡」。循此視野，倘

若我們可以先暫時擱置，關於媒介之舊與新、類比與數位、物質與非物質等的討

論，而是進入物質沉積的結構迴路中，以此摸索與拆解媒介的過去與未來。

正是在上述契機下，媒介考古學從一個作為學術方法上的註腳（例如在傅科

［Michel Foucault］、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或基特勒那裡），成為想像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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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歷史的另類途徑（之一）。然而，媒介考古學也並非只是歷史的傳聲筒，它不

是簡單地將媒介「早期」的歷史重新講述一次，因為所謂的「前」，並不單意指

時間上的前，更是指向具多重空間維度的技術結構。媒介考古學不僅想知道技術

軌跡的發展，更想知道它的社會（文化）軌跡，以及，此一社會軌跡與前一時代

的技術關聯性。

對於歷史「偏倚化」的反撲，舉凡：人類文明溝通歷史的脈絡裡，曾短暫出

現的物件或者一段軼事，皆是媒介考古學的考掘範圍；舉例而言，郵政系統此一

技術設置（郵局的改革、郵票的發明）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聯 (Siegert, 1999)。

表面上，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技術（技藝）與事件，如何透過思想史、文化史的

眼光，綢繆出圍繞在文化技術周圍卻未曾被挖掘出相關聯的軼事，以及，更重要

的是，如何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

可以說，媒介考古學意在提供我們一不同的想像媒體歷史的「可能方案」，

例如：關注媒介技術彼此之間如何互相關聯，以此凸顯在「當代」媒介浮現背後

的隱藏歷史（hidden histories），並透過這個想像的過程，重新校準正典歷史。

作為一篇書評，本文目的不在僅止於反映書中觀點，而是試圖以更具脈絡性

的理論座標定位媒介考古學，唯有定位這個理論座標，我們方能勾勒出具物質傾

向的媒介研究輪廓。

以下從四部分展開論述。首先，闡述媒介考古學的多重論理基礎。第二，介

紹本書結構與內容。第三，闡述文化技術概念，如何幫助媒介考古學挖掘更古老

的媒介。第四，未來媒介考古學應朝向一種網絡式的考古。

貳、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多重歷史背景及其論理基礎

一、理論座標

媒介考古學是 20 世紀 80 年代之交，在德國媒介研究、英美脈絡下的數位人

文，以及新媒體研究等推波助瀾下，浮現的新興領域。

尤其，德國媒介研究一脈，強調硬體與物質銘刻的視角，遠離英美取徑的「文

本化」取向，轉而關注媒介的物質結構（the material structure），此思維引起

相當的共鳴，如：專注於研究媒介格式的史特恩 (Jonathan Sterne, 2006, 2012)、

Matthew G. Kirschenbaum (2008) 採取的媒體取證（media forensics）觀點，或者

拉圖爾 (Bruno Latour, 2005) 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甚或

是近年異軍突起的基礎設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平臺研究（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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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與軟體研究（software studies）等，它們都在技術、物質、文化等面向

與媒介考古學，形成相互輝映與對話的可能性。

向來，在傳播研究領域，對於意義的產出途徑，始終相信以「人」作為「分

析起點」，致力於探究各種詮釋的技巧，便可得到關於意義的解答。從英美文化

研究至實證研究等，大抵不脫離這個範疇。

恰恰相反，媒介考古學的目標，並不是要產出一個可概化的媒介模型、理論

或方法，而是意在對一種特定敘事模式的反動。在媒介考古論者的眼中，歷史不

是作為一種可及標的，而是作為「發動引擎」。

究其實，媒介考古學進行了幾層的視角倒裝，通過此一倒裝過程，意圖陌生

化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媒介歷史，甚至是正史。第一層倒裝，對於線性歷史的

反撲及其不滿；第二層，在「不成意義」之處，嘗試將其意義化；第三，相信意

義的產出途徑，不來自於人，而是來自考掘的對象物自身；第四，撬開黑盒子，

關注媒介技術細節。

二、發跡過程

究其實，與任何的人類古文明的發跡過程相似，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已存在

很長的一段時間，早在它尚未以媒介考古之名顯形之前。只是，從未被以學術建

制化的方式，認可它在媒介研究中的定位。

胡塔莫（Erkki Huhtamo）與帕瑞卡（Jussi Parikka）認為，媒介考古學的

「史前史」，可溯及幾位重要的理論思想家，包含：班雅明、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史騰貝爾格（Dolf Sternberger）、

瓦爾堡（Aby Warburg）以及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等人，他們對於媒介

考古學的影響來自於多方面 (Huhtamo & Parikka, 2011, p. 2)。這種悠遠的繼承傳

統，使得媒介考古學的多重根源，折映出它在學科領域（in-interdisciplinary）之

間的「論述旅行」（discursive travelling）此一基本性格。

或許這麼說，媒介考古作為一種方法上的游移視野，雜食性格是其基本折

射，它沒有一套既成的方法途徑可遵循，也不遵從某一學派之說，而是在所謂的

「不成意義」之處，嘗試將其「意義化」，指出潛藏其中的互有關聯性。媒介考

古學觀察與分析的對象，可能僅是正典媒介歷史叢林裡，毫不起眼的一顆星，卻

從中看見旁及周遭的時代星叢，依此建構出當世的媒介文化生態。

儘管媒介考古來自這些不同思想淵源，胡塔莫與帕瑞卡 (Huhtamo & Pari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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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p. 51) 也自承媒介考古學尚未有一明確的界定。基特勒（Kittler, 2006，轉

引自 Armitage, 2016, p. 32）更曾言明，要為媒介考古學下一清楚的界定是件困

難的任務。進一步的問題是正如胡塔莫所言，我們應將媒介考古理解為一領域

（field），或者，視為一旨在探索尚未寫就的媒介歷史的取徑 (Kluitenberg, 2011, p. 

51)。

目前，當代致力於媒介考古研究的學者，可約略區分為三部分：以德國為首

的媒介理論學者，如基特勒、恩斯特（Wolfgang Ernst），以及自成一體系的齊

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類媒介考古學」（an “anarachaeology” of media 

archaeology）；美國媒介考古學者胡塔莫，以及芬蘭數位媒體理論學者帕瑞卡等。

同時，他們對於媒介考古學的基本看法，以及採取的研究路數亦有相異之處。例

如：恩斯特將媒介考古視為一種分析方法，以此探索媒介機器的微觀時間；齊林

斯基談的是媒介的深層時間（deep time）考古，著重於探索視聽技術的演進歷程；

帕瑞卡則將媒介考古學帶至數位文化的脈絡來思考。倘若探究這些不同的走向，

大抵也說明了媒介考古學作為一發展中的概念，致力於在線性的媒體歷史之外，

想像媒介可能的過去與未來。

其中，來自德國媒介物質主義學派基特勒的「硬體」分析（hardware drive 

analysis），對於媒介考古學的深遠影響，恐怕來自他對於物質性（materiality）

的強調，儘管基特勒從未自承是媒介考古學家 (Parikka, 2012, p. 67)。

細察基特勒對於「媒介本體」的規定，其實是很「基於物質」（substance-

based）的論理方式 (Parikka, 2012, p. 64-70)。在基特勒眼中，所謂技術物質（硬體）

並非無涉於人文社會活動，恰恰相反的是，他擅用文學與軼事，以及數學與電腦

科學等語彙，如：電報繼電器（telegraph relay）、圖靈通用機（universal discrete 

machine）、拓撲學（topology）等，來拓展媒介技術的歷史光譜。這種基特勒式

（Kittlerian）的媒介「硬體本體論」研究，為媒介考古學提供相當啟發性的思考

與理論資源，亦即介入媒介「內部」的方式，是「非人」的，也是「硬核」的（同

上引 , p. 77）。此種看似硬體導向（Hardware driven）的媒介論，其實是通過近

距離地閱讀（close reading）技術／硬體，以此追索其譜系與社會文化的起落。

此一基本觀點，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一基本指引。

參、本書結構：尋回媒介的存在視域

2011 年，由胡塔莫與帕瑞卡合編的《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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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一書出版，圈引

諸多媒介理論學者的灼熱目光。儘管在相關的學術討論中，對於收錄在本書中的

幾個篇章，是否可界定為媒介考古學的研究範疇，稍有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

他們對於鬆動媒介研究的疆界，以及鬆綁對於特定研究路徑的想像，確實做出具

體貢獻。一如彼得斯 (Peters, 2008) 敏銳地指出，既有媒介研究的分析視角著眼於

文本—閱聽人—制度等典型的研究取徑，卻可能錯過或掩蓋了那些使得媒介設備

與網絡得以運行的技術、歷史、形式等物質沉積層。

而本書所談的媒介考古學式視角，確實是在彼得斯所談的典型取徑以外，另

闢蹊徑，意在與人類中心主義保持距離，拓展媒介的深層時間與空間維度。

綜觀而論，本書就其學術價值，有三方面貢獻。首先，這是首次在歐洲以

外，在英語世界裡，對媒介考古學進行全面綜論的出版之作，讓不諳德語的讀

者，亦能以較系統性的方式，親近媒介考古學的基本面貌；第二，以相對系統

性的方式，為我們揭示媒介考古學多重的理論取徑、方法探索，以及各式歷史

個案；第三，本書各章進行的媒介考古學研究，為我們展示它如何與更廣泛的

學科與文化領域融合，從而繪製更為廣泛的媒介物質論圖像；此一思維亦在後

繼傳播領域持續發酵，相關的研究剪影並非寂寥，儘管它們不是頂著媒介考古

學的頭銜，但其思維與精神卻如穿針引線般地隱藏其中，為媒介揭開厚重的歷

史序幕，例如：《紙知識：關於文檔的媒介歷史》（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Gitelman, 2014)、《雲的史前歷史》（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Hu, 2015)、《觀察者的技術：論 19 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rary, 1990)、《海

底網絡》（The Undersea Network）(Starosielski, 2015)、《手稿、唱片凹槽與書寫

機器：愛迪生時代的科技》（Scripts, Grooves, and Writing Machines: Representing 

Technology in the Edison Era）(Gitelman, 1999) 等。

此處，為使餘下段落，有更清楚的結構布局與認識，有必要先說明本篇書評

依據何版本進行評述。主要依據兩個版本，首先，是 2011 年由胡塔莫與帕瑞卡

合編的英語版；第二，時隔七年，由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於 2018 年出版的譯著，

這也是《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本翻譯本。隔年，

胡塔莫親赴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出席「媒介考古學與中國傳播研究」圓桌論壇，

為該譯著新書發表會揭開討論序幕。兩位編者亦在中譯本〈序言〉提及，「媒介

考古學將如何推動中國的文化形式與中國歷史的對話，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中

國的媒介環境……我們渴望看到，未來來自中國的媒介考古學家能揭示中國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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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文化及其發展」（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在在

都顯露出他們對於媒介考古作為跨域全球思潮，如何在任何媒介環境下重新發掘

那些備受忽略或遺忘的歷史，甚至是對中西交融的對話，都有著高度盼望。

以下分兩部分。首先，評介者對於該譯本的字詞選用及概念的選擇是否適當

等問題，提供淺見；其次，進一步討論該譯本如何可能對華人傳播學術社群（特

別是臺灣），提供對話基礎與多元的啟發。

首先，中國傳播學術社群有很多用詞，與臺灣學術社群不同。例如：「信息」

（information）、「互聯網」（internet）、「軟件」（software）、「數字」（digital）、

「通信」（communication）等用語。建議讀者可參閱原文，並理解這些字詞在

本地社群所指涉的意涵，才不致在閱讀過程產生困惑。

再者，不知是否為對岸習慣的翻譯用法，亦或，校譯疏漏，一些專有學術用

語，該譯本有別於學界習慣的通用譯法，如：中譯本第 105 頁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 1996 年出版的《檔案熱：佛洛伊德學派印象》（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一書，譯為《檔案發燒》。然，考察學界對該書名之通用

譯法，較常見者另有譯為《檔案惡》、《建檔狂熱》等，未見《檔案發燒》之譯法。

作為一本引介西方媒介考古學思潮的翻譯書籍，該書之譯介工作歷時兩年有

餘，譯者也用心撰寫〈總序〉與〈譯後記〉，勾勒譯介此書之緣起。其重要性不

僅在於，為中文世界的學術社群留下一本經典思潮譯著，亦可望對此領域感興趣

的學者與研究生，提供一親炙此思潮的入門參考。而由於媒介考古學的多元學科

背景與思潮交匯影響，該書所涉及的專業知識領域甚廣，從精神分析、電流學、

媒介操作過程涉及的一系列程序、知識、信念、脈絡，以及擴及至計算機專業領

域等，媒介考古學幾乎無役不與，可以想見對譯者而言，需費相當心力統籌與組

織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正典學術文獻，以及，非正典的歷史軼事脈絡，並需將西

方語脈轉譯為華文世界的讀者可以理解的中文語脈，其過程涉及一定的困難度。

大體而言，即便面對如此龐雜的學理脈絡，該譯著大抵呈現原意，龐而不雜

地譯介各章，承如唐海江於〈譯後記〉所言，「書稿定稿時，也邀請計算機領域

的學者，就其專業術語進行審核，以確保該術語合乎專業領域的規範」（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342）。同時，對於在閱讀過程中可能產

生疑惑或需釐清之處，譯者也逐一提供譯註，幫助華人閱讀者能更好地理解該文

意。

進一步而言，評介者以為書中幾個概念的翻譯，或許可有其他譯語選擇的可

能，在此僅先列舉兩例，供討論與參酌。例如：第三篇 Jeffrey Sconce 討論造成



JCRP, 11(1), January 2021214

思覺失調症患者（原文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時出現妄想的「有影響力的」機器，

該書譯為「影響機器」（the influencing machine），以評介者角度來看，此一譯

法較接近直譯。以 Sconce 的觀點來說，他主要闡述此機器具有廣大影響力，主

要與統攝心靈的控制相關，甚者，其產生「妄想」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精神分裂

症患者，而是可推及至後來二十世紀出現的各式媒介技術對於人的精神與心靈的

掌控。考量這層語意脈絡後，若改以「攝心／御心機器」取代「影響機器」稱之，

或許更能妥切傳達原意。

此一譯法有其優點，若華人閱讀者未先讀原文，而直接閱讀該譯本，單從

其字面義較能領略其意涵；其次，從更廣的語脈來看，Sconce 在闡述與演繹該

概念時，也確實隱約地傳達出「統御心靈」這層意思；第三，細究精神分析學

家 Victor Tausk 於 1919 年發表的著述 On the origin of the “Influencing Machine” 

in Schizoophrenia，該篇較合適的譯名應為〈思覺失調症之有影響力的機器的起

源〉，重點在於強調此一機器「是有影響力的」，作為動詞使用；相較於譯本

將其稱為「影響機器之起源」（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71），是一較為靜態的名詞式呈現，前者之譯法來得更為適切。

而第十二篇〈面向對象如何讓計算機成為一種媒介〉（How Object Orientation 

Made Computers a Medium）一文，譯者將通篇文章中反覆出現的計算機領域的

關鍵術語：「物件導向」（object-orientation, OO）一詞，譯為「面向對象」。儘

管，譯者曾在文首之處提供譯註：「面向對象」是指「一種程序設計範型，也是

一種程序開發的方法。它將對象作為程序的基本單元，將程序和數據封裝其中，

以提高軟體的重要性、靈活性與擴展性」（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

2018，頁 269）。評介者推敲譯者之所以捨棄「物件導向」一詞，而改以「面向

對象」稱之，或許是譯者考慮到 Casey Alt 在討論計算機如何成為一種媒介時，

他的「分析『作法』」是通過討論與分析程式語言的特徵及其如何在系統環境中

「展開自己」的操作方式，由此凸顯計算程序的媒介性。這在媒介學領域，趨近

於一種朝向本體論式的分析方式（moving toward medium）。

以我們也熟悉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主流說法，即是「打開技術黑箱」（un black-box），朝向面對這些對象

（objects）本身。亦即，可將該譯語理解為，唯有「保持面向對象」的信念，對

對象／物件進行詳細的本體分析，方能實現計算機作為媒介，以及，計算無所不

在，此一願景。

倘若前述推論有理，建議當該術語在不同意義層次上出現時，給予相應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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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因檢視通篇之翻譯後，譯者選擇「面向對象」一詞，但未並列該英文原文，

儘管，在中譯本第 202頁由兩位編者對該文的短評側寫中，已列出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一詞，但譯者仍以「面向對象程序設計」稱之，之後通篇中

未曾再出現該專業術語之英文原文。

循此，評介者以為，嚴格區分二者之不同有其必要性。如：以「功能層次」

而言，當描述作為一種計算機程序設計的範型時，以計算機領域術語「物件導向」

稱之；而當它放在「現象分析層次」時，就必須有意識地提醒，「面向對象」指

的是，以媒介考古學作為分析視閾，檢視計算機如何能被宣稱描述為一種媒介，

通過朝向對象自身，亦即，將計算機、計算過程、程式語言等一系列的操作過程

置於分析核心，將這些過程等同於媒介的輸入與輸出來處理，使計算機為自己爭

得在媒介研究領域的論述空間。

第二，簡體字有翻譯本，而繁體字無。在原著英語版問世後不久，英美傳播

學術社群，即陸續刊出幾篇書評 (Goddard, 2013; Mager, 2013; Potts, 2013)。由於

媒介考古學正面挑戰與質疑媒介歷史的正統敘事觀，一時之間，其強調歷史縱深

的思維及高度跨越學科邊際的視野，成為跨域全球的媒介思潮。該譯本除了是在

諸多反響脈絡下，中文世界對此思潮的第一本譯著，理應具有代表性之外，更在

於如何可能對華人傳播學術及其社群產生影響，一如胡塔莫與帕瑞卡關切媒介考

古學如何在西方世界之外落地生根。隨著此譯本將要推及至華人傳播社群的關鍵

時刻，值得吾輩進一步思索，臺式媒介研究如何可以接軌此思潮並提出進一步的

研究議程。

至少，在過去的十年內，尤以中國大陸的傳播學術社群，謬力耕耘經典媒介

思潮的譯著。但，這並非偶然，而是對於提問媒介研究本應有的契闊歷史格局的

人文渴望，一如主譯該書的唐海江教授在〈總序〉中提及，「……但遺憾的是，

有關歷史與文明維度的媒介研究的譯著卻屈指可數，且不少譯著以既定學科視野

對作品加以分類，這不僅嚴重限制了媒介研究本應有的闡釋力，也極大削弱了對

當下世界變化的縱深理解與想像力……」（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

2018，頁 1），而該譯著作為「媒介與文明」譯叢之一，即是冀望於想像媒介的

歷史縱深如何與文明社會的起落互涉。

這是該譯著出現的機緣，但更深一層的思考是，我們如何以此為起點，摸索

該譯著與華人傳播學術社群的關係。在國內傳播領域，少見對於傳播觀念史、思

想史或媒介歷史之經典，進行「有系統性」的翻譯或引介，箇中原因，或許與作

為學術邊陲社群的臺灣，早年在受英美西式傳播研究洗禮下，對於傳播思想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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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歷史等研究的興趣不濃厚，少有契機對媒介歷史研究提出叩問。不過，或許是

受惠於 1980 年後基特勒學派對媒介研究的諸多質詰及其思想遺產帶來的貢獻，

近五年來，臺灣傳播學術社群對於德式媒介研究的興趣亦日益濃厚，而來自德國

的文化技術學派，則是在諸多學術思潮裡最靠近媒介考古學的一支隊伍。只是，

向來，國內對於德語式的媒介研究，除了仰賴翻譯進口之外，對於以英語出版的

相關經典思潮內容，亦缺乏有系統性的翻譯引介。

值此脈絡下，我們格外珍惜譯著的出現，在英美脈絡的媒介研究下，提供另

一趨向德式的媒介研究思潮，不僅有可能為國內傳播學術社群提供一重新論理化

傳播觀念史、思想史或媒介歷史的契機，更可能激起從事獨具文化、歷史、物質

脈絡的臺式媒介考古研究，提出一種合適的文化回應或迎擊，以激盪出對「西方

思潮」的質詰與反思漣漪。例如：如何對電視、電報、電影、報紙、打字機等有

形媒介（甚或是，不一定被認定為媒介的技術物）的設置發展脈絡，進行再一次

的「歷史化」脈絡重建工作，不是在源出的歷史上打轉，而是旁及周遭相關的時

代網絡。

再者，可進一步思索，媒介考古學是一觀念、方法、途徑，同時，它也遙

遙指向一浩瀚且盤根錯節的技術文化文獻，本身即具有發展為媒介理論的潛力，

因此，如何能在華人傳播文化的底蘊下，另闢蹊徑，正如唐直指的那樣，「用媒

介概念重新打量過往的歷史，包含媒介概念缺乏的歷史」（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這或許是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能被寄予

厚望的主因。

亦即，在不被理解為媒介的關鍵所在，或者，一些被認定為與形成媒介認知

無涉的過程，在脫離既有媒介研究認定的範疇之後，反而更能無拘束地探索何謂

媒介，並浮上檯面成為媒介歷史或媒介渠道的一部分，而這正是媒介考古學的主

力貢獻：重新尋回媒介的存在視域，並依此繪製成另類的媒介歷史群像的研究。

以下便逐一分述本書內容。

本書架構分三部分，共 13 篇（不含導言與後記）。首先，本書導言〈媒介

考古學的考古〉（Archaeology of Media Archaeology）(Huhtamo & Parikka, 2011, p. 

1-21)，可謂是爬梳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其目的不在告訴讀者一「線性」歷

史，並將其收攏為既成之論。而是，舉凡媒介考古學在何時何處發跡，此一看似

妾身未明的「領域」或「方法」，其接收情形如何？在何領域發酵？有何新穎之

處？如何幫助我們拓展媒介研究的視野？以及，對於當代數位文化研究的可能啟

示為何等相關論題，兩位編者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分別闡述，提供讀者一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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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

儘管當前學界對於媒介考古學難以有一清楚的界定範圍，大抵而言，媒介

考古學與主流進步的媒介歷史敘事觀保持距離，它的目的不是追尋線性的歷史源

頭，而是傾向挖掘媒介潛藏的秘密、被遺忘、忽視與受壓制的歷史（concerned 

with excavating secret, forgotten, neglected, and suppressed histories）(Hertz & 

Parikka, 2012; Huhtamo, 2013a; Huhtamo & Parikka, 2011; Kluitenberg, 2007, 2011; 

Parikka, 2012; Zielinski, 2008; Zielinski & Wagnermaier, 2007)。

第二部分，依據兩位編者對於各篇文章的理解，將其劃分為三面向：

第一個面向收錄四篇文章，旨在闡述媒介考古學如何作為解構歷史神話的

「想像的引擎」（engines of/in the imaginary）。第一篇由胡塔莫徵引文學領域中

的「主題」（topos）概念，作為穿透媒介文化表層的考古學式工具，探究同一主

題如何反覆出現在各式媒介（裝置）文化中，嘗試分析不同媒介文化之間有何主

題是一再地復現，有其延續性，同時亦潛藏斷裂性。例如：十九世紀時，曾出現

「在你背後發生何事」（What is happening behind your back ？）此一主題，當一

位母親正專注於把玩西洋鏡（zoetrope）時，另一名陌生男子在其背後親吻她無

暇看顧的女孩。後來此一主題反覆現身於不同的媒介裝置之上，從西洋鏡、望遠

鏡至萬花筒等。有趣的是，時序轉進至二十世紀中期後，此一偷親吻女孩的男人，

從軍官轉變為正逐戶銷售商品的銷售員。在這裡，我們看到「主題」在不同媒介

裝置之間的「『變體』過程」，嚴格來說，胡塔莫試圖端詳「主題」在縱深時空

維度中的變遷軌跡，闡述藏匿於其中的文化邏輯如何進一步生成它們。

同時，胡塔莫也特別提醒讀者，我們不應將識別不同媒介文化「主題」的過

程，誤認為是一種對於既成事實的陳述，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存在差異。因為有

時對於「主題」的描述，是來自於挪用修辭、旅遊指南，甚或詩歌等不同傳統的

結果。

我們不妨將「主題」視為一想像工具，透過這個想像的歷史濾鏡，重新梳理

各形各色的媒介裝置，讓它們彼此重新展開對話。

第二篇 Kluitenber 談的是〈虛擬媒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Imaginary 

Media），他試圖抗拒技術決定論的誘惑，轉而開展「『想像的』媒介考古」，

亦即，嘗試從各式媒介裝置的歷史之中遠離，轉向圍繞在科技媒介之上的各式想

像敘事，包含它已實現與未實現的媒體機器（unrealized media machines）。

這是一篇有趣的想像考古嘗試，探索各式交流型態的虛擬媒介，以「『與神

靈世界』交流的虛擬媒介」為例，如：通過早期的機械時鐘與手勢，揭示人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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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之間的禱告與交流此一過程，是可以經由機械鐘─這一類半自動式的裝置，

在規定的時刻定期組織禱告；它不僅是代表永恆的秩序，同時亦如同神靈干預一

般控制人類生命律動。

再者，以「『與靈魂世界』交流的虛擬媒介」來說，則是試圖通過電子技

術與亡靈對話，來記錄與解譯超自然聲音，Kluitenber 以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說法來解釋生命在逝後仍有其物質影響，例如：在電影中常出現調查

人員動用攝像機、曝光技術等不同的技術設備，來捕捉消逝的形影。

此一考古目標，並非建立單一歷史（a history）或一組媒體與科技的想像譜

系（lineages），而是探究這些橫跨不同歷史、論述語境（discursive setting）及

其脈絡的行動中的想像（Kluitenberg, 2011），以此完成齊林斯基提出的「類考

古學」（anarchaeology）工作，探掘歷史之中潛藏的秘密路徑，以冀通往媒介可

能的未來。

接續兩篇，則將視角轉至與媒介考古看似毫無關聯的精神分析領域，聚焦精

神、心靈、記憶等概念，以此重新脈絡化現代媒介文化。第三篇由 Sconce 執筆，

以一部 1999 年上映的科幻黑色驚悚題材電影《黑客帝國》（The Matrix），揭開

技術與心靈控制的討論序幕。他認為「不應將精神分析學家於 20 世紀 30 年代提

出的『攝心／御心機器』（the influencing machine）概念，視為一種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妄想，而是應將其視為與控制心靈有內在聯繫的一種投射」（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4）。

之所以稱為「攝心／御心機器」，乃是源於 1919 年由精神分析學家 Victor 

Tausk，對一些自稱受到機器影響的分裂症患者的臨床研究。患者自稱他們的身

體與心靈，受到一臺只有自己能看見的電器設備裝置控制，這個神秘設備由盒

子、電池、無線電、按鈕、電線等組成，某些病患還能描繪出這臺機器的雛形。

Sconce 認為，我們不應將這種妄想視為技術的後果，而應將之視為權力與

制度等的合流形成的電磁傳輸，正試圖統攝心靈、意識與身體的運作。

亦即，他以一種類似深層挖掘的歷史視野，將精神分析領域中的「殊異」現

象概念化為一種「普遍」現象，試圖論證這些技術「妄想」本身，不應被理解為

攝心機器的感知效果，而是積極證明了自我、能量、神秘學之間的可能聯繫，就

像「無線電熱」在二十世紀開始席捲歐洲之後，這些技術運作原理，頓時成為人

們勾勒現代世界的核心基礎。

或許，Sconce 意在言外的是，這類關於幻象或妄想的現象，其實也成為胡

塔莫筆下所言的媒介主題，不斷地復甦與重現。亦即，從精神分析的領域出走，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219

其實攝心／御心機器正成為一種「廣泛的週期性現象」，從前述提及的《黑客

帝國》，或更為人所熟知的《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乃至 Sconce

於 2000 年出版的《幽靈媒介：從電報至電視裡的電子精靈》（Haunted Media: 

Electronic Presence from Telegraphy to Television）一書中，認為從電報的發明至電

視與計算機（電腦）的引入過程，皆與超自然現象或精神現象相關。簡言之，這

種經典的技術妄想一直貫穿至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技術身上，仍然像鬼魅的影子般

揮之不去。

第四篇德國電影理論家 Thomas Elsaesser 試圖從媒介考古的視域，重新論理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聚焦在記憶的概念化問題，闡述佛洛伊德對精神的分

析，不僅是理解感知的方式，同時也是理解存儲與處理等問題的方式（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4）；亦即，凸顯佛洛伊德將身體與心靈

視同為儲存與記錄的中介，在此一層次上，精神分析本身即可被視為一種媒介理

論。

乍聽突兀，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媒介理論有何關係？ Elsaesser 通過對佛

洛伊德的經典文章〈神秘手寫板小記〉（Notes on the Mystic Writing Pad），如何

可以用來解釋電影技術裝置，展開媒介考古視域的解讀。同時，在此脈絡下，將

佛洛伊德當作一名媒介理論家來研究，從佛洛伊德將精神視為記憶的存儲裝置開

始，以及，即便他抗拒與媒介技術打交道，但在他的著述中，卻經常流露出他對

於他所處時代的技術有一定的瞭解，例如：用蒸汽機來解釋心理學的概念，以及，

用阻力、轉移、放電、傳導性等來闡述精神分析理論，而後者，幾乎是只有當電

力，此一媒介技術在高度發展的情形下才會出現的關鍵字眼，卻也同時成為佛洛

伊德對於精神的分析與考察視角。

簡言之，能源、交通革命、媒介技術等與精神及心理之間的聯繫與重疊，在

佛洛伊德這裡，並無巨大差別，甚至成為一種重疊視域。這都佐證了佛洛伊德將

精神與心靈視為媒介機器這層基本觀察。

從一個典型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對感知與認同的分析，轉而以媒介考古視

域下的記憶與存儲，正是在此一歷史重建過程中，Elsaesser 發掘了佛洛伊德及其

理論思想如何可以聯繫至媒介研究，從而提出頗為新穎的考古嘗試與關鍵主張。

本書第二個面向，編錄四篇文章，聚焦「介面」（interface）。此面向的考

古視角，討論「介面」作為連結機器與人的中介，如何在不同歷史脈絡與文化空

間中，開啟不同的互動維度；以及，介面如何不僅只為數位時代的側翼，而是可

與媒介的格式、美學等相提，以此追蹤媒介彼此之間如何相互靠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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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由日本學者 Machiko Kusahara 探討一產自日本的光學玩具 Baby 

Talkie，摸索其浮現與消失的歷史。此一裝置在 1930 年左右，短時間內在日本富

裕家庭甚為流行；這是一混合式的媒體裝置，它是小型版本的西洋鏡與留聲機結

合的產物，以便將動畫圖像添加至音樂中。她從幾個軸線來說明 Baby Talkie 是

在多重脈絡中浮現而來，例如：從硬體設計的角度（兩部分獨立的機身設計、尺

寸、材料、介面切口數、直徑大小等），考察 Baby Talkie 的技術構造如何與留

聲機結合，並透過 Baby Talkie 收藏盒上展示的圖片，描繪此裝置如何操作出一

幅現代家庭的娛樂裝置景象。

同時，Kusahara 亦徵引許多不同的歷史材料，將 Baby Talkie 與其他類似的

家庭娛樂設備聯繫在一起，例如：1920 年代在美國蔚為流行的有聲活動電影機

（Kinetophon 以及 Moviefun），來討論當時日本文化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她的考

古學式研究旨在透過回望這些被遺忘的設備裝置，探問 Baby Talkie 是在什麼樣

的脈絡中被引發出來的？同時如何可以作為通往它們所處時代的敲門磚。

第六篇 Wanda Strauven 則是考察電影如何逐漸成為觸摸媒介，她將電影回置

於前時代的家庭娛樂設備領域，此一人機交互過程之中。她從遊戲或者更廣義的

「玩」的視角，重新脈絡化電影歷史，以考古學式的提問，闡述電影是如何嵌入

至一更廣的媒介（歷史）環境中，試圖凸顯電影與其他媒介之間的關係網絡，彼

此如何相互維繫與參照；同時，電影如何不受限於流動影像（moving images）的

限制，將其拓展至電腦遊戲、無線通訊、繪畫等領域 1。

Strauven 進一步將電影與早期光學玩具、西洋鏡以及電子遊戲等形式相提，

討論它們的形式設計觸摸與否，通過此類觸摸／行動感知（眼—腦，或手—腦）

的操作鏈，再次指出人機交互的重要性。

第七篇則是跨入遊戲文化的考古領域，由德國媒介理論學者皮亞斯（Claus 

Pias）通過徵引文史材料，諸如：網絡協議、電腦遊戲、軍事命令、網球教學、

哲學語句等，來分析電腦遊戲傳統的起源與視覺、文學傳統、人體工程學、運籌

學與控制論之間的聯繫與重疊，以此積極重構技術在更廣泛範圍內的認識論意

涵。

皮亞斯對計算機本身的遊戲過程進行歷史性的重構，視時間性、節奏與操

作，是界定電腦遊戲的基礎框架，而這正好也是計算機遊戲為用戶提供的框架。

他對於遊戲機器的觀點受益於基特勒與德勒茲的啟發，不是將「玩」歸屬為人類

1 若讀者對這類研究有興趣，評介者建議可參考曼諾維奇 (Lev Manovich, 2013b) 談 Photoshop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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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而是將觀察重點放在工具、裝置、符號、人體等的組合之上。

他通過上述看似毫無聯繫的資料，以及對於 ping 和 pong 的分析，呈現幾

個遊戲文化的重點：「遊戲可以在沒有人的參與前提下運行，以及，人機互動

的過程，是一種雙向測試，執行一種全然普通的責任感與在場感」（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162）。這種責任的履行是一種對於規則的

服從，例如：ping 向某個特定 IP 傳送數據包，通過觀察數據包往返移動的旅行

時間，推得傳輸通道的連接或中斷與否。即便，ping 與 pong 是一簡單的程序，

然而，等待反饋，是 ping的職責，以此來確認通路仍然存在。而遊戲玩家的職責，

則是成為「端口」（port）。

「端口」一詞，是計算機用語，指的是計算機與外界「通訊交流的出口」，

以此凸顯在遊戲過程中，即便是作為主體的人，也需遵循遊戲程序設定的規則，

否則將可能提早結束遊戲，形成象徵意義上的死亡。玩家一但進入遊戲程序，就

對遊戲程序的執行負有責任，與「機器與機器」之間的遊戲一樣，都僅僅是通訊

流中的一個在場節點而已。

皮亞斯的通篇文章，透過對於 ping 與 pong 技術細節的描述以及涉足至其他

領域的關聯性（如：遊戲場或網球場的擊中概率，使用的是傳統的運籌學方法），

為我們展示對於電腦遊戲文化的研究，可以如何回到一個「非人」的考古嘗試。

向來，論及媒介之「新」穎性時，大抵不脫離一個速度學的討論範疇，

即，強調媒介之新在於，技術推陳出新的速度以及擴散速度。與此路徑相反，

第八篇由近年活躍於國際學術圈的新媒體理論學者 Wendy Hui Kyong Chun，轉

而探討新媒介的持續短暫性，她主張，數位媒體不是關於持久性的幻想，而是

關於使短暫存在的實踐和過程，凸顯數位記憶的健忘性與可擦拭性。Chun 認

為，與其不斷強調「速度」是定義新媒介的重要特徵，不如強調是「非共時性」

（nonsimultaneity）的新，才讓數位媒介具有持續的短暫性特性（The enduring 

ephemeral）。例如：一則舊的推文被當作新發現，而新發布的內容則有可能是陳

舊的資訊，內容是處於不間斷地重複發布，一次又一次進行回應的過程之中，凸

顯出新的非共時性特徵，而此一特質迥異於現今我們對於媒介的認識。

她在文章開頭便指出，「與其追問何謂當前的新媒介？不如探詢過去的新媒

介為何？以及，新媒介將會是什麼？」（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

2018，頁 179）循著這層問題意識，Chun 通過分析幾個小型個案來凸顯數位媒介

的短暫存續性，如其中一個案：「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它是

由大量的網絡爬蟲程式，以及自動備分網頁的服務器組成，這是一線上的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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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頁面的圖書館。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聯繫能力，常讓人誤以為它也具有恆久的

記憶能力，但它的本質是時刻更新，其記憶的資訊內容也具有稍縱即逝的特點，

但透過「網際網路檔案館」，此一大型線上媒體機器，可讓我們自由地控制要走

向過去或前往未來，此一存儲與備份的行為，將未來扭轉成為過去的檔案。

亦即，網際網路本身沒有記憶能力，而網際網路檔案館作為一種時間機器，

即是保存短暫的數位記憶的嘗試，它像是一種非物質場所，資訊之間並不真正進

行實質的內容交流，而是通過保存來使網際頁面能短暫的存續在浩瀚的互聯網絡

之中。

借用 Chun 的語彙來說：「媒介考古學沒有採用傳統歷史的方法，也沒有趨

向進步主義」（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181），她做的

媒介考古學較類似朝向一種重新論理化數位媒介的理論分析，尤以她獨具的系統

設計工程學的背景，嘗試轉化至她對於數位媒體的分析與理論化之上，堪稱獨樹

一格。在文章中，也可見這樣的推論與分析蹤影，如：討論記憶是動態而非靜態

的過程，她所徵引的討論材料則擴及至早期的再生儲存器設備（水銀延遲線與威

廉姆斯管），以及，在討論數位媒介的短暫性時，則援引「擴展記憶的儲存器」

（Vannevar Bush 於 1945 年提出的一種名為 memex 的機器設想），透過建立相

關路徑所發展出來的聯合索引系統，如何可以與後來的網際網路相結合，以解釋

數位媒介的短暫性現象等。此一新穎的分析嘗試本身，不僅試圖對媒介之新提出

挑戰與質疑，也透過一些不為人熟知的技術運作原理，重新思索記憶、數位媒介、

短暫性之間的關聯性。

本書第三面向，集結五篇文章，探討「類比／模擬與數位」。讀者讀到這裡，

一定留意到，此選輯的基本架構，基本反映了媒介考古學的深層時間觀，亦即，

過去、現在與未來。

綜觀而論，這五篇文章雖分散討論記號、噪音、垃圾郵件、病毒、代碼等，

但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通過一些看似被視為通訊過程的「意外」（accidents），

甚或是支微末節的技術細節等，將重心轉移至媒介技術的表面物質及其深層的通

訊如何運行等問題，試圖「再次復甦」這些無生命體的技術，如何往往牽動著媒

介系統的耦合（coupling）或潰敗，由此處窺探在當代數位文化脈絡下，媒介考

古學如何回應這些技術與它們之間的聯繫。

第九篇 Paul DeMarinis 通過錄音與樂譜以及當代藝術實踐等例子，析論物質

銘刻（material inscription）的實踐行為如何回應至當代的媒介文化。他以電報、

留聲機、光聲機等三大媒介技術裝置為例，探究它們「有何共同的技術基礎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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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互動環境，揭示它們如何嵌入我們的媒介文化，即信息與噪音的文化之中」

（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07）。這三大媒介技術都是

實踐訊息與噪音之間的轉換工具，DeMarinis 通過建立起技術細節，以此架構出

記號的點、中斷、破折，以及噪音等在信息流之間的存續，而這種特徵至今仍表

現在更廣的串行數據協議範疇之中。

接續的分析視角，則是遠離以人類為中心的分析姿態，將「看似」無生命體

的技術，重新拉回至媒介研究視閾，傾向觀察以媒介、機器為存儲、記錄與傳輸

的物質系統，如何作為一邊際系統與其他領域產生關聯。

以第十篇為例，德國媒介考古學者恩斯特，他的學術訓練背景是文化歷史，

擅長以冷凝式（cold gaze）(Parikka, 2011) 的眼光對檔案進行考古，通過探索機

器的內在時間過程，將焦點從歷史時間轉移至機器內部的機器時間（machine 

time）。

所謂的德式物質銘刻的媒介考古研究，無疑是在恩斯特這裡開始取得巨大

的進展。自基特勒一脈發展下的物質論媒介研究，在德國（及歐洲）產生巨大影

響開始，在柏林的媒介考古儲藏室收藏諸多，如：留聲機、西洋鏡、打字機、放

映機等媒介，但它們得以跨越時空尺度在此會上一面，不是因為它們是歷史上的

「舊」媒介而被集置在一起，而是這些媒介彼此之間具有的「關聯性」（relational）

以及「可操作性」（operational）的物質特性而被收藏；在德式的考古取徑裡，

媒介考古學面對的是，媒介之前的技術認識論結構，而非歷史敘事的結構，這

也使得這些媒介的集置像是一種「物質紀念碑」（material monument）(Parikka, 

2011)。

恩斯特從而主張，應將媒介考古學理解為一種分析與呈現媒介的方法或工

具，只要媒介沒有被視作大眾媒介的「內容」來研究，我們就需要另外採取一種

更為物質取證層面的分析方式。他的這個基本主張，使得他後來採取的研究路

徑，不是在複製既有的媒介歷史敘事的宏觀視角之上前進，而是以一種更為激進

的─微觀時間且非人的考古視角，通過對檔案、噪音、訊號的近距離閱讀，強

調遠早於人類介入以前，機器即可記錄時光流逝，成為自己的媒介考古學家，且

是一活躍的知識考古學家。

正因為媒介所記錄、處理、分析的文化數據，不再是備受推崇的敘事模式，

而更多可能是數學、計算、函數模式等，使得現代媒介有技術數學性的特徵，而

後者更是成為當代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這也正是為何對恩斯特來說，機器產生意義的關鍵，其實並不需要人類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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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翻譯與中介，亦即，媒介成為自身考古的對象，使得媒介考古學更像是一種

光學掃描儀的凝視，而非人類學觀察者的凝視。此一基本論點，幾乎不見容於正

典媒介歷史之中。

第十一篇帕瑞卡探究在廣義的傳播領域中，尚未被探究的噪音以及垃圾郵件

等，這類被視為通訊「它者」的問題。

自從兩位資訊理論學者 Claude Shannon & Warren Weaver (1949) 提出《傳播

數學模式》（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以來，噪音成為在通訊

過程中應被嚴格區分、排除的對象，它被視為是對於通訊過程的干擾。然而，帕

瑞卡認為自電報問世以來，噪音、干擾及網絡戰（cyber warfare）等，不僅是可

與網絡文化中備受重視的文化／語義脈絡，並肩齊步的媒介文化課題，更是瞭解

現代通訊過程的重要核心 (Parikka, 2012)，且仍延續至當代的軟體代碼文化之上。

他剖析噪音的誕生、干擾、混亂、傳播、攔截及其隨之而來的擔憂，如何與

其他層面相互關聯，而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有來自黑客的「積極竊聽」，

甚或是來自外星訊號，此一既神秘又離奇的色彩。儘管，噪音與垃圾郵件，通常

被視為數位文化黑暗面的病毒（virus），但帕瑞卡嘗試通過此一「異常」現象來

濾除（filter）當代文化。

對帕瑞卡來說，這是當代數位網絡裡極為關鍵的噪音（noise）文化，卻在

既有的傳播史中被輕易抹去，正恰恰是這些極為典型的黑暗面（dark side）構成

當代數位文化的立體顯影 2。

第十二篇則是由藝術家 Alt 討論計算機如何可能成為一種媒介，從物導向程

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概念的討論出發，受益於德勒茲的

啟發，他將OOP視為一「抽象機器」（abstract machine），並聚焦探索「計算（機）

如何被視為媒介？以及，『作為媒介』的計算機是如何取代『作為計算』的機器，

並成為一種主導的隱喻？」（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270）亦即，他嘗試探索那些不被劃定為媒介範疇之內的「計算過程」，摸索物

件導向的程式設計，如何作為電腦科學領域與文化範疇之間的聯繫，意圖重構對

於計算機更為積極的認識論，正是在此處，媒介考古學自然成為其觀察的視角。

那麼，計算機、計算過程、計算機語言，是「如何」呈顯出計算的媒介性呢？

他首先簡要地回顧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曾在幾個關鍵的歷史關頭出現，卻未得到

進一步的發展，如：Stephen Russell 於 1962 年設計出基於圖形的互動計算機遊戲

2 讀者亦可參考帕瑞卡其餘兩本另類媒介考古學之作 (Parikka, 2007, 2010)。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卷 第 1期．2021年 1月 225

《太空大戰》（SpaceWar!）、Ivan Sutherland 於 1963 年發布的計算機圖形應用

程序「畫版」（sketchpad），至 1967 年時，由 Kristen Nygaard 等人設計的程序

設計語言 Simula-67；Alt 認為，他們曾經都很有可能使這些早期的設計雛形成為

新的計算典範標準（new computational paradigm），不過，由於都各自缺少了系

統性的社會技術奧援，而使計算過程終止於雛形階段，無緣推及至更廣泛的計算

場域。

之後，計算機科學家 Alan Kay 於 1972 年為個人筆記本計算機 Dynabook，

開發一名為 SmallTalk 的編程環境，此一物件導向程式語言，凸顯出計算的媒介

性的幾個關鍵特徵，如：可擴展性（extensible）、多態性（polymorphism）等，

亦即，在更廣的程度上，凸顯了計算作為媒介的進程，此一當代計算環境的現實。

亦即，計算機在有了 OOP 之後的計算機才稱得上是成爲了一種媒介。

將時間刻度往前拉回一些，遠早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誕生之

前，Christopher Strachey 就曾訓練過計算機寫情書。第十三篇由 Noah Wardrip-

Fruin 執筆的「數位」媒介考古討論，即是以 Strachey 於 1952 年發明的「情書生

成器」（love letter generator）為例，拆解它的輸出、數據與計算過程（computational 

processes），主張唯有瞭解這些計算編程如何運作，才能洞察它如何作為「生成

表象」的機器。

Wardrip-Fruin 主要經由數據（data）以及程序（processes）兩面向著手。他發現

情書生成器有一個話語模式，即是按照「我的—（形容詞）—（名詞）—（副詞）—

（動詞）你的—（形容詞）—（名詞）」，並由數據庫進行詞語的挑選，填進相對

應的位置。通過這個設計好的模型，它所輸出的情書文本具有一定的結構性。他進

一步比較情書生成器與一個來自實驗性文學的研究組織，發展出來的一個詩歌作

品《100,000,000,000,000 首詩》（A Hundred Thousand Billion Poems），此一作品

由十首十四行詩組成，箇中深意即是，任何一首詩的組成結構使得潛在的詩歌數

量，遠遠大於十首。這是一個可以由讀者選擇與創作的文學作品，通過任何一首

詩的第一行，再選擇任何一首詩的第二行，緊接著再任選一首詩的第三行，依此

創造出一首可以取代原先作品的十四行詩。

Wardrip-Fruin 探究的是，情書生成器與這些詩歌之間的操作與排列結構，來

探索情書生成器因為通過操作與選擇較小的獨立單詞的過程中，相較於十四行詩

作品，而獲得更多組合的可能性。

其次，則是通過比較「跳棋博弈遊戲／程序」（checkers-playing program）

與情書生成器之間的基本區別，來凸顯它們是如何選擇的，以及這些涉及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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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又是如何完成的。此一跳棋程序，是 Strachey 早在情書生成器之前，開發的

程序設計方案。它建立的規則是，機器在每選擇可以走動的一步過程中，發現了

可以回擊對手的所有合法步驟，並且一一嘗試，再根據自身的走動路徑以及對手

回應的組合之間，推論自己可以進行的第二步。

Wardrip-Fruin 闡述，倘若跳棋程序是通過觀察當前的棋局狀態來做出決策，

則表示它必須掌握當前的信息狀態，從而知曉在何處開始下棋。這意謂的是，選

擇的過程代表對於下一步的向前投射。然而，情書生成器則是必須知曉編程程序

正處於情書文本的哪一階段，是在「開始」、「本文主體」，亦或「結束」的位

置，而也囿於可以選擇的單詞與句型都是隨機狀態，使得情書生成器無法積極向

前投射未來的可能性。

簡言之，Wardrip-Fruin 試圖瞭解情書生成器的操作以及它實際上是如何運

行，通過對於這個支撐系統的拆解與比較過程，來瞭解當前數位軟體文化的運作

邏輯。

循此，他的分析軸心脫離意義學式的範疇，轉而強調「軟體」編程潛藏的文

化邏輯，其實正逐步滲透至當代文化的各面向，成為「敘事」的一部分。此一呼

籲，迥異於德國媒介物質主義學派強調的「硬體」分析導向。

本書〈後記〉，Vivian Sobchack經由回望全書各篇所論的媒介考古學式研究，

她認為不應將媒介歷史視為總是以「連續性」及「目的論」的姿態，來到我們面

前，而應更凸顯過去在此時此地的在場，以及將當下與未來呈顯為永恆的過去，

同時，將備受忽視的媒介及其認知過程重新尋回至媒介系統性的隊伍之內。此種

意圖聯繫不同時空的企圖，將使得媒介之間並不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別，主要端視

我們如何尋找存於它們之間的可能神秘聯繫。

綜觀各篇內容，在前述論及的理論座標中，媒介考古學該如何定位自身？承

如兩位編者所言，「媒介考古學在各個學科之間移動自如，沒有一個置身其間的

永久家園」（Huhtamo & Parikka, 2011 ／唐海江譯，2018，頁 3），它的高度分

歧性以及難以歸類的特性，成了媒介研究建制化過程的化外之地。我們不妨將媒

介考古學視為在這個座標「之間」浮現而出的論述圖像，它是一種在各學科領域

之間的「論述旅行」（discursive travelling）。亦即，尋找媒介群像的知識、技術、

文化在這些學科之間的聯繫、重疊、分歧，不是僅停留在片段的軼事範疇，而是

試圖追問那些在正典敘事之外，未曾被意識到的「潛在脈絡」，如何可能成為媒

介認知過程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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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定位顯然有別於兩位編者的定義與想像，實際而言，這也是媒介考古學

自 1980 年顯其蹤跡以來，如影隨形的學科定位與方法學包袱。然而，與其追問

它的定位，不如轉而思索它與「新」媒體研究的關聯性，或許可以回過頭來幫助

我們思考它的理論位置，為何是一種論述旅行。

以網際網路為例，支撐與維繫其浮現的重要物質基礎：海底纜線，深埋在海

底成為沉默的服務者，一如現代通訊的僕人。它實際牽動現代文明溝通的發展，

卻未曾成為媒介研究的關鍵篇章，忽略這種典型技術的連結意涵，將可能錯失媒

介研究的「全景」。

當我們想探問，海底纜線作為關鍵的媒介技術，如何互涉於現代的網絡社

群。在這樣的研究裡，我們必須下至海底，探索其工程技術的運作原理，也需

上至雲端探索虛擬的傳播系統，更需著陸，將旁及媒介技術的運作過程、操作

程序、理念、知識等一系列物質條件，通過對技術細節的描述與歷史先例聯繫起

來，正是在此一關鍵位置，媒介考古學式的人文分析意涵開始冒出頭來。例如：

Starosielski (2015) 進行的《海底網絡》研究，便可視為是在多學科領域之間遊蕩

的論述旅行。

亦即，所謂的「論述旅行」，是這樣從技術細節之處窺探媒介群像，尋找媒

介之間的關聯性如何慢慢靠攏的過程。如今，只是透過一種或一系列密切相關的

方法，通常被命名為媒介考古學的途徑，將此一深層結構的鏈結過程，重新發掘

出來。

在此，也須提醒讀者，儘管各篇內容之間未有連貫性，但無論是兩位編者在

〈導言〉中描繪的學科版圖，亦或，本篇書評的結構布局方式，皆可能形成另一

種對於媒介考古的「再現圖像」；評介者也有意識地反覆使用，如：復現、考掘、

視閾、群像等後設字眼，這種積極重構認識論的本身，也可能暗藏特定觀點或框

架的傾斜。正如全書隻字未提「再現」，卻也無法遮掩，他們抗拒主流歷史有一

特定再現媒介的角度，只是，媒介考古學「顯影」媒介的方式，不是僅將分析停

留於不同片段的軼事範疇，而是通過此歷史斷片積極重構更為廣袤的媒介群像，

以更為謙遜的新歷史主義的態度，來思索媒介的意涵。

概括而論，無論是從本書中的任何一個案或觀點來看，基本上，所有的媒介

都是歷史的集置（historic constellation），亦即，媒介本身是巨大冰山網絡的一角，

潛藏不同的行動、情境、感知條件等，媒介考古試圖揭示媒介所處的存在視域，

以及如何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為其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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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媒介的深層時間：文化技術與媒介概念的聯繫

讀者閱覽全書後，或許心中潛藏一疑惑，媒介考古學如何挖掘更古老的媒

介？如何定義這些古老的技術？以及，如何想像與連結它們與當代的關係？

當代，各式媒體及其新興的媒介形式出現後，我們對於何謂媒體開始有不同的

論述想像。例如：基特勒 (Kittler, 1995) 的「沒有軟體」（There is no software）；曼

諾維奇 (Manovich, 2013a, 2013b) 的「只有軟體」（There is only software）、「軟

體之後的媒體」（media after software）、「媒介軟體」（media software）；席

格特 (Bernhard Siegert, 2003) 的「沒有大眾媒體」（There are no mass media）；

霍恩 (Eva Horn, 2007) 的「沒有媒體」（There are no media）；皮亞斯 (Pias, 2011) 

的「媒介曾經是什麼」（What were media）；溫斯洛普楊 (Geoffrey Winthrop-

Young, 2010) 的「硬體／軟體／濕體」（hardware/software/wetware）等。這份關

於究竟何謂媒介的本體論的清單，還可以繼續增列下去。究其實，他們試圖回應

的是一個關於媒介的前世、今生與未來的譜系問題。而不論我們談論的是何字

眼，從媒介考古視之，重點在於媒介及其周遭可能相互關聯的軼事。

如果說，上述諸種概念可以表現當代媒介譜系某些面向的特性，那麼，媒介

考古學如何探索現代「之前」的媒介，可以直接用現代的媒介概念去理解嗎？這

確實成了研究難題。從媒介考古的視角來看，自然可以以發展的新概念去逆向考

掘歷史上曾出現的媒介，但不免落入概念適用性與否的爭論。

針對此問題，有兩派爭論，其中一派觀點，如：恩斯特（Ernst, 2013，轉引

自 Born, 2016）率先提出「中世紀無媒介」（There are no medieval media）概念，

「強調能夠稱為媒介的，必是具有現代電子技術意涵，以此嚴格性的界定，區分

現代媒介與中世紀之別」（同上引 , p. 110）。恩斯特反對的是，以現代術語回

望中世紀，但不代表他反對採用文化技術概念來研究前現代媒介（pre-modern）。

另一派觀點說得更直接，伯恩 (Erik Born, 2016) 認為「文化技術」可以作

為媒介概念的早先聯繫，以此協助媒介考古進行深層聯繫的考掘工作。從字源

追溯來看，「文化（culture）源於拉丁文 “colere” 與 “cultura”」 (Siegert, 2015, 

p. 9)。文化技術，它的德文是 “Kulturtechniken”，這個字眼首次使用是在農耕領

域（agricultural domain）出現，自 19 世紀晚期至今以及在德國理論中的發展，

與德國在農耕技術上的歷史進程互有關聯 (Siegert, 2013, 2015 ; Winthrop-Young, 

2013, 2014; Young, 2015)，如：大規模的改良程序，灌溉、排水耕地、截彎取直

拉直河床或建造水庫等，這些試圖改造自然地貌的方式，使得文化技術在德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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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耕脈絡裡成為代表環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的專有指涉。至 20

世紀 70 年代，文化技術蹤跡的現身與類比及多元的新媒體環境相關。在此脈絡

下，文化技術指的是一些基本技能，諸如：閱讀、寫作和算術等等 (Siegert, 2015, p. 

10)。亦即，該概念最初描述旨在耕種土地並使之適合居住的工程過程，爾後與

其近來的媒介多元脈絡發展相互融合。

此一轉變脈絡，共同凸顯的重點是，文化技術概念被用以指稱「行動者、

技術、器物」之間的運作鍊（chains of operations）(Siegert, 2013, 2015; Winthrop-

Young, 2013, p. 4-6, 2014)。亦即，「文化技術」作為人與非人之間構連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articulate），以及啟迪德國技術哲學一脈的發展，此思潮亦激勵

了後繼德國學界對於知識或文化物件，更為廣泛且跨越學科邊際的探索 (Cruz, 

2017; Ernst, 2013; Geoghegan, 2013; Parikka, 2013; Siegert, 2011, 2012, 2013, 2015; 

Vismann, 2008; Vogl, 2007; Winthrop-Young, 2006, 2011, 2013, 2014)，其將研究焦

點著眼於文明歷史上不同的文化技術，包含：門、地圖、信使、郵政系統、索引

卡以及閱讀術等，與歷史文明進程的關係及其無意識過程 (Geoghegan, 2013)。這

派思潮著眼於媒介技術所設置的物質條件及其脈絡如何構成意義，而非強調媒介

內容再現的意義。

熟悉這個概念的讀者，或許並不陌生一個著名的例子，德國媒介文化技術學

者威斯曼 (Cornelia Vismann, 2013) 以犁為例，犁在地上犁溝，標誌與圈限出法律、

秩序、習俗，以及野蠻、混亂等內外之別。進一步而言，犁是劃定領土所有權（特

別是羅馬帝國）得以出現的技術物質基礎，亦即，它是主權概念能浮現的一種文

化（操作）技術。

另一例子，席格特 (Siegert, 2015, p. 45) 指出，烹飪是文化技術，從本質而言，

它區分食用與不可食用食物，創造出生食與熟食之別，也正是這個透過技術所完

成的區辨過程，文明文化與野蠻之隔一去不回。這也讓我們想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分析無數的神話後，認為烹飪是處理自然與文化差異的典型技術

（Lévi-Strauss, 1969 ／周昌忠譯，1992），即便，他並沒有使用文化技術一詞。

換言之，即便席格特與李維史陀分擅兩個不同的學術場域，使用不同的學術語

言，但他們都試圖瞭解烹飪在人類馴化過程中所起的交互演化作用，何以使得人

類區別於其他獸化動物。這一系列的區別過程，更涉及「進階」的文化技術鉸鏈

的操作，諸如：區分用餐時段、餐前禱告、使用餐具吃飯、遵守相關的用餐禮節

等，皆具有區辨文明化文化的作用。進一步而言，若從這個演化結果的角度來看，

「門」自然也是區分人類家居演化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技術，相關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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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隱私概念油然而生 (Siegert, 2015)。

我們僅能在此以稍短的篇幅說明，根據伯恩 (Born , 2016) 的觀點，中世紀的

文化技術與現代的媒介概念之間，不僅具有概念上的早先聯繫關係，在分析意義

上，更是幫助我們在挖掘現代文化的偶然性如何浮現時，其與文化技術作為媒介

的前結構（pre-condition），有一追尋的線索。

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犁、門、烹飪等例子，揭示文明化的文化正是建立在這

些技術的操作與實踐區別之上。從此角度看，將文化技術放在當代脈絡來看，不

僅有了必須被討論的意義，亦有作為（現代）媒介研究的現實意涵。

當然，更重要的意義是，它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了探索媒介隱匿消失與浮現的

可能意涵。

究其實，作為文化技術的媒介，此一深層時間的聯繫，給予媒介考古學的啟

示，分三面向。

一、拓展媒介研究的範圍

一如「文化技術學者所談的媒介，如：門、僕人、動物、法律等，並非是

英美媒介研究脈絡裡所指涉的『媒介』意涵」(Parikka, 2013, p. 148)。以席格特

（Siegert, 2008，轉引自 Parikka, 2013, p. 148）的語彙來說，「早期的德國媒介理

論無忌憚地進入各領域，挖掘受人文學科領域束縛的源頭，而又無需顧慮其根深

蒂固的『媒介概念』（concept of media）」。換言之，從學科領域中鬆綁，同時

亦擴大媒介研究涉足的領域。媒介考古學探索的範圍從留聲機、電影等這般具有

現代意涵的媒介，亦擴及至索引卡、日曆、目錄等更古老的文化技術如何形成古

老網絡。

二、媒介技術的出現是一操作鍊的運作過程 

當我們在強調與彰顯德國媒介理論對於文化技術「動態過程」的強調，一方

面，一如席格特 (Siegert, 2012, 2015) 指出，它們是一種運作鉸鏈的（動態）過程

（chains of operations），我們必須按照它為我們制定的規則行事（act），如：

門的推或拉，打開或關閉等。媒介考古學從此處看見，媒介技術的出現「過程」

是探問的焦點，而這個過程包含了技術於動態脈絡變化中的「諸種實踐方式」，

「遠早於」特定的媒介技術的專殊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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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歷史（media histories）是相互關聯的文化技術史

從「文化技術」作為媒介一詞統攝的出現及其相關的「轉變脈絡」，

凸顯媒介始終作為一種需加以探究的技術運作的本體，或操作本體（ontic 

operation），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技術的網絡」（media as networks of cultural 

technologies），媒介的歷史是一相互關聯的文化技術史 (Siegert, 1999, 2011, 2012, 

2013, 2015)，這個由席格特 (Siegert, 2015) 改寫媒介概念的基本主張，曾幾何時

近乎成為當代媒介發展的現實地圖，精確一點地說，媒介不再是傳統視域下，所

謂單獨使用或探究文化語意等的經驗主義式圖像，而是強調從更為基礎的物質—

技藝面向思索媒介的意涵。彼得斯 (Peters, 2015) 曾以 Google 為例，「Google 的

崛起，使得我們對於探索『古老』媒介的相關性迫在眉睫，此一基於演算運作的

文化技術服務，殖民了我們的桌面，諸如：搜尋、文件儲存、日曆、地圖、信件、

導航，以及翻譯等」。這些橫跨不同媒介系統的文化技術的操作與實踐，不僅提

供一種相互索引的參照性，同時也將媒介研究帶向一深層的「技術化與計算化

（computerization）年代。

換言之，人們通常認為數位化與計算機技術是密不可分的，但，或許數位

化是更古老的文化歷史的一部分。以演算技術而言，我們應該可以質疑它能有多

新？從古老蘇美爾泥板到現代計算機代碼，何嘗不是歷史文明進展中相互連結的

文明技術網絡。當我們從媒介考古角度開始考慮這類問題時，現代數位世界的數

據流其實與悠遠的文明加密技術與脈絡，如：代碼、早期魔術實踐、現代戰爭等，

脫離不了干係。

伍、媒介考古遙指未來的現在：往返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書評尾聲，為呼應本書第三面向探索的「類比／模擬與數位」篇章，意在遙

指媒介考古學式研究的未來，評介者亦根據此提供淺見。 

仔細回想，在文化研究席捲歐陸的年代裡，備受熱論的關鍵詞彙是人、主

體、能動性、意義、霸權等，而在進入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Weiser, 

1991) 的年代裡，媒介研究每隔幾年便重新定義、翻修「當代」關鍵詞彙（critical 

terms），諸如：大數據、程式碼、演算法、物聯網等。這些曾經占據電腦科學

領域的資訊語彙，也成為傳播研究的時髦詞彙，更不用談，近年媒介理論也亦步

亦趨地與其他研究接軌，如：後控制論、平臺研究、批判程式碼研究、軟體研究、

社會網絡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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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非人」（non-human）轉向，恐怕是未來媒介研究需加以深究之處。

亦即，媒介所處的存在視域，如何從古老的網絡演化至現代的文明樣態，以及如

何將那些沒有被明確地上下文化（contextualised）的軼事，成為歷史網絡的一部

分。

評介者提供兩點基本觀察，從時間與空間維度出發，進行媒介考古學式的探

索。

一、時間維度考古：成為歷史網絡

以雲端的史前歷史（prehistory）為例，Tung-Hui Hu (2015, p. 146) 指出，數

位雲會主動消除其自身的「歷史性」（erases its own historicity），他透過想像的

另類歷史方案，重新考察雲端的史前史的過程中，揭示關於雲（cloud）的文化

幻想（cultural fantasy），進一步指出，雲端如何從鐵路網絡、下水道系統以及電

視線路等較舊的歷史性網絡中演化而來，它們為數位雲端的浮現提供了一個歷史

的基礎架構（historical infrastructures）。

此處值得思考的是，媒介考古學暗藏這樣的視角，即網絡，早在現代網絡社

會出現之前即已存在。亦即，媒介考古考慮的是，如何將「媒介視為網絡」（media 

as networks），以及，如何將「網絡視為如同媒介」（networks as media）般地觀

察與分析。此處，網絡是「複數」的，在時間的推移中，它們如何成為歷史網絡

的一部分，由此區辨出多少紛沓的文明樣態。

二、空間維度考古：媒介、地球歷史與技術的聯繫

在既有的媒介研究中，「環境」幾乎是一抽象運作的概念，少有研究闡述環

境之於媒介的意義。帕瑞卡 (Parikka, 2015) 敏銳地關注到此議題，他從齊林斯基

對媒介採取的深層時間（deep time）觀的視野中，發展出以地質學的角度拓展媒

介研究的視野，將媒介的歷史推及至數千年之前。

他認為媒介研究不應僅止於研究「當世」的媒介，而是應凸顯組成媒介的原

始物質（raw materials）與歷史地質層之間有何關聯性，以歷時性的時間尺度將媒

介的物質與生態，置於更廣袤的地球歷史之中。此一真正的回歸物質沉積層的研

究，亦有論者謂之媒介激進論。以當代各式電子廢棄物為例，我們甚少關心這些

退場的媒介，後來去了哪裡？近十年以來，「數位垃圾」（digital rubbish）、「媒

介廢棄」（media waste）、「電子廢棄物」（electronic waste）、「傳播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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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環境與綠色思維」（greening the media）、「媒介自然」（medianatures）、「計

畫性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 (Cubitt, 2016; Gabrys, 2011; Hertz & Parikka, 

2012; Maxwell & Miller, 2012; Parikka, 2011, 2013, 2015; Rust, Monani, & Cubitt, 

2015) 及其相關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等議題，開始進入媒介研究的

視野。論者們開始意識到媒介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深層聯繫，開啟一波以媒介的自

然史與生態史為書寫重點的媒介研究。例如：加布雷斯 (Jennifer Gabrys, 2011) 研

究媒介設備／裝置的物質壽命。也就是說，這些新一代的媒介理論學者也重新界

定何謂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凸顯自然與技術之間的聯繫。

前述時、空維度的探索，無疑地提醒我們朝向一種網絡式的媒介考古研究。

尤其是，網絡一直是作為支撐與維繫人類文明的亙古存在。我們可以做的是，當

某些維繫特定網絡方式的技術出現時，謹慎說明此一技術細節為何，如何與其他

技術相互關聯，考慮它在不同網絡中的意涵，進一步，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描述與

重構更廣袤的社會歷史文明秩序。

綜觀而論，無論是從何角度進行媒介考古式的媒介研究，應能同意一個基

本論調，即，不流於任何有關歷史哲學觀念的大解釋模型，這類的既成之見。同

時，亦拓墣為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基本運動與倡議，從地質學、文化學、遊戲學、

海洋學、電影學等，都試圖揭示當媒介成為一基礎字彙，打散至各領域時，媒介

不僅成為當代基礎的論理架構，亦開展出不同深層維度探索，讓我們看到另類的

「媒介歷史」嘗試。

同時，綜觀本書各篇所嘗試的考古取徑，他們亦婉拒古老與數位是兩碼子

事，一如基特勒徵引不同的歷史插曲、軼事，引入一種非線性的媒介歷史觀，不

是將寫作、計算、音樂、數學的歷史，描述為線性進步的歷史 (Armitage, 2006)，

而是視為同步的文明過程，因為「即便像是文學，以字母（表）這般古老的媒介，

來處理、存儲與傳輸文本，這類操作（資料）的過程，其實都具有與計算機技術

相同的『技術積極性』（the same technical positivity）」(Kittler, 1990, p. 370）。

換言之，所謂技術的積極性，並非專屬演算時代的事，數位也是更古老的文化歷

史的一部分。我們可能透過媒介考古學式的視角登上一艘新世紀之船，重新思索

與改寫關於媒介新穎性的諸種措辭，將媒介視為多面的立體棱鏡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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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Illuminating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the Media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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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Erkki Huhtamo and Jussi Parikka Eds.), part of volume from Wolfgang Ernst, Jussi 
Parikka, Claus Pias, et al. Their scholarly works adopt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hat 
rejected linear narratives to understand the study of media; they instead emphasized 
more on the material underpinning of media as well as related the media study to the 
conditions of media cultur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the paper 
introduces to how to think of media archaeology as discursive travelling that emerges 
from the field of media as well as sets out to illuminate its core idea resonating with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positions as well, e.g., media forensics, infrastructure studies, and 
platform studies. Second, the article examines each chapter in this edited volume and 
further illuminates its argumentation concretely. Third, in the light of this materialistic 
epistemology, the paper thus extends into discussions regarding how the media 
archaeology excavated the “historical media”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echnique. 
Fin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media archaeology should take the notions of “media 
as networks” as well as “networks as media” into conside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more archaeological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media archaeology, becoming-media, material structure, cultural technique, 
media as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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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年 1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與舍我紀念館共同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

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

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近日規劃中專題如下，歡迎各位共同參與。

 ■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

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二、 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

瞻性之研究論述；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 

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

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

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

文自 3卷 2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

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四、研究紀要：研究議題重要且具前瞻性，能系統闡述特定領域相關文獻或

最新變動情況，已通過審查但與一般論文的偏重不同，以研究紀要刊出。

五、典籍再現：不定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

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典籍再現自 10卷 2期起，均依

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六、口述歷史：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或本刊編輯規劃

之口述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242

參、審查制度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3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

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

改權。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一）刊登；

（二）修改後刊登；

（三）修改後再審；

（四）退稿。

（五）其他。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

修改）約花費 3–6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

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一）刊登 vs. 退稿；

（二）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

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體例。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

「.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

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

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

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

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

發現，本刊即予撤稿。

四、「特邀論文」、「口述歷史」、「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

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五、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期刊 1本，與該文 PDF檔案。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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